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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同校大学中的女性：齐鲁大学女部研究 

 

陈黛甜（华中师范大学）  

 

摘  要：齐鲁大学是一所由十个差会支持的基督教大学，她不仅是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史上

的先驱，也是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史的先驱。齐鲁大学是中国第一所颁发给女性学士学位的大

学，不同于女子学院，她使用在男女同校这一平等模式下，再设立独立女部的方式开展女子

高等教育。齐大女部的目标是培养中国和中国基督教届的女性领导人。在校内，富有“女性

意识”的女传教士们，为女学生积极争取权利。在校外，女学生因为接受了男女同校教育，

性别差距逐渐缩小，走上许多之前只由男性担任的岗位。教育权的解放推动了工作权的解放，

一起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女性权利的提升。 

关键词：齐鲁大学 女性教育 男女同校 女性权利 近代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 

 

齐鲁大学不仅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更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国

女子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齐鲁大学是中国第一所颁发给女性学士学位，并最早实现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学。为了保

护女性，在男女同校教育的基础上，她增设独立的女部以开展女子高等教育。在当时普遍教

育方式为女子学院的情况下，男女同校这一新的大胆尝试，意味着性别间交流与冲突增加，

同时也有助于女性权利的提升。女性常常在男女共处的公共空间中再建立独立的女性团体，

以对抗因共处带来的男性压迫或者性别歧视，并在对抗与交流中获得进一步解放。中国近代

女性教育权的解放过程也体现了这样的观念：从只有女性的女子学院发展至男女同校中设立

独立女部，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取消女部，仅在大学中设立的独立女性宿舍。 

男女同校这种大胆的尝试，是传教士以国外大学为例，率先在中国国内的基督教大学开

展的。中国第一所给予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其院长麦美德（Luella 

Miner 1861-1935），在 19 世纪初华北协和女子学院策划并入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并入金陵大学时，就讨论了当时已施行男女同校的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办学效率，及男女

同校是否真的对女性有利
1
。 

尽管有过许多的争论，男女同校还是在中国大学开展了，以上几所基督教大学和齐鲁大

学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展男女同校的大学。在齐鲁大学发展过程中，怀有强烈“女性观念”的女

传教士们，为了争取财政、地位与男职员、男院长平等，发声与男性碰撞，并争取只颁给女

性的特殊奖学金，在校内积极争取女性权利。而对于校外的女性权利来说，由于女学生与男

学生接受相同的教育而缩小了性别间的差距，一大批具有优秀品格、专业素养、爱国而又有

担当的女性，足以胜任许多传统意义上只由男性担任的职位，如政府职员、科学家、研究员

等，她们与男性一起肩负起近代中国社会建设和民族解放的重任。如此，教育权的解放又自

然而然地推动了工作权的解放，从男女同校到男女同工，推动了中国近代女性权利的提升。 

齐鲁大学史的研究起源于西方，中国学者也已开展了许多的研究，涉及校史本史、校内

机构、校内生活及与国家社会互动等多个方面。但可能因语言问题和资料获取不便，前辈学

者对英文档案和传教士教师书信类的史料挖掘较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颁发给女性

学士学位的大学，这样重要的地位，齐大女部却在齐大历史研究中一直是“隐身”的情况，极

 
1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June 25 1918,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Unit3 Item:(ABC 16.3.12), Reel 308, North China Mission 1910-1919 Letters L-N. 《中华

续行委办会》，1918 年 6 月 25 日，美以美会档案 Reel 308.以下涉及美以美会档案一概简写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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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学者提起，专门展开研究的文章也几乎没有。男女同校是如何开展的、基督教传教士在

其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两性在此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交流与碰撞、同校教育的结果如

何、对近代女性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于近代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在综合齐鲁大学中英文档案、传教士书信、学生回忆录等重要史料和前辈学者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齐鲁大学女部的历史，并以之为例，探究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教育方

式对中国近代女性教育权和工作权的促进。 

一、迈出第一步：从女子学院到男女同校 

常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女性高等教育起步得很早
1
。在 19 世纪

20 年代时，中国人认为男女同校是进步的举措并给予很多支持。到 19 世纪 30 年代时，男

女同校的教学模式已比较普遍，培养同学间的男女协作是大学的教育目标之一。但同时，男

女同校的大学也面临更多的性别挑战。 

19 世纪 20 年代，人们对男女同校的大学给予了很高的支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创始

人德本康（Matilda C. Thurston）曾经指出：“在美国，女性必须为自己的教育权而奋斗。……

但在中国，一旦有机会，男学生们对于让女性进入校园这件事比女学生更热情。在中国的一

些学院里，如果它采取了男女同校的方式，它的学生会被提供丰富的奖学金和其它的一些鼓

励政策，男女同校被认为是进步的举措
2
。”到 1925 年时，因几乎每一所中国政府的官方大

学也已普遍开展男女同校教育，“中国女性需要大学教育吗”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3
。1934 年齐

鲁大学第三任女部部长刘兰华（Lan Hua Liu Yui 1889-1969）说：“除了专业知识，我每学期

还会教（女学生们）如何与男性交流，因为她们从小到大就没有‘男女协作’的观念，男女协

作对于家庭和社会都十分重要，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年轻人们来说，这是重要的基础
4
。” 

虽然不论男女同校还是男女协作教育都受到很多支持，但女子学院可以大胆地声称自己

只为了女性，而男女同校式大学却在性别问题上面临更多的指责和冲突：比如被认为钱更多

地划给了男性、男女教师地位不平等或者其它对女性权利的性别歧视。 

不过，关于权利的斗争很少是安全或者愉快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种旨在把社会作为一

个整体来进行改变的政治运动，是一个需要男性参与、两性共同交流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运动，

而不是隔离男性的世外空间。在任何以彻底的变革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中的

实践，不可能仅仅致力于为想成为激进分子的人建立安全的空间
5
。极端的差异观念，造成

激进者去创造唯有女性的空间，却反而破坏了女性解放运动。而为了推进两性的交流势必需

要一个共处的空间。 

这样的共处空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女权运动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权也

是一步步解放的：女性先建立独立的女子学院，继而再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设立单独的女部，

最后取消女部，仅设立独立的女子宿舍。从女子学院到男女同校需要一个突破性的过渡，独

立的女部便承担了这个责任。女子学院中的女学生常常被安排例如家政和基础识字这样“仅

 
1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1904 年建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15 年开始正式招生，齐鲁大学于 1914 年开始招

收女性，1924 年正式开展男女同校教育。1926 年齐鲁大学有三名医科女学生顺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这是齐大史上第一次有女性毕业，也是整个中国第一次有女性获得被承认的学士学位。REPORT OF THE 

WOMEN’S UNIT FOR YEAR ENDING JUNE 1926,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Divinity Library, Box244, Folder3993. 耶鲁大学藏亚洲联合董事会档案，以下简称亚

联董档案。其他档案及内容简为例如此档的简短翻译：《女生部 1926 年报告》，亚联董档案 RG011-244-

3993. 
2 《德本康作“金陵和南京大学”的报告》，1928 年 9 月 8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143-2845. 
3 《麦美德的信》，1925 年 11 月 7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55-4150. 
4 《刘兰华致 Miss Hodge 的函》，1934 年 2 月 18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5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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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女性的课程”，这种课程不仅包含着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且于教育结果上看，

接受同样时间的教育后，因为被教授的知识本身就比较浅显，女性获得的知识对社会的贡献

通常比男性要低。 

而在男女同校的方式下，男女参加同样的入学考试、上同样的课程、一起做实验并参加

同一标准的考核。性别间受教育时的差异便因此缩小，在此基础上，教育的结果才更具有可

比性，这有利于破除“女性天生不是学习的料”的成见并实际上进一步推进女性教育权的解放。 

率先开展男女同校的齐鲁大学，在一开始的入学考时就不会为女学生降低入学考难度，

也不会放松上课要求或者降低毕业标准。齐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对男女一视同仁，要求的科目

有数学、作文、几何、中西历史、理化和英文
1
。最先向女性开放的是医科，医科的课程里包

括有机化学、比较解剖、理论化学、公共卫生、寄生虫学等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对女性很有

挑战的课程。 

二、男女同校与齐鲁大学创立之初女教师们的斗争 

齐鲁大学非正式的男女同校始于 1916 年，正式的男女同校始于 1924 年齐鲁大学合并

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同校的原因是为了合作互补。这个过程不是完全顺利的，在其合校前

的谈判中，压力和反抗主要来自女传教士们，她们因担心性别歧视展开了斗争。但所幸结果

不错，合校教育在一开始开展得比较顺利，女性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不少的权益。 

齐鲁大学非正式的男女同校始于 1916 年。1909 年，座落于潍县（潍坊）的山东新教大

学（中文名合会学府）在合并了长老会和浸礼会在山东各处的医务工作之后，组成了一个在

济南的联合医学院（中文名为医道学堂），学校也改名为山东基督教大学。1914 年这个共和

医道学堂开设护士班，1915 扩充为护士学校，招收了 12 名女生，后来迫于社会风气于次年

开始招收男生。1917 年，在潍县的文学院、在青州的神学院和济南的医学院正式搬到济南

新校园，合并成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中文称齐鲁大学

(Cheeloo University)
 2
。1929 年，前文这个男女同校的护士学校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护士

专修科。 

更正式一点的男女合校是在 1924 年，齐鲁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因互有短缺而谋

求联合，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因性别问题发生了争执。能言善辩的库寿龄（Samuel Cooling）

虽然之前成功合并了多所学院
3
，但在企图合并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时他遭受了艰巨的考验：

“永远不会忘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和一群神情紧张、心情迫切的妇女们在北京那一上午漫

长的讨论，也不会忘记她们提出的那些刨根问底的问题”
4
 。双方像做大买卖前紧张权衡的商

人，又像子女结婚前衡量对方家庭财力的精明父母，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人手短缺，规模小，

没有独立校址，也没有足够的师资进行有效的教学
5
。齐大此时其实也是人手不足，竞争力

弱，除此之外齐大还因为刚搬迁资金严重缺乏，而女子学院却有指望从斯派尔曼基金

（Spelman Fund）中得到数目不小的 35 万美元
6
。 

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的女医生们，担心合校之后会遭受性别不公，因而向库寿龄博士提

 
1 《齐鲁大学学生考试题及规则》，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 J109-02-011，1/51/ 52/53/ 55-58。 
2
 《齐大有关学生运动的材料》,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 J109-01-335，第 1 页。. 

3 1904 年，库寿龄说服合并了美国长老会狄考文(Dr. Calvin W. Mateer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和英国浸礼会郭罗培真 (Gotch-Robinson) 在青州的文学院, 组成座落于潍县

（潍坊）的山东新教大学。 
4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年，第 122 页。 

5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

录》，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49 页。 
6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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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尖锐的质问：“她们问我是否打算让男人当教授，而女人只能当助教！”“有人提出一个事实

上并不坏的问题：一旦她们参加进来，并为联合放弃一切，她们将得到什么保证，确保她们

将来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他只能回答她们“唯一保证就是相信我们合作的目的是正大光明

的。”
1
 

这样的质问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女子学院，原本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只提供给女性，而一

旦男女同校，女性的地位便立刻会受到威胁，且原来只用给女性的资金也可能会被男性分走。

事实上，齐鲁大学给华北女子协和医学院这个空空的保证，确实为后来女部发生的许多问题

留下了隐患。但此时的联合是双方都受益的，男性用了女性的资金，女性也用到了男性的资

源，双方是互补的。齐大女部第二任主任麦美德，在 1912 年一封信中提到华北协和女子医

学院事情的时候也表示：“女医生们......认为受制于董事会并非好事，其成员当然大部分是男

性，但如果对于我们的女子大学行之有效的话，我觉得以后合并也是有可能的
2
。”可见对于

女性来说，从独立的女子学院到合校，关于权利和效益是需要考量的。女医生们的质问体现

了“平等”的观念，性别间的平等纳入她们对合校教育的考量中。 

不过合校还是成功了，并且对于双方来说结果都不错。1923 年齐大的医预科班已经开

始招生，1924 年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两个班 32 名女生和 5 名美籍女教师
3
并入齐鲁大学医

科。这 5 名女教师是兰纳德(Dr. E. Leonard)、卫徳 (Dr. Waddell)、思科特(Dr. Scott)、海尔思

(Dr. F. Heath)和摩根(Dr. Morgan). 兰纳德协助教授解剖和小外科，另外还要处理综合行政事

务。卫德在生理和药理学部。思科特在小儿科，海尔思在妇产科和综合外科。摩根在内科。 

第一届女部成员如下
4
： 

主席：W. F. McDowell 

秘书和司库：Miss Lucy Lepper 

财政部：Miss Margaret E. Hodge, Mrs. W. F. McDowell, Mrs. W. I. Haven 

人事部：Mrs. Avann, Mrs. Roys 

组织部：Mrs. Roys, Miss Bender 

兰纳德医生任女生部首任部长。 

合校教育为女子教育的开展带来了益处，齐鲁大学分配了很多的资金和预算给校内的女

性，并对合校教育进行了肯定。1925 年医学院的报告说：“本年的经验使我们更为确信医学

教育上男女合校的可能性。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有理由庆幸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步骤
5
。”齐鲁大

学为了“迎接”女生部的到来和成立，进行了很多拨款的预算：1923 年预计完成一栋价值两万

五千美元的宿舍，两栋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职工公寓，还有租地三千美元，医学院女生房间

和设备共五千美元，新医院的租地将近两万美元。1924 年的预算有花在女子医院上的五万

美元。连 1928 年为更多公寓和拓展项目的两万五千美元都进行了预算
6
。 

从“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这一目的来看，合校拯救了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并为齐大女部

的女性提供了许多的资金和帮助，应给予积极的肯定。 

 
1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 122 页。 
2
 General letter, 15 September 1905,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下简写为

ABCFM ) Elisie Clark diary,18 October 1913,CRP; Miner general letter, 28 August 1912. 转引自简·亨特：《优

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李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04 页。 
3
 《1923 年华北协和大学和山东基督教大学代表会议记录》，1923 年 1 月 19 日，亚联董档案 RG110-243-

3987. 
4《山东基督教大学医学院女部报告》，1924 年 1 月 7 日，亚联董档案 RG110-243-3987. 
5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 123 页。 
6 《1923 年华北协和大学和山东基督教大学代表会议记录》，1923 年 1 月 19 日，亚联董档案 RG110-

243-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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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财政和地位：女部管理层为女性权利的“持久战” 

在齐鲁大学女部 28 年
1
的历史中，财政问题是主要的问题。由怀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

传教士和女基督徒担任的女部管理层，对财政分配不公和地位不平等问题展开斗争，希望能

获得更合理的资金分配权利及与男性相同的合理地位。她们还努力争取到了努力不少只颁给

女性的特殊奖学金。虽然在时代限度内很多问题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发声本身就是一种

积极的象征，女部也获得了不少成就。 

1925 年齐鲁大学逐渐开放了其它学院招收女生的大门，兰纳德医生卸任，由麦美德和

她的学生刘兰华接任女部第二、第三任部主任。麦美德于 1924 至 1929 至年任女部部长，

刘兰华在麦美德病逝后，于 1929 任女部部长，直至 1952 年齐鲁大学因院系调整而“消失”。 

（一）麦美德、刘兰华与中国女性教育事业 

美以美会传教士麦美德，是一位“典型”的女传教士。她热爱中国，具有强烈的“基督女性

精神”，她将大半生都献给了中国女性教育事业，“她对她的信念坚忍不拔，但对其它人的建

议温柔理解
2
。” 

麦美德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欧伯林(Oberlin)，具有西部女孩豪爽的开拓精神。1887 年她

来到中国，这一来，就将她七十五年人生中的五十年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她有“美国西

部的开拓精神、家庭深远的传教传统、悉心培养她的父亲作为榜样、欧泊林学院的福音派影

响和不满足于做普通教师的雄心。对她而言，投身传教事业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很少有

人能像她这样在各个方面都得天独厚
3
。接受了短期的汉语强化训练后她到潞河中学任教—

—这个学校后来成为潞河学院，并入华北协和大学。在义和团运动中潞河书院遭受重创，被

夷为平地，麦美德在运动中因保护妇女和儿童被誉为英雄。1903 年至 1913 年她在贝满女中

任校长，1914-1915 年任妇幼保护会的主席，同时还是北京妇女红十字会的顾问。次年她在

北京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院——华北女子学院，并亲自担任 15 年的校长。1920 年华北

女子学院并入燕京大学成为燕大的女部，麦美德出任燕大女部第一任主任并为燕大奉献了三

年。1923 年她被齐鲁大学聘为神学院的教授，在兼任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副会长的同时，

又担任齐鲁大学女生部的主任
4
。她教授过的科目包括生物、国际法、生理学、几何以及神学

5
。 

麦美德多次在私人和公开场合鼓励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女性，对他们亲近而热忱。她反对

西方人独享避暑地、排斥中国人的管理方式
6
。她曾经发誓过自己天生不适合在女子学院任

教，却会常在中国的街上留意年轻女子——因为有太多的理由来保护中国女孩
7
。她身上浓

缩着那个年代女传教士的个性：既张扬激进又收敛谦卑，即雷厉风行又温柔慈爱。她也是个

普通的女性，她的同事露西·米德会说麦美德做针线活儿“让大家目瞪口呆”
8
，她也像普通的

女孩子一样和母亲笑谈伦敦灰色丝绸衣服和中国薄纱面料，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有足够的

钱，买得起一件简单雅致的黑色丝绸礼服，或许我会更喜欢去巴黎，不过要是买了这样的衣

服，我得对自己背十诫了。”
9
 

有人评价她是“女性丈夫”“正直无畏的女性”称得上“不让须眉”，即使在困难时期她还是

 
1 按从 1924 年正式创立至 1952 年因院系调整齐鲁大学消失计算。 
2 《回忆》，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3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 51 页。 
4 《麦美德生平简介》，1935 年剪报，1936 年 11 月 8 日,亚联董档案：RG011-255-4150. 
5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 252 页。 
6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 218 页。 
7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 208 页。 
8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 96 页。 
9 Luella Miner to mother 11 June 1888,Mary Vanderslice,12 October 1913, ABCFM 转引自简·亨特著，李娟

译：《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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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自走遍了中国的乡村。“那些志向远大、才华出众、坚忍不拔、蔑视性别的人，是她最

喜欢结交的”。 
1
 

刘兰华是麦美德的学生，1904 年麦美德任贝满女中校长时，刘兰华就读于此
2
，她后来

接替麦美德成为齐鲁大学女生部第三任主任，为齐大女部鞠躬尽瘁。 

刘兰华的祖父 16 岁出海至张家口 (Kalgan) 做生意，40 岁回到家乡时已积累了一大批

财富，但不幸的是他染上了鸦片瘾。在戒毒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传教士文阿德  (Dr. J. I. 

Atwood) ，文阿德给了他一本圣经，他阅读了三年后受洗成为基督徒。 

刘兰华在北平毕业后回到太谷，1917-1922 在贝露女中担任副校长，然后前往欧泊林大

学读书，1925 年获得学士学位，并于 1927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7 年她回

到太谷成为贝露女中的校长，1929 年来到齐鲁大学就任女生部主任，同时她还在齐大教授

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和儿童发展等课程
3
，并兼任济南基督女青年联合会

的主席。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基督学生运动会的顾问和国家基督女青年联合会的一员
4
。 

刘兰华一直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在 1938 年她写的一封信中，她描述着她看到的缓慢

流动的难民，并附上一首深沉悲悯的爱国诗
5
。她坚信尽最大的能力、通过她培养学生的方

式，能给国家带来希望
6
。在 1934 年她写给女部霍琪(Mrs. Hodge)小姐的一封信里她说“看见

女孩们在为她们独特活着的方式努力提高自己是特殊的荣幸。我们正在做一项多么好的工作

——将女孩子从我们的大学里送出，成为中国女性的领导者。我们培养女孩子们的方式将影

响到中国的未来，这些女孩子们拥有耶稣般随时准备牺牲和服务的美好品德，……没有什么

比知道我们正在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做贡献更高兴的事情了
7
。” 

麦美德和刘兰华都热爱女性，并为中国女性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她们带领下，

尽管女部经历种种困难，但在艰难中顽强地发展着。 

（二）持续的财政问题 

不管是麦美德任部长还是刘兰华任部长期间，财政问题贯穿着女部发展的始终，女部一

方面要求平等，积极争取女性能获得公平的资金安排，但即使在女部内部，都有资金分配不

公的问题。齐鲁大学女部的财政问题受到女部地位不平等及传道部、齐鲁大学和学科间资金

分配不平等的共同影响，并突出集中于人员工资问题上。 

1926 年女部的报告中提到她们需要各差会派出至少 15 名人员，但当下只有区区六名。

理学院和神学院情况更差一些，经费短缺使她们把费用加在医学院里。1927 年，女部希望

理事会能拿出 1500 美元用以聘请一位中籍部长和一些中籍女性教师。但是关于新部长工资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女部和她的上司（传道部和齐鲁大学），从 1927 年到 1928 年女部都发不

出这个工资，所以直到 1929 年初都没有找到新部长。
8
 

齐鲁大学关于霍尔遗产
9
这笔资金不公平的分配加剧了性别矛盾。1929 年 7 月 2 号麦美

德给负责人贾思德 (B. A. Garside) 的一封私人信中抱怨道，在她休假期间，一场分配霍尔遗

产的会议“悄悄”召开。麦美德留了很多相关材料给女部执行主任摩根医生，然而最后在整个

 
1 崔毅(T'sui Yi)，Mai Mei-de jiao-shi lai hua hsing -hsu hsiao-ji，麦美德教士来华行述小记，ABCFM。转

引自简·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三联书店，2014 年，第 302 页。 
2 张洪刚：《齐鲁大学女生部主任刘兰华》，《山东大学报》，第 40 期，2015 年 12 月 30 日第 7 版。 
3 《1933-37 齐大春季课表》，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 J109-02-079，第 32 页。 
4 《刘兰华在齐鲁大学女生部简短的自述》，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5 《刘兰华至友人的函》 ，1938 年 4 月 20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43-3984. 
6 《刘兰华至友人的函》，1939 年 3 月 22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43-3984. 
7 《刘兰华至友人（女部 Miss Hodge)的函》，1934 年 2 月 18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8
 《麦美德致女部董事会干事 Mrs. A. S. Shaw 的函》，1928 年 11 月 19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55-4150. 

9 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在去世时留下巨额遗产，规定用其资助美国或英国人控制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的教

育事业，1928 年 10 月霍尔遗产托事会分配给齐鲁必须用于医学院发展的 15 万美元。陶飞亚 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0、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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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会议中却没有一位女性参加，麦美德也没有看到会议记录，虽然女部最后获得了 5 万美

元的分配——麦美德对此表示了感谢
1
。在与女性有关，且有女性存在的场合中将女性排除

出相关会议，确实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蔑视。 

不仅是工资的问题，齐大女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资金困扰。1937 年时，女部企图增

加一个助理协助管理，却依然受工资问题困扰无法实现。1942 年时因为可能拿不到霍尔遗

产的支持，助理富勒小姐的工资又成了问题。女生宿舍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安上窗户。 

除了新增项目的预算有问题，旧的财政问题也一直持续着。部长刘兰华的工资就是个常

年“顽疾”。1937 年，刘兰华写了一封信向贾思德坦诚地谈论她的工资问题：“我来到齐鲁的

原因是我对培养女性领导人十分感兴趣，我在为女部服务的同时也从同事们那里学习了许

多。除了一些艰难时光，我很享受在那里的日子，并且觉得很快乐。我一直觉得奉献不能被

确切数量的金钱所衡量……不过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能不靠金钱活着。”
2
1937 年时，刘

兰华成为女生部主任已经八年了。 

她之前一直不提关于工资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她已经是女部的主任了，处在一个

不方便增加自我工资的尴尬地位，另一方面她来到齐鲁时正是齐鲁的低潮期（1929 年学潮

风波）。当时她建议每年将自己工资的 10%划给女部以帮助其渡过难关，而现在她希望自己

的工资能有所提高，至少能和文学院院长一样多
3
。 

齐大和女部受到资助的渠道很多，齐鲁大学由十个差会
4
和其它各种机构支持，而女部

又时常有独立的资金（比如一些女性传道组织）来源，财政问题如此持久又棘手是什么原因？ 

试看麦美德和刘兰华提出财政问题时齐鲁大学女学生的数量和占比： 

 

*麦美德任齐大女部主任期间女学生数量和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斜线代表数据缺失） 

 

* 刘兰华任齐大女部主任期间女学生数量和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斜线代表数据缺失） 

 

虽然 1929 年和 1937 年的具体数据缺失，不过可从其它数据中推测，麦美德管理时的

女学生数量大概在 10%-15%，刘兰华管理时增加到大概有 30%左右，虽然这十年间女学生数

量大大增加，但总量并不多，占比也不大。若从平等角度出发，30%的学生也应获得相应充

足的资金，若从差异观念出发，女性应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补偿其在高等教育领域长期以

来受到的排斥和歧视，而不是长期的资金不足。财政问题或许应从其来源和分配上做出分析. 

首先来源丰富不等于来的钱款充足。在差会中，以美国一些传道部为例，即使女性占多

数，女性机构的拨款却常常比其它男性执掌的部门少。“所有传教士都要为传教尽职，但女

传教士的酬劳却只够维持生活
5
。” 20 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本土平权思想都还不是主流思

 
1
 《麦美德致贾赛德的函》，1929 年 7 月 22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55-4150. 

2
 《刘兰华致贾思德的函》，1937 年 3 月 15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3 同上 
4 齐鲁大学的经费系由英、美、加三国十大教会供给，这十个教会为英国浸礼会、圣公会、伦敦会、循道

会、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公理会、信义会，加拿大长老会。 
5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第 21 页。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女学生数量 32 33 53 52 53 35
学生总数 350 329 385 486 266
女学生占比 9% 10% 14% 11% 13%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女学生数量 113 138 174 157 123 136 80 80
学生总数 366 459 542 502 310
女学生占比 30.87% 30.07% 32.10% 31.27%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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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然影响到差会和差会派遣至中国的机构。在齐鲁大学里，女性占少数，情况便更是如

此。这些财政来源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女部经常性的财政问题。 

再者，女部内部资金分配也有问题。一方面是受齐鲁大学全校情况的影响，从合并史上

看，医学院就处于特殊的地位
1
，据悉在齐大后期，全校每年接受津贴 8.5-9 万美元，医学院

分配到的数额能占到 40%
2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在齐大的发展史中，在女部中也是突出的，从

麦美德 1929 年给医学院女部干事的信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管理层都是精于医科的。文理学

院的女生加起来比医科女生多得多，医科女生却享有大部分的资金。刘兰华在 1937 年的报

告中也说：“过去女部只支持医科的女学生，我希望以后女部能多把目光放在所有的女学生

上，因为中国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女性领导人（而不是只有医学领域）
3
。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女部作为一个机构，在男女同校大学里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

这个问题将在下一小节展开讨论。 

（三）女部不平等的地位 

资金没能被公平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在男女同

校的学校发生的几率远大于单纯的女子学院。当华北协和大学并入燕京大学的时候，麦美德

认为主张合并的男士们目的是女子大学的资金
4
。当福建协和大学企图和华南女大合并的时

候，华南女大会计部主任爱以利（Elsie Reik）也是这么认为的
5
。如果是单纯的女子学校，可

能无需担心这样的问题：本该用在女性身上的钱，被用去给男性。 

女部是独立的机构，管理全校 30%的学生，其主任应该和其它学院主任有差不多的地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部长刘兰华和学校其他院长并不是平级，这使得刘兰华的工资少于其他

院长。因为这样的不平等，刘兰华提出的关于增加工资的请求一拖再拖，无法得到解决。地

位的不平等影响到了女部的资金分配。1937 年 5 月给贾思德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明确讲道：

“在大学一般建制中，女生部部长应该和医学院或者文学院院长是同样的等级，在美国我们

都使用‘院长(Dean)’这个称呼，但在中国，除非我来之后特地更改这个修辞，否则头衔往往

是不一样的。他们被称呼为“院长”而刘兰华被称为“女部训育处主任”，且刘与其它院长的工

资是不同的
6
。”  

女性用女部在齐鲁大学中设立出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这样的做法与没有女性或者只有

女性的空间相比，肯定是更有利于女性权利的发展。但同时她们面临的来自男性的挑战也更

多，她们必须积极地去争取更平等的地位。有学者曾指出，妇女作为一个严重弱势的社会群

体，要求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也是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本能反应，这样紧密的妇女独立团

体空间如果不复存在，妇女也没有机会在学校行政构架中保持自身的地位。社会还没有做好

让男性服从女性领导的准备，齐鲁大学也没有。除了女部，齐大其它的系主任都是男性。诚

然有当时的女性在水平和能力上确实不如男性的可能，或许女部主任的能力也确实比不上其

它部长，但在女性本就处于弱势的现实情况下，在两性共处的空间中给予女性一个比较公平

位置，是保障女性权利的必要措施。 

 
1 参与医学院合作的差会委员会要比参加文理学院的多一倍以上，有一些参加文理学院合作的差会，放着

文理学院在人员方面最低份额都无法满足、向他们讨人的情况不管，却成倍和三倍地往医学院增派人员。 

郭查理：《齐鲁大学》，第 145 页。 
2 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济南：山东省新闻出版局，1994

年，第 60、72 页。 
3
 括号内为笔者加。《1937 年刘兰华向女生部和齐大执行董事会所作报告》，亚联董档案 RG011-244-3993. 

4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84, pp. 250-251 
5
 朱峰：《性别、家庭与国家——从教会女子大学看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融合与冲突》，陶飞亚编：《性

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44 页。 
6
 《Wynn C. Fairfield 致贾赛德的函》，1937 年 5 月 17 日 ，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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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部单独的财政权还使得她在关于是否单独做预算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各部门关于女生

部是否是个“财产持有主体”，以及女部是否享有单独的财政权进行争论，学校的司库和医学

院院长之间的预算也很模糊。女部手中握有的钱和学校握有的钱都不足够，双方都捉襟见肘

却都想对方手里的钱能资助自己。 

机构地位上的不平等和管理的混乱影响到了女部的财政，自然影响到了女性们的权利。

不过，女性还是争取到了只颁给女学生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女性权利。 

（四）特殊的权利：只颁给女性的奖学金 

李木兰指出，“平等观念”和“差异观念”在女性争取利益的时候会一起发挥作用
1
。女性基

于“平等观念”要求女性在政治、教育、工作等领域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但因为女性本来

就弱势的残酷现状，女性又会发挥“差异观念”为自己争取到独特的权利。比如美国的一些基

督教妇女组织专门支持海外的基督教女子教育，在中国也有许许多多只支持女性的资金。 

以齐鲁大学女学生的奖学金为例，1927 年 5 月 20 日麦美德托齐大会计于秋季开学时

向天津美国公理会司库请求支援 480 元奖学金来帮助 6 位女生，每人 80 元
2
。1932-1933

年时 大部分奖学金金额在 15-75 美元间浮动，个别学生能领到 100 美元。由艾利基金会

和麦美德捐献给女性医科教育的奖学金(American Board Hannah Ellis Fund Dr. Luella Miner 

Sch.Fund for Medical Education of Women ) 在 1934 秋季学期奖励 7 位医科女生每人 710

元，1935 年春天奖励 7 位医科女生每人 670 元，秋季 6 位每人 560 元。1935 年时大部分

学生的奖学金上涨，在 40-80 美元间浮动
3
。 

其它只颁给女生的奖学金及其金额有： 

Ladies Home Journal Girls' Club Gold ＄60 

Castile Scholarship ＄200 

Lucy Kent Scholarship ＄100 

Interest on Scholar Endowment Mex 1500 

一学期有 2 名学生能获得 80 美元，1 名 60 美元，2 名 50 美元，1 名 40 美元，奖学金

一年的利息能每学期再多颁发 30 美元给一名学生。 

对比男生们和其它来源的奖学金，女生的奖学金还是很高的
4
，且在 1930-1939 年，齐

鲁大学一年的费用约为 240 元
5
。 

从平等的观念出发，自然不应该有只资助单一性别的资金，这会构成对另一性别的歧视。

不过从女性弱势的现状出发，为了提升她们的权利，又需要这样有针对性的帮助。 

实际上，齐大女同学用刻苦努力取得的成绩，放在整个班级里比较也足以赢得奖学金。

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安格（Dr. Engle）的课非常严格，安格的助理讲师叶鹿鸣也很严格，男同

学张智康当时考了最高分——75——可见很严格，有位女同学乔素云，因为太刻苦，考了几

 
1 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方小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 页。 
2
 《奖学金委员会档案》，1936 年 9 月，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 J109-03-69，第 74 页。 

3
 《私立齐鲁大学奖学金委员会档案》，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 J109-01-121，p.105. 

4
 颁发给不限定女生或者不限定给医学院的奖学金：潍县缙绅奖学金 3 位 每位 20 元；康法奖学金 1 位 每

位 20 元；捐款奖学金 3 位 每位 50 元；丁大夫奖学金 1 位 每位 72 元；项纳奖学金 1 位 每位 60 元，4 位 

每位 110 元，1 位 100 元；冯夫人奖学金 1 位 150 元，1 位 100 元；长老会奖学金 1 位 49 元，2 位 每位

23.5 元，2 位 每位 21 元，1 位 30 元，3 位 每位 29.5 元。伦敦会奖学金 1 位 121.29 元，2 位 每位 104.89

元，1 位 117.5 元，1 位 87.5 元。《私立齐鲁大学奖学金委员会档案》，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 J109-01-

121，p.150. 
5
 包德威、陶飞亚：《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历史分析》，顾学稼、伍宗华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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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破纪录的 78 分，可惜毕业后未及半年就故去了，不知是不是太用功种下的病因
1
。女生

沈庆辰酷爱数学，孜孜不倦，不仅是天算系也是理学院中最优秀的学生。她在牟光信先生的

第一次电磁学的小考中得了 36 分，全班最高分。后得到数学大师苏步青先生的赏识，免试

做其研究生
2
。1943 年三名医科女学生薄蘅萃、沈云英和管秋葵每人获得 1200 元的奖学金，

薄蘅萃 1945 年再次获得奖学金 8000 元。薄蘅萃在医五上（医科第五年上半学期）时所有

成绩均分 74，班级排名第三。沈云英在医六上均分 79 ，班级排名第一
3
。 

客观看待这样的奖学金，它们确实大大支持了那个时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女性，但因

为它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所以自然渐渐会被男女共同竞争的更公平的奖学金所取代。 

四、女性权利的提升：从教育权到工作权的进一步解放 

除了女部在校内为女性争取的权利，齐鲁大学男女同校的方式还为女性在社会中争取到

了更多的权利。男女同校使得男女能受到相同的教育，减小了性别差距，并自然而然地进一

步发展成男女同工，解放女性的工作权，从而促进了近代女性权利的提升。个人在社会中享

有什么样的权利，某种意义上是个人的地位的体现，而地位必须通过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

任来获得——能力越强者承担越重大的责任。这大概是为什么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教育权的

解放如此重视的原因之一。如果女性想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权利，那她们必须拥

有更强的能力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即参与到社会工作中。 

尽管如前文所述，女管理层在齐鲁大学女部里一直为女性的权利作艰辛的斗争，幸运的

是，斗争是有结果的，女部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爱国、自立、奉献的杰出女性，她们掌

握专业知识、拥有专业技能和美好的品德，她们分布在教育、医疗等行业，用自己的能力为

社会、国家和民族奉献自己的同时，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和权利。 

男女同校不仅对女性产生影响，必然也对男性产生影响，男性在与女性的交流中自觉地

加入女性解放运动中。1949 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齐鲁大学剧团为了开展活动，排练话剧，学

生韩铨师到处去挑选演员，因此，便要经常到女生宿舍景兰斋去找女同学。“可每次到了景

兰斋门口，首先看到的是门口上面横挂着的‘男生止步’的木牌子，叫人看了打心眼里就别扭。”

他竟约好经济系的张盛岑同学找到梯子和斧子，爬上去把牌子砸掉。他说：“现在都解放了，

还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可能经过很多围观同学的传播，他总能在校园里听到“好样的 Mr. 

韩！”的夸赞。
4
可见女性解放思想在当时大学生中广受认同，虽然他在砸的时候遭受了教师

的阻挠，也有同学觉得“这是规则，不能轻易改变。”但他还是勇敢地成功了，并收到许多称

赞。他的同学也并不是觉得“男女授受不亲不行”，而只是认为“轻易改变一些规则不行”，其

中反应出的不同思想也很耐人寻味。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结果上看，齐大女部为整个中国近代女性做出贡献，但一开

始的初衷是为了夺取基督教在中国女性精英方面的领导权。1925 年，因中国大部分官方学

校也已向女性打开大门，麦美德向她的同事们发出疑问：“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果都从非

基督教大学里毕业，怎么办？西方女性是否有志于加强基督教对于培养中国女性领导人的影

响力？
5
”可见，因担心失去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传教士们加强了自身在中国新一代——

年轻人身上的影响，并在女性高等教育这一新教育领域不甘落后。 

 
1
 张智康：《齐大医学院生活片段》，《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227 页。 

2
 苗永明：《记忆中的碎片——母校师友印象》，《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

第 301 页。 
3
 《1945 年第一学期医科学生成绩登记表》，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 J109-02-095，第 14 页。 

4
 韩铨师：《写给母校齐大的话》，《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341 页。 

5 《麦美德的信》，1925 年 11 月 7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5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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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果：从男女同校到男女同工 

齐鲁大学非常重视女性的发展，旨在为中国培养女性领导人。这个发展不仅包括以学习

成绩为代表的知识能力，还有优雅的品德、涵养、举止行为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相应知

识能力和美德的女性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足以胜任许多在此之前只能由男性担任的职位，

比如科学专家、研究员、大学教授、政府职员等，因此从男女同校自然而然发展成男女同工。 

关于女学生美德的培养，刘兰华管理下的女部是比较严格的。1946 级毕业女生罗自贞

说：“宿舍主任余夫人（刘兰华的丈夫姓余，所以有时候她叫余刘兰华）是十分注意女同学

的服装、修饰和涵养的，凡是她认为不雅的举止、不适当的言行，都会受到纠正，务要使同

学们都拥有高雅大方的气质、温文可亲的风范，人人都具备时代女性的美德
1
。”刘兰华领导

着女孩子们成立了许多自我管理社团，一个是自治会（Self-government Society），自治会使

她们在实践中学会自我责任感。第二个是厨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尝试着自我服务、

自己制定菜单和购买相关物资，另一个附属于厨房委员会的小会叫洗衣委员会，它负责所有

女孩子们的洗衣
2
。这些委员有条不紊的运作，最胖的女生减了体重，女生们养成了良好的

生活习惯，爱上清洁自己和生活环境的卫生。女部还带领女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1936 年在短暂的寒假里她们前往乡下帮助乡亲们写信，给孩子们带去花生和糖果。女孩子

们为伤员捐钱，尽管她们自己都没什么钱。 

因为齐鲁大学给予了女学生与男学生一样的教育，加上女部对女学生严格的管理和重

视，从齐大毕业的女性与男性间的性别差距小，她们学习到的知识和能力足以胜任许多之前

仅由男性出任的职务。1936 年著名的女生物学家李贵真毕业于齐鲁大学生物系，她在贵阳

医学院任教，此后为中国在蚤类的区系分类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
3
。1944 年医学专家冯理达

就读于成都齐大，后赴美国、苏联留学，回国后她在中国医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研究所供职，

并在免疫学研究上做出许多贡献
4
。1945 年妇产科专家王秉正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同年

获加拿大多伦多医学博士学位。她长期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西安医科大

学执教
5
。医学专家侯杰于 1947 年毕业齐鲁大学医学院，后在南京市鼓楼医院供职。主要从

事内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擅长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著有《肺活体组织检查》、《肺

弥漫性疾病》等书
6
。1950 年初毕业的五位医科女同学——徐丽丽、闫国珍、高维济、范启

修、程素琦前往上海人民解放军科学院（即现今军事医学科学院）
7
。1952 年院系调整前夕，

齐鲁大学也依然不遗余力地培养着优秀毕业生。化学教授汪云琇乘上了这趟末班车，她于

1952 年毕业于齐大理学院化学系，后在山东工学院、山东工业大学执教，擅长污水治理方

 
1
 罗自贞：《齐鲁杂忆》，《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257 页。 

2
 《刘兰华致友人（女部 Miss Hodge)的函》，1934 年 2 月 18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3 李贵真 1937 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生物系，在贵阳医学院任教，先后任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基础部主

任，贵州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贵真主要研究蚤类的区系分类。著有《跳蚤》、《蚤类概论》等

著作，成果颇丰。引自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18 页。 
4 冯理达 1972 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院内科主治医生，后任副院长，曾任解放军中医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针灸学、气功学的理论、实践与临床实践的研究。著有《儿童经过多年白喉预防注射后机体免疫

情况》、《中国针灸学》、《中国传统医学与机体的免疫关系》、《当今世界免疫学研究概况》等书。李湘敏：

《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 125 页。 
5 王秉正先后任陕西省妇幼保健院院长、陕西省妇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

协委员。其成果“EOE 外用避孕药膜的研究”获卫生部科研成果奖；“提高金属环避孕效果的研究”获得 1986

年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成果二等奖。著有《病理产科学》、《产科学及妇科学》。李湘敏：《基督教教育

与近代中国妇女》，第 120 页。 
6 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 124 页。 
7
 范启修、程素琦：《从福州到济南的一段经历》，《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

录》，第 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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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
1
。 

1939 年毕业的学生中有的继续去海外深造，有的在大中小学教书，成为各学校女部的

主任，有的在宗教学校当老师，在医院服务，还有的在工厂做化学研究员。再以 1943 年和

1944 年齐大毕业女性去向为例，可见女性走上许多之前只有男性的岗位： 

 

*1943 年及 1944 年齐鲁大学毕业女性工作去向，1943 年文学院数据缺失。 

 

女学生们所获得的教育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有时候女部提倡并开展的一些课外活动也

会影响女学生们的一生。比如女学生张正荃大二的时候，一位外籍女教师在家中开设英文打

字培训班。当时有很多女生报名学习。她也参加了并坚持完成了全部课程。学校也给了她很

多实践的机会，她和同学负责每周一份的课程讲义打印工作。她毕业那年恰逢解放初，工作

难找，作为一个半日制药师常常很无聊。后来有一次碰巧医院院长知道她会英文打字，让她

打档案室的 X 光诊断报告，不仅给她加工资，还由原来只供应午餐改为供应早午晚三餐。在

以后与外国商务联系和技术引进的工作中，她的英文打字技术也都派上了用场。电脑普及时

也很快学会了用电脑——电脑普及的时候，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一位七八十岁的老

人能快速使用电脑，真是令人惊讶！这个小课后班影响了她的一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事，

她说：“感谢母校的培育，我一踏上社会就很快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糊口吃饭问题
2
。 

当时政府提倡滑翔运动，身高 158 公分体重 94 磅的小女生罗自贞勇敢参加，她们队

还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这项为期一个月的运动项目。合唱团、球赛、啦啦队和剧团（话剧公

演）很受欢迎，女生合唱团 “以流亡者的身份而唱出对祖国无限的热恋和对抗战必胜的坚

定信心。一声声清脆婉转的声音，把简陋无比的教室，点缀而成人间天堂。”
3
 

 

 
1 她还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钢铁化验工读本》、《无机化学基础知识》、《配平无机氧化还原

方程式的新方法》等书。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第 102 页。 
2
 张正荃：《回忆在齐鲁大学读书时的一段小故事》，《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

录》，第 292 页。 
3
 曹伯恒：《抗战时期的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252 页。 

    文学院：                                      
8名高中教师                   

2名在银行工作                    
1名在财政局工作            
1名在燕京大学               

2名从事儿童福利工作        
1名前往昆明（具体工作不详）                                                                                                                                         

                                 
理学院：                      

2名在中央大学医院的实验室    
1名在工厂                   

2名高中教师                                     
                            

医学院（都在四川工作）：      
1位在大学医院                 

1位在中央大学医院           
1位从事农村公众卫生工作    

2位在私立医院

1943年

理学院：                    
1名留在本校做助理              

2名教师                                                                                                                             
                             

医学院：                           
1名前往兰州参加政府要

求的服务工作                        
1名于庐山的健康中心                        

1名在中央医院                 

1944年年份

毕业女性工作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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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鲁女性肩负社会和民族重任 

 

尽管齐鲁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基督徒学生的占比也很高，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也

是极高的。齐大发挥医学见长的优势，不仅学校医生和教师积极救助灾民，多名女学生也奔

赴战场参加军队医疗队。李木兰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常常是和爱国运动结合在一起的，

与其说女性通过参与爱国运动奉献自己去争取性别权利解放的筹码，不如说是每一个不分性

别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都会将国家放在第一位，至于战争结束后对性别权利的“讨价还价”，

那是结束之后的事情。 

齐鲁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大部分是为了国家。在山东大学趵突

泉校区所存的档案中有几份是对合并后的山东医学院学生进行的调查，在几位女生的叙述

中，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对民族未来的期望跃然纸上。山东医学院一

九五二级医专小儿科女生刘璞说：“1941 年 16 岁初中毕业那年夏天…中学…被日寇占领学校

停办，因此在思想上更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
。”尽管她们中很多是基督徒，但是否在帝

国主义开办的学校上学并不影响她们对祖国深情的热爱
2
。在 1930-1939 年毕业生志愿书中，

只有 5%的人写明是出于宗教原因选择齐鲁大学的，但是 42%的学生填写学医的目标或将来

的打算时，写的是为了救国家、救社会，这大大超过了强调宗教的人数
3
。 

在战时齐鲁大学的学生一直参加各种形式的急救及社会服务，如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有

一百多学生参加了青年军及军医队
4
，充分发挥了齐鲁大学医科见长的优势，其中当然包括

女生们。来自教育部军政部和卫生署的训令纷至沓来，所能见到的文件中，一份 1941 年的

征调令上显示，16 名医药牙护毕业生前往国家的各个角落支援，其中有 3 名女生
5
。1944 年，

齐大 50 名女学生参加了急救学习课，5 名毕业女生前往战场，8 名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女生

为了能为三个月后前往部队的服务做好准备
6
，加快了她们的课程。女学生王耀春回忆说：

“因战火的气息熏染了我们一般女孩子的心，大家愿做白衣天使，好为为国流血的战士服务，

为国家尽一份爱国的心意，所以入护预系的人最多
7
。” 

齐大女生还积极参加爱国游行，发自肺腑地表达自己的爱国情。在女生王其杰的日记里

记载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号齐大医专学生的爱国护权运动，游行时，男女学生一起，各

生手持小旗，且行且喊口号如“反对国际干涉”、“誓做政府外交后盾”等。她对当时贫弱国家、

麻木不仁之民和腐败政府的思考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中。“百感交集，一阵悲愤涌上心头，不

由泪夺眶而下。”
8
 

当然，不只是直接上战场才是奉献国家了，在学校里认真读书，取得优异的成绩，日后

参与战后重建或者保留国家文化也是报效国家的方式。1946 年毕业的政治经济系学生罗自

 
1 《山东医学院学生一九五二年级医疗专修科毕业自传》，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藏齐鲁大学-山东医学院档

案 4-JXMC-219. 
2 因齐鲁大学原是有美国教会支持的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齐大学生接受了政治调查，虽然这几份调查是

政治文件，但是其中学生们对自己家庭和生平情况的叙述十分珍贵。参见：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藏山东医

学院档案：学生自传，全宗 4，档号 JXMC-204/205/206/209/219/221. 
3 包德威、陶飞亚：《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历史分析》，顾学稼、伍宗华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

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52 页。 
4
 《齐大有关学生运动的材料》，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 J109-01-335，第 1 页。 

5
 其中 7 人前往先三学街庙字第三号军医署驻陕办事处，5 人前往昆明滇缅录卫生处，1 人前往峨眉公路卫

生站，1 人前往冕学公路卫生站，1 人前往昌林公路卫生站，2 人前往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

部队，2 人留校服务。山东省档案馆齐鲁大学档案，J109-02-199，第 69 页。 
6 《刘兰华致 W. P. Mills 的函》，1944 年 11 月 27 日，亚联董档案 RG011-260-4231. 
7
 王耀春：《忘不了齐大》，《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276 页。 

8
 王其杰：《日记摘抄》，《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294 页。 



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会议论文集》未刊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9。 

16 

 

贞回忆说：“当时的学生虽悲痛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但为了国家命脉的延续，

只有忍辱负重地埋头苦读，以便将我悠久的中华文化与道统，延绵不绝地传递给后代子孙。

许多同学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奔赴前线，而仍在校的同学，上课时，都像是上最后

一课似的，无限珍惜。同时心头也很沉重，唱国歌时，更是低沉悲壮，女同学们经常是唱得

梗咽呜咽，唯恐失去唱国歌的机会。”“不肯用功读书如我，在当时亦以读书为乐，求知报国

为己任。”
1
 

拥有良好品格修养和责任担当的女性运用自己的实力走上工作岗位，在政府和社会中奉

献自己，这不仅为整个国家的奉献，也是为女性权利的提升做贡献。女性教育权的解放进一

步促进工作权的解放，工作权的提升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可以做医学专家，也

可以做老师、做政府工作人员……地位的提升也反过来促进了权利的提升，女性不再受缚于

“无才是德”，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的社会状态中。 

 

结语 

 

男女同校的教育方式与排除女性的传统教育或者只有女性的女子学院相比，由于男女间

交流更多，更加有利于近代女性高等教育权的解放，并由教育权扩展到工作权，一起带动近

代中国女性权利的提升。女性解放运动争取的终极目标是平权，意思是无论男女，首先都是

人，享受同样的人权。男女在性格、喜好、体力、身体等方面会有区别，但在智力、能力和

享受部分作为人本身该有的权利（比如教育权、生命权）上并没有区别，在部分领域也能担

负同样标准的责任和义务，男女平权即是女权运动的胜利。很多人自以为是地指出女性在能

力上的不足使得她们无法独立地担任某些工作，这个问题的源头很大一部分便是女性在受教

育阶段就没能和男性一样获得应有的教育。 

男女同校所给予的是平权，比较于为女性争取特权，前者也许是推动妇女解放更强大的

力量。不能否认的是，女子学院所推行的方式在女性解放程度较低的时代，更加倾向于保护

弱势的女性群体本身的（齐大也单独开设了女生部来管理女学生，而不是男女完全混合），

但久而久之绝对会被更加具有平等思想的方式所替代。当时的社会风向与校园内男生们的思

想和行为也体现出人们对男女同校的推崇。 

男女同校的大学是教育发展的趋势，19 世纪初由基督教传教士大胆地在基督教大学开

展男女同校的尝试，富有“女性意识”的女传教士和女基督徒们，为争取女性权利做出努力。

齐鲁大学和其它男女同校的大学，率先打破性别隔阂和偏见，通过资金规划和支持、人员派

遣与文化氛围营造等方式，在知识传播、性格塑造、维护教育权、生活技能和性别意识培养

等方面对女学生产生程度较深的影响。推动了女性从教育权到工作权的解放，进而推动了中

国女性权利的提升。作为先驱，齐鲁大学及其女部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社会的女性精英，她

们用实力奉献换来女性地位和权利的提升。齐鲁大学及其女生部在促进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

育、中国近代教育、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1
 罗自贞：《齐鲁杂忆》，《齐鲁大学八十八年(1864-1952)——齐鲁大学校友回忆录》，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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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塑造与实践研究 

——以武汉教会女子中学为例 

 

江云（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摘要：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为保存教育火种，武汉教会女中

选择艰难西迁。在这种时空条件下，武汉教会女学生们的女国民、新女性、基督徒等的多重

社会角色集中展现，其形成多重社会角色的原因主要有时代环境因素、教会女中领导者的关

怀意识、女学生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解放观念的树立以及教会、政府、社会力量等对

教会女中发展的影响。这种多重社会角色充分展现了教会女学生从传统家庭女性角色逐渐走

向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女性角色，是教会女学生群体角色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相融合

的体现。 

关键词：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中；社会角色 

 

    近代武汉三镇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重

镇，也成为基督宗教各教会传教的重要据点。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教方式，教会学校的出现为

武汉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且教会女子学校的产生开启了近代武汉女子教育的先河。

武汉最早的教会女子中学校，
1
可以追溯到 1874 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

寄宿学校——布伦女校
2
(Jane Bohle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至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

教会女子中学先后完成立案注册，发展较快，办学规模和教育质量都有较好的社会赞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挽

救民族危亡的实践活动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逐渐形成并发

挥积极影响。本文以 1931——1945 年为研究时段，以武汉教会女子中学校为个案，围绕社

会角色的塑造与实践两个角度，从性别视阈、民族主义语境、宗教教育层面，分析教会女学

生的“女学生”、“女国民”、“女基督徒”多重社会角色的形成及实践，进一步丰富近代基督宗教

与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之间双向互动的关联。 

 

一、抗战前武汉教会女子中学概述 

自 1861 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西方开始“进驻”武汉，兴办各种洋务，西方各国传教士

纷纷来汉建教堂、兴学校、设医院、办报刊，开辟传教据点。武汉的传统教育虽然历经太平

天国运动的冲击，但是开科取士的传统教育制度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教会学校的出现给传

统教育注入新鲜元素，成为武汉近代教育的开端。对于宗教传播而言，妇女因自身特殊的家

庭、社会角色，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会女校的开创正是为这种关系中极其重要

的因素。然而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深深地禁锢着女性，女子

不能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西方传教士们

 
1 女子中学校主要指专教女子之中学校，本文主要指教会女子普通中学校（简称教会女中），不包括女子

中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本文中所指武汉教会女中主要是指基督新教创办的普通女子中学，不涉及天主

教开办的女中，天主教开办的女中另撰文论述。 
2
 布伦女校于 1897 年因总监魏礼莉（Ms.Lily F.Ward，？-1897）的逝世而闭校，1899 年圣公会在武昌设圣

希理达女子中学校（St.Hilda’s School），重新展开教会女宣和教会女学的工作。详见：林美玫：《追寻差会

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版，第 121、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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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根本改变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才能提高她们从而的社会地位，

为传播福音打开一扇门。因此，教会女子学校的创设与教会男校一样，同时期开办，成为基

督宗教传教事业中重要的一部分。1874 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了第一所教会女子寄宿学

校，命名为布伦女校，以培养女宣教师，扩大教会影响力。创办初期的教会女子寄宿学校，

以免费走读的“义学”为主，学生较少，主要来自教友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女孩，学校仿照中国

旧式启蒙教育，请中国先生教《三字经》，开设简单的宗教义理课程，办学程度较低，规模

较小，多数女孩在中途由于父母之命离校完婚，迅速毕业的学生非常少，校务发展较慢。 

随着 20 世纪初女学运动兴起，女子教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教会女子学校逐

渐发展起来（详见表 1 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简介表），至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教会女子中学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教育质量也有较高的社会赞誉。如布伦

女校在 1901 年更名为圣希理达学校，随后学校日益发展，学生增至 70 余人，新校舍已不

敷用，逐购地于小东门外，由美国传道服务团捐助巨款，建筑规模宏大之高楼大厦为新校址，

1914 年添建健身室及校医院，1921 年添建西籍教员宿舍，1922 年新建大礼堂，并设有七年

制完全小学，四年制双制中学。1930 年呈准教育部立案，学生增至二百余人，成绩亦佳，

两届毕业生会考均获冠军，为抗战前最盛时期。
1
 

表 1 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简介表 

学校名称 圣希理达女中 圣罗以女中 心勉女中 懿训女中 训女中学 

所属教会 圣公会 圣公会 圣公会 伦敦会 循道会 

立案时间 

（年月） 

1930.5 1930.5 1934.3 初 1932.8, 

高 1935.4 

1934.6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武汉教会女中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1938 年秋武汉沦陷，部分教会女中因遭战争毁坏而停办，部分教会女中西迁至大

后方联合办学。
2
至 1945 年抗争胜利后，西迁的教会女中纷纷回汉复校，努力恢复战前办学

状态。 

二、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的塑造与实践 

一般而言，角色是“一定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个体的特定地位、社会对个体的期待以及个

体所扮演的行为模式的综合表现”。
3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不只是扮演一种角色，在不

同的社会关系里，同一个人会扮演多种社会角色。一定的角色，表示了个人的具体社会存在

形式，同时也意味着一套由社会具体状况决定，并被公众认可的行为模式。因此，社会角色

也表现出个人社会身份、地位决定的行为的固定化、拟剧化。自教会女校开创以来，教会女

生丛家庭进入学校，进入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抗日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其多重角

色的融合。 

1、性别视阈下“女学生”的社会角色 

“女学生”是教会女校学生的基本社会角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

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女子没有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大部分女性无知无识，并且

遭受缠足之苦，常常处于社会底层。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初步具有欧美妇女解放意识的女传

教士，对中国妇女的此种境遇给予深切同情。她们并认识到“要解除当前中国妇女所遭受的

不幸与痛苦，必须设法使其受教育与放足，因为知识便是能力，无知则难以解决其他问题，

 
1 沈祖英：《本校沿革》，《圣希理达女中校刊<希声>》，1947 年，复刊第一期，档案号 bG321-132，武汉

市档案馆藏。 
2 1938 年武汉沦陷后，心勉女中停办，圣希理达、圣罗以、懿训、训女等迁至云贵川等地联合办学。 
3 奚从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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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足则身受束缚而难获健康之福。”
1
因此，兴办女校实为解放中国妇女所刻不容缓的先决

条件。早期教会女校以放足作为招收女学生的唯一条件，但由于当时中国风气未开，尤其反

对女子放足，教会女校“学生极少，能自始至终完成此学业多中途即在父母之命离校完婚，

以致校务发展不够，迅速毕业生寥若晨星”，
2
办学步履维艰。 

民初新学制推行后，教会女校蓬勃发展起来，扩建校舍、完善设备、培养师资，招生逐

渐面社会上层，教会学校成为时人所称的“贵族学校”。这一时期进入教会学习的条件，不再

是单一的放足，学历、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成为招生入学主要考虑的因素。如

圣希理达女中的报名条件：“凡有志向学者可请本校友人或本工会各牧师区当局介绍报名，

在本校取保证书报名单一份。先期填就连同有效成绩表、转学证或文凭送交本校，并缴纳报

名费二元及最近半身四寸相片一张，换取本校准考证，至考期持证来校听后考试，不取者及

报名不考者所缴之保证书报名单与报名费概不退还（未立案之私立学校学生请勿报名）”，
3

且学生资格需具备“品行端正，身心健全，年在十二岁以上有高小或初中毕业证书”。
4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处境极其可危，教会学校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

战争的破坏，时局紧张，教育经费的紧张，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生生源锐减，教职员流失较大，

加之大量战区失学青年南下，教会女中也救济一般战时失学的男女青年。1938 年秋武汉沦

陷后，西迁大后方的教会女中面临生源紧缺的难题。1939 年春训女中学迁往四川与博文中

学合办，在奉节的铁佛寺复校。由于初迁西南，战争局势紧张，地处偏僻，招生女生状况不

理想，“仅有女生一人”。
5
在经过一段时间修整后，办学情况趋于稳定，招生条件基本上延续

战前要求，生源增加，教学进入正常运转。至 1940 年冬，博文训女再次复迁万县，此时女

生报名人数甚多，时任博文中学校长刘垚卿“特电英伦请海懿贞小姐莅万主持，自此之后，

校中所有女生，即由海懿贞小姐负责管理而至于复员时焉”。
6
   

家庭是体现女性社会角色的重要领域。除了一般课程之外，教会女校十分重视女学生卫

生与家政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为她们将来进入家庭生活奠定基础。例如懿训书院“初期课程

简单，仅教卫生与家政常识，其目的在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及技能，使受教育之青年女子

具备增进卫生生活之常识，改善家庭经济之技能，养成敬老恤贫，互助之美德及训练贤妻良

母之资格。”
7
“卫生与家政常识” 课程是契合女学生健康成长及未来家庭生活需要的，突出了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能与作用，“贤妻良母”正是“卫生与家政常识”课程培养的主要目标。

类似的“卫生与家政常识”成为女子人才素质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家事课程成为女子课程标准

中的一部分。如 1913 年教育部公布了中学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女学生开设“手工（女子手工

授编物、刺绣、摘棉造花等，照所定时数分配）、家事、园艺、缝纫”
8
课程，从第二学年开始

授课，每周两学时，并强调实习。至 20 世纪 30 年代教育界再次审视女子家事课程，并提出

改革方案。1934 年湖北省中等学校校长会议，通过了“厉行女生家事训练”一案，提出“本省

 
1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 50 年所报告沿革情

况》，档案号 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2《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 50 年所报告沿革情

况》，档案号 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3 “报名”，《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章程》，1934 年，档案号： 69-1-109，武汉市档案馆藏。 
4 “资格”，《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章程》，1934 年，档案号： 69-1-109，武汉市档案馆藏。 
5 刘垚卿：《博文训女合作之经过》，《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 年，第 71 页，档案号

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6 刘垚卿：《博文训女合作之经过》，《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 年，第 71 页，档案号

bG321—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7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 50 年所报告沿革情

况》，档案号 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8 《教育部第十六号令中学校课程标准》（1913 年 3 月 19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

史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年重印版，第 286-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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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女子中等学校或附设女子中学，自应遵照课程标准家事科规定时数。就烹饪、洗濯、缝纫、

刺绣、看护、助产、育婴家政常识等科目，斟酌各校需要及环境之便利，分别于课内课外切

实施行，各校经费，并应将一部分尽量用于充实家事训练设备”。
1
这一一案强化了女校实施

“家事”课程的必要性，充分体现青年女性成为“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知识与技能，是“女学生”

社会角色在家庭领域的表现。武汉教会女子中学作为私立学校的一部分，按照要求遵守家事

课程科规定的教学时数，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家事课程的学习与实践。由于战争

事态扩大，民族危机加深，女子中等教育家事课程开始服务于战争，课程设置发生变化，“家

事”课程取消，出现“军事看护”和“劳作”课程。“军事看护”将女性特有的职业特性与服务战争

密切结合起来，“劳作”课程则有效延续了“家事”课程的相关内容。武汉教会女子中学的课程

设置同样作出调整，如 1937 年懿训女子中学“中期考试成绩报告表”和“学生月考成绩报告表”
2
中，将“军事看护”与“公民”、“童子军”列在前三，“劳作”与“图画”、“音乐”列最后，这种排列

突出了战时教育的需要，并且学校“为求学生获得军事看护技术起见，每学期聘请专门护士

教授”，
3
切实训练学生军事看护的技能，为参与社会服务打下基础。 

2、民族主义语境下“女国民”的社会角色 

除了代表新知识女性的“女学生”外，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还体现着“女国民”这一角色。

“女国民”
4
一词的提出是建立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由“国民之母”延伸出来的，它是国家意识、

人权与女权意识觉醒的产物。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女性角色相比，“女国民”更注重“女性在国

家中的地位、与地位对应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享有权利与义务时应具备的素质”。
5
在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女国民”与“新女性”观念逐渐融合，教会女学生的社会角色呈现更为丰富的一

面。武汉教会女子中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完成立案注册后，遵照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培养女

学生基督化的高尚人格，如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以培养女子高尚道德，教授晋通学识

为宗旨”；
6
汉阳训女中学“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施行教学并以本校校训‘勤

朴诚莊’养成其高尚品格”。
7
在此教育宗旨下，教学课程标准、教科书的选用基本上按照部令

标准执行，加强学生训育，培养学生国民民族意识，并在各类社会活动中进行强化。抗日战

争的爆发，刺激了教会女学生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她们利用自身仅有的条件，积极

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如 1939 年秋懿训女中迁入四川江津，在艰难办学的同时，组

织学生积极参与救亡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因系除迁入川，故学生人数较在汉时为少，但我校并不因此而减少救

亡工作，且一般学生的爱国情绪却更高涨。同时配合着当地政府的号召，我校学生于每

星期日均分数组去热闹场所作街头宣传，为演讲抗日战争意义，征募寒衣，兵役宣传，

义卖及演街头剧等，而且在整个江津城中，均洋溢着我校同学之救亡歌声。她们为了完

成任务，常常不惜牺牲其课堂学习，以致经常挨饿受冻而为着苦口婆心去说服一般商人

 
1 程其保：《教育：精字四四一六号（二三·九·一五）：令省立、私立各女子中学校：为厉行女生家事训练

一案经中等学校校长会议通过令仰切实施行》，《湖北省政府公报》，1934 年第 53 期 ，第 113 页。 
2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校中期考试成绩报告表》、《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校学生月考成绩报告表》，《私

立懿训女子中学各种规程细则》，1937 年，档案号 101-1-078，武汉市档案馆藏。 
3 “军事方面”，《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迁川辨理概况》，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报告，档案号 101-1-

078，武汉市档案馆藏。 
4 关于“女国民”观念的演变，具体可以参阅郑永福，吕美颐：《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

《山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 7 月，第 58-63 页。 
5 郑永福，吕美颐：《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山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 7

月，第 60 页。 
6 “宗旨”，《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校章程》，1934 年，档案号：69-1-109，武汉市档案馆藏。 
7 胡伟英：《教导概况》，《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 年，第 2-3 页，档案号 bG321-159，

武汉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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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富有者拿出他们所最心爱的钱来献给国家。
1
 

1940 年春因战争影响，懿训女中再次迁至重庆南岸，女学生们除了努力学习文化课以

外，积极组织开展阅读报纸、演讲比赛、戏剧音乐活动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激发她们的

爱国热情，塑造其国家民族意识。如阅读报纸，“使学生明了国内外大事”；“因为随时需要学

生做兵役以及各种有关救亡活动之宣传”，设法培养学生之讲演能力；“以街头剧为宣传救亡

之已达工具”，训练话剧人员，“且曾在重庆公开演出了《家》和《金玉满堂》等大戏剧，颇

为一般人所赞赏”；“为了唤起群众的救亡情形，便加强高唱着救亡歌曲”，“学生们常被邀至

广播电台向大众广播”；此外，学生们“曾经常致黄梅垭海棠溪一带作兵役宣传，募集寒衣，

慰劳伤兵及其他救亡等工作”。
2
。在面临战争危险、办学艰难的环境下，懿训女中的学生们

毅然积极投入到各种救亡宣传活动之中，这既是培植她们爱国思想深厚的土壤，也是展现其

新知识女性的国民身份，履行国民义务最浓墨重彩的一环。 

3、宗教教育下“女基督徒”的社会角色 

教会学校具备培养新知识女性与基督徒的双重特点，宗教性是教会学校保持自身特色的

核心特征，宗教教育居于教会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武汉教会女中开办之初鲜明地体现这种

特性。如懿训女中在初期发展阶段，“女学生”与“基督徒”的角色塑造是同步进行的，时任英

国伦敦会传教士余恩思对懿训女子学校有这样的回忆：“富世德夫人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其

最大心愿就是让每一个女孩子受到完全的基督教教育……她们的《圣经》教育进行得非常仔

细认真，而日渐兴盛的基督教勉励会给她们提供很多机会，使她们能学习如何将所学到的教

义传授给他人，从而为她们日后成为各乡镇女性基督徒的领导人物做好准备……无论是日后

作为教师，还是作为母亲，这些女孩现在接受的培训将使她们成为真诚善良的女人，热爱并

理解《圣经》意义，在家乡为上帝服务。”
3
 

不难看出，“让每一个女孩子受到完全的基督教教育”是懿训女中办学的初衷。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首生给予教会女学生们知识技能上的培养，使其具备基本生存之道，同时认真开

展《圣经》的学习，灌输基督宗教知识，培养她们高尚品质，并且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在

社会服务实践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把热爱家乡与服务上帝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教会女校希

望将这些女学生培养成将来各乡镇女性基督徒的领导人物，逐渐扩大基督宗教在乡镇的影响

力。 

虽然立案后，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从形式上转变为选修课程，但各种宗教团体、宗教活

动仍旧活跃，“女学生”“女国民”与“基督徒”的角色在学习生活中进行不断融合。1937 年卢沟

桥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教会女校学生们的“女学生”“女国民”与“基督徒”的角色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融合得更加紧密，国家民族意识深深融入到宗教活动之中。1938 年

2 月 6 日武汉各基督堂举行为国祈祷礼拜，武昌小东门外圣希理达女中的礼拜堂于当日上午

十时半举行。
4
1938 年 2 月 20 日下午三时，武汉基督徒学生“假汉口圣保罗堂举行世界基督

徒学生公祷，到会约八百余人，特请冯玉祥夫人演讲，题为《愿父的国降临》”，
5
强化青年

基督徒学生的牺牲精神。 

除此类重大宗教活动外，武汉教会女中在校内外仍组织各类宗教团体，继续开展各宗教

 
1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 50 年所报告沿革情

况》，档案号 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2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 50 年所报告沿革情

况》，档案号 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3（英）余恩思( Bernard Upward)著邹秀英，徐鸿译，李国庆审校，《汉人：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传教故

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60-161 页。 
4 《全国基督徒为国祈祷礼拜》，《大公报》汉口版，1938 年 2 月 6 日，第四版。 
5 《武汉基督徒学生公祷昨日下午举行冯夫人亲莅会讲演》，《大公报》汉口版，1938 年 2 月 21 日，第四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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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圣公会在华中地区设立湘鄂教区妇女传道服务团，以达到通过妇女传道的影响，使其

家庭“皆归向主”
1
的目的。妇女传道服务团下设学生传道服务团，由华中各地教会学校的基督

徒学生组成。如私立武昌圣希理达女中设有学生传道服务团，由该校基督徒同学所组织，“其

宗旨为尽本基督徒之职责，在校内促进同学之灵修工夫，在校外则从事于社会服务工作”，

“有极良好之表现”。
2
此外，懿训女中“除组织有宗教团体（懿光团），研究基督教义，及每星

期日分班参加格非堂礼拜外，随时举行灵修会，聘请名人演讲，以及学生对于基督教的精神

有深刻之认识与信仰，获得人格之修养。”
3
汉阳训女中学基督徒学生组建训辉团，“隔一星期

举行晚祷礼拜一次，为和平祈祷，有时并请名人主领，指示彼等的宗教生活”。
4
 

国难期间，武汉教会女中的宗教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相结合，使学生能更深切体会基督

精神的价值，增强宗教教育效果，正如葛德基在《战事期中之基督教教育》一文中总结到：

“基督教学校中——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对于布道工作，反响之佳，可谓空前。因国难之故，

使学生诚挚之心，油然而生……基督教精神，以及中国人民所固有之勇敢与坚毅美德，于基

督教学校中，彰显无余……基督教大中学中之学生，近亦颇富有一种认真精神，其对于基督

福音更乐于接受。”
5
可见，尽管时局维艰，办学困难重重，但艰苦的环境却能最大程度的激

发学生对国家民族认同的情感，在各种服务社会的救亡活动中感知积极的宗教社会功能，基

督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本色。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武汉教会女学生的“女学生”、“女国民”、“基督徒”等多重社会角色，

在近代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中不断交融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教会女学生在家庭、学校、教会

及社会领域的不同定位，从不同侧面反映教会女学生群体的角色认同。 

三、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多重社会角色形成的原因分析 

抗战时期，在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武汉教会女中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国家民族意

识，以基督教宗教教育为特色，将“民族性”与“灵性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宗教活动、抗日救

亡实践等方面，积极发挥女学生们的参与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展现了她们多重社会角色。

形成这种多重社会角色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时代环境因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立案后相对稳定的

办学环境被打破，且随着战争局势的扩大，更多的城市遭到日军侵袭，学校损失严重。至

1938 年，“日机轰炸第三国在华的慈善团体及宗敎文化机关共十一次，摧毁美国的宗敎及

文化机关九次”。
6
1938 年 7 月 12 日，日军“侵入武昌上空，在东城一带繁盛市区，投弹狂

炸”，“美国圣公会所办之希理达女子中学，屋顶有五十英尺长之美国国旗，敌机竟亦视为

轰炸目标，集中投弹，校内落二弹，毁房屋两幢。”
7
这种客观的战时环境迫使教会女中西

迁，寻找安全地带，实行联合办学，最大程度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1939 年全国基督敎

中等学校，“有一九六校，其中有所谓联合中学者，依目前调查所知计有九所，参加合作者

为三十七校”，其中在武汉教会学校中，“博学懿训联中，校址在四川江津，由汉口“博学中

学”、汉口“懿训女中”等校合成”，“中华圣公会联中，校址在云南镇南，由武昌‘文华中学’、

‘文华二部’、武昌‘圣希理逹女中’、汉口‘圣罗以女中’等校合成”。
8
此外，武昌博文中学与汉

 
1 《教迅：湘鄂教区妇女传道服务团年会》，《圣公会报》，1936 年第 29 卷第 1 期，第 18 页。 
2 《学生传道服务团的组织和工作》，《圣希理达女中校刊<希声>》，1947 年，第 171-172 页，档案号

bG321：132，武汉市档案馆藏。 
3 《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校民国廿六年度秋季至廿七年春季概况》，《教育季刊（上海 1925）》，1938 年第 14

卷第 2 期，第 33-34 页。 
4 《汉阳训女女中近讯》，《教育季刊（上海 1925）》，1938 年第 14 卷第 2 期，第 36-37 页。 
5 葛德基：《战事期中之基督教教育》，《教育季刊（上海 1925）》，1940 年第 16 卷第 4 期，第 44-45 页。 
6 《我全国各地被敌滥炸统计无辜平民死伤近四万》，《申报》，1938 年 7 月 25 日，汉口版，23400 号。 
7 《敌机昨午狂炸武昌繁盛市区落百余弹老弱妇孺死伤五百余人美国敎会学校亦被炸燬》，《申报》汉口

版，1938 年 7 月 13 日，23388 号。 
8 《基督敎联合中学之内容联合中学计有九所参加合作三十七校》，《申报》（上海版），1939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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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训女中学迁至四川万县办学。可以看出，一方面这种联合办学策略最大程度发挥教会学

校的人力、财力、物质资源，维持了学校的运转，为培养新知识女性提供了客观条件；另

一方面教会女中办学的空间转换，打破了地域隔阂，有效增强了教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建立了广泛、持久的联系”，扩大教会女校的影响力。
1
 

二是女校领导者的教育关怀意识与精神特质，为教会女中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机遇。教会

女校的领导者主要指校长。立案后，教会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中国籍基督徒成为校

长的必备资质之一。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中校长，均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基督徒，具

备良好的道德人格品质，且热爱教育事业，教育经历丰富，关爱学生，以身作则，成为凝聚

教会女中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子汉阳训女中校长刘帼芳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刘帼芳于

1929 年被循道会湖北教区选送到英国进修，在英国学习两年后，她回到湖北，接任训女中

学第三任中国人校长。
2
据训女中学学生吴复德回忆：“那时刻训女校长刘帼芳及几位热心的

老师们，坚持的与学校共存亡，守着这已沦陷的空宅，等到时局略转为安定一点，她们又携

着仪器，渡过汉水，继续将训女迁于汉口法租界协和礼拜堂内，目的在救济一般战时失学的

男女青年……民国三十年，日人开始统制武汉……几天后，我们的教科书，被他们没收去，更

换一些日人所作的课本，又逼迫学校立案，校方为敬爱祖国，不愿受他的凌辱，本着耶稣基

督的精神，坚持到底，结果日人以最后的逼迫，将学校封闭起来。”
3
在西迁过程中校长刘帼

芳，不辞万险，又携带着一批学生，经过湖南而至四川，途中正当炎热天气，疾病盛行，不

幸染病而魂归天堂了，学生们垂泪而别，各奔前程。
4
可以说，刘帼芳校长以自己的切实行动

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将生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诠释了中国女性基督徒校长的可贵品质。 

三是教会女学生群体的国家民族意识觉醒与女性解放观念的树立，直接推动其多重社会

角色的形成。抗战时期，教会女中学生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且身心逐渐成熟， 

在民族救亡的社会实践中，家国情怀、个人前途发展、基督教基本精神等不断碰撞和交

融，推动她们成为新知识女性群体的一部分。懿训女中学生盛衍猷曾写道：“就这三年中我

们于懿训的观感是这样：她不单要我们在学问上能有长足的发展，她还更注意到品德的培养，

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学校当局不惜以多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各种方法，领导我们趋

向光辉灿烂的境地，使成为一个完善的青年。”
5
对于年轻的女学生们而言，学问发展与品德

培养成为懿训女中鲜明的教育特色，“求实学，做好人”成为她们多重社会角色形成的着眼点

与出发点，是其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体现，也是近代中国女性中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四是教会、政府、社会力量等对教会女校发展的影响，间接推进教会女学生群体社会角

色的实践。1938 年夏武汉成为战区，教会女中是奉命疏散留汉还是迁徙，成为首要考虑的

问题。西迁的武汉教会女中能继续开展联合办学，离不开战时教育方针的指导、学校领导与

教职员师生的同舟共济，同时也得益于教会教育资金的补助、各差会人员的合作与沟通、以

及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士、当地士绅与政府的帮助与支持等。这些内外因素都为大后方教会女

中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汉口懿训女中的西迁联合办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校长周

 
日，23547 号，第 10 版。 
1
 盖伦．M．费舍编辑，刘家峰译，章开沅校：《中日战争对美国在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影响（第一部分总

论）》，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 3 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440 页。 
2 参见：乔金霞，余子侠：《近代湖北留学教育途径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 年

11 月，第 61 页。 
3 吴复德：《训女归来记》，《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 年，第 21 页，档案号 bG321—

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4 吴复德：《训女归来记》，《汉阳训女中学五十周年纪念校刊》，1947 年，第 21 页，档案号 bG321—

159，武汉市档案馆藏。 
5 盛衍猷：《懿训的特色》，《懿训半月刊》，1937 年，第 5 卷第 4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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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瀛在寻觅合适办学地点时，得到友人帮助，一方面派该校教务主任周邵典先生沿川江上游，

经江津、白沙、合江、沪系一带寻觅校址，一方面她认识到贵州文化落后，且无教会学校，

遂赴贵州该地考察，并得到该地教育当局援助，特派尃员协同前往各地，寻勘校址。后因周

邵典先生已在江津系城觅得位置，只能暂时保留贵州之地。周校长亲自赶赴江津，并与当地

士绅接谈，该地士绅因懿训女中为完全女中，校规严谨，颇合当地需要，深表欢迎，随即拨

定城内县中地点之禹王朝，租为该校校舍，每年仅付租金国币二百四十元，经过稍事修葺后，

勉为合用，于是年九月初间开学上课，并分别呈报湖北省教育厅暨四川省教育厅备案。
1
1943

年 1 月 23 日懿训发生火灾，“整栋宿舍化为灰烬（茅房极易燃烧）。因抢救不及，致师生损

失惨重”，
2
学生们以及各校董及湖北旅川人士以及当地社会贤达，都给与极大帮助，重新造

床，修整宿舍，保证了春季正常开学。教会师生、同工们、当地教育局及士绅都给予西迁中

懿训重新办学积极的帮助，使懿训在抗战中，弦歌声得以继续不辍。 

 

教会学校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开端，也是抗

战时期保存国家教育火种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基督教中学因其自身特殊的条件，对国家

民族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张文昌所总结的：抗战时期教会学校因产业尚为第三国

宗教团体原设有人所有，除少数教会学校损失严重外，总体上受损较轻，“且因属于私立之

故，有校董会及设立人之援助，亦恢复较容易”，“中等以上各基督教学校皆迁至安全地带，

本政府原有之办学方针及基督教教育宗旨，继续开办，对于整个中国之教育上，自有其巨大

力量，如能善自为谋，则贡献之大，实未可限量。”
3
抗战时期武汉教会女学生的多重社会角

色充的塑造与实践，充分展现了教会女学生从传统家庭女性角色逐渐走向更广更深层次的社

会女性角色，是教会女学生群体角色认同、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相融合的体现，在教育救国

的道路上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力量，成为近代基督教中等女子教育史上特殊的群体。 

 

参考文献： 

[1]罗苏文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方祖猷著：《晚清女权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 

[3]林美枚著：《妇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1 年。 

[4]陶飞亚主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刘文娜：《近 30 年来有关中国女性与基督教研究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016 年 3

月。 

 

 

 

 

 

 

 

 
1 参见“本校迁徙之经过”，《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迁川辨理概况》，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报告，档

案号 101-1-078，武汉市档案馆藏。 
2 《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沿革一九五〇一月》，《懿训女中廿九年迁川办班概况及 50 年所报告沿革情

况》，档案号 101-1-080，武汉市档案馆藏。 
3 张文昌：《基督教中学在抗战时期应有之贡献》，《教育季刊（上海 1925）》，1939 年第 15 卷第 1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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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与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1920～1928）1
 

 

王翠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未定稿，仅供本次会议交流，暂时请勿摘引或转发） 

 

教会女子高等教育是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

教育的先河，而且凭借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教学设施、较为完备的学科设置和一流的师资水

平，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女性群体。这一点，已成为中西方学者的共识。比如，《中

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杰西·格·卢茨认为：“传教士贡献较大的两个领域是女子高等教育和现

代医学与护理教育”
[2]

，而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著名学者章开沅也指出：“中国教会大学尽管

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

先地位与较大贡献。”
[3]

作为在华教会大学中办学成就作为卓著的大学，燕京大学在女子高等

教育的成绩也斐然可观。这不仅体现在燕京大学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女性人才，同时也

因为其在社会剧变、新旧交替的时代为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提供了先锋性与过渡性兼备

的、具有丰富历史意义的经验模式。这一点在燕京大学女校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1920 年代体

现得更为显豁。由于继承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女性教育的成果与经

验，同时又分享了燕京大学移植自西方一流大学的成熟的办学理念、完备的课程设置、较高

的师资水平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一时期的燕京大学为中国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女性

知识分子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教育界与史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有关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成

果，但学者们的聚焦点多为专门的教会女子大学，如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而忽视

了作为燕京大学之构成部分的女校的研究；而在有关燕京大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

则是燕京大学整体，而忽略了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的燕京大学女校或女部——燕京大学女校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研究的盲点。本文即以燕京大学档案资料为基本依据，以燕京大学

校友的相关回忆录为辅助资料，梳理燕京大学女校的教育状况及其对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意

义。由于 1928 年之后以燕京大学女部形式存在的女校的独立性基本消失，其女子教育形态

已大致类同于国内其他形式的男女合校的女子高等教育形态，故本文的研究仅聚焦于其燕京

大学女校时期（1920～1928）。 

 

一、妇女解放运动高潮中的男女合校 

 

燕京大学女校的前身为创立于 1904 年的协和女子书院（1913 年改称协和女子大学），

这所学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与中国女子学校教育肇始于英国传教士在

1844 年创办的宁波女塾相类似，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诞生与发展，也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

传教活动密切相关。无论是协和女子大学的前身贝满女学的创立还是其 1920 年并入燕京大

学后的发展路向，都与英美教会在中国的传教需要密切相关。与此同时，19 世纪末、20 世

 
1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项目号 17BZW135）的

阶段性成果。 

[2][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年）》，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版第 122 页 
[3]章开沅：《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序》，载 [美]林蔚，Waldron，Arthur《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

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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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中国政治、教育、文化领域的风云激荡，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男女平权思想以及民

族主义和科学思想影响下的“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个

学校的历史发展走向。 

（一）激烈社会变革中的燕京大学女校前身：协和女子大学 

不同于金陵女子大学一开始即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直接创立，燕京大学女校的前身协和女

子大学是在原有贝满女子中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大学教育的。贝满女子中学的前身则是由

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的夫人伊利莎·裨治文 1864 年创建的贝满女

塾。该校校址位于在北京灯市口大街北面的大鹁鸽胡同，为北京地区第一所女子学校。由于

女子学校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并未得到较大的社会认可度，学校一直维持着二三十人的较

小规模，教员亦主要由传教士担任。1892 年左右，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更多的开明家庭

开始愿意将女孩子送到贝满女塾接受教育，学校规模因此得到较大发展，教员和课程数量有

所增加，学校由此设立了四年制的中学课程——“裨治文中学”。1900 年庚子之变爆发，贝满

学校被毁，旋即在 1901 年和 1902 年间得到复建，恢复后的中学被命名为“贝满中斋”，小学

则改称“培元蒙学”。这个“贝满中斋”，便是日后协和女子书院的基础。 

1903 年，原本任教于通州潞河中学、自 1887 年即开始来华布道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博士

（S.Luella  Miner，1861～1935）被美国公理会任命为贝满女中校长。贝满女中在她的领导

下开始了向大学迈进的历程。 

麦美德 1861 年 1 月 30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市，受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印地安人

部落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影响，其自小也确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1887 年，其作为美

国公理会选派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后被派往通州潞和中学任教。1889 年，潞河中学在原有

中学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四年制大学课程并在 1893 年正式成立潞和书院，麦美德在书院教授

地质学和心理学。在这一时期，麦美德逐渐确立了扎根中国进行传教事业的决心，并与当地

诸多名门望族和杰出女性结为好友，其中就有秋瑾的好友、享有诗、文、书“三绝”之誉的才

女吴芝瑛。1900 年庚子之乱，麦美德因为受到吴芝瑛的庇护而幸免与难，其后她根据自己

在庚子之乱中的见闻撰写了《中国殉教者传》及《中华两英雄：费起鹤与孔祥熙》两部英文

著作并在 1901 年专程护送潞河中学毕业生孔祥熙（其在庚子之乱中对于传教士多有救助）

赴美就读。1903 年，麦美德返回中国，由此接任贝满女中校长。 

1904 年，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和英国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教会组成华北教

育联盟（The 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并授命麦美德在贝满中斋基础上创建一所女

子大学。麦美德借鉴自己之前任教通州潞河书院（即通州协和大学）的作法，在原有中学课

程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大学水平课程。1905 年，该校学生毕业时已经学习了一年的大学课程，

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大学——协和女子书院宣告成立，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领域起

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协和女子书院进入发展阶段后，其校舍拥挤、经费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1916 年，麦

美德募得一笔款项购入贝满中学东部 300 米左右的佟府
[1]

作为校址，教室、图书馆、实验室

以及教师住宅、学生食堂与宿舍日渐齐备，协和女子书院自此成为一所较为完善的女子大学

并更名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 由于地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并受校长麦美德博士热

心社会活动的精神影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对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也保持了积极参与的态度。

1915 年“二十一条”签订，协和女大的部分同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9 年“五四”运

动，在向政府请愿的学生代表团中，有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声援被捕学生的“六四”请愿活

动中，协和女子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学校共同发起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都成为重要的

力量。当时正在协和女大自治会担任宣传干事的谢婉莹就是在旁听了政府审判请愿学生的审

 
[1]今北京市同福夹道 166 中学，本为明朝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藩的府邸，清顺治年间被赐予佟妃（康熙生

母）娘家人居住，世称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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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后在晨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日后才一发不可收拾，成长为中国

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冰心”。 

（二）男女合校的机遇与挑战 

 1920 年，协和女子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学校与 1919 年组建完成的燕京大学实

现合并，学校由此进入其燕京大学女校时期。燕京大学是 1919 年由北平汇文大学（由基督

教美以美会创办，其前身为创立于 1870 年的怀理书院）、平东通州协和大学（由基督教公理

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创办，其前身为 1869 年建立的通州潞河书院）合并而成的一

所基督教大学。两校自 1916 年即酝酿合并，但直到 1919 年才确定由中国杭州出生的美国

传教士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并在其主持下将校名确定为燕京大学，故一般以 1919 年作为燕京

大 

学建校之始。司徒雷登就任燕大校长后，即着手进行与协和女子大学的合并工作。1920

年 3 月 15 日，协和女子大学正式并入燕京大学，从此作为燕京大学女校成为燕京大学的一

部分，但在女生管理和课程设置上依旧保留了原有的女校特色。1926 年之后，女校与原本

位于崇文门盔甲厂的男校一同搬迁至海甸燕园新校址，男女两校在事实上合而为一，女校的

独立性开始受到挑战。男女两校之间的关系由此开始变得复杂。 

一方面，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成为燕大女校，与新文化运动之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

的社会发展潮流取得一致，赢得了社会的高度欢迎和认可。正如冰心在《燕京大学男女校联

欢会志盛》中记叙的男女两校校长的讲话所言，男女合校是“‘五四’以后，中国民气的发达”和

“青年学生们，为国牺牲的热诚和勇气”的结果（女校文理科长麦美德女士的讲话）；它使“本

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同等”

（男校文理科长司徒雷登的讲话），其在女性解放领域的进步价值与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一个较为务实的角度看，合校后学校的师资条件、课程设置和硬件设施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其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强，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教会大学从 1920 自 1925 年的女

生人数变迁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晰。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中提供的“1920——1925 教会大

学人数变迁表”显示：在男女合校之前的 1920 年，仅有 14 名女大学生就读于燕京大学（在

所有教会大学中名列第四），而到了 1925 年，这个数字增加为 116 人（在所有教会大学中

名列第二，仅比第一名金陵女子大学少 21 人）。燕京大学女校以 102 的数量增幅成为所有

教会大学中女生数量增幅最大的一所学校（增幅数量第二、第三的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

文理学院则分别从 1920 年的 55 人和 14 人增加到 1925 年的 137 人和 80 人，增幅则分别

为 82 和 66 人）
1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之后对学生和家长吸引

力的增强。 

但另一方面，在并入燕大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女校面临着也在经历着重重挑战而

被迫做出调整。首先是由于燕大女校领导层的人事变迁而使男女两校之间的合作面临摩擦，

紧接着 1926 年男女两校一起迁入海甸新校址及 1928 年学校为实现向国民政府立案而进行

的重组，使二者合作的困境更趋明显。1923 年，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科科长（即原来的协

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博士因年事已高退出燕大转赴齐鲁大学任教，她的助手费宾闺臣夫

人(Mrs．Alice B．Frame)
[2]

接替其担任女校领导者，这一人事更迭对燕大女校震动剧烈。二

十年来，麦美德博士不仅是女校的创建者和事实上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学校的灵魂人物，燕

大女校的校风格调、资金筹措、学科设置、师资配备、学生管理几乎都由她一人缔造。1935

 
1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7 页。 
[2]费宾闺臣夫人(Mrs．Alice B．Frame)，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1878 年出生于土耳其，13 岁回到美

国麻省就学，1900 年于蒙特霍来克学院(Mount Holyolke College)大学毕业后赴哈特福得(Hartford)神学院

学习三年，1905 年来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1912 年起就职于协和女子大学，次年与费宾先生(Mr．Murry 

Scott Frame)结婚，1925 年获蒙特霍来克学院文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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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去世后，燕京大学女校曾如此评价她的工作“她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她的品德和

才华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学术、政治和宗教趋向……。然而我们，她的同事和继承者们，认为

她对其时代最大的贡献是创建并培育了华北女子学院——第一所献身中国女子教育的学

校……同样的，对她的朋友和继承者们来说，麦美德成为基督教女性的最高典型，成为增进

基督教妇女生活运动的最富才华的代表”。
[1]

她对燕大女校各个层面均影响深远，被司徒雷登

视为有着“过人的远见和杰出的才能”而深受尊重，因而在其任职期间“男女合校的合作中，双

方都相处得极为融洽”
[2]

。1923 年后继任的费宾闺臣虽然就司徒雷登本人看来“她的精神、她

所受的教育、她的个人魅力、她在中国语言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她的经验、她的举止、她的

幽默感和责任感，使费宾闺臣夫人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理想人选”
[3]

，但她的资历毕竟不能与

麦美德同日而语，在两校合作中的处境就较为被动。1926 年秋，男女校均迁入海淀新址，

男女两校在事实上合而为一，女校面临与男校完全合并的压力；费宾闺臣及女校设立者委员

会则认为要伸张女权、维护女性权益，女校就必须拥有经济自主权和一定的独立性，这使得

男女校管理层之间开始摩擦不断。与此同时，燕京大学这一时期由于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也

面临着结构重组的问题，女校处境十分被动。两校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学生，男生们将

女校称为“骄傲的女校”而对费宾闺臣进行了人身攻击。多种压力之下，费宾闺臣及在美国的

女校委员会不得不转变立场，1928 年女校与男校完全合并——燕京大学女校的称呼也不再

存在，仅仅在学校行政委员会下单独设立一个女部负责女生管理
[4]

，男女校之争由此划上句

号，女校的独立性逐渐丧失。 

 

二、向世俗化演进的教会教育与男女平等的国际化教育 

     

燕京大学女校具有独立性存在的 1920～1928 年，正是教会大学由享有“高度自治”的办

学自主权到在新文化运动、非宗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逐渐向世俗化与本土化过

渡的转折时期，因而其教育方针和内容也有着相当的过渡色彩。 

（一）由宗教化向世俗化演进，但宗教生活依旧占有相当比重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宗教教育是燕京大学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这一点在该校现存最

早的档案资料《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有明确的记载，该布告开篇即载明： 

燕京大学——其目的在传授基督教之真理，使学者诚心皈依，认基督为救主。要知

中国今日之危机，不在眈眈环视之强邻，而在唯物的哲理及自私的野心。基督之教育，

正以精神为第一要点，故爱国热忱、民主主义、个人私德、众人公德、皆可由之而臻止

境。是以救中国之危机者，厥惟基督教之精神教育。……燕京大学之目的，即在使中国

产生此等高尚之人。
 [5]

 

传授基督教之真理，使学者诚心皈依，认基督为救主”，一度是燕京大学的基本办学目

标。在燕京大学校长、灵魂人物司徒雷登看来，“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的一个部分，

其存在的使命不仅是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更专注于培训一些教会的职工”，在其“遵

循基督教的宗旨”、“确立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加强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赢得国际上的理

解和善意”、“确保财政来源稳定和硬件设施齐全”四管齐下的办学理想中，“遵循基督教的宗

 
[1]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7 页 
[2]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4～65 页 
[3]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6 页 
[4]

燕京大学女部一直维持到 1941 年成都燕大时期。北京燕大再度复校后，女部的特点逐渐淡化，女部也形

同虚设。 
[5]《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号 YJ19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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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是居于最首位的，“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不管别人对基督教持什么态度，在

他们眼中燕京大学都是基督教大学的表率……在这样一所大学中看以看到，基督教能够造福

所有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
 [1]

。基于这样的办学宗旨，宗教课程始终在燕京大学的课程体

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学校 1921～1922 年的招生简章对预科和本科学生的毕业学分做

出如下规定“入预科者，必有 80 单位，方可毕业。其中 56 单位，为必习科目。必习科目之

单位如下：国文 12，英文 20，宗教学 8，天然理科 8，现代文化之概要 4，应用心理学 4。

以上共 56 单位。入本科者，必有 148 单位方得毕业。其中 48 单位，为必习科目。必习科

目之单位如下：国文 10，英文 14，历史 8，社会学 8，哲学 4，宗教学 4。以上共 48 单位。”
[2]

可见，在燕京大学预科和本科学生的必修课总学分中，宗教学课程分别占到七分之一和十

二分之一，其对宗教课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课程设置之外，宗教生活在燕京大学学生的课外生活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以 1922

年该校唯一的出版物《燕京大学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所载文章为例，该期杂志除登

载谢婉莹阐释燕大校训的《自由——真理——服务》一文外，还登载了许地山的《中国经典

上的“上帝”》、陈其田的《与谈宗教的罗素商榷》、李玉英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姚育英

的《牧者——亡羊》、其田的《“中华归主”》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出自燕大学生之手，具有浓

厚的宗教色彩。比如，女校学生李玉英在《不可思议的能力》中阐释了上帝之爱的伟力：“这

不可思议的能力是什么？不是爱吗？甚么比他还奇还怪？什么比他高美俊伟？什么字可以

从字典摘出，与他辉映对照？什么人可以计算他的轻重？……‘上帝的心就是爱’，他是众爱之

宗，众爱都以他为归束。神子耶稣把他完全彰明了出来。……爱呀，你是美，是美中之更美，

是宇宙间的至美。‘上帝的心就是爱’。我们如今成为他的儿女，岂不也当变成爱的心吗？爱

的感力，是力之最美奇者。人可以用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爱的所在，即光的所在。爱和

光里，没有专制、欺压，没有残忍、诡诈，没有悲怨恨怒，都是喜乐和平，公义怜悯。甚么

私我私家私国种种的私字，在他里面都必得从根本铲除”
3
，表达了对上帝之爱的强烈信仰，

类似的情感亦见于燕京女校同学姚育英的《牧者——亡羊》中。另外，从 1924 年发布的

Supplementary Bulletin regarding Courses at Yenching Women College 1924～25(《燕京大

学女校课程补充布告》)中，也可以看到宗教生活在燕大女生中的重要地位： 

  The religious life is regarded as of supreme importance, and an effort is made to guide 

the students in an atmosphere where sanity and earnestness have proportionate emphasis. 

There is a daily chapel service, and a prayer service is held by the girls themselves every night. 

Courses in religion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school of theology are required for a 

degree. Attendance at some church service is expected of every resident student each Sunday.

（宗教生活在学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努力引导学生融入一种理性和热情得到均衡强

调的空气中。这里每天都有礼拜活动，每个晚上的祈祷仪式都是由女生自己完成的。宗教学

院管理下的宗教课程是学生拿到学位的必要条件。每个住校生每周末都会被要求参加一些教

堂仪式）。
4
 

1925 年之后，鉴于国内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涨，燕京大学开始积极向国

民政府申请立案。对于教育部该年发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所规定的第三

款“学校不得传布宗教”，燕京大学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该年 9 月出版的《燕大周刊》第

76 期“欢迎新同学专号”在显著位置登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启事，启事称“（燕京大学）虽为

 
[1]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2～63 页。 
[2]《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编号：YJ1921005。 
3 《燕京大学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84、86、87 页 
4 Supplementary Bulletin Regarding Courses at Yenching Women College 1924～25，北京大学档案馆，档

案号 YJ1924006。 



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会议论文集》未刊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9。 

30 

 

基督教大学，然绝未染有任何教派之彩色，课程中虽大学第一年有两小时宗教必修科，然该

宗旨亦系讨论宗教与人生之关系，绝未会强迫任何人信任何宗教。本大学董事会与学生约法，

开章名义，即允许学生宗教信仰自由，故本校从无强驱学生遵守礼拜之行为。无如外界往往

不查，任意责难，本大学教员会为彰明本大学宗旨及免外人误会起见，自本年起将宗教必读

课取消，其遗出之二小时课程改为理科必修科，准学生于物理化学生物三者中任选某一攻读

以代宗教云”
1
。自此之后，宗教学在燕京大学不再作为必修课设立，学生必须参加礼拜活动

等宗教仪式的规定也被废除，燕大从一切惟宗教信仰是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师资和生源质

量都有了大幅提高燕京大学逐渐由一所宣传宗教、培养传教士的机构转化为一所为“以学术

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智、德、体方面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与社

会的需要”
2
。 

（二）国际化：现代女性意识与开放的世界视野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拥有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无论是课程还是师资，都有着

充分的国际化色彩。“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
3
，

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世界大学”，是司徒雷登办学的核心理念。也正因如此，燕京大学不仅

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积极谋求国际合作，而且在课程设置和师资构成上也充分体现了其国际

化色彩。 

首先，燕京大学高度重视英语及西方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虽然学校自建立之始即努力

强化国文教学和国学教育以使“吾侪教会大学将不再于中国受轻视国学之讥”
[4]

，但西方文化

课程始终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学校 1927 年发行的《本校之过去与将来》的小册子中，

校方曾对燕大的办学目的有这样的描述“吾人目的之一部分，在取西洋文化中任何有益于中

国、且可增进国际间之了解者，与中国人共享之。欲使西洋文化中任何有益于中国之经济、

政治状况、及社会福利，必以有相当训练之中国男女青年为媒介。所谓相当训练者，即在其

能分别在西洋文化中，何者为有用，合者为无用，然后利用其有用之部分以应中国之需要”
[5]

。可见，训练能够了解、辨别西洋文化优长的、“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的”
[6]

中国

青年男女，是燕京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如此，学校对于英文以及相应的西方文化

课程给与了相当重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学校 1921～1922 年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简章

中载明，“本大学注重国文、英文、教育、社会学、政治学等系，故其组织亦特别注意者”，

但在该校预科生和本科生必须修满的 56 和 48 个必修学分中，居于第一位的是英语，其学

分单位分别占到 20 和 14（占必修课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居于第二位的国文则分别

只占到 12 和 10 个单位，英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1925 年之后，尽管学校将相当精力放在

中国学课程的建设上，但英文课程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忽视，因为除国文系之外，“燕京大

学相当一部分课程均用英文讲授，因而对英文的纯熟掌握是听懂这些课程的关键”
[7]

。燕京大

学的学生基本都是在中英文双语环境中进行工作和学习的，其能考入燕京大学，意味着同时

具备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8]

，不仅教师可以自由选择用中文或是英文授课，来访的学者进

 
1
《以科学代宗教》，载 1925 年 9 月 26 日《燕大周刊》欢迎新同学特号。 

2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第 11 页。 
3 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9 页。 
[4]《燕京大学 1926～1927 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 Y1924006。 
[5]《本校之过去与将来》，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 Y1927014. 
[6]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0 页 
[7]《校长、院长年度报告（1925～1926）》，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 YJ1924006. 
[8]对投考燕京大学的学生，学校会提出以下英文方面的要求：（1）通晓英语谈说清楚；（2）诵读时抑扬顿

挫能与情节符合（3）善用文法尤宜谙熟动词（4）能以普通英文作文明白清晰达其意（《燕京大学文理科

男校学生须知（1925～1926）》，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 YJ1924006），这一要求虽然是

在男校的简章上刊出的，一般而言，学生在进入燕大之前即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能力，入学之后经过严格

系统的英文训练，均会达到听懂英文授课、阅读英文参考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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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术讲座也不需要配备翻译。“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让学生们灵活地掌握英汉交流。那些

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都从这种训练中受益良多，出国之后只需在当地克服一点点语言障碍就

行了”
[1]

。当然，燕京大学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其目的绝非是让学生出国深造时能够克服语言

障碍那么简单，而是力图将西方文化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思维。 

其次，与学校“中西一治”的课程设计和英语教育的高度重视相适应，燕京大学也是当时

北京高校中外籍教师比例最高的学校。据学校 1921 年公布的学校简章中记载“本大学文理科

之教授会共有会员 45 人，内有华人 14”
[2]

。在整个 20 年代，在燕大的教师队伍中，外籍教

师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人数众多（约占全校教师的三分之二），而且来源广泛——

美、英、法、日、意、德、瑞士等各国均有，他们大都拥有国际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所

在学科拥有较深的学术造诣。1924 年，在先后经历了非宗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

后，司徒雷登花大力气以“高薪”、“稳定性”、“学术自由”为条件延揽了大批中国教授到燕大任

教，但外籍教授依旧在学校占有较高的比重。 

最后，燕京大学非常注重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学校或者提供燕大

师生交流访问的机会，或者派学者协助燕大建设某些学科，这使燕大的很多专业得以直接“移

植”和吸收西方大学同类专业的先进建设经验，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进行建设。比如，

1921 年上半年，燕京大学女校与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韦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结成姐妹学校。韦斯里安女子学院不仅委派艾扎贝丝·肯德尔(Eizabeth Kendall)和伊

丽莎·坎德里克(Eliza B．Kendrick)两位教授到燕大讲学，还每年为燕大女校捐赠一笔经费用

于师生的赴美学习交流。冰心 1923 年的赴美留学，就是得益于两校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这

笔经费的支持。 

（三）冰心与凌叔华：宗教化与国际化的不同个案 

作为燕京大学 1920～1928 年间孕育出的优秀作家，冰心和凌叔华恰好代表了该时期燕

京大学宗教教育与西方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冰心从中学时代即接受教会教育，

其 1919～1923 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就读的时间也恰是燕京大学最为重视宗教教育的一段历

史时期，因而在她身上既有着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融为一体，同时更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

影响的痕迹；凌叔华则就读于 1922 年非基督教运动之后逐渐走向世俗化的燕京大学，且在

英文系受过严格系统的英文训练，因而其作品中并无燕京大学的宗教教育痕迹，反而清晰深

刻地显示了西方文化熏陶的成果。由二者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到教会大学女子教

育所给予二人的不同影响。 

无论是最初的问题小说还是有着浓厚的泰戈尔诗风的《繁星》、《春水》，冰心燕京大学

时期的写作中都有着教会大学宗教之风的熏染。系统的宗教教育，不仅潜隐地形成了其“爱”

的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其纯净、肃穆的写作风格，这些特征已经为冰心研究专家所反复

指出。不仅如此，冰心在燕京大学时期还进行过专门的《圣诗》写作。作为冰心宗教信仰与

世俗情感相结合的产物，《圣诗》无论在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都开启了其后来的“小诗”创

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小诗”其实就是截短了的《圣诗》，只不过《圣诗》中的“上帝”和

天使已经被“小诗”中的母亲、大自然和儿童所取代，而母亲、大自然和儿童，其实可以看作

是上帝和天使形象的世俗化和泛化；而《圣诗》中的诗歌意象、对话体的诗歌形式和赞美的

语气，都对冰心的“小诗”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唯有把冰心燕京大学时期的《圣诗》写作纳入

研究视野，才能全面把握冰心诗歌艺术的内在奥秘。 

凌叔华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写作，则反应了燕京大学国际化教育的成绩与影响。1922 年

前后，燕大英文系共开出“文论与文学”、“作文与文学”、“美洲文学”、“文学故事”、“英文学”、

“文论”、“翻译”、“演说”、“近代诗文”、“近代剧文”、“近代报章”、“法制初阶”等 14 门课程，

 
[1]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4 页。 
[2]燕京大学布告第六（1921-1922）[G].北京大学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 YJ1921005，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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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分别为步多马（T.E.Breece）、柴思义（Lewis Chase）、温日益（L.H.Warner）、毕知

时（D. C.Bess）、包贵思女士（Miss G.M.Boyton）、益麦迦女士（Miss Margaret Atterbury）、

述益莫夫人（Mrs. Cynthia Zwemer）、易夫人（Mrs.Janet R.Evans）等人
1
，均为英美外籍教

师。这种系统的西方文学教育为国学修养深厚的凌叔华打开了一扇西方文化之门，在获得开

阔的世界眼光的同时，她的写作文体，也由直追古人的旧体诗词转为西化的翻译和剧本。

1924 年 5 月，凌叔华择取 Stories of Great Artists（《伟大艺术家的故事》）的部分章节译

出了三位画家的传记，分别以《约书亚·瑞那尔支》、《汝沙堡诺》、《加米尔克罗》为题连载在

熊佛西、董绍明等人主编的《燕大周刊》第 41～45 期上。与此同时，她开始尝试英文写作，

先后创作了取材自中国神话的英文剧本《月里嫦娥》（又名《月宫女神》）和《天河配》，这

两出戏剧，取材自中国古代神话却用英语演出、采用戏曲的布景和服装但没有戏曲的乐器和

歌唱，显示了凌叔华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沟通中西文化的野心。而这种野心和世界视野的获得，

无疑应该归功于燕京大学的国际化教育。 

     

三、课程、师资及管理层面的性别区分与女性特色 

 

与其他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所不同的是，燕大女生和女性教职员在学校内部享有充分的

自主权，燕大女校（后来改成为女部）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机构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燕京大学，“女学生既被看作是男女合校的全体学生的一部分，又被看作是一个有着特殊

利益的独立集体。由于在社会剧变时代，她们处在少数地位，这种安排使她们受到了保护。

否则，她们可能会在更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群体中失去她们的自我”。
2
因而，燕京大

学女校既可以与男校一起共享优秀的师资力量、完善的课程设置和先进的图书馆、实验室和

教学仪器，同时也有专属于女性的专业、课程设置以及独立的女性师资和管理模式，成为一

种在当时条件下较为合宜的教育模式。 

首先，燕京大学设立有相对独立的女性管理机构，其拥有独立的经费、建筑和管理上的

自主性。 

1920 年代的燕京大学，女校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立、稳定的基金来源，其在纽约

设有燕大女校委员会(Committee of Yenching College for Women)。该委员会跟燕大在美国

的托事部是合作而不是被领导关系，其筹措的资金亦由女校单独掌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燕

大海甸校区中女校的 9 幢建筑均由女校委员会出资建设，《燕京大学》一著的作者爱德敷曾

经这样描写这些建筑：“女校的主要教学楼是适楼，它有一些教室和一个设备完美的小福音

堂。适楼前面是两座较小的方形建筑，被称作‘姊妹楼’……北面一座叫做麦风阁，以女校前主

任的名字命名，是办公楼和学生活动中心。另一座由甘布尔夫人捐建，是女部主任的寓所。

这两座楼南面是女生宿舍，里面有餐厅和厨房……这组房屋中还有三座小建筑，一所是培训

教师的实习学校，一所是家政系的见习教室和一所女诊所”
[3]

。这些建筑自成一体，使得女校

师生既可以“在那里享有不受干扰的生活”、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整合的大学的生活的组成部

分”
[4]

。正如女校建筑在整个燕园的地位一样，女校的管理也既有其独立性，同时又是整个大

学的组成部分。燕大专门设有女校管理委员会和女教职员委员会单独处理女校事务，女校主

任“不仅仅是女性的主任”，同时也是校董会的“当然成员”。这种组织机制“提供了大量机会使

妇女的观点得以表达，这不仅保护了女校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一体性的‘校’的总体方针和

 
1《燕京大学简章·布告刊件（1922）》，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YJ1921005。 
2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3 页。 
[3]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8 页。 
[4]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4～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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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1]

，虽然在 1928 年后女部的这种自主性逐渐消失，但至少在燕大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它

们是避免女性在这所大学里被边缘化的有力保证。 

燕大女校主任为院长委员会和教职员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十分注意在学校事务中伸张女

权。基于自己所熟知的西方大学男女合校制度中的各种弊端，为了避免女性在学校中享受不

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女校领导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女性在学校中的权利和独立地位。除设

置专门的女部管理委员会管理女教职工和女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外，燕京大学同时还拥有

女校学生自治会、女校学生会和女校文学会、女校青年会等机构负责处理女生事务，记载女

生家庭状况、个人简历、入学成绩及每年课程成绩的个人档案亦由女部专门管理。在燕大女

校的领导看来，“妇女是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的；妇女正在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并且，妇

女将证明她们是无愧于自己应拥有的权利的”，鉴于“英美开始男、女合校时由于女生居于少

数、又没有一个机构做她们的后盾，所以遇到不少困难”，她们认为“在燕大要彻底地维护女

学生、女教职员的权益，女校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
2
。这种建立在男女合校基础上的相对独

立既可以使“燕大女部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创造男女合校的全部有益因素。诸如：广泛的兴

趣、宽阔的视野、正常的社交活动、令人愉快的相互接触等”，同时“又可以使减少女生由于

处于少数地位而会偶然地被忽略，或被伤害的可能”
3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燕大既拥有

专属于女生的各类组织，原属男校的季刊社、周刊社、年刊社、社会服务团、社会学会、经

济学会、教育研究会、农学研究会、景学会、化学会、制革会、政治学会、历史学会、新剧

团、歌咏队、法文文学会等机构，绝大多数陆续吸收女同学加入而成为男女合组。这种既合

作、又独立的管理模式，为燕大女生避免作为校园中的少数派而成为被忽视的力量扫清了障

碍。 

其二，在专业和课程设置层面，燕京大学开设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女子体育、女子生理卫

生等课程，并于 1923 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家政学专业。“家政学”单就字面而言很容

易同传统“女红”或是自清末女子师范学堂始开设的“家事学”相混淆，但二者在性质上存在明

显的区分。“家事学”恪守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其培养目标是使女子“能得

整理家事之要领，兼养成其勤勉，务节俭，重秩序，喜周密，爱清洁之德性”
[4]

，从而对“相夫

教子”的“贤妻良母”角色更能胜任愉快，因而缝纫、刺绣、手工、烹饪等操作性较强的课程是

传统家事科的主要教学内容。“家政学”则不然，其英文名称为 Home Ecomomics，其专业建

设和课程设置均移植自美国的家政学学科，其创立者、第一任系主任同时也是美国 Oregon

农业大学的家政学院院长梅兰(Ava Mylam)。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帮助培养(女性)养成有高

级标准的家庭管理；养成家事教师与领导者，以服务中国学校需要；提供给中国学生接触科

学、艺术、经济等学习机会，以解决家庭问题”
[5]

。专业学习的内容，则涵盖了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定性、定量等纯粹学理课程和营养学、卫生处理、儿童护理

与儿童发展、家事管理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其范围远比家事管理要广泛、复杂、深入。正

因如此，其毕业生中也涌现出了多位声誉卓越的营养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较之传统的家事

学科，燕京大学的家政学科不再将女性的价值和角色局限于家事管理，而是有了更广阔的服

务社会的通道，其现代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修读这一专业的仅限于女生而没有男生的状

况又表明，这一专业的设置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

保守性也是不容回避的。这种现代性和保守性之间的复杂纠结，恰恰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男女

 
[1]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2 页。 
2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9～430 页。 
3（美）桑美德《Yenching College for Women》。 
[4]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70 页。 
[5]《燕京大学女校课程特别报告（1923～1924）家政学（Special Bulletin Regarding Courses at 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23-1924 Home Ecomomics）》，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

YJ192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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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女性解放发展现状的一个真实写照。 

其三，燕京大学有一支稳定的女教职员队伍。这些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的女性知识分子

的存在，本身即昭示着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的崭新生活方式而给予燕大女生以极大的鼓

舞。 

燕大女校在财政、组织与管理上的自主性使“燕京女教师的比例，比起那些实行男女合

校教育的一般学校更大……它使女学生们看到，教育职业可以为妇女提供一个与男性同样的

发展机会”
 1
。与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校长及各系主任多由男性知识

分子担任
[2]

且人事更迭频繁不同，燕京大学女校的主任（相当于女校校长，合校初期称为燕

京大学女校文理科科长）以及绝大部分系科的主任均由女性来充任且保持相对稳定。根据后

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谢婉莹（冰心）等人发表在《燕大季刊》及《生命》月刊的《燕京大学》

一文介绍，女校在 1921 年刚成立时除去物理学系主任管叶羽外，其余主任均为女性，如前

后三任的燕大女校主任麦美德（因其专业为地质学，曾在 1910 年以文言文编著《地质学》

一书，其同时充任女校地质学系主任）、费宾闺臣、桑美德；如英文系主任包贵思、社会学

主任狄吉恩女士、理化科主任裴女士、生理学主任雷女士、历史科主任康女士等。这些曾在

世界著名大学接受过精英教育、取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同时又拥有自己的社会职业、担任着

领导者和管理者职位的女性教师的存在，本身即昭示着一种迥异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

1918 年 9 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升格为女高师的前半年，胡适曾应邀到该校进行了一场

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在讲演中胡适对美国妇女在争取教育权利、参与政治运动、谋求

社会改良等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号召中国女子也能师法美国，培养“超于良妻贤母”

的“自立”的人生观。这场讲演曾给女子师范的学生以不小的冲击，而燕京女校的学生，则每

天耳濡目染的都是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生活方式，她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势必对女生们之后

的人生道路产生深刻的影响。燕京女校毕业生之后的发展也表明，她们完全可以不受男性权

威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文艺、政治、医疗、商业等社会公共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鉴于当时妇女解放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社会开化程度的有限性，除去极少数有着强烈

离经叛道思想并生长于开明家庭的女性之外，在 1930 年代之前能够到综合性大学接受高等

教育的女学生数量是非常稀少的。这一点我们从清华大学自 1928 年才招生女生，北京大学

虽在 1919 年即开放女禁，但到 1922 年为止仅招收了 11 名女生的现状即可见一斑。因而，

燕京大学这种既男女合校又兼顾女生特色的教育方式在当时受到了许多家长的信赖而吸引

了相当数量的女生就读，燕京大学也成为 20 年代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中招收女生数量最多

的学校之一。燕京大学最初十年间李德全、冰心、凌叔华、梁佩贞等大量女性人才的涌现，

正是得益于这一点。 

 

四、校园课外活动中的性别议题 

 

从协和女子大学酝酿并入燕京大学的 1919 年到 1928 年并入燕京大学之后女校的独立

性逐渐丧失的 1928 年，正是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女性解放思想发展最为峻急的 10 年；

与此同时，燕京大学女校位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沐浴欧风美雨得天时、地利，男女

平等、女性解放的思想都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燕京大学毕竟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虽

然其校风状况较之天主教所办大学要开放许多，但总体仍是趋于保守。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使得燕京大学女校在这一时期也面临着微妙的性别纠纷。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之后教育观念

 
1 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 253 页。 
[2]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期杨荫榆曾短暂担任校长，但因其实行“寡妇主义”的管理方针，迅速引发风潮，直

接导致了女师大教育质量的下降。详见拙著《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7 年）中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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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和男女平等、社交公开思想的深入人心，国人对于教会大学所提供的西式教育更趋认

同，这使更多的家长愿意送她们的女儿到燕京大学接受教育，这使得学校的生源得到有效拓

展而促进了学生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日益开化的思想观念和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等

意识的影响，又加大了学生教育和管理的难度。热情呼吁男女社交公开的男生与禁忌颇多的

女生、“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男校自治会与态度解决的女校管理方、保守的家长与激进的

学生，多方力量的综合博弈，使得 1920～1928 年间燕京大学在男女合班上课、男女公开交

往、男女合演等方面风波不断，演绎出颇具历史意义的性别事件。 

（一）男女社交自由与“废督”事件 

1923 年的“废督”事件，这是燕大男女生争取社交自由的的重要一步。1920 年初协和女

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后，虽然作为燕京大学女校文理科仍居佟府夹道，但女生可到男校选课、

高年级多男女合班上课。冰心晚年曾经这样回忆当时上课的情形： 

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

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

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

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

我们就使劲儿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

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尽管“拘谨”和“腼腆”，但男女合班上课还是在一种自然而愉快的气氛中得到推行。在

1926 年男女两校一起迁入海甸燕园后，二者进一步融合，女校在经费、食宿管理、体育、

医务方面仍保持独立，在教学方面，除了女子体育、女性卫生学、家政等专门针对女生的课

程之外，其余课程均与男生一样，男女合班上课。但在课外活动方面，在合校之初曾经对男

女社交自由持肯定立场的女校管理方立场却存在摇摆。早在 1921 年，女校文理科长麦美德

即在写给美国托事部的报告中称“尽管由于男女两校距离太远，使男女合校失去了它的魅力，

但高年级男女合校的情况表明，男女合校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是不成问题的，并且男女的社

交活动，如新校区的植树、野餐、在女校的舞会等等，都是令人高兴的。教职员需要做更多

的努力和指导以使男女获得更愉快的社交关系”
[1]

。诚如报告中所写，燕大在合校伊始，其许

多课外活动（如《燕京大学季刊》、《燕大周刊》等的编辑以及植树、野餐和圣诞晚会等活

动）都是男女合作完成的。比如，1920 年女校并入燕大之前，燕大即有师生共同编辑的刊

物《燕京大学季刊》定期出版，在女校并入燕京之后，编辑部特意在 1920 年出版的第二期

登载了“本社加增新职员”的“启事”，启事称“本刊是本校唯一出版物，现在既然加添了女校文

理科，女校方面，当然是要参预的。女校已选定包（Boynton）教授，韩淑秀女士、谢婉莹

女士和何静安女士加入本社，共同工作，谨代表旧职员表示欢迎”
2
，此举被瞿世英称为“中国

有男女同学以来第一次有男女同学共同工作”
3
。《燕京大学季刊》的这一态度，反映了合校

伊始男校在男女合作中的基本立场，但女校管理方对此事的态度却并没有那么积极，而是形

成了一系列相对保守的管理机制。比如，女校对男女生课外交往的场合作了限制，同时还规

定男女交际需向学校报告并请监督在场。冰心在自己写于 80 年代的回忆录中对这种“监督”

的场景有很生动的记述“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

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

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1923 年，学生对于“男女学生在

校，非有监督在场是不许可”的校规发起了批评，他们接连在《燕大周刊》上发表了《男女的

 
[1]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档案资料，档案号 YJ1921005(未必确定，待核查) 
2记者：《本社加增新职员》，《燕京大学季刊》1920 年 6 月。 
3瞿世英：《季刊的回顾》，《燕京大学季刊》19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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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与恋爱》、《回避男女交际的几种原因》、《废督的感想》等文章，批评学校“先有了不

信任学生有社交自由的程度的动机，所以才派监督去监视学生。不信学生有社交自由的程度

的动机，就是蔑视了学生的人格，何况再派监督呢？……学习派监督和警厅派警差去监视罪

犯，同是一个道理。同学们看出学校生活中底缺憾，恐怕也是最大的缺憾，就是男女生生活

底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底缘故，最横在人胸臆间底，就是交际中底监督，一想到监督，便觉

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
[1]

在学生讨论和批评的声浪中，男校自治会评议部、男校教职员委

员会以及校师生社交委员会均提出了“废除监督”的意见，女校教职员委员会和费宾闺臣科长

迫于压力于 1925 年底提出了以“报告”取代“监督”（即“有条件之废督”）的意见，即一切男女

学生聚会均应事先报告女校科长，凡六人以上聚会，不论在男校或是女校举行，均不必请监

督列席。至于女同学在校外之聚会，则仍望请一名监督随往。
[2]

“废督”的呼声至此取得了实

效。1926 年男女两校一起迁入海甸校园后，“监督”也就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男女学生事

实上共处一校的大环境，推进了男女社交自由的进程，新的性别议题接踵出现，这就是发生

在 1926 年到 1927 年的“男女合演”事件。 

    （二）“男女合演”事件 

“男女合演”事件发生在 1926～1927 年。其最初肇始于 1926 年 1 月燕大女校演出的话

剧《可怜闺里月》（侯曜与钱肇君），并在年底的《一片爱国心》（熊佛西）中得到集中发

酵。 

   《可怜闺里月》为五幕悲剧，剧作写亚夫因南北战事被调往前线作战并战败，临终

前其将自己与妻子的定情戒指交托卫兵带回家中。得悉亚夫死讯后，亚夫母亲悲痛而死、妻

子婉仙留遗书自杀，儿子国雄由此成为孤儿。由于剧作贴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问题并有着强烈的情绪感染力量，故曾被各学校剧团广泛搬演。1926 年 1 月 5、6 两日，燕

大女校演出该剧进行募捐筹款，除《燕大周刊》分别于第 86、88 期刊载演出消息及发布演

出说明书外，《京报副刊》、《晨报副刊》也登载了专门剧评。就《京报副刊》登载的剧评看，

该剧演出时删掉了正面表现亚夫在前线作战身亡的第三幕
[3]

，这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删减。因

为该幕的删除并不影响剧情的衔接（亚夫的身亡完全可以通过第四幕演员的台词来呈现），

反而使剧情都汇聚到了“闺中”而使主题更凝练、场景更集中，同时也更切合女生表演的实际；

而在《晨报副刊》登载的“HC”先生的剧评《观燕大周刊社演剧》中，作者对燕大“不能男女

合演”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戏剧中男角应该归男子演，女子应该归女子演，已

是无可说道；不这样，便不能算忠心。固然，中国现在社会上，对于男女合演，也许还要惊

骇，甚而至于毁谤；但是北京的观众或还不致如此。既使北京也不免有此情形，那末，对于

文艺前途努力的人，也应当硬着头皮打破这个难关。况且这事，已不是由‘燕大’作古；‘燕大’

连儆效都不敢，实在太觉谨慎”
[4]

。男女合演问题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最终引发了燕大校园

内有关男女合演问题的广泛讨论。 

虽然陈大悲等人创办的北京戏剧专门学校和洪深等人领导的上海戏剧协社早在 1923 年

即已实现男女合演，但在校风保守的教会学校，男女合演一直被纳入禁止范围。承《可怜闺

里月》之批评余波，1926 年 11 月 22 日，《燕大周刊》总编辑姜公伟在《周刊》第 102、

103 合刊发表了《红着脸儿说男女合演——为周刊社通过男女合演而作》一文，对校方的保

守政策提出批评。文章指出“男女合演和男女同学是一类的东西，当初实行男女同学时，一

般‘卫道’的大人们，便以为中国的纲常名教从此要扫地矣，你也反对，我也反对，但看看这

几年来男女同校的结果怎样？究竟是不是洪水猛兽？男女合演又何尝不然？”、“我们演剧唯

 
[1]采真《废督的感想》，《燕大周刊》1925 年 12 月 26 日。 
[2]《校闻》，《燕大周刊》1925 年 12 月 26 日。 
[3]宗杰：《看燕大周刊社演剧后》，载《京报副刊》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6 版。 
[4]HC：《观燕大周刊社演剧》，载《晨报副刊》1926 年 1 月 8 日第 18 版。 



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会议论文集》未刊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9。 

37 

 

一的缺点，就是男女不合演而引起来的种种不便，如能把此点消除，此后燕大的戏剧就可得

到曙光了”
 [1]

。该文发表后，《燕大周刊》社向教职员委员会发函正式提出了男女合演的请求，

教员会以“先征求女校同学之意见，以为定夺之根据”为由拟了四个问题送交女校同学征集意

见，四个问题分别为： 

（1）在中国男女合演戏剧之时期已至否 

（2）现时男女合演戏剧，于本校之利益以及名誉有妨碍否 

（3）君本人愿于此时加入剧中当演员否 

（4）君之父母赞成君当演员否
[2]

 

几个礼拜之后，教员会得出了“根据女同学的意见，合演事奈难实现”的结论并将之函告

《燕大周刊》社。该结果引起了同学的不满，1926 年 12 月 13 日出版的《燕大周刊》第 106

期集中刊载了署名“碧士”的《合演“奈难实现”》、“岂敢”的《合演的附和声》等文章就调查的

范围、提出的问题及问卷结果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岂敢”的文章批评调查范围太窄，只调查

女生意见却不问男生意见，与男女平等精神不符；“碧士”则批评调查的范围太宽，他认为既

然演剧并非全体女同学都上台，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调查全体女同学；同时两文均认为“在

中国男女合演戏剧之时期已至否”等问题根本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不止上海戏剧协社、北

京艺专早已实现合演，“中法大学、孔德学校等，凡是男女合校的学校多半实行合演了”,何况

女性“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好些事不便明白的去主张，只是到了可以做的时候，也就闭着

口去做了”
 [3]

，因而问卷结果与女生的实际选择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尽管碧士的文章有理有

据，但并没有改变舞台上无法实现男女合演的局面。1926 年 12 月底，女校学生演出《一片

爱国心》，剧中的男性角色依旧只能由女生进行反串。 

《一片爱国心》系燕大校友熊佛西 1926 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部三幕剧。该剧写

唐华亭早年流亡日本娶日籍女子秋子为妻，在日本当局授意下，秋子迫使儿子少亭在出卖中

国矿山的契约上签字；女儿亚男反对母亲的行为，在跟秋子争夺契约时不小心碰碎窗玻璃，

秋子双目失明，亚男精神失常。最后，唐华亭决定陪妻子去日本安度残年，亚男重新投进母

亲的怀抱。剧作有着与时代契合的主题内容，构思巧妙、冲突尖锐、情节跌宕起伏，具有很

好的演出效果，曾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剧团广泛搬演并创下最高演出记录，亚男

的形象甚至成为当时女生的偶像。这些都是中国话剧史著作常常提到的内容，但很少有人注

意到，该剧在中国的首演，是由燕大女校的学生所完成的。1926 年 12 月 30 日，燕大女校

演出该剧，《燕大周刊》记者盛赞该剧“为燕大艺术之新进境……场中观众多有感激涕零者，幕

落后，鼓掌大作”
[4]

。紧接着，1927 年 1 月 10 日，《燕大周刊》第 110 期刊发了许昶的《谈

一谈女校表演的<一片爱国心>》的长篇剧评,在高度评价了演出的成功之处后，作者指出了

因为剧中所有角色均由女生扮演，致使剧中的三个男性角色都不尽如人意的弊病：“说起话

来娇滴滴，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一个美女，特然加起两道胡子来……一动就像要落下来似的，

这哪能代表一个气概堂堂的唐华亭呢”，但这不是因为“演员演的不好”或者其“没有演剧的手

腕”，而是因为“女子扮起男子来，尤其是扮老头，十次有九次是失败的”。最后，作者总结道

“全剧总共有四个 climaxes……但是可惜第三个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大半由于人物扮得不

妥当”“戏剧占着文学上的第一地位，是艺术界最活动的强有力的一部分。要讲文学、谈艺术，

就不得不同时来讲演戏剧。所以我们为要扩张艺术的势力，要对于艺术有忠实的态度起见，

 
[1]姜公伟：《红着脸儿谈男女合演——为周刊社通过男女合演而作》，载《燕大周刊》1926 年第 102、103

期合刊 
[2]记者：《校闻·合演问题》载《燕大周刊》1926 年第 104 期。 
[3]“碧士”：《合演“奈难实现”》，载《燕大周刊》1926 年第 106 期。 
[4]记者：《校闻·优孟衣冠》，载《燕大周刊》1927 年第 109A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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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快快联络起来，实行男女合演！”
 [1]

由于作者的评论主要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其主

要涉及的是男女合演中所反映的写实主义戏剧观念及其舞台效果问题，较之燕大之前讨论此

问题时仅从社交公开和妇女解放角度要更深入和具有说服力。接着，女校学生自治会和《燕

大周刊》社联名向女校教职员委员会提交了要求男女合演的申请，最终教职员委员会通过了

这一申请，男女合演由此在燕京大学戏剧舞台上开始得到施行。 

颇有意味的是，在燕大校园内部强大的男女社交公开和男女合演声浪之外，燕大女校颇

有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冰心和凌叔华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早在 1919 年，冰心即在《“破坏与

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中不无戒心地指出“现在已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

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交际很容易引起社会的误会心”
2
；凌叔华

则于 1924 年 1 月在《晨报副刊》发表《女儿身世太凄凉》，以小说的笔法写了接受新式教

育、崇尚男女社交自由的表小姐不堪流言蜚语因气而病并最终送命的悲剧。虽然小说写的是

旧式女性婉兰和新式女性表小姐两位女性的悲剧，但前者仅仅是处境艰难，后者则是生命的

陨亡，后者曾鼓励前者反抗却自己付出生命代价的结局，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在社会大环境

没有整体变迁的时代，领先时代的“新女性”所面临的风险。一旦我们在这样的语境中观照燕

京大学女校的管理方式，则不得不承认其在保守与落后中的积极意义。 

 

结语 

 

在新与旧、中与西、宗教与世俗等力量的综合博弈中，在校园外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

与校园内部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燕京大学在 1920～1928 年间发展起当时中国所有大学

中独一无二的女性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在大多数

中国大学尚实行男女分校（如清华大学）或者女生数量极低（如北京大学）的历史时空中，

男女合校、男女合班上课的教育方式使得燕大女生可以与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男校共

享前沿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师资力量、完善的课程设置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燕京女生由此

所获得的，不仅是系统的学科知识，更是开放的世界眼光与现代的女性观念；其次，相对独

立的女校管理模式和稳定的女性师资则充分保证了女生在数量上的相对优势（当然，这种优

势指的是其相对于男女合校的其他大学的，在燕京大学内部，女生的数量远远落后于男生），

并使其拥有在校园各项事务中的主体地位而避免被男性多数所遮蔽；最后，家政学、女子体

育、女子卫生等独属于女性的课程设置则使其充分保留了自己的女性特色并形成一定的性别

区分，成为新旧过渡时期较易被家长和学生所接受的女性教育模式。而“废督事件”和“男女合

演”的风波，一方面表明燕京大学女校相对保守的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中国社会女性解放的

整体进程，但冰心、凌叔华所写下的表达女性在男女社交公开中的隐忧与困境的文章，又使

我们觉得站在男性角度看女性解放和站在女性角度看待同一问题，自有其不同的立场、观点

和体验。也正因如此，燕京大学女校为我们留下了观照二十年代女性解放的斑驳、真实而又

丰富的历史图景。 

 

 

 

 

 

 

 

 
[1]许昶：《谈一谈女校表演的<一片爱国心>》，载《燕大周刊》1927 年第 109B 期。 
2 谢婉莹（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晨报》1919 年 9 月 4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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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外籍女教师流动问题 

 

崔恒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外籍女教师在华任教期间，不少人一专多能，进行校内多学科兼职

教学；更有人进行校际间平行流动；中小学与大学之间跨层级双向流动现象也很普遍；更有

跨界、跨境流动现象。造成如此多样的流动形类的原因既有教会在华教育策略调整的需要，

亦有教师自身胜任力的问题，更有因进修、攻读学位及研究需要而暂时离开的原因以及中国

民族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影响，此外，更因战争、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流动。频繁的流

动，利弊并存。促进师资的交流，推动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但也影响了办学的连续性与教

育成效等。 

关键词：教会大学、外籍女教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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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女子职业教育：民国时期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研究（1918-1937）（未定稿）
*
 

王淼（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胡毓婕（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摘要：吴兴民德女子学校是由美国北浸礼会于 1918 年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作为一所女子

职业学校，民德女子学校以招收成年失学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并允许携带子女一同入学而

声名远扬。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校建立了包含儿童部、幼稚园、完全小学、女子职业教育在

内的较为完备的学制，其重视妇女家政技能培训和儿童照看的教育特点相当特别，被时人誉

为“独一无二的妇女学校”。但是民德女子学校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引发了

一场争论，学校限制学生自由的管理政策也遭到批评。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历史表明近代基

督教会所办的女子职业教育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而兴起，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欢迎，但仍

然摆脱不了教会学校在时代浪潮下经受批判和冲击的相似命运。 

关键词：吴兴民德女子学校；女子职业教育；基督教会 

 

1920 年 4 月 12 日，上海《民国日报》“通讯”栏目刊登了主编邵力子给一位名叫“蕴璞”

的读者回信。在这封题为“做哥哥的都应如此”的信中，邵力子鼓励“蕴璞”送他已经在家失学

五年的妹妹到女子学校读书，对其“同是人类，同是父母的子女，应当同享祖宗的遗产”观点

大加赞扬。他还应这位读者之请，寄上了其索要的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章程。
1
1923 年 2 月 7

日，茅盾同样在《民国日报》“妇女评论”栏目发表了一篇名为《“母亲学校”底建设》文章，

他根据自己刚收到朋友所寄的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章程，对这所学校加以点评，虽然与其心目

中理想的“母亲学校”并不相同。但是，他认为“虽有缺憾，总比在我们那些黑暗龌龊无人道无

常识的家庭里拖大来要好些罢？”
2
 

作为浙江绍兴人的邵力子和浙江嘉兴人的茅盾，两人在同一时期竟然都有一所湖州美国

基督教会所办女子学校的章程，可能暗示着他们对故乡的关注，而两人对这所学校大体持肯

定的态度则让人好奇，在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时代，他们为何对一所外国人所办

的学校带有好感？ 

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妇女开始走出传统家

庭束缚，迈入现代社会，其中女子教育是相当突出之表现。民国以后，女性的受教育权成为

合法权利，并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得以实现。然而，对于女性所受教育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已

婚女性的教育应如何展开，则有着相当多的讨论。既往关于女性成人教育的研究多从社会教

育特别是职业女性教育加以研究，对于基督教与女性职业教育的关系则相对较少关注。
3
本

文以民国时期吴兴民德女子学校为中心，探讨近代基督教会在女子职业教育方面的贡献和特

色。
4
 

 
*本文承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期耀博士惠赐珍贵资料，特此致谢！ 
1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264 页。 
2 茅盾：《“母亲学校”底建设》，载《茅盾全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22-27 页。 
3 关于妇女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概况，可见戴懿华（Melissa Dale）：《从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现状》，载陶飞亚主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1-21 页。陈文联、张亚芳：《近二十年民国时期妇女职业问题研究回顾与思考》，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9 卷第 3 期，第 1-6、74 页。 
4目前关于湖州民德女子学校的个案研究，只有吴祥民曾对该校的办学特点有过简单分析，见吴祥民：《浙

江近代女子教育史》，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0 年，第 23-27 页。另有一篇回忆性资料，范淑轩：《我国历

史上较早的保婴师范学校》，载《湖州文史资料第 5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

料委员会，1987 年，第 20-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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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界之明星”：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创建及其发展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杭嘉湖平原的北部，自隋唐以后就属于江南富庶之地，民国时期称

为吴兴。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湖州在近代有美国北浸礼会和监理会两大

新教公会。美国浸礼会来华始于 1835 年，1843 年玛高温（D. J. MacGowan）到宁波，美国

浸礼会开始在浙江的传教事业。1887 年，传教士梅思恩（Y. L. Mason）在湖州设传教站，标

志着美国浸礼会在湖州宣教之始。
1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创始人为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荣美理（Mary I. Jones），荣美理于

1907 年被浸礼会派遣到湖州。在中国的长期工作，使其认识到中国传统一向忽视女子教育，

造成女性识字率极低，“识字读书，百人中难得一二”。中国女性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但导

致迷信现象泛滥，而且还会破坏家庭和睦。虽然新式女子教育在中国迅速普及，未婚女性可

以受到正规教育，但是社会对于已婚妇女却完全忽视。因而有必要“创设妇人学校，专收已

嫁失学之妇人”。
2
在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校史中，将荣美理的创校之功以如下的文字进行宣

扬。“本校于民国七年为前校长荣美理女士所手创，女士深知欲救中国，非提倡妇女教育改

良家庭不可。故屡次建议于美国浸礼差会。至民国七年，始蒙浸礼差会之承认，得支常年经

费。遂于是年秋季招生授课。”
3
一篇 1937 年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则表明这一设立学校的计划

早于 1912 年浸礼会华东年议会就曾倡议，但是一直到 1918 年才得以实现，其中关键人物

确实是荣美理。
4
 

1918 年秋季，学校正式开学，起初定名“吴兴进德妇女学校”（其英文名称有两个，分别

为 Huchow Woman’s School, School of Mothercraft），荣美理为校长。由于中国国内政治局

势变动和国家教育制度的变更，学校名称历经多次变化。1928 年学校改名为“吴兴民德女子

学校”，1929 年学校又更名为“吴兴私立民德妇女职业学校”。1934 年夏，经过浙江省教育厅

备案，学校定名为“吴兴私立民德妇女保婴科简易师范学校”。
5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开办与当

时中国女性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相契合。 

民元以后，随着国民政府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女子学校在全国迅速成立。以 1918 年为

例，当时全国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并可设立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当年全国已有女子师

范学校 46 所。相对女子普通教育发展迅猛的情况，女子职业教育则相对较慢，1913 年教育

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并且强制小学开设缝纫家事

为女子必修科，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所发展。19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有职业

女校 20 所，多为蚕桑、刺绣和医学。而在 1917 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兴办女子职业教

育的浪潮在全国兴起，各地发展速度大大加快。
6
在基督教方面，1916 年的统计显示，当时

国内教会所办的职业学校只有寥寥数所，而且多面向男子，但是相当受到欢迎。
7
1922 年中

华续行委办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各界充分肯定教会所办的职业教育，

“调查团所询问过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赞成教会学校应当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8
 

 
1吴立乐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浸会书局 1936 年，第 115 页、第 124 页。 
2 荣美理：《女学成立之预告》，《兴华》1917 年第 14 卷第 36 期，第 14 页。 
3 《吴兴私立民德妇女职业学校学则附小学部及幼稚园简章》，第 1 页，吴兴私立民德妇女职业学校 1930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 Kenneth Gray Hobar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Missions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822-1935,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37, p.540. 
5俞秀文：《江浙粤桂师范学校及小学参观报告：私立民德保婴科简易师范学校》，《教育研究》1936 年 12

月，第 72 期，第 43-45 页。为行文方便，文中统一称为“民德女子学校”。 
6 上述数据统计并不全面，以国家公立学校为主，未统计基督教会所办学校，见乔素玲：《教育与女性—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37-43 页。 
7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pp.266-284. 
8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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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掀起女性教育发展的热潮中，吴兴民德女子学校以其招收已婚失学妇女的特点，

传授家政知识和儿童护理技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学校开办当年就有 20 名学

生入学，并有 23 名儿童一同报到。
1
次年，学校已有学生 30 多人，学生携带有 30 余名儿

童。浸礼会的官方史书称其为中国唯一的招收已婚失学妇女的学校，吸引了从北京到广州的

学生。
2
国内一些知名人士如前教育总长范源廉、基督教青年会领袖余日章、著名教育家郭

秉文、儿童教育家朱胡彬夏均对该校持肯定态度，“热忱赞许以教育中国一般年长失学之已

婚及未婚之妇女，使成为贤母良妻造福家国，实为当今之急务”。《申报》甚至誉之为“女界之

明星”。
3
在当时的一些基督教期刊上，关于这一学校的介绍文字也有不少，虽然其中不无“打

广告”的嫌疑，但是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则是可以肯定的。
4
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高等

教育机构中也有很多设置家政系的，比如同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家政系就在 1923 年成立。
5
大学所设家政系多将其学术化，作为一门独立的家政学来研究，而民德女子学校更多从应

用层面，即所谓的职业教育出发，培养的人才能够具备实用技能。 

1923 年，荣美理从国外募得巨资，在湖州城东街华楼桥为学校修建一座 4 层楼高的“大

校舍”，另有一座 2 层的“小校舍”。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一楼为教室、大礼

堂、饭厅、家政室、书报室、大厨房；二三楼为教员和学生宿舍，以及儿童寝室、游戏室、

洗浴室、更衣室、病室；四楼为屋顶花园，在当时相当罕见。1936 年 4 月曾参观过该校的

一名研究者称其“校舍宏大”，并指出学校的“特殊教室”、“浴室”、“洗衣室”、“烘衣室”、“儿童

厨房”、“儿童膳室”、“衣服成列室”等“各种设备，均合该校教育上之用”，可见其教育设施相

当完善。
6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优良的设备，独具特色的职业训练，重视儿童教育的特色使得其受到

社会的热烈欢迎，也奠定了其在国内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1930 年 12 月，中华基督教

协进会在吴兴民德女校召开华东区基督化家庭运动领袖研究会。这场会议汇集国内近百名的

中外基督教领袖，他们实地考察了吴兴民德女校的家庭教育后，对其大加赞扬。《教务杂志》

刊登的一篇文章则直接称没有人会怀疑将会议放在民德女校，因为其独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使得教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经验复制到全国其他地方。
7
中华慈幼协会总干事吴维德

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民德女校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民德职业女子学校在我国实为创

举，迹其训练妇女，使能升任母职之事实，良为今日所急需，其对于社会之贡献，良非浅鲜，

甚望此种学校，不久即能普遍各处”。
8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吴兴民德女校吸引了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

等全国多个省份的学生，并且大多数学生是带子女一同来求学。其不但吸引了各地妇女来求

学，一些地方的儿童专门培育机构如江西、江苏徐州、福建等地也都派出“专修生”前往该校

 
版社 2007 年，第 1143 页。 
1 Kenneth Gray Hobar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Missions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822-1935,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37, p.540. 
2 Robert G. Torbet, Venture of faith;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nd the 
Woman's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814-1954,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55, p.530. 
3 《纪吴兴进德妇女学校，女界之明星》，《申报》1919 年 7 月 21 日，第 7 版。 
4 吴致铿：《介绍吴兴进德女学校》，《沪江大学月刊》1918 年第 7 卷第 3 期，第 1 页；谢琳美：《吴兴进

德妇女学校发达之情形》，《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19 年第 846 期，第 7-8 页。该校后来也曾多次在

《申报》刊登招生广告，见《吴兴私立民德妇女学校招生》，《申报》，1928 年 2 月 5 日，第 6 版。 
5 黄育聪、高少峰：《家政系与 1920 年代女子高等教育观——以燕京大学家政系为核心》，《湖南科技学院

学报》2011 年第 32 卷第 3 期，第 30-34 页。 
6俞秀文：《江浙粤桂师范学校及小学参观报告：私立民德保婴科简易师范学校》，《教育研究》1936 年 12

月，第 72 期，第 43-45 页。 
7 《华东区基督化家庭运动领袖研究会纪实》，《中华归主》1931 年第 112 期，第 6-7 页；Ortha M. Lane, 

“Christianizing The Hom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31, No.3, pp.182-185. 
8 《慈幼会执委开会纪》，《申报》1930 年 12 月 24 日，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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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训，经过两年学习再回到原来所在的“托儿所”或“育婴室”工作。其招生人数也在逐渐扩大，

从 1920 年代 30 人左右，到 1936 年已经达到 100 余人。通过表 1 不难看出其从建校开始，

学校规模日益扩大。 

 

表.1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历年概况简表 

时间 教 师 人

数 

学 生 人

数 

婴 儿 人

数 

当年毕业

人数 

备注 

1918  20 23   

1919  30 余人 30 余人 6  

1920    11  

1923 10 50 23   

1925 13     

1936 10 余人 100 余人，三

分 之 一 为 已

婚妇女 

30  小学和幼稚

园 学 生 300

余人 

1937 18 199   由于来源资

料 将 保 婴 科

和 家 事 科 分

开单列，教师

人 数 取 两 者

大值，学生人

数 为 两 者 之

和 

资料来源：《纪吴兴进德妇女学校，女界之明星》，《申报》1919 年 7 月 21 日，第 7 版；

《湖州进德妇女学校第二次毕业式》，《申报》1920 年 5 月 11 日，第 7 版；Elizabeth Pepys, 

“A School of Mothercraf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36.9, p.5；俞秀文：《江浙粤桂师

范学校及小学参观报告：私立民德保婴科简易师范学校》，《教育研究》1936 年 12 月，第 72

期，第 43-45 页；许晚成编：《全国大中小学调查录》，龙文书店 1937 年，第 66 页。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兴民德女校校舍毁于战火，校方决定将学校迁沪办学。起

初与之江、惠兰、秀州、弘道、励实、辅实等七校筹办联合中学，但是因为民德女子学校的

性质不同，于 1938 年春迁至沪西愚园路一二八〇弄廿一号，1940 年还曾举行毕业仪式，有

50 余名毕业生。
1
1941 年，因上海形式愈加严峻，民德女子学校并入“上海私立华东联合中

学”形成十四联校，荣美理负责该校高中部英语。
2
目前关于合并之后民德女子学校发展的资

料暂时缺乏，但可以肯定的是“吴兴民德小学”至 1948 年仍在开展教学活动。
3
 

二、“独一无二的妇女学校”：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办学特点 

作为一所西方基督教会所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与当时中国人所办的同类学校相比，吴兴

民德女子学校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基督化与注重家政训练。而招收成年失学妇女特别是已

 
1 《学校汇讯：民德女校》，《申报》1940 年 6 月 29 日，第 11 版。 
2 《本学期行政概况》，《华东联中期刊》1941 年第 6 期，第 12-22 页。荣仁志：《那一个父母不爱儿童—

—介绍民德女校婴儿园》，《健康家庭》1940 年第 2 卷第 5 期，第 36 页。 
3 《吴兴民德小学》，《普福钟》1948 年第 9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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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妇女可以携带子女一同入学，使其成为国人眼中“独一无二的妇女学校”。由于吴兴民德女

校的这些特点，在组织机构、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相当多可以讨论的

空间。 

近代西方基督教在华兴办的社会事业如教育、医疗、慈善等等，其根本目标均为传播基

督教。吴兴民德女校之所以创建，自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荣美理认为当时基督教宣教从

个人和家庭两方面入手是正确的策略，然而在实践中却只关注单身女性和男性，而忽视了对

已婚女性的工作。在她看来，女子学校是最佳的传教场所，但是当时中国的女子学校中受教

育的女基督徒太少，因而有必要创建专门的女子成人职业学校，向其传授职业技能的并同时

传播基督教。
1
 

民德女子学校的基督教色彩和其他教会学校类似，相当强烈。学校通过宗教课程、基督

教仪式、宗教活动向学生传教。非基督徒学生进校后也必须修读名目繁多的基督教课程，学

校强制要求每个学生都参加查经班，每天进行宗教活动，学校还鼓励校内基督徒学生对外传

教。
2
事实上，学校在日常教学活动和生活中均将基督教渗入其中。在荣美理向美国母会寄

回的宣传材料中，附有数幅照片，其中有一幅是几名儿童在一位妇女领导下正进行餐前祷告。

另外，还有两幅照片则是传道听讲的画面。荣美理相当自信地表示学校内的学生已经放弃了

儒家“三从四德”的观念而改信基督教。
3
在其章程中也明确鼓励学生向随同入学的子女传教，

并可以获得加分。在学校所举行的一些正式集会或活动中，基督教仪式也是贯穿始终，像

1920 年举行第二次的毕业仪式就包含唱诗、读经、祈祷等程序。
4
 

和其他教会学校或宣教机构不同的是，吴兴民德女校以改良家庭为切入点，专门针对已

婚妇女来传教。荣美理并不讳言创建民德女校是为宣教服务，在她看来中国传统家庭中，妻

子比丈夫更能促成家庭的基督化，尤其是对子女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中国妇女很少接

受正规文化教育，在结婚后不但和社会隔绝，甚至有些还缺乏一些家庭生活必备技能而不能

很好地照顾家庭，所以在针对成年失学女子尤其是已婚妇女宣教的同时，必须向她们提供文

化知识教育、家政技能培训，只有“当家庭中的妇女觉醒、受洗，主动实践她们遵奉的教义，

唯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基督教家庭。”
5
 

而“服务（Service）”这一带有基督教意味的词语被作为校训。荣美理在解释这一校训的

涵义时列出了九种具体活动，其中两种直接涉及基督教，分别是“在别的学校教授《圣经》”

“圣诞节制作并向穷人赠送礼物”。
6
当然，在民德女校的教师何仲萧看来服务的对象乃是“社

会”，“她们的身体是在校中念书，她们的观念和精神却早和社会融化起来”，所以才能做到所

学为所用，而不是像别的学校学生“口里说了多少服务社会的美谈，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做

起才好。”
7
这一点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可，上海《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的一篇社论也十分

 
1 Mary I. Jones, “School of Mothercraft, Huchow, Chekia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24, No.10, pp.665-

670. 
2 Woman’s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Catalogue: The Memorial School of Mothercraft 
Huchow, Chekiang, China,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5,p14. 
3 Mary I. Jones, The School of Mothercraft, New York: The General Board of Promotion of The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for the Woman’s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undated, pp.19-20,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藏。 
4 《湖州进德妇女学校第二次毕业式》，《申报》1920 年 5 月 11 日，第 7 版。 
5 Mary I. Jones, “School of Mothercraft, Huchow, Chekiang”, The Chinese Recorder, 1924, No.10, pp.665-

670. 
6 Mary I. Jones, The School of Mothercraft, New York: The General Board of Promotion of The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for the Woman’s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undated, pp.21-22,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藏。 
7 何仲萧：《关于吴兴进德妇女学校的报告并答谷万川先生》，《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卷第 12 号，第

19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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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民德女校以“社会服务”作为校训，并值得其他学校学习，“这实在很可以改正中国妇女一

向对于社会漠视的缺点，把西方妇女的精神移植到中国来。新设的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对于

这一层，似乎很可以仿行的。”。
1
 

荣美理的这一理念也被该校学生所接受，“（中国妇女）受过教育的太少，并且她们的

本性大半富于服从、机械、奴隶等性，自己既没有自生的能力，又没有谋家庭改良的思想”。
2
因而，在学校刚刚建立的时候，将其培养目标定为培养“贤妻良母，造福家国”。这一用词在

1924 年曾遭到强烈批评，虽然有学校的教员表示校方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加以改进，

详见下一节。但是在 1925 年学校的英文版章程中，仍然有“帮助妇女成为贤妻良母”的字眼。
3
直到 1928 年，公开的材料中才显示民德女校的宗旨用词修改为“改良家庭，服务社会，提

高妇女地位”。
4
1930 年的中文版章程则去掉了“提高妇女地位”。“改良家庭，服务社会”这一

表述成为民德女校的官方话语，此后得以一直保留。 

吴兴民德女校最具特色的是招收失学成年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在一份标为 1923 年

4 月 15 日的宣传材料中，吴兴民德女校明确地把招收失学妇女和接收婴儿列为其特色。因

为中国传统妇女结婚年龄多在 16 岁左右，一旦婚后步入家庭生活则因种种原因难以接受正

规教育。即便妇女能够冲破各种阻碍，她们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学校。因为成年妇女特别已婚

妇女是无法进入普通学校和比她们年龄低的多学生共同学习。
5
从 1918 年建校伊始，吴兴民

德女校就将招生对象限定在成年失学妇女，无论婚嫁均可。对于 8 岁以下的儿童及婴儿也可

以一同入学，学校设有儿童部和幼稚园。 

民德女校从一建校就设立儿童部，后来也叫婴儿园。与其它幼稚园不同的是，一般幼儿

园“只收一岁半到四岁或五岁的，我们婴儿园的儿童，是可从初生到八足岁为止，其中已达

幼稚园年龄的儿童，送入本校的附属幼稚园。”
6
其作用固然是为了解除入学妇女的后顾之忧，

更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实践专业知识的“实验室”。在校方看来，中国妇女缺乏家政的专业

技能，即使是结婚以后子女也多由婆婆或佣人照料。通过照料婴儿的实践操作，学生不但可

以检验自己的专业知识，还能够在和孩子的交往中学会扮演母亲的角色。即使是毕业返回家

庭以后，也能够继续其教育实践。
7
民德女校招收已婚妇女以及子女可以随同入学是顺应中

国当时妇女教育发展的举措，同时也是国内罕见的，“已嫁的女子，原来各女学校(没有“妇”

字的)也都收纳，惟带同婴孩的母亲，少有相当的学校”。
8
荣美理的养女，也是民德女校的教

师荣仁志不无得意地称民德学校的婴儿园为中国第一所婴儿园。 

在招生对象上，随着学校组织的完善，完全小学的建立，校方放开了对年龄的限制。未

嫁女子在 14 岁以上进入妇女部接受职业教育，14 岁以下则分别入读小学和幼稚园。吴兴民

德女子学校的学制初期分为预科、正科、特科三科，前面两科相当于小学，特科相当于初级

中学的水平，总学年先是 6 年后改为 7 年。随着完全小学的建立，其组织趋于完善。以 1930

年为例，其组成及学制见表 2。 

表.2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学制结构表 

 
1奚明：《社评（一）》，《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第 17 号，1923 年 12 月 12 日，第 1 页。 
2沈秀珠：《我校对教育上的新设施》，《妇女杂志》1922 年第 8 卷第 8 号，第 46 页。 
3 Woman’s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Catalogue: The Memorial School of Mothercraft 
Huchow, Chekiang, China,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5, p.3. 
4 《广告》，《申报》，1928 年 2 月 5 日，第 6 版。 
5 A Catechism On The School of Mothercraft, 1923.4.15, p.1, p.5，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藏。 
6 荣仁芳：《中国第一个婴儿园：湖州民德妇女职业学校附属婴儿园》，《儿童教育》1931 年第 3 卷，第

35-37 页。 
7 A Catechism On The School of Mothercraft, pp.4-5,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藏。 
8茅盾：《“母亲学校”底建设》，载《茅盾全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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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吴兴私立民德妇女职业学校学则附小学部及幼稚园简章》，吴兴私立民德妇

女职业学校 1930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学生来源方面，虽然学校对招收对象只作性别限制，但是目前来看入读的学生往往是

社会中上阶层，普通民众较少。民德校方 1923 年的宣传材料和荣美理 1924 年发表于《教

务杂志》的文章都显示，当时学校的学生来源于以下几种家庭：其丈夫或父亲为国内高中或

大学学生、公立或教会学校教师、留欧学生、青年会干事、传道人、商人、政府官员、医生、

律师、护士、农民。而民德女校教师何仲萧在 1924 年则直截了当的说校内学生“都是娇生惯

养的，不是小姐，就是夫人了。”
1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学生以已婚妇女为主，能

够进入民德女校读书的则需要家庭尤其是丈夫的同意，不但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也对学生

丈夫的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事实上，在 1923 年的宣传材料中，校方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总结说大多数人之所以前来就读都是出于丈夫的强烈要求，在下文的讨论中，数个事例也证

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和学校收费较高有关，尽管校方否认是贵族学校，但是民德女校的收

费在当时是偏高的。以 1925 年为例，住宿生的收费为每人每年 60 元，随同入学的子女每

人每年 36 元，如果超过 2 年则为 42 元。1930 年前面每项费用分别 90 元、50 元、70 元，

并特别注明如果因为米价上涨，学生还要补足差额。根据学者的研究，1930 年吴兴县家庭

年均消费为 257 元，如果学生携同一名子女入读，每年需要缴纳 140 元，占家庭每年生活

费的一半还要多。可供对比的是，同一时期上海普通工人月工资最低仅有 8 元，最高为 41

元。
2
横向对比来看，民德女校的收费也是较高的，1937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德女校住宿

生每学期收 56 元，同城的教会学校湖郡女中高中 20 元、初中 15 元，公立的南浔初级中学

20.5 元。
3
民德女校相比这些学校收费要高一倍，其中固然有教学内容较多实践方面的原因，

但仍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承担的。 

在学校课程方面，从 1918 年到 1930 年期间，虽然略有变动，但是由于其专业一直以

家政和婴儿看护为主，所以其课程大致包含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宗教教育三大类课程，见

表 2。宗教类课程虽然被列入选修，但是学校的宗教色彩并未有削弱。正是这一年的 12 月，

浙江省教育厅还专门发出训令，指责民德女校“教会色彩仍未能尽除”，在宗教课程、宗教仪

式方面仍然违反规定，要求“应即严饬革除一切宗教之设施；将类似宗教之修身道德选修科

取消，并不得设置任何其他类似宗教之科目；星期日应遵章给假，并不得强迫或利诱学生参

 
1何仲萧：《关于吴兴进德妇女学校的报告并答谷万川先生》，《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卷第 12 号，第

1945 页。 
2 王玉茹：《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121 页、第

105 页。 
3 许晚成编：《全国大中小学调查录》，龙文书店 1937 年，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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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礼拜仪式，小学儿童更绝对不得由教员率领行祈祷礼！”
1
或许是无法抗拒政府的强大压力，

民德女校似乎进行了改正。在 1932 年 4 月浙江省教育厅颁布的训令中，与民德女校同在吴

兴县城的另一所教会女子中学仍然因“宗教色彩浓厚”受到点名批评，而民德女校则并无此问

题。
2
 

学校所开设两个专业尤其是保婴师范相当独特，具有不小的影响力。各个专业所开课程

考虑当时妇女教育的实际，非常专业，以至于浙江省教育厅 1934 年第二学期全省师范学校

会考科目也不得不参考民德女校提供的课程。
3
在接受专业的训练后，民德女校毕业生可以

担任初级小学教员，家庭、学校、医院等机关管理员，受到国内舆论广泛赞誉。 

表 3.1930 年吴兴民德女子学校本科课程总表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备注 

保婴师范系 

 

教 育

学 

儿 童

心理 

教 授

法 

产 妇

学 

保 姆

学 

看 护

常识 

儿 童

文学 

儿 童 游

戏 

专业必修课 

 党义 国文 算术 历史 地理 音乐 体 育

卫生 

 上为公共必修课， 

 

下为选修课。 英语 刺绣 琴学 圣经     

家事系 社 会

学 

家 庭

经济 

家 庭

工艺 

烹 调

法 

缝 纫

学 

园 艺

学 

家 畜

饲养 

蚕桑学 专业必修课 

资料来源：《吴兴私立民德妇女职业学校学则附小学部及幼稚园简章》，吴兴私立民德妇

女职业学校 1930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除了宗教属性的争议以外，吴兴民德女校在学生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定也遭到不少非议，

主要是当时女子学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女生社交自由。民德女校规定学生不能自由外出，

只能是“赴家属及保证人来信先行认可之所”，外出购物必须有学校派人跟随或是家属来信证

明“于规定时间内任其自由出入。”学生收发信件除了家属申明免检之外，学校有“稽查权”。

这些条款旨在防范女学生在校期间的越轨行为，在 1920 年代普遍流行于中国各女子学校，

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批评。民德女校的这些规则同样被舆论点名批评，但是在 1925 年的英文

章程和 1930 年的中文章程里，这些条款都被保留。对于教会学校来说，非常看重学生的道

德品德。民德女校学生入学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是“端方之品行，健全之身体，并有妥靠之

保证人”才予以接收。其他如禁止饮酒、抽烟、赌博、偷盗等涉及学生道德方面的规定均很

详细，1925 年的英文章程甚至规定学生在校内穿的裙子必须是“黑色”而且长度要合适，袜子

的颜色也必须是黑色的。在 1930 年的中文章程则用比较含混的“学生衣衫均以俭朴为主”代

替。虽然现有资料还不清楚民德女校后期在这方面的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校方的制度是严

格的。 

而在涉及学生政治方面的内容，虽然在章程中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一些规定也显示了

学校对于学生政治自由的限制。比如学校的集会特别指出带浓厚政治意味的“总理纪念周”所

有学生必须参加，学生参加校外任何团体都必须得到校长许可，学生集会同样要得到同意才

可进行。而任何“倡议或附从罢课或停课等情形，本校即行将该生斥退”，显然是出于防范学

生运动的考虑。 

由于民德女子学校附带儿童部，所以其一些规定也比较有特色。比如虽然学校禁止学生

 
1 《训令第一六八二号》，《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0 年第 2 卷第 17 期，第 5-6 页。 
2 《据视察员徐元璞呈报视察该县私立湖郡女子初中及私立民德妇女初职状况令知应行改进各点仰分别转

饬遵照》，《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2 年第 3 卷第 33 期，第 33-34 页。 
3 《二十三年度第二学期各级师范学校会考科目表》，载《浙江省现行法规汇编（二十三、二十四年

份）》，浙江省秘书处 1936 年，第 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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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仆人进校，但是特别指出女生如果带超过 1 名子女入校，可以在指定时间内进校帮助洗

衣，在母亲生病时，仆人同样可以进校。在母亲上课时间，婴儿由专门的人员看护，母亲在

下课之后至子女就寝，一直负责看护。 

民德女校通过创设中国当时严重缺乏的失学成人妇女学校，提供独特的家政专业训练，

招收已婚妇女和子女一同入学，可谓是在国内女子职业教育独树一帜。但是，其教会学校的

特性，使得其也摆脱不了国内政治运动的冲击。 

三、所办为何？：围绕吴兴民德女子学校之“争论” 

 1924 年 10 月，上海《妇女杂志》第 10 卷第 7 期“通讯栏”刊登了北京一位名叫“谷万

川”的读者和主编“章锡琛”的往来通信。在信中，谷万川不但对吴兴民德女校进行了猛烈抨击，

也对章锡琛代表《妇女杂志》向读者推荐吴兴民德女校的做法表示极为不满。在谷万川看来，

“（中国）果然除此以外，别没个妇女适当学校吗？”
1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争论”。 

作为民国时期知名的妇女刊物，《妇女杂志》在第二任主编章锡琛领导下，于五四运动

后关注社会问题，成为国内女子解放思想的重要舆论平台，甚至多有出格言论。
2
1920 年代

初，在当时妇女解放的思想争鸣中，对失学妇女的教育问题关注较少。1922 年 3 月，《妇女

杂志》在其 3 月号上刊登了几篇讨论救济成年失学妇女的文章引发了读者关注。1923 年年

6 月，有名为“叶健行”的读者专门再就这一问题向章锡琛写信求助，在他看来《妇女杂志》

“提倡妇女解放，解决妇女各种困难问题，为国内妇女界明星，久为读者信仰”“但关于成年失

学之妇女的教育补救方法一类的文章，尚不多见”。叶健行随即提到他的妻子就是这样的“失

学妇女”，经过他的反复鼓动才得到家庭允许，到“旧式的老先生门下”。叶健行担心她“照以

前的旧法——先读《女儿经》，次读《女四书》、《烈女传》”，这样数年以后不但不能“看杂志

写信”，反而学习了“旧礼教”。因而他希望《妇女杂志》能够围绕成年失学妇女的教育问题展

开讨论。在章锡琛的回信中，除了提及杂志前一年刊登了相关文章，并建议叶健行“尊夫人

要读书，最好进一种招收成年失学女子的学校。如浙江湖州的进德女校，是专收这类学生的。”
3
 

章锡琛特意向读者推荐民德女校，可见民德女校社会影响力之大，而他很有可能是通过

自己主编的刊物得知这一讯息的。《妇女杂志》前一年的第 6 号上曾经刊登过民德女校学生

沈秀珠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沈秀珠介绍了民德女校的概况，对学校宗旨有较多的解

释，其中特别提到“中国的妇女，受过教育的太少，并且她们的本性，大半当于服从、机械、

奴隶等性”，民德女校“不特使中国妇女养成家庭改良的观念，也使中国妇女养成社会改良的

观念。”
4
作为杂志的主编，章锡琛应当读过此文，而且这篇文章与当年第 3 号上讨论成年失

学妇女仅仅相隔三期，在内容上是有呼应之处。 

时隔不到半年，1923 年 11 月，《妇女杂志》第 11 号再度刊登了浙江长兴读者“许本源”

和章锡琛就成年失学妇女教育讨论的往来通讯。许本源面临和前述叶健行类似的问题，他在

 
1 谷万川：《通讯：五十》，《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卷第 7 号，第 1205-1206 页。 
2 《妇女杂志》创刊于 191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1931 年停刊，被学界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

的妇女刊物之一”，对于近代中国妇女思想解放具有重要影响，见陈静、姜彦臣：《<妇女杂志>研究述

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第 9-16 页。章锡琛（1889-1969），浙江绍兴人，

著名出版家，开明书店创始人。1919 年接掌《妇女杂志》，对其进行了大力改革。1925 年因《妇女杂

志》的“新性道德号”专刊引发争议而被迫辞去主编一职，见章雪峰：《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北京：人民出

版社 2016 年。 
3 《通讯：成年失学妇女的就学问题》，《妇女杂志》1923 年第 9 卷第 6 号，第 119-120 页。 
4 沈秀珠：《我校对教育上的新设施》，《妇女杂志》1922 年第 8 卷第 8 号，第 4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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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包办下成婚，妻子生子后，他为了离开受束缚的家庭而外出求学。在师范学校的学业完

成后，许本源的大家庭里各兄弟分家过日子，他面对“小脚”、“细手”、“无才是德”、“寄生虫”

一样的妻子，只能想到让妻子去“求学”来解决经济独立、服务社会的问题。许本源打算让妻

子去离长兴不远的吴兴民德女校读书，在他看来这是“失学成年妇女的求学的一个良好场所”，

但是他的妻子并不愿意。许本源妻子拒绝的原因有三，没有读书的决心恐怕浪费钱，无法在

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导致不能谋生，未来经济上许本源出现问题则会导致学业中断。双方围

绕是否去民德女校读书产生了冲突，严重至家庭要为此分裂。章锡琛的回信认为求学如果单

纯出于经济考虑则没有必要，因为其妻子从事家政也做了经济贡献，何况不识字也能在社会

上找到适合的工作。而读书若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则无论是否按时毕业显然是有益的。章锡

琛特别提到对于吴兴民德女校在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方面的情况其并不了解，“进德的情形我

没有晓得”，倒是推荐了上海一所学校兴办的成年人补习班。
1
章锡琛在前后半年之内对民德

女校的表态，先是强烈推荐，后则表示一无所知。看似矛盾，其实恰恰说明民德女校在外界

的印象中是以对成年妇女“家政”训练而知名的。在章锡琛给许本源的回信中，他表示读书（教

育）、金钱（工作）、家政（家事）是相互独立而不能混为一谈。 

在《妇女杂志》连续就成年失学妇女问题进行通信讨论之后，终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

注。
2
吴兴民德女校在前述通信中数次被提及，然而杂志主编章锡琛以及大多数读者对该校

了解并不深入。仅仅隔了两个月，《妇女杂志》于 1924 年第 1 号就刊登了一封关于民德女

子学校情况介绍的通信。这封来信的作者卞树锟是民德女校的教师，他正是在阅读了许本源

和章锡琛的通信讨论后“引起了我的感想。” 卞树锟在信中首先对当时中国成年妇女无法读

书表示惋惜，而民德女校恰是“使得岁数大的妇女们到本校读书，将来他们的家庭，成为完

美的，或出来做一点事，得着经济独立的能力。”随后他简单介绍了民德女校优越的教学条

件、良好的师资、完善的儿童部以及较低的学杂费等。在他看来，民德女校“出乎其类，拔乎

其萃！”、“虽不完全，似乎在中国地方，没有别的学校可来比较一下”。为了展示民德女校在

物质方面“无一不精美而合于卫生的”，卞树锟还特别附上了一张学校的校舍照片，并被刊登

在杂志上。卞树锟写信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许本源与章锡琛讨论的问题，他也很坦然地说希

望章锡琛“代为介绍年长的妇女进入本校”，并将民德女校介绍给社会各界。
3
 

章锡琛较为少见地并未将回复卞树锟的信一同刊登，抑或是根本没有回信，但是却引来

了北京谷万川的激烈抨击。谷万川恰是在阅读了卞树锟的通讯后，尤其是卞树锟形容民德女

校所用的溢美之词后，激发了他对民德女校的兴趣。于是，谷万川向民德女校写信索要一份

学校章程。在阅读完以后，他向《妇女杂志》写了这封读者来信。谷万川表示在他“很欢喜地

翻阅章程细瞧的时候，头一页就便看见大书特书着”学校的“宗旨”“在使辅助妇女，使为贤妻，

为良母”。第二页学生规则有“学生出校访友，或购物，必须有本校所信任者一人为伴.......学生

接见宾客及收发信件，本校有稽查之权.......学生除疾病外，每达星期，赴礼拜堂听讲”。谷万

川用“骇人听闻的条文”来形容这些条款。而对于另外一条“学生如为基督徒，宣教儿女虔心祈

祷”者，“酌予操行分数”，直接以“真是岂有此理！”来概括。他认为这是校方以学习成绩“鼓诱”

学生，强迫学生向无辜儿女传教。在对民德女校加以抨击后，他在信的末尾反问章锡琛中国

是否没有其他女子学校了，并建议他以后应当介绍一些不带上帝色彩的学校。
4
尤为特别的

 
1 《通讯：失学妇女的求学问题》，《妇女杂志》1923 年第 9 卷第 11 号，第 194-195 页。 
2 比如在与叶健行的通讯中，章锡琛的回信在首先推荐吴兴民德女校后，还提到了绍兴的成章女校成年补

习班。随后该校就专门写文章进行了“自我宣传”，并寄来了学校章程，见《绍兴成章女校成年补习班的详

情附章程》，《妇女杂志》1923 年第 9 卷第 10 号，第 194-195 页。同一期还有一名上海读者就失学妇女问

题建议杂志多加讨论，见谭祥烈：《通讯：妇女杂志与失学妇女》，《妇女杂志》1923 年第 9 卷第 10 号，

第 127 页。 
3卞树锟：《通讯：十四》，《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卷第 1 号，第 291-292 页。 
4谷万川：《通讯：五十》，《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卷第 7 号，第 1205-1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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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落款时间，谷万川并未用当时通行的公元纪年，而是写为“五四纪念日”，其所隐含的

反帝意味非常明显。 

对于谷万川言辞激烈的抨击，章锡琛一一加以回应。卞树锟对民德女校的过誉之词，他

以为“卞君系进德女校的教师，替本校鼓吹得好一点，原是当然的事。”而对于谷万川指责民

德女校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乃至强迫信教，以及限制学生自由，“却是现在教会学校及国

内多数女学校共有的缺点；不能独责进德校的”。虽然章锡琛看似有为民德女校开脱之嫌，

但并没有否认民德女校的问题，更像是在缓解谷万川激烈的情绪。而在针对谷万川介绍其它

没有基督教性质学校的建议，章锡琛的回覆是“在诺大的中国，当然很多，但因我们囚在编

辑室中，不能外出考察，所以很难列举，还望原谅”，不无反击之意。 

其实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另外一份更加著名的报纸对民德女子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提出

了质疑。1923 年 12 月 12 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妇女周刊》刊登了“奚明”的一个社评。奚

明开篇就点出吴兴民德女校的宗旨“在于传播基督教”，但是并未接着加以批判。作者在阅读

学校章程以后，对于其中的一些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比如民德女校为了表示反对多妻制度，

凡是做人妾的妇女进校，毕业时只有修业证书，不发毕业证。奚明以为“因为中国作妾的人，

本是被父母或他人所卖，与奴婢一样，出于自主的可说很少，所以伊是无罪的。”退后一步，

就算是女子主动做妾，那么学校又该如何对待多妻家庭中的“妻子”呢？因而，民德学校在这

一点是不公平的。奚明同样注意到了校方对于学生在校自由的侵犯，认为可以再加斟酌。
1
 

面对谷万川分量颇重的指责，民德女子学校的另外一名教师何仲萧也很快做出回应，

《妇女杂志》在这一年第 12 号刊登了他的长文《关于吴兴进德妇女学校的报告并答谷万川

先生》。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已经在广州的浸礼宗刊物《真光杂志》刊登过，文章的后半部

分则是何仲萧专门就谷万川所提出的几点意见的回答。
2
何仲萧之所以将已经发表的文章再

度刊发，也是针对《妇女杂志》围绕民德女子学校的争议所做澄清，以弥补其同事卞树锟短

函的含混不足。在其回覆谷万川的部分，何仲萧首先指出谷万川所阅读的章程为 1922 年的

旧版本，很多地方已经修改。何仲萧承认民德女校原来的宗旨的确不妥当，已经修正为“教

育妇女，使能改良家庭，服务社会”。对于校方限制学生自由权利的规则，何仲萧则以为有

商榷之处。在他看来，学生的权利自然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包括民德女校在内的很多国内女

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这种自由。因学生滥用自由并引发祸端后，承担责任的却是校方，

这对学校管理者而言并不公平。因而，何仲萧以为在当时国内教育界的实际情况下，特别是

女学生“她们自己不争气”，为其争取“完全的自由”“恐怕是害多益少吧！” 

虽然何仲萧本人是基督徒，他却和谷万川在教会学校的宗教问题有着一些相似的看法。

何仲萧十分赞同在国立学校将宗教和教育分开，然而他认为中国政府并无能力收回在华外国

人所办的学校改为公立，在“我们自己没有钱，自己没有余力，所以只好让多多少少的外国

教会所创办的学校继续地在中国做工”。尽管何仲萧没有展开论述，从他言论中可以推测其

默认了在教会学校内可以进行宗教教育。至于民德女校，何仲萧更是明确指出在“宗教教育

以外的”课程是中国社会所亟需的，而且民德“虽然不能尽如外边人所期望的，他对于妇女教

育的提倡，也总得引起国内多少人得注意，而给他一个相当得地位了。”在民德女校无法取

代的情况下，“却又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不让求学如渴的年长失学的妇女们在他的里面

受一些适用的教育……空让一般年长失学的妇女们沉闷地等着像谷先生理想中所有的妇女学

校之开办，望穿了眼白尽了头发。”何仲萧并未否认民德女校的种种缺点，特别是其基督教

属性，“因为在草创时期中，自然不敢说已尽善尽美了。”但是他却避开讨论教会学校的宗教

教育，而是从当时中国社会对女子职业教育出发来回应，希望“各界让人士平心静气地给他

 
1 奚明：《社评（一）》，《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第 17 号，1923 年 12 月 12 日，第 1 页。 
2何仲萧：《关于吴兴进德妇女学校的报告并答谷万川先生》，《妇女杂志》1924 年第 10 卷第 12 号，第

1943-1947 页。下面两段引文出自该文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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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体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何仲萧还根据谷万川的文字判断其为人应当是“信仰自由”、“平等”、“尊重女权”、“厌恶

宗教色彩的人”。他的推测非常准确，谷万川自称一年前就读河北保定的教会学校，对于教

会学校强行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如圣经课程、集体早晚祷等均表示强烈反对。
1
在谷万川撰

写批评民德女校通信的六天后，他还写了另外一篇名为《一个教会学校中的校长、教师和学

生》短文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2
在这篇充满了讽刺和鄙夷的文章中，谷万川以

教会学校牧师校长的口吻自言基督教是“为传道而办学校”。在谷万川眼中，那些基督徒学生

其实是“小洋奴”。对于教会学校内的老师和学生不学无术，他以学生不知胡适和周作人为哪

朝人，老师称周作人懂“几国英语”为例大加嘲讽。 

作为一名只有 19 岁的中学生，谷万川在 1924 年 5 月对教会学校的抨击和嘲弄并非无

的放矢。1922 年 3 月非基督教运动从北京发动后，至 6 月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掀起了

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其中教会学校是打击的重点。经历了一年多的沉寂，1924 年

4 月 22 日，以广州圣三一学校的学潮为起点，收回教育权的非基督教运动再度席卷全国。

这场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包括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要求教会学校停止宗教类课

程，不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
3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就不难理解谷万川貌似激烈的批

评意见与当时流行的反基督教话语相呼应。 

谷万川对于何仲萧的文章并未再度回应，但关于民德女校的争论并未就此偃旗息鼓。一

位名叫“董绍求”的读者在阅读了《妇女杂志》上何仲萧的文章后，于 1925 年初给他写了一

封信。
4
信中，董绍求坦言他和一位朋友都面临如何为妻子选择一所合适学校的问题，他的

这位朋友甚至跑到吴兴民德女校实地考察，但都犹豫不决。如同何仲萧前一篇文章所言，他

们肯定了吴兴民德女校确确实实是中国妇女教育所需，甚至称其为“国中独一无二的妇女学

校”。但是现实却是“贵校虽然对于妇女教育总算兴以提倡了。但终有使一般年长失学的妇女

们沉闷地惶急地徘徊着不敢来领教。”他们最担忧的问题和谷万川的批评完全一致，就是吴

兴民德女校的宗教色彩过于浓厚。既然何仲萧也同意宗教和教育应当分离，那么在实践中吴

兴民德女校自然应“一概免除其愚民式虚伪式的祷告和各项宗教课程”。在学校管理方面，董

绍求以为校方的规章制度治标不治本，反而“似系迎合旧社会的心理”。在他看来，民德女校

只有向学生传授“性的卫生知识”、“性道德”等知识才能彻底解决男女社交及相关问题。看起

来似乎董绍求站在谷万川一边，反对何仲萧，但他直白地说并非如此。因为他“是百二十分

的希望有个完善的妇女学校如贵校者，以便我妻可以得一读书地”，所以董绍求诚恳地建议

何仲萧利用教员的身份，建议校方将“分别信教非教之学生，免除非信教学生之一切宗教功

课”写入章程中。 

董绍求对何仲萧报以极大的期盼，希望能够经过他的努力，民德女校“多免除一点宗教

色彩”。但是同时刊登的何仲萧回函则显示，何仲萧此时已经和吴兴民德女校解约，任教于

浙江定海中学。虽然何仲萧无法就民德女校再做出实际的工作，他却答应将会很快就失学妇

女教育问题再做讨论。果然，仅仅过了一个月，《妇女杂志》1925 年 5 月号上就刊登了何仲

 
1 谷万川：《读吴雷川先生<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以后》，《真理周刊》1923 年 11 月 5 日，第 35 期

第 3 版。谷万川署名的是“保定烈士田学校”目前尚不知是指哪所学校。有说法称谷万川 1923 年就读的是

保定一中而非教会学校，1924 年从保定到北京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见钱新芳：《主编“北方左联”

机关刊物<文学杂志>的著名作家——谷万川》，载钱新芳《月旦名流》，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

第 59-63 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谷万川 1924 年正在北师大附中读书，而且对教会学校情况有所了解。

谷万川（1905-1970），河北望都人，中共党员，左翼作家。谷万川曾参与北伐，加入中共后受命从事地

下活动，主要进行文艺创作，见姚辛编：《左联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4 年，第 128-129 页。 
2 谷万川：《一个教会学校中的校长、教师和学生》，《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4 年 5 月 18 日，第 7 页。 
3 见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 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4 《通讯：妇女学校与教会教育》，《妇女杂志》1925 年第 11 卷第 4 号，第 720-7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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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的《失学妇女教育问题》。
1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与何仲萧回复董绍求的短函仅仅隔了 5 天，

延续了关于民德女校宗教问题的讨论。他概括了此前对于民德女校的批评意见为宗教色彩过

于浓厚和学校管理办法陈旧。对于董绍求“策励我进行改革的运动，使民德学校可以多得国

内人士的同情”，何仲萧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主要原因在于，外国人所办的教会目的就是为

了传教，“除非设法使他们不办，要想一个教会学校——像进德学校——废除道学和一切关

于宗教仪式的遵守，那是断断得不到他们赞许的事。”另外，何仲萧目前已经和民德女校解

除关系，自然不能有所作为。颇令人玩味的是，何仲萧是由于 1924 年江浙战争导致民德女

校暂时停办，所以才“脱离关系”。但是即便何仲萧仍然在校，他坦率指出“像进德学校掌权者

的自信力和独裁手段”，他还是会无所作为。何仲萧在此处透露出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的管理

者也是引发问题的原因之一。 

何仲萧在此前为民德女校辩护的文章不但没有指责校方，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教育的

弊端也不置一词。此刻，他却完全抛去了顾忌，何仲萧指出中国只有几所外国人办的失学妇

女学校，但外国人对“中国的国民性不曾完全了解，所以他们所办的妇女教育还不配算作真

正的中国失学妇女教育。”何仲萧本人是基督徒，这可一定程度上解释他对教会学校宗教问

题点到即止。但是对于外国人掌握了中国失学妇女教育权，他呼吁中国人应当积极主动的从

事这项工作，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解决方案。在文章结尾，他大声疾呼社会各界推行“失学

妇女教育大运动”。 

但是，这场以《妇女杂志》为主要阵地，由吴兴民德女校引发的失学妇女教育问题却走

向了终结。这场争论虽然范围不大，也未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影响力更无法与 1924 年的收

回教育权运动相提并论，却提示我们应当注意基督教会所办的成年妇女学校是顺应了社会的

广泛需要才得以生根发芽，以至于很多人可以容忍其传教的一面。无论批评还是为吴兴民德

女校辩护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学校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非基督教运动的时代浪潮

下，教会学校依然坚持其传教的宗旨，虽然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却不愿减少其宗教

课程，也很难说减少了多少宗教性。吴兴民德女子学校直到 1930 年还因宗教课程设置和宗

教仪式遭到浙江省教育厅的批评，从中可见一斑。 

四、结语 

1940 年，荣美理应邀给《真光》杂志就妇女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不无感慨地

发出疑问“今日中国的青年妇女，实在相信中国的将来，是托付在她们的身上吗？”
2
作为一名

在中国从事了将近三十年的妇女教育工作者，荣美理认为当时中国仍然大量缺乏能够服务家

庭的专业人才。民德女校可以向其学生提供婴儿看护、服务家庭，但是中国绝大多数妇女不

但无法意识到自身知识和技能的不足，更得不到受训的机会。至 1930 年代，吴兴民德女校

以独具特色的专业训练和办学方法，仍被认为是国内罕见的妇女职业学校，这不能不让荣美

理提醒中国妇女注意服务家庭和社会的素质。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成功的职业教育并未能让荣美理满意，基督化家庭才是她认为中国所

需要的，而宗教色彩恰恰是阻碍中国妇女进入民德女校最大的障碍。1921 年和 1925 年北洋

政府先后发布关于教会学校立案的重要命令，中国政府以强力手段收回教育主权。而 1924

年国内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从社会运动层面将教会学校的问题暴露在中国人面前。对此，

中外教会人士在恐慌之余，也积极以注册的方式来应对。
3
民德女子学校在北洋时期是否立

 
1 何仲萧：《失学妇女教育问题》，《妇女杂志》1925 年第 11 卷第 5 号，第 760-764 页。 
2 荣美理著、任大龄译：《敬告青年妇女》，《真光》第 39 卷第 10 号，第 2 页。 
3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370-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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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目前并不可知，然而正是这一年校长改由中国人施振林担任，可以视作适应中国政治局势

变化的表现。在 1930 年的学校中文版章程中，几乎不见涉及基督教的字眼。根据周东华的

研究，浙江基督教中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大多数都在 1931 年完成注册，只有少数

几所学校没有完成。
1
吴兴民德女子学校正是在一年的年底向教育部提交了立案请求，至 1932

年初获得通过。在 1934 年改名为简易师范后，再度立案。
2
从这些不多的资料中，可以看出

在 1930 年代后期，吴兴民德女校在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是荣美理在 1940 年的文章依

然透露了学校对于培养基督教人才的渴望，尽管是以非常委婉的方式来表达。 

限于资料的限制，特别是教会和学校原始档案的缺乏，本文仅仅只是勾勒出一所地方教

会女子职业学校的大致发展趋势。基督教与女子职业教育的深入研讨，比如基督教在塑造妇

女职业学校学生的家庭和社会观念、传统贤妻良母思想与基督教道德观的关系等内容还需要

更多的资料挖掘。  

 

 

 

 

 

 

 

 

 

 

 

 

 

 

 

 

 

 

 

 

 

 

 

 

 

 

 

 

 

 
1 周东华：《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1 年，第 123-125 页。 
2 《教部最近核准备案私中》，《申报》1932 年 1 月 15 日，第 10 版，《各省市最近一年教部核准备案之私

中》《申报》1935 年 8 月 17 日，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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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到革命—抗战时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 

 

金璐洁（上海师范大学） 

 

摘要：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调整地下党上海活动的指导方针政

策，受到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的影响，上海女青年会内部逐渐出现了革命化的倾向，女青年会

由中立于党派间的妇女团体，逐渐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甚至从事于支持共产党的活动。本文从

女青年会中潜伏的地下党员的情况、女青年会附属事业中出现的地下党的活动梳理抗战时期

共产党在上海女青年会的革命活动，最后深入分析上海女青年会为众多地下党员活动场所的

独特之处，上海女青年会的革命化倾向，与地下党员活动有关，也是其加快本土化的选择。 

关键词：革命；女权；女青年会；中共地下党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基督教界办的妇女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成立于 1908 年，是在

世界女青年会干事 Harriet Taylor 的极力推动下成立的全国最早的一个城市女青年会。20 世

纪初的中国历经了美国工业化初期同样的动乱，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美国和英国蓬勃发展，因

为它推动着妇女事业，并帮助她们在这一创伤性的过程中进入新的社会角色。随着上海基督

教女青年会的建立，它成功的被移植到中国，并在面临同样类型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城市妇女

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上海女青年会是效仿美国模式组织的自己的机构实体，并试图通过上

海市会的模范事工，带动全国其他地方市会组织的组建。女青年会的宗旨是“本基督精神，

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

群” 。
1
最初的上海女青年会，外国干事起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但是随着国内政治生态

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动荡，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国家形势的急转直下，女青年会内部发生剧

变，外国干事大量撤出，美国女青年会对其控制和影响力减小，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

迁移至重庆，上海女青年会在倡导女权的同时，趋向于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目前国内为数不

多的研究都集中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并考察的大多是抗战之前和建国后的女青

年会，
2
对于上海市会缺乏关注，对抗战阶段的上海女青年会的研究更是鲜有涉猎。本文利

 
1 此宗旨乃是 1928 年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后的宗旨，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1923 年）通过的宗

旨是：“联络、建设及发展中国各地之女青年会，并与世界各地女青年会协力工作，以促进女子德智体群

四育之兴趣，俾得协助教会，引领女子，使之能得救主耶稣完满之生活而建设天国于世上”。 
2 目前这一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集中有：Littell-Lamb , Elizabeth.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e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 China, Ph. dissertati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Rod, C. 

Johnson, The Catalyst Effect of the YWCA 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M.A. thesis,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1981；Alison R. Drucker，The Role of the YWCA in the Development Chinese Women's 

Movement（1890-1927）, Social Service Review,Vol. 53, No. 3 (Sep., 1979), pp. 421-440。曲宁宁：《寻找

意义：性别视角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890-1937）》，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安珍

榮：《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年；周蕾：《服务

社会，造福人群-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和乡村事业之历史考察（1927-1937）》，《世界宗教》2009 年 01

期；赵晓阳：《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的启蒙与觉醒—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对象》，《中华女

子学院学报》2010 年 03 期；王丽：《人格·女性·新路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911-1937）》首都师

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年 5 月；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

心》，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冯雷：《战后上海中华

基督教女青年会托儿所研究（1945-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李向平、黄海波：《从公

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

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毛丽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社区服务管窥》，《长沙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 05 期。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对于抗战前和建国后的女青年会都有

所涉及，为本文提供一定参考，但是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女青年会都未有过专门的论述。而 4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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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女青年会干事的口述回忆和采访资料、上海档案馆相关档案、《上海妇女》和《申报》等

期刊和报纸等资料，细致梳理这一历史时期女青年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员在女青年

会中的活动情况。 

 

一、暗流涌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的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 1937 年 11 月到 1943 年 4 月是中共江苏省

委员会；1943 年 4 月到抗战结束是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为了迅

速恢复、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党中央派刘晓在上海主持全面工作。
1
刘晓被派到上海之前，

在延安参加了白区代表会议，并分别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上海工作的指示，

刘晓领会到“谈话的总的精神是要求而我们既要开展群众工作，又要注意隐蔽精干，积蓄力

量，长期打算，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到上海后，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刘晓

决定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1937 年 11 月，中共江苏省委员

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负责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地下党工作。到 1939 年底，省委所属党员已

从成立初的 130 余人发展到 2310 人。
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党中央在 1942 年 7

月发出《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
4
中共江苏省委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下属

各级党组织留沪坚持斗争。1943 年 1 月江苏省委撤销，由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

部，继续领导上海及江苏敌后重要城市地下党工作。同年 4 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

作部，上海地下党在其直接领导下，认真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1944 年下半年

上海、南京地下党在城工部的指示下做好里应外合的全面准备，迎接抗战胜利。 

中共也重视上海的妇女工作，1937 年 9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抗战时期妇女工作

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妇女工作大纲》，在其中明确提出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

“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强调要“在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以女工、农妇、

城市贫苦的妇女为依靠力量，团结其他阶层的妇女，广泛建立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动

员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的大目标下，注意妇女本身的利益”。
5
妇女工作是群众工作的一

个部分，所以妇女工作的开展的几个阶段与韩洪泉的中共领导上海抗战的策略方针的五个阶

段是相对应的，1937 年 11 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建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职业

界、人工界的妇女党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同时联系社会上的各界妇女团体，开展统战工作，

由陈修良
6
负责。1938 年底，因为妇委与其他系统党组织发生交叉，牵涉面太广而不利于地

下党的精干隐蔽而被撤销，
7
但各委员会仍继续分管妇女工作。后来省委又成立了一个妇女

支部，赵先担任书记，由陈修良领导，1941 年以后，陈修良负责领导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

工作，妇女支部的党员由此分散到各个委员会进行，“工委、职委下面都有专司妇女工作的

干部，学位中有女学校工作委员会，这样我们把妇女工作多样化了，既分散又集中，使敌人

不能发现我们的线索”。
8
陈修良在 1938 年春被刘晓派去开拓基督教学校工作，刘晓认为基

督教会学校可以公开活动，可获得更多的支持。刘晓的指出，基督教学校的工作要独立于其

 
女青年会是承前启后的，是前期本土化的加速，建国后女青年会转型是抗战时期女青会被革命化的延续。 
1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02 页。 
2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 1 辑，1979 年。 
3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02 页。 
4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03 页。 
5 计荣：《中国妇女运动史》，湖南出版社，1992 年，第 106 页 
6 陈修良（1907-1998），女，192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1 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工委书

记，1941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11 月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总支部副书

记，1946 年初担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工作。 
7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57 页。 
8 陈修良：《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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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基督教学校，不提马列政治性口号，只谈爱国、救民、和平、博爱、自由和民主。
1
 1938

年 11 月至 1941 年底，根据刘晓的指示，陈修良在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学生工作，特别是开

辟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工作，“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团契联合组织宣传抗日，把影响扩

大到国际，并发展党的力量”。
2
 

 

二、“潜伏者”：上海女青年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9 年 9 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作为日本扶植

的傀儡政权大大加强了其特务在上海租界的活动。1940 年初汪精卫政权确立后，强化了特

务机关，此外已经撤离的上海国民党也从 1938 年下半年起开始了地下活动，上海中共地下

党员的活动受到阻遏。
3
面对这种环境，女青年会有着基督教的妇女服务团体的身份，组织

的各项活动受到的监控和破坏相对较少，中共的指示下部分女性地下党员参加女青年会，以

女青年会的公开社会身份参加革命活动，这不仅使地下党员能在公开合法的身份保护下顺利

开展革命活动，而且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全盛时期的女青年会，成功的在上海中上层女性中扩

展了势力。根据陈修良回忆：“女青年会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相当活跃。女青年会的学生干事

龚普生、张淑仪两人都是党员，由我直接领导。”
4
徐佩玲回忆女青年会及女工夜校的党员很

多，“如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王辛南、龚普生；劳工部干事王知津；女工夜校有李淑英、卢

英、蔡平等等”。
5
上海女青年会中到底“潜伏”了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由于地下党员

的活动隐蔽性，有的党员为地下活动的方便多次改名，党员身份难以辨识，后人的回忆访谈

资料也多有出入，女青年会中的干事的人员流动比较大，难以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本文以

龚普生和王辛南二人为例来阐述。 

1、学生部干事龚普生 

龚普生
6
1913 年 9 月生于上海，安徽合肥人，父亲龚振鹏一生致力于革命，辛亥革命后

曾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到晚年仍为抗日救国不遗余力奔波，
7
他同情共产党，对于

蒋介石的统治非常不满。这种思想和品格给女儿龚普生和龚澎留下深深的印记。父亲也非常

重视教育，龚普生从小成绩优良，1932 年龚普生从上海著名女校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同年

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
8
在燕京大学这所学术空气较为自由的高等学府，“同学有不少自

动的对于国家问题，时事研究组织讨论会，如东北蒙古问题研究会，及时事座谈等”。
9
她踊

跃参加这些活动的同时，也大量阅读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她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其中 M·奥德斯写苏联和史沫特莱写红军的两本书，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开始意识

 
1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民族脊梁：父辈的抗战历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1 页。 
2 陈修良：《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595 页。 
3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第 397-460 页 
4 陈修良：《抗战初期江苏省委妇委的组织及活动》，《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71 页。 
5 徐佩玲：《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 年，第 1 辑。 
6 关于龚普生已有的研究学术成果较少，专门的著述几乎没有。倪慧君编的《名人的妻子》（安徽人民出

版社 1999）是从章汉夫的妻子的角度简要的叙述龚普生的一生，程湘君编的《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

育出版社 1995 年）、李同成、蔡再杜主编的《中国外交官在北美、大洋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以及李同成：《龚普生-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党史纵横》2004 年第 6 期）都是以传记的形式主要

描述了龚普生的外交事业。 关于龚普生生平思想几乎没有涉及，现有的关于龚普生的生平事迹的记述大

同小异，都对于她在女青年会的短暂经历没有提及。或许因为与她璀璨耀眼的外交事业相比，女青年会的

经历可以忽略，也或许想略过这段经历以撇清她与基督教千丝万缕的联系。 
7 戴健：《龚氏三姐妹和她们的父亲》，《江淮文史》1993 年 01 期。 
8 阮虹：《外事生涯六十年-访龚普生》，《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30 页。 
9 龚普生《龚普生女士书》，《凤藻》第 15 期，1935 年，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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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巨大精神武器。”
1
她还没有毕

业就积极投身于革命，在“一二·九”运动期间，龚普生被推举为学生会副主席，她撰文、演讲、

主持大会以外，也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她还成功召开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把“一二·九”

运动的消息传播出去。随着对共产党的认识的加深，也受到妹妹龚澎
2
的影响，1938 年 3 月

经王永祺和另一位党员陈修良的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3
入党后她在上海，一边坚持做青年、

学生工作，一边开始从事国际统战工作。从陈修良方面的资料看也有相关的记载：“女青年

会在抗战救亡活动中相当活跃，女青年会的学生干事龚普生，张淑仪两人都是党员，由我直

接领导，他们同其他团体的党组织分开进行工作。”
4
龚普生加入女青年的具体时间由于资料

缺乏难以确定，根据女青年会已有资料中有龚普生的记录和报道的时间推测，估计在 1937

年 9 月。
5
在女青年会的龚普生领导下的学生工作主要可分为两项：第一是学生救济工作，

对于受战事影响而发生严重经济问题的学生补助学费、生活费，根据学生的请求和客观的需

要成立女学生寄宿舍；第二是辅导工作，推进并巩固各种团契，组成各种兴趣小组，以促使

各校相互联络。
6
龚普生在学生工作中特别注重将学生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

注重学生社会经验的获得，“学生部的成立只是一个媒介机构的完成，以备一些热心学生社

会教育的先辈借此得以领导学生前进，青年学子以获取更多的社会经验”。
7
她同时参加“上海

联”，在其刊物上借用基督教宣传革命思想： 

在宣扬和实践真理中，会遇到无限障碍，无限困难，那时我们就得学习耶稣得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抱了牺牲的决心在真理旗帜下奋斗。
8
  

1939 年 6 月，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基

督教青年代表大会，
9
在会上她揭露了日本侵略暴行，宣传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国人民英

勇斗争的事迹，也介绍了我国青年战时生活的小册子及有关照片，
10
在会上她结识了英、美、

法、荷兰、西班牙、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了解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情况。回国后

不久，她便离开了上海女青年会，转赴内地开辟工作。之后的龚普生在重庆会见了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成为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 

现有资料中尚没有确切资料显示龚普生是基督教徒，在女青年会干事施葆真的访谈资料

中提到，干事是有宗教信仰的要求的。
11
但她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中，宗

教的影响不言而喻，龚普生在早期的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我现在感觉到在宇宙间，除物

质上的东西外，还有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存在；它是我们灵魂归宿所在，它能影响到我们精

神上一切，我相信这种力量，便是宗教家所谓的神或上帝。……我现在也不晓得我该归哪一

个宗教？不过我觉得基督教中的神-上帝-的见解和我理想中的造物者最为接近而已！”
12
可见

她实质有受到宗教影响，但是在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后，她又将基督教与革命结合，提出学

习基督教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革命初步付诸于实践便是在女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中，但女

 
1 阮虹：《外事生涯六十年-访龚普生》，《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31 页。 
2 龚澎，原名龚庆生，在 1936 年经过陈洁（即陈矩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是外交家乔冠华

的夫人。 
3 李同成、蔡再杜：《中国外交官在北美、大洋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03 页。 
4 陈修良：《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98 页。 
5 龚普生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提到学生部的工作是在 1937 年 9 月开始恢复，

而在这之前女青年会的资料中未见有关龚普生的记录，故作此推测。 
6 龚普生：《今年的学生事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 年 6 月，第 39-41 页。 
7 龚普生：《今年的学生事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 年 6 月，第 42 页。 
8 龚普生：《基督凯旋了吗？》《联声》创刊号，1938 年 11 月 26 日。 
9 《消息一束》，《联声》第 8 期 1939 年 8 月 9 日 
10 《上海女青年会史料》，第一卷，上海女青年会未刊稿，第 19 页。 
11 施葆真、赵晓阳：《我与基督教女青年会》，《近代史资料》，总 118 号，2008 年，第 270 页。 
12 龚普生《与友人论宗教书》《凤藻》第 11 期，1931 年，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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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的活动对她如同热身，真正大显身手则是转赴内地之后的革命活动。 

2、少女工作的王辛南 

1913 年王辛南出生于上海，继父从事于麻袋生意，母亲通情达理，也非常支持她的学

业。
1
王辛南分别就读于晓明女中、启明女中、沪江大学三所教会性质的学校，在沪江大学读

书期间，王辛南虽还没加入共产党，但是“也看到了一些邹韬奋先生办的进步杂志和进步书

籍，西安事变的爆发，对我们的思想也有影响”。
2
王辛南读书期间组织了“八福团”团契，刘

湛恩和刘王立明担任顾问，她组织“八福团”成员到民众日校教育学生，到小洋浜去拜访贫苦

的人民，
3
当时很多团契是作祷告、读圣经，“八福团”不一样，他们活动主要是帮助贫民、看

一些进步书籍、讨论国家形势， “八福团”在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937 年王辛南在

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到初中的母校晓明女中教书，教书期间她设法在学生活动中宣扬

革命思想，如组织读书会，阅读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书籍，组织参观难民收容所，受

到校方的批判：“校长一再警告我，教师就是教书，别的不要讲，不要带学生到处乱跑。那

时，连‘抗战’也不许讲。”
4
基督教学校对国家政治的不干涉的态度，使王辛南对基督教会很失

望，之后她很快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思想转变的转折点便是参加了沪江大学举办的

社会科学讲习所。科学讲习所是在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支持下，江苏省委通过文化界救亡协

会在 1938 年 3 月创办，
5
它是以业余夜校的公开形式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干部短训班，这种

短期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够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在敌后农村建立亲共政权的干部。

在沪江大学的科学讲习所，王叔达担任领导，俞沛文具体负责，后来由方行、韩述之、陈明

领导。
6
学习内容以马克思基础理论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开设哲学、政治

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国际国内时事形势、民众运动和现代青年修养等专题

讲座。
7
根据王辛南回忆：“社会科学讲习所先后共存一年多时间，天天晚上有课、有活动，

每天几百人……经过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习、活动，提高了青年人的觉悟，输送了相当一批

青年到新四军去，到启东、海门一带的敌后武装去。”
8
在科学讲习所的学习后，受到共产主

义思想的影响，王辛南更加支持党的活动也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很快与共产党员方行结

为革命伴侣，并于 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9
 

1939 年王辛南在龚普生的邀请下加入女青年会，
10
在女青年会王辛南担任学生部干事，

后来担任少女部干事，通过组织少女华光团开展工作。“华光团”是女青年会针对于各个学校

学生组织的团契，每团都有自己设计的团契、团徽、团歌和团花，组织的活动多种多样，有

时事讲座、歌咏、舞蹈、辩论赛等，并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开展了活动，非常吸引女

学生，参加的女学生异常踊跃。根据 1938 年统计，华光团员有二百余人。
11

 王辛南认为用

团契的名义到教会学校去煽动革命，不仅不会遭到学校的反对，反而能得到支持。王辛南借

用华光团的名义，积极在学生中宣传党的思想，并联系学生党员。据她回忆： 

女青年会有华光团的联席会议，交流一些活动形式，解决一些活动条件。至于各个团的

活动开展则是依靠各校地下党和积极分子的力量。学生系统原来有‘学生抗日协会’（简称‘学

协’），由于环境日益恶劣而转入地下。华光团也就成为各个学校党员同志或者党的积极分子

 
1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54 页，由方行和王辛南孙子方放先生整理保存。 
2 《王辛南先生访谈录》，《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48 页。 
3 王辛南：《八福二周的回顾》，《角声》第 14 期，1936 年 10 月 2 日。 
4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50 页。 
5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页。 
6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39 页。 
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3 页。 
8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40 页。 
9 上海档案馆：A22-2-1618-81，《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教学辅导人员情况调查表》。 
10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50 页。 
11 杨清心：《近三年来的少女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 年 6 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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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同学、教育同学的活动阵地。
1
 

王辛南领导下的华光团组织还创办少女夜校，招收社会上的失学少女，开展识字教育，

针对这些学生，教材使用的是市面上发行的课本，但是教员在讲课时却是宣传抗日和革命思

想。“通过华光团的各种有兴趣的活动，把女学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然后用适当的方式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2
 

王辛南组织的华光团活动在女学生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对女学生起到思想教育和政治教

育的作用，但是王辛南在女青年会呆的时间不长，20 世纪 40 年代初由于形势的变化方行向

重庆撤退，王辛南也随之离开了女青年会，由徐学海接替王辛南的工作。之后王辛南与方行

二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做了许多掩护工作，如 1944 年创办的进化药厂、1946 年的中华医药化

验所等，掩护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王辛南不是基督教徒，与龚普生相比，王辛南的女权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在 1937 年王

辛南在参加“全国女联执委会”
3
时，她提到：“起初我以为这些男女干事终日碌碌无为的东奔

西跑，无非是忙着传教讲道，可是这次聚会的结果，它是给我洞悉了他们工作的一切，他们

都是时代的前进者，牺牲了自己去领导大众，同时这伟大的信仰，坚固的组织推动者他们奋

勇前进。”
4
王对于能牺牲自己领导大众的女青年会是非常认可。 

在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所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对王辛南和龚普生

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她们都在大学毕业后从事与基督教相关的工作，如女青年会干事。

但是教会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她们的价值观的转向也是从大学开始，在王辛南和龚普生二人

毕业之际，正值中国的民族危亡之时，中国的有识青年都在探索挽救民族之路，学生运动此

起彼伏，教会大学由于与国外的关系，学生较少受到国民党和日本所施加的压力，可以比较

自由的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组织抗日运动。也因为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些人为了证明自

己的爱国情绪，思想和行动甚至会比国立大学的更加激进。
5
所以龚普生和王辛南在教会大

学读书期间，能参加甚至举办各种时事研究的讨论会，也能大量阅读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

包括马克思的著作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王辛南也得以参加科学讲习所之类的短期培训

班。经过“一二·九”运动以及抗战初期的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使得教会大学的青年增加了

对中共的好感，有的青年积极分子将共产党看作良师益友。在各种氛围之下，王辛南和龚普

生二人从宗教或者女权转向革命，女青年会中工作对于王辛南和龚普生来说，只是她们革命

工作的掩护，她们需要利用女青年会的社会身份，一旦革命工作的需要，她们可以随时放弃

这一社会身份，所以二人在女青年会中的时间都不长，仅仅是几年的时间。 

 

三、齐头并进：女青年会附属事业和革命工作 

 

1、女工夜校工作与革命宣传 

女青年会干事沈德均、朱文央、陈维姜等人在抗战期间主要负责女青年会托儿所的筹备

工作，但也参与了《上海妇女》和《妇女知识丛书》等刊物的编辑，宣传革命和抗日、引导

妇女参加革命及推动妇女解放。  

《上海妇女》是“孤岛”时期前半阶段唯一进步的妇女刊物。
6
据董竹君回忆，孤岛后的上

海真能代表妇女呼声的刊物不见于世，因此她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共同商量创办《上

 
1 方行、王辛南：《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44 页。 
2 同上 
3 “全国女联执委会”是 1937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6 日在上海中西女中举办的会议，主要是为了筹备 1938 年

全国女联大会事工。 
4 王辛南：《参加女联执委会之后》，《角声》第 23 期，1937 年 3 月 13 日。 
5 [美]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307 页。 
6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 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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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妇女》，并邀请了姜平（中共党员）、许广平、王季愚（中共党员）、朱文央、杨宝琛、戚

逸影、沈德均等人。
1
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颜逸清也加入，上海妇女社和《上海妇女》编辑部都

设在浦东大厦五层 512 室，
2
这是由朱文央的丈夫，中共早期共产党员蔡叔厚提供的，因为

和中国共产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研究者将其评价为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妇女参战

的杂志。
3
虽然在创刊词中，提到仅“讨论些妇女自身的问题，贡献给妇女治家处事应该有的

知识，报道着时代影响到各阶层妇女生活的实情”，“不谈政治与主义”，
4
但是在发行时《上

海妇女》仍经常发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与指导妇女运动的文章，如《为什么要长期抗战》、

《二次欧战的原因及演进》、《抗战建国与妇女解放》、《八一三与妇女》等，强调：“只要我

们是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我们必须参加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抗战，为妇女解

放而斗争的建国。”
5
也选登介绍苏联妇女生活工作情况及披露日本、朝鲜妇女悲惨遭遇的译

文，经常刊载内地妇女参加抗日救国通讯。 

上海妇女社因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屡屡遭到租界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刁难。1940 年 2 月，

《上海妇女》出完了第 4 卷 4 期被迫再度停刊，只能改变策略，改出《妇女知识丛书》月

刊。由许广平、朱文央、姜平、杨宝琛、陈维姜等组成编委会，每月碰头一次，分头组稿、

撰写和审阅，朱文央、杨宝琛负责校对，颜逸清负责发行等事务。
6
1940 年 10 月，《妇女知

识丛书》正式问世，为在孤岛上生存，编委们采取比较隐蔽的形式，文章都用的政治色彩不

浓的标题，实则为各阶层妇女说话，为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奔走呼号，像《资本主义各国和

苏联妇女劳动》、《世界妇女生活小巡礼》，使读者看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妇女的生存状况；

《生气勃勃的大后方》、《一百五十双鞋》等文章介绍了解放区妇女为抗战做出的贡献。
7
 

在《上海妇女》被迫停刊后，沈德均、朱文央、姜平等人随后参与出版《妇女知识丛书》，

同时也在上海女青年会进行托儿所事业的筹备工作。王辛南也回忆：“1939 年，我在上海基

督教女青年会工作时，认识了沈德均，她当时和朱文央、姜平、陈维姜等一起编妇女刊物，

常借女青年会的地方开会。妇女刊物停刊以后，姜平去解放区，朱文央患子宫癌，沈德均又

和陈维姜一起参加女青年会托儿所的筹备工作。
8
  

1940 年秋，由朱文央、姜平、姚贤惠、陈维姜（当时均为女青年会干事）、张毅、沈德

均等人组成女青年会托儿所筹备委员会，推选朱文央为主席。许广平也参加了筹备工作，但

并未兼职。
9
托儿所共有两个， “经几月来之研究结果，觉职业妇女托儿所果然极为重要，但

劳苦工友之托儿所，尤为急务，乃试办二处托儿所”。
10
筹备工作需要进行舆论宣传，朱文央

等人亲自在报刊杂志广泛宣传举办托儿所的重要性，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为了筹募职业托

儿所的经费，朱文央、沈德均等人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以职业妇女为主体的义卖市场，他们利

用自己在社会的影响力，义卖成绩极佳，“承各大厂商捐精美货品数千百件……而莅会之顾客

亦殊为众，自晨至暮始终拥挤，不旋踵而所有货物全告售罄，后至者且空手而返，全日售得

 
1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北京：三联书店，2013 年，第 30 页。 
2 朱家德：《那代人的博爱》，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 年，第 9 页。 
3 有这一评价的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年；上海市妇女

联合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 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荒砂，孟燕坤主编《上海妇女

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年；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 193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4 年等等。 
4 《上海妇女》第一卷第一期，1938 年 4 月 20 日。 
5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 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00 页。 
6 朱家德：《那代人的博爱》，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 年，第 9 页。 
7 张静如、梁志祥：《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 
8 王辛南在文革时期的回忆资料（手写稿），资料提供者：王辛南女儿方虹。 
9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汇编》，成稿于 1990 年 12 月，未刊稿。 
10 《女青年会筹设托儿所》，《申报》1940 年 12 月 02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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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七千余元，成绩之佳出人意表”。
1
女青年职业妇女托儿所于 1941 年 3 月 1 日开办，是为

上海第一家托儿所。
2
设在慕兰鸣路 323 号女青年会会所内。

3
同年 4 月收劳工妇女子女的上

海托儿所也办起来，地址在白利南路同仁医院内，12 月又迁至大西路六十六号，吸收贫苦

女工的子女入托。
4
 

女青年会的托儿所，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既无政府津贴也没有固定的经费收入，全靠

每年一度女青年会向社会募捐来维持，
5
朱文央、沈德均在托儿所委员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朱文央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1941 年 6 月病故后，委员会主席由沈德均担任。太平洋战争

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不能公开向社会募捐，而且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匮乏，

托儿所经济经常陷入绝境，全靠女青年会的成员奔波各处设法筹款，女青年会干事通过女青

年会董事和上层关系，向她们的亲友募捐。当时沈德均“患有严重胃病，仍不辞辛劳和大家

一起为募捐奔东走西，她那种热心为妇女儿童谋福利的精神，深为人们敬佩，也给托儿所工

作人员以鼓励和力量”。
6
  

    抗战时期的上海，一人身兼多职为抗战奔走呼号是普遍现象，但是女青年会的干事

沈德均、朱文央、陈维姜的活动可以看出，她们虽不一定是党员，但她们已经明显具有革命

的倾向。 

2、女工夜校与中国共产党女工工作 

关于女工夜校的研究有若干
7
，都是从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的角度来分析，笔者不再详

述，在此仅仅探讨共产党在女工夜校的活动，1924 年在《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

运动的报告》
8
中，已经注意到女青年会的平民教育的影响力： “他们注重接济女工，他们注

重兴办平民教育，他们都能随意而为，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地经济来源，所以他们的成绩是

很伟大的。” 共产党也意识到必须“参入”其中，“上海女工最多，而他们的活动也最为有力，

故我党同志须与之携手共进。他们注重平民教育，吾们也注重平民教育，而吾们实当参入他

们的学校监督他们的教材”。但共产党大规模行动是抗战以后，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针

对特殊的环境，“采取统一战线的方式，以群众的面貌打入社会公共教育机关活动”，
9
中共江

苏省委工委还专门建立了“夜校工作委员会”以加强领导，成员先后有梅继范、张巩、姚之珠

（姚真）、黄纫秋、钱勤等，工委的要求是：充分利用夜校这个群众工作基地，广泛开展宣

传教育，并规定夜校的主要任务是学文化，通过教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群

众爱国主义意识和革命觉悟。
10
所以后期共产党派遣钱勤、黄纫秋、樊雯等多名共产党员到

夜校教书，推动女工的觉醒，发动女工参加革命。 

抗战爆发后女工夜校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关闭一段时间，到 1938 年的 8 月有小沙渡三和

 
1 《女青年会托儿所义卖成绩极佳》，《申报》1940 年 12 月 13 日，第 10 版。 
2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第一个托儿所—记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基督教

女青年会史料汇编》，1990 年 12 月，未刊稿，第 87 页。 
3 《女青年会筹设托儿所》，《申报》1940 年 12 月 02 日，第 8 版。 
4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第一个托儿所—记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基督教

女青年会史料汇编》，1990 年 12 月，未刊稿，第 87 页。 
5 顾蕴鹤：《静安区培新幼儿园的前身—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市静安区文史资料

选辑》1985.10 第 143 页。 
6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上海第一个托儿所—记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上海基督教

女青年会史料汇编》，1990 年 12 月，未刊稿，第 87 页。 
7 关于女工夜校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可参见：【韩】李升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主作风”

与女工夜校》，《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赵晓阳：《20 世纪上半叶中

国妇女的启蒙与觉醒—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对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年 03 期；周

蕾：《基督教女工夜校的抗战爱国活动》，《世界宗教文化》2006 年 03 期。 
8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3 册 
9 钟雪生：《刘长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 年，第 51 页。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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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麦根路和菜市路三所夜校恢复，后面又陆续恢复了七浦路、曹家渡的夜校。到 1940 年

3 月，女工夜校的在校学生有 672 人，已经毕业的学生多达 36036 人。
1
由于多名共产党教

员的活动，夜校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识字教育，也教女性理解她们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处

境，帮助女工理解当前政治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已经成为女工夜校

主要的政治议题。
2
在刘宁一的主持下，夜校委员会组织党员教师编写出版了一套工人夜校

通俗课本，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

史话》等，特级班用的是《大众哲学》、《帝国主义论》等。
3
除了教学，还经常组织女工参加

友光团，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女工的切身利益，以唱歌、演剧、讨论、演讲、辩论、参观等多

种方式进行活动，女工夜校非常重视时事教育，经常请陶行知、金仲华、章乃器、王汝祺、

陈彬和等人前来演讲。
4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督教会的经费来源大量减少，夜校也受到影响，裕庆

里、曹家渡等女工夜校相继停办，只有三和里女工夜校仍维持下来，三和里夜校留下来 4 个

教师：钱勤、黄纫秋、葛祖德、姚玉英，其中钱勤和黄纫秋是共产党员（在抗日后期葛祖德

和姚玉英也加入共产党员）。
5
为了克服恶劣的环境，钱琴、黄纫秋团结葛祖德等老师，点着

油灯上课，用编结毛衣的收入弥补工资，在抗日后期培养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有一定

文化知识的女工，发展了一批女工参加中共地下党。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中到底有多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统计，不可否

认的是女工夜校的党员人数从抗战后越来越多，女工夜校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女工的突破

口，女工通过女工夜校的学习，加强了女工的识字率，提高了女工的文化素养，为女工的阶

级意识的动员奠定很好的基础。共产党派党员前往女工夜校中当教员，使党员能更好的融入

女工当中，派去夜校中教书的地下党员，他们不仅仅教书，也关心女工的生活，经常去拜访

女工的家庭，在日常事务中对她们提供帮助，如生病带去看医生、紧急困难时提供帮助，甚

至在女工休息日去陪她们听戏逛公园，完全融入女工的生活。“只要听到学生患病无钱就医、

事业挨饿时，钱勤和教师们都会倾囊相助，设法为之排忧解难。她在学生中组织互济互助活

动，帮助失业女工解决生活困难，还为她们介绍工作”。
6
 正因为此，对于女工来说，中国共

产党不再是由外来者和说着晦涩方言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陌生的组织，大部分负责组织女工的

党内活动人士是她们的同事、邻居、朋友或者她们的姐妹，她们和女工来自相同地区，而且

她们自己是女工，或曾经是女工，这都使得女工更易于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 

 

四、“庇护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于地下党活动的独特性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一个舶来组织，自 1908 年建立以后一直致力于领导中国的女

性运动，它关注各个时期中国女性的利益和诉求，为不同年龄、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妇女

提供服务，不仅帮助她们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也鼓励她们参与社会事务，激发她们的社会

责任感。学者曲宁宁认为，女青年会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维权、女性意识的觉醒以

 
1 《上海女青年会的小统计》，《上海女青年》第一卷第一期，1940 年 3 月 15 日。 
2 EMILY HONI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Daniel 

H.Bays: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 243 页。 
3 巾帼摇篮编委会：《巾帼摇篮：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师生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4 邓裕志：《邓裕志先生纪念文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2000 年。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普陀文史资料 第一辑》第 96-99

页。 
6 李智清：《她扎根在夜校女工-记钱勤烈士》，《上海党史研究》199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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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妇女地位的提高有着不可抹煞的重要意义。女性得以走出家闱，在从前只属于男性的社会

领域寻找到新的角色定位与人生意义。
1
但抗战时期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宗教色彩淡化，

女权与革命出现了重合。这与中共地下党在女青年会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有关，革命活动的

顺利开展，与女青年会本身的组织性质与功能有密切关系。 

1、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教性和国际性。作为基督教性质的女性团体，带有着浓厚

的宗教性质，并且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美国女青年和有着直接的联系，加拿大、美国、

英国、瑞典、挪威六个国家的女青年会都曾将派干事协助中国女青年会的事业，其中美国女

青年会与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对中国女青年会予以极大的援助。
2
也因

为这种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不敢轻举妄动，这恰好便于我们隐蔽，利用其组织合法性开展

工作”。
3
 女青年会作为国际性的妇女组织，资金来源很广泛，主要是捐款，建立之初以国外

捐款为主，后来随着女青年会事业的开展，国内社会人士对女青年会运动逐渐认可并予以支

持，国内捐款也逐渐增多。另外还有各种事业的收入，如部分盈利的事业、大厦的出租和会

所的借用等等，女青年会的地下党员能借机为革命活动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王辛南也提到在

女青年会中活动因为得到外国经费的支持，所以有着较为宽裕的条件，“基督教青年会有钱，

钱是外国基督教组织捐来的，用这些钱来救济中学、大学学生中困难的人，但是有条件的，

要成绩好，家庭困难。我们就用这个钱救济进步学生，名义上是学协给的”。
4
 

2、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主性。女青年会标榜民主，董事会中的会员也是由每年的

全体会员大会公开选举出来的。
5
各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和方针都是相对独立的，每个部门的

干事拥有较多自主权，“女青年会的实际工作往往是由干事负责推行，因此许多女青年会事

业上干事是作为骨干的角色”。
6
女青年会领导下的每一个小团体，都有它自己选举的职员。

不管是女工夜校中的“小先生制”、华光团和友光团的组织，还是夏令营活动中，只是指定主

题，让学生自己分成小组，充分思考并参与讨论。积极参与的现实意识、主人翁的精神和独

立认识问题的讨论，就是女青年会的活动方式。
7
导致地下党员在革命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

较大的自主性，所以王辛南顺利以团契的名义实行革命活动。也因为女青年会的民主性，所

以容易接受各种思想，包括共产主义。女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大多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开展的群

众工作，如总干事蔡葵（陈望道的妻子）、接任蔡葵的总干事职务的邓裕志，学者 Emily Honig

在 80 年代做女工的研究时与邓裕志有了较多接触，对她进行了多次访谈，认为基督教、共

产主义和女权主义元素是邓裕志事业生涯的主要主题。
8
邓裕志自己也承认基督教女青年会

为她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平台，她说：“警方不太可能对外国人举行的会

议提出异议。我们当然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不应该怀疑我们是共产主义者。”
9
甚至是国外

的干事陆慕德（Maud Russell）在中国服务期间（1917-1943），转为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1 曲宁宁：《寻找意义：性别视角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890-1937）》，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

2010 年，第 172 页。 
2 安珍荣：《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年，第 16

页。 
3 徐佩玲：《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 年，第 1 辑。 
4 王辛南、方行：《行南文存》，未刊稿，第 451 页。 
5 谢祖仪：《女青年会的面面观》，《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38 年 6 月，第 4 页。 
6 安珍荣：《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年，第 73

页。 
7 【韩】李升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主作风”与女工夜校》，《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01 页。 
8 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第 207 页。 
9 Emily Hong，Christianity，Feminism，and Communism：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in Daniel H. 

Bays(eds.),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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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并在回国后仍不遗余力的宣传中国革命。
1
 

3、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中的人员多是受到良好的教育的女性，大部分干事都受过高等

教育，毕业于国内知名学校，有一部分是国内知名人士的夫人，有着很高的名望。女青年会

无论市会的董事、各部的特约委员、义务指导者或经济资助着，大都是中国社会上很有地位

的女士，换而言之，许多董事、委员、被请为女青年会运动的协助者，大概都是早在其他机

关服务时已有相当经验及卓识贡献。
2
如宋美龄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上海女青年会，女青年

会和国民党、外国教会、男青年会以及各个团体都有着密切的合作，所以女青年会能较为顺

利的在上海开展各种活动，国民党也不敢“轻举妄动”，女工夜校的教师徐佩玲回忆：“女青年

会和上层人士有较为广泛的联系，如工部局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陈鹤琴、国难教育社的陶行知、

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鲁迅夫人许广平、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都参加过女青年会或女工夜校

的活动”。
3
 

4、在女青年会中培养女性的社会参与精神、社会分析能力都被共产党所用，为培养更

多的革命运动的党的领导者和积极女性创造了条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有识之士都为挽救

国家奔走呼号，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政策而得到青年的认可，很多女性认为参加革命等同于抗

战，对共产党抱有好感并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另外女青年会为底层女性提供教育的女工夜校，

不收取学费，使贫穷无识得女工们有了受教育得机会，教育的方式多样化，从教师讲故事到

女工编写剧本、歌词等，不仅提高女工的文化水平，也培养了女性领袖，这些为共产党的革

命思想的灌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女工夜校教书的地下党员在特级班中授以《社会发

展史》、《工会运动史》、《大众哲学》、《工厂立法》等内容，适时的灌输阶级思想和革命思想。 

另外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女性团体，所从事的活动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和慈善性，

这也为地下党员的革命活动提供掩护，而女性的身份本身也是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

保护。 

五、结语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作为一个妇女团体，领导女性走向独立和觉醒的女权主义组织，自

成立后一直相对独立于党派之间，但是在抗战期间，女青年会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革命，

默认甚至支持中共地下党员在女青年会的活动，带有着女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性质。 

抗战时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已远不同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受外国管理的传教性质的

组织，它不直接宣讲革命，却为革命的宣传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与政治生态和世界形势有关，

抗战时期的上海社会出现断层，一直到抗战前，外国势力对女青年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受战

争形势的影响，外国干事大量撤出，中国女青年会受到外国的干涉减少，加上基督教女青年

会的全国协会已经内迁至重庆，坚守上海的上海市会没有全国协会的统筹领导，有着极大的

自主权。政治生态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上海女青年会的宗教因素逐渐淡化，革命倾向渐趋

明显。 

共产党领导上海的抗日的方针政策极大的影响了这一女性团体，抗战后党实行精干隐蔽

前提下，发动党员不断融入群众，群众工作的“社会化、事业化”；上海全面沦陷后又强调 “勤

学勤业交朋友”，
4
党员要在职业掩护下勤业精业，取得群众的信赖，使党组织扎根群众中。

 
1 曲宁宁：《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陆慕德研究》，《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 
2 安珍荣：《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研究（1916─1937）》，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年，第 53

页。 
3 徐佩玲：《沪东女工夜校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 年，第 1 辑。 
4 对于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上海的抗战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策略方针的五次演变》一文中将

其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 2 阶段是 1937.11-1939 年下半年，这一时期强调群众团体有计划的分散到各生

产部门中，“迅速职业化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推动党的抗日斗争取得了新进展；第 3 阶段为 1939 年下

半年-1941.12，基于上海及孤岛形式的恶化，中央明确上海党组织要隐蔽精干，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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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妇女工作的深入，共产党也改变原有的妇女政策，不是试图将新的组织形式强加于女性，

而是加入和改编现有女性团体，如女青年会。在这一过程中融合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发展

党员。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本身的组织性质与功能，为更好的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保护。女青

年会作为女性团体，带有宗教性、国际性，这些都为革命活动作了掩护，女青年会中委员、

董事和干事都是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将上海大量的中上层女性会员组织起来，且通过女工夜

校将上海的下层女性组织起来，并注重培养女性的社会参与精神、社会分析能力、社会组织

能力，这些都为共产党灌输阶级思想和革命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女青年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也是女青年会进一步本土化的过程，是抗日救国

的政治生态下，女青年会对国家新形式的积极适应，所以除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之外，女青

年会的领导者也大多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开展的群众工作，如总干事蔡葵（陈望道的妻子），

如接任蔡葵的总干事职务的邓裕志，Emily Honig 认为邓裕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向

工厂女工灌输工人阶级和女权主义意识，定义、玩弄甚至是操纵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女权主

义元素是她事业生涯的主要主题。共产主义倾向的女青年会领导者为女青年会的转型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组织大规模公开性运动，转而强调群众工作的“社会化、事业化”；第 4 阶段是 1941.12-1944 年下半

年，这一时期上海全面沦陷，江苏省委提出了“更深入精干隐蔽”的要求，同时党员要在职业掩护下勤业精

业，取得群众的信赖，使党组织扎根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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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女基督徒妇运领袖与战时中国妇女工作 

 

宋青红（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宋美龄联络和动员基督徒会的妇女领袖从事战时妇女动员与各项战时

妇女工作，张蔼真、陈纪彝、王世静、王世秀、吴贻芳、刘王立明、邓裕志、钮珉华、郝映

青、王季玉等等，都在宋美龄的笼络下，以基督教的服务精神，虔诚而笃定的进行战时动员

和战时各项妇女工作。本文选举曾经留学美国的女基督徒，以及她们在抗战时期从事的妇女

工作为中心进行阐述。抗战时期，留学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基督徒，本着基督的爱、牺牲

和服务的精神，在教育和妇女服务、妇女动员及各项妇女工作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这些留美女基督徒妇运领袖大多受到西式教育的训练和影响，她们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虔

诚的服务精神，较强的组织能力，一方面积极从事基督教会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

危难的关心，响应蒋夫人宋美龄的号召，从事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和宣传，对抗战的胜利尽

到自己的一份责任。 

关键词：留美；女基督徒；宋美龄；张蔼真；陈纪彝；吴贻芳 

基金项目：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抗战时期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

（项目号 13CZS036）；2019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项目名称为“近代中国留美女学生

群体研究（1872-1949）”项目号 2019BLS011）。 

 

抗战时期从事妇女运动的女性精英中，有一批曾经留学美国的女基督徒，她们回国之后，

在妇女工作及妇女教育领域积极服务。抗战时期，宋美龄曾召开妇女界庐山谈话会，组织新

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国妇女慰劳将士总会、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妇女组织，以从事战时

妇女动员工作。在这些妇女组织和战时妇女工作中，宋美龄除动员国民政府党政军系统政要

夫人和国民党女干部、中共妇女领袖、民主党派及各界妇女名流参加战时工作，她还积极吸

收女基督徒妇女领袖参与到战时妇女工作中来，并担任重要的职务。比如新运妇女指导委员

会总干事张蔼真、副总干事陈纪彝，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华南女院的校董事会主

席王世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中华基督教女青

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钮珉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郝

映青、苏州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等人都为留学美国的女基督徒。这些留美女基督徒本着基督

教的牺牲服务精神，兢兢业业地服务于领导战时妇女动员、妇女工作，甚至是妇女教育事业

的行列，对抗战胜利做出积极的贡献。 

学界对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朱峰介绍

了基督教会的学校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的贡献，以及吴贻芳和王世

静在其中的角色和贡献。
1
陶飞亚主编的《性别与历史 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探讨基督教

与近代中国妇女的关系，其中吴梓明运用个人成长的理念和概念，从吴贻芳的个人成长与宗

教信仰的角度，检视基督教信仰对她的成长、工作及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一篇非常有趣和大

胆的研究。
2
李可柔、毕乐思编著的《光与盐》涉及吴贻芳、丁淑静等基督徒妇运领袖在近代

 
1朱峰编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2吴梓明：《从吴贻芳个案看个人成长与宗教信仰》，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 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5-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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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中的作用。
1
吴梓明在《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中，介绍了女基督徒吴贻芳等人

在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
2
李净昉对刘王立明及其领导的近代中国的妇女节制运动进行研究。

3
李莉思(Elizabeth A. Littell-Lamb)探讨辛亥革命后十数年，基督教女青会如何利用女青年会

的体育师范学校来推动中国的女青年会事业。
4
潘丽珍的学位论文《伊人宛在—守护精神》，

初步介绍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长王世静的精神气质、教育理念、基督教赋予的服务牺牲精

神及在女子教育方面的贡献。
5
《中国女性与基督教（1860-1927）》介绍了处于边缘化的女

基督徒群体。
6
曲宁宁梳理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陆慕德的事迹。

7
王丽对近代中华基督

教女青年会中西干事群体进行研究。
8
总体可见，学界对于女基督徒群体的研究，正在走向

具体个性的细致考察。笔者拟对留美中国女基督徒中参与战时妇女工作的杰出代表进行研

究，探讨这些留美女基督徒缘何加入战时妇运工作，她们在战时妇女工作中的表现如何，并

尝试分析其基督徒身份及留美学习经历，对她们推动战时妇女工作的影响等。文章粗浅，敬

乞各位学者不吝赐教，至为感佩。 

一、张蔼真（1900-1974） 

张蔼真（1900-1974），女，上海人，1900 年生，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文科，获教育行政学士学位。曾任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员
9
、福建省立实验小学校

长、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上海清心女中代校长、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常务董事、新

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
10
、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常务委员兼保管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

理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常

务干事兼女青年处代理处长、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张蔼真还曾担任红十字会理事。
11
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对张蔼真的调查：“为人忠诚，态度和平，做事能力，经验均佳，

系基督教徒，同情本党，随蒋夫人工作有三年历史，适于领导工作。”
12
张蔼真毕业于美国密

歇根大学，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延揽，追随宋美龄从事妇女工作。 

张蔼真长期担任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积极推行妇女新运事业。1938 年，她在

《我们应有的工作态度》对妇女工作者的工作态度提出要求：第一，我们要求精诚团结和集

中力量；第二，要有牺牲奋斗的精神；第三，我们要严肃紧张，第四，我们要耐劳负责；第

五，我们要勇于改过，第六，要诚恳和蔼。“一个救亡工作人员不但要百折不挠地作民众的

模范，同样还须以精神去感召民众，所以诚恳和蔼真是工作中一种必具的态度。”
13
正是凭着

这骨基督教的热诚，在整个抗战时期，张蔼真不遗余力的推动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张蔼真作为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总干事，直接听命于宋美龄，她对于战时妇女工作的

 
1（美）李可柔，毕乐思编；单传航，王文宗，刘红译：《光与盐》，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年。 
2吴梓明编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李净昉：《刘王立明与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节制运动》，《史林》2008 年第 5 期。 
4李莉思(Elizabeth A. Littell-Lamb)：《基督教女青年会与中国女子体育（1915-1925）》，《近代中国妇女史研

究》2008 年第 16 期，第 167-207 页。 
5潘丽珍：《伊人宛在—守护精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6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1989. 
7曲宁宁：《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陆慕德研究》，《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 
8王丽：《差异、合作、交流：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西干事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社会科学

版）》，2008 年第 3 期。 
9《一千九百二十年毕业者：张蔼眞：中西女塾音乐敎员》，《墨梯》1921 年第 4 期，第 88-89 页。 
10《本会职员名录：总干事张蔼真》，《妇女新运》1938 年第 1 期，第 92 页。 
11《本会理事玉照：张蔼真：照片》，《红十字月刊》1946 年第 9 期，第 21 页。 
12《吕云章》，台北国史馆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档号：129000098271A。 
13张蔼真：《我们应有的工作态度》，《妇女新运》1938 年第 1 期，第 2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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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多受到宋美龄的影响。比如 1939 年，张蔼真在《新运与妇女抗战工作》中指出：“妇

女，占全国国民的半数，如能够发挥所有妇女的力量，那末这个力量是不会小的，一点一滴，

慢慢地积聚，也会汇流成功一条大河，我们二万万女同胞如果能够各自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直接间接贡献所有的一切，对于国家民族的帮助是可以意料得到的。” “自抗战一年以来，由

于妇女的努力，由于妇女在工作中的惊人表现，无可否认的，一般的人已经承认了妇女在抗

建时期中的重要贡献，承认只有占全国国民半数的妇女也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才能达到抗战

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
 1
她既承认抗战以来妇女取得的贡献，也认为妇女对于民族国家的责

任和作为女国民的责任意识。 

她指出抗战时期妇女应有的贡献：是全国各阶层妇女的总动员；是全国妇女的大团结；

是广泛的参加在每个工作部门。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比较重大的工作有：第一，训练妇女干

部人材，分发乡村工作；第二，举办女工识字学校；第三，疏散女工至后方从事生产工作；

第四，设立生产实验区；第五，组织新生活妇女工作队；第六，设立妇女问题咨询处；第七，

设立缝制工场；第八，改组或成立各省市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与各地的妇女团体取得密切

联系。她指出今后妇女工作方向为：第一，我们必须加紧全国妇女的团结与合作，因为“这

次的抗战，是整个国家民族求解放的战争，同时也就是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机会，只要我们

在抗战中努力工作，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也一定就是我们妇女解放的一天。”第二，我们

应该加紧供应后方前方需要，动员后方民众——例如鼓励壮丁上前线，组织战地服务团往各

战区工作，参加生产事业，救济伤兵难民，扫除文盲等等，我们应以最大的努力，协助政府，

改良军队的质量，加强士兵抗战的情绪，增加后方的生产。
2
对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

作，张蔼真进行具体的部署。 

 
资料来源：李尊庸摄：《儿童福利设计会议：张蔼真：照片》，《艺文画报》1946 年第 1

卷第 6 期，第 24 页。 

 

1939 年，张蔼真著文号召动员并组织全国妇女，“不把广大的妇女群众动员起来，组织

起来，是削弱抗战建国的力量，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各种方式发掘这一部

分埋藏着的力量。”张蔼真指出：“这一次的抗日自卫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

必须动员所有人力财力物力，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一致抵抗，才有胜利的把握，才能换得

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解放。为了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我们必须千百万千百倍的努力来动

员并组织占全国半数的妇女，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任务之完成，我们必须要：第一，健全的组

织，具体的工作；第二，密切的联系，精诚的合作；第三，培养干部，提拔干部，教育干部；

第四，友谊的批判，严格的检讨。”对于战时妇女动员和妇女工作，她指出：“我们要求健全

 
1张蔼真：《新运与妇女抗战工作》，《妇女新运》1939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8-13 页。 
2张蔼真：《新运与妇女抗战工作》，《妇女新运》1939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8-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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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要求在这个健全的组织下开展具体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要有计划要切实，要经常的，

有系统的进行。”“我们要求全国所有的妇女组织彼此密切联系，精诚合作。我们希望各个机

构间建立起最灵活的通讯网，经常交换工作经验，提供工作意见，贡献工作计划。”只有健

全的组织，开展具体的工作；展开密切的联系和精诚的合作；培养干部，提拔干部，教育干

部；坚持友谊的批判和严格的检讨相结合，才能促使战时妇女工作的成功，并促使和保障抗

战胜利。
1
 

作为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张蔼真对于该会的整体规划和工作进展思路非常清

晰。1940 年，张蔼真介绍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乡村服务工作，指出：“我们计划在两年之

内训练并吸收大批干部，服务于四川各县。我们计划在服务队所在地举办生产事业，组织合

作社。我们还计划请卫生机关在各地举办诊疗所及戒烟院。我们还打算积极地训练地方干部，

如此，即使服务队一旦离开，工作仍有人继续，不致中断。”
2
 

对于整体工作的范围和计划，以及对于妇女工作者应有的认识，明确指示。1940 年，

张蔼真在《展开战地服务工作》中指出：“这个工作的地域，应该包括前方，前方的后方，在

工作的对象上谈，它应该包含地域所有的民众及士兵，拿工作的内容来说，它不但要从事宣

传，还要从事组训，不但要做一般的政治工作，所有伤兵救护，缝洗，帮助生产等等，也应

该一并担负起来，而最重要的是促进军民合作。”这对工作者的要求有：首先，工作者必须

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高度的工作热忱，要能够把握住当前的局势，这样才能帮助士兵老百

姓理解一切，并且坚定他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第二，工作要有计划，有中心，且能

灵活运用。第三，要与大后方及其他有关系的团体取得密切联络，建立通讯关系，经常交换

前后方消息，工作情况，把后方的一切反映到前方去，一面接受各方面的工作意见，充实工

作内容，扩大工作影响。第四，要团结合作，坦白真诚，化除一切成见，以工作为前提，以

国家利益为利益，使工作在互助互信，精诚团体下飞速开展。第五，要注意自我教育，不断

地求进步。此外，如刻苦耐劳，诚恳谦和，勇敢坚毅等等精神，也是一个战地工作者必须具

备的条件。
3
作为基督徒兼妇运领袖，张蔼真对于战时妇女工作部署细致，对于妇运工作者

严格要求。 

1940 年 5 月，张蔼真在《告高干班学员书》中，对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高级干部训练

班学员提出要求如下：第一、提高一般人对于妇女工作的认识，“必须努力使地方当局，社

会人士，以及妇女本身了解这个工作的意义，号召大多数的妇女参加工作，要求政府扶植，

进一步争取列入行政机构，以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使妇女工作在各地能够平衡的发展”；第

二，团结当地妇女，“中华民族团结则生，分裂则亡，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铁则。我们每一位

同学回归各地后，务必完成‘团结当地妇女’这一个任务。我们必须使姐妹们了解团结的重要，

了解大敌当前，我们应该牺牲一切成见，把小我化作大我，凡是努力抗战工作，对国家民族

有贡献的便都是我们的朋友，都应该亲密地携起手来，一切人事的摩擦，一些不必要的倾轧，

都足以减弱我们的力量，摧毁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努力消除，纠正。”第三，建立工作基

础。“过去妇女工作无整个计划，缺乏群众基础，工作内容不够充实，不切实际，于是给轻视

妇女工作者一个藉口。今后各位要努力建立坚强的工作基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要

普遍深入，并且要持久，还要注意实际效果，我们要注意当地妇女生活的改善，妇女文化水

准的提高，我们还要注意干部的培养，提拔，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第四，保持密切联系，

“无论在纵的组织方面，或是横的关系上，都应该建立经常之通讯网，交换工作经验，提供

工作意见，配合着整个抗战形势，大家有计划的推动全国妇女从事抗建工作，使中国妇运走

上光明的道路。”第五，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应该以一个群众工作者的姿态出现，我们不是

 
1张蔼真：《动员并组织全国妇女》，《妇女新运》1939 年第 4-5 期，第 22-24 页。 
2张蔼真：《本会的乡村服务工作》，《妇女新运》1940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 页。 
3张蔼真：《展开战地服务工作》，《妇女新运》1940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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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不是为个人争名位，因此，一切官僚的作风，一些英雄主义的倾向，都不应该在我们

中间发现，因为这种作风，将会阻碍我们工作开展，假定不幸而有这种现象，那我们必须以

最大的决心毅力来克服清除。
1
 

1940 年，张蔼真在《改善妇女生活》指出妇女希望过着自由、独立、进取、向上的生

活。她希望“没有人能够困扰我们在家庭，我们能够随自己的心愿研究学问，选择职业，处

理感情，处理生活”，“一切堕落腐化的行为，彻头彻尾的改变过来，过着向上的进取的生活，

懂得追随时代，追求真理”。同时她也希望过着团结、奋斗的生活，“我们要革除一切自私自

利的你倾我轧的心理，我们要团结一切妇女，彼此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生活在亲切的快乐

的群体中。不但如此，我们还要能够奋斗，能够打碎一切的枷锁，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与阻

碍，坚强地站立起来”。为此需要提同妇女的经济地位，文化水准，“我们要在各地普遍设立

妇女识字班，民众学校，用劝导说服，甚至于强迫的方法，尽量发动妇女入校读书。我们要

设立各种补习学校，研究室，设立图书馆，阅览室等等，使一班妇女就其性之所近，参加讨

论研究，尽量发挥她的才能，为社会国家贡献一切。”也需要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我们应

该非常急切的组织各种妇女团体，成立中种研究组织，举行各种座谈会，时事问题讨论会等

等，发动妇女积极参加，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一切行政机关应该大胆地任用妇女，信任她，

鼓励并帮助她，使她在实践中逐渐成长。”“最后我们应该知道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是不可分

割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姊妹必须积极参加抗建工作，只有整个民族国家得到自由与独立的

时候，我们妇女才能够过好的日子！”
2
 

1940 年，张蔼真在欢迎孙、孔夫人的致词中，称：“一、我们要秉承总理遗教，发扬总

理的革命精神，千万倍的努力抗战建国工作，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的三

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二、我们要发展妇女生产事业，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地位。

三、我产要巩固妇女团结，我们要使一切造谣生事，中伤离间者毫无所施其伎俩。”
3
1940 年

军事委员会对张蔼真的调查称她“为人忠诚，态度和平，作事能力，经验均佳，系基督教徒，

同情本党，随蒋夫人工作有三年历史，适于领导工作”。
4
1942 年，张蔼真著文指出：“曾经

沉着地据守住阵线，英勇地反抗日本法西斯。坚苦地奋斗了四年半，尽了反侵略前锋的责任

的中华民族，现在已经与全世界一切反贫血反法西斯的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块，比肩作战。”

她呼吁“让我们每一个姐妹团体起来，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使反侵略的力量一天天

加强吧。”
5
 

1943 年，张蔼真著文介绍一年来的妇女工作，主要表现在：扩展组织，训练干部，加

紧妇女动员工作，如各级妇女新运组织的成立等。而缺点在于：动员工作做的太不够，还不

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作者间联系不够，相互学习的精神不够。
6
1944 年“三八”妇女节之

际，张蔼真著文指出推行妇女宪政运动应扫除妇女文盲，“要使得大多数的妇女认得字，能

看书看报，能说出写出自己心里的话”；要妇女组训工作的积极办理，“有了组织就能发生力

量，现在要使大多数妇女协助政府实施宪政，那就非把她们组织起来不可”；每一个团体要

根据宪政运动的目标制订出切实具体的工作计划来，同时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7
 

1944 年，张蔼真著文指出 1943 年妇女工作的概况主要表现在：（一）运用合作方法，

 
1张蔼真：《告高干班学员书》（1940 年 5 月 1 日），《妇女新运》，1940 年第 2 卷第 6、7 期合刊“干部训练

专号”，第 2-3 页。 
2张蔼真：《改善妇女生活》，《妇女新运》1940 年第 2 卷第 9-10 期，第 1 页。 
3张蔼真：《欢迎孙、孔夫人》，《妇女新运通讯》1940 年第 2 卷第 8 期，第 1 页。 
4《吕云章》，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文件史料，馆藏号：129000098271A。 
5张蔼真：《团结战斗在哨岗》，《妇女新运》1942 年第 4 卷第 1 期，第 1 页。 
6张蔼真：《一年来的妇女工作——为时事新报元旦特刊而作》，《妇女新运》1943 年第 5 卷第 1 期，第 5-9

页。 
7张蔼真：《纪念“三八”与促进宪政实施》，《妇女新运》1944 年第 6 卷 3 期，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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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节人力财力；（二）提倡小手工业生产，改良技术；（三）提倡妇女福利事业；（四）发动

捐献征募慰劳运动；（五）扫除妇女文盲，出版妇女刊物，如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及县分

会，还有各地妇女青年会，新运模范区妇女组等，都办有妇女识字班，进行扫除妇女文盲。

（六）服务军人征属；（七）整理儿童保育工作；（八）训练干部，提高干部质素。“战时儿童

保育会曾举办保育员训练班，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亦视工作需要，办理保师训练班等，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百二十位妇女干部的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二十七期受训。”“中

训团开办以来，正式调集妇女入班受训，这尚系第一次。参加的大都是各团体负责人或高级

干部。其中国内大学或学院毕业的占七 0.八三%，专科以上的占一 0.八三%，他们在团里与男

生受同样训练，表现的成绩亦非常良好。他们已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经验丰富这次严格的训

练后，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越加深刻，信心越加坚定，当他们回返各个机构再度工作时，所

发挥的交通也就更大。妇女干部大批受党政训练，这是过去几年来未曾有过的事，无疑的，

对于工作将有着很大的影响。”
1
 

1944 年，张蔼真在《动员民众》指出，“如果让颠沛流离的难感觉到陌生的土地，陌生

的脸，犹如他们的家，他们的亲友，在那里，随时有人在向他们伸出援助的手，我相信敌人

毒辣的怀柔政策一定收不到任何效果。”
2
1948 年，张蔼真在《妇女新运》上著文指出妇女工

作的实质在于服务民众，她说：“如果说这十年来以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曾经对社会有所贡

献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坚执着一个目标——为民众服务。”
3
 

作为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常务委员兼保管委员，张蔼真积极推动战时慰劳工作。1941 年，

张蔼真在《支持前线将士抗战到底》指出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用最大的努力向各方征募现款衣

物、首饰、药品等，“我们曾通过这个组织动员千百万妇女同胞，在我们的号召下，各阶层的

姊妹热烈的参加慰劳工作，出力也出钱”。她号召：“我们是必须抗战到底的，我们必须给每

一个战士以最大的鼓励与支持，因此我们必须经常的有计划的进行慰劳工作。每一个战区，

每一个部队都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要是每一个战士知道妇女同胞是和他们肩并着肩，共

同为抗战建国而努力的。”“今天抗战正进入更艰苦的阶段，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仍没有放弃

他的进攻，企图胁迫我们屈服，然而这种阴谋是不会动摇我们的决心的，我们一定要真正团

结一致，用我们的力量，来支持前方将士抗战到底。”
4
张蔼真不仅以笃定的精神和坚定的信

念服务于战时妇女工作，而且鼓励妇女界积极从事各项妇女工作，号召以团结、合作、牺牲

的精神，为抗战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陈纪彝（1901-1990） 

陈纪彝，女，广东番禺人，1916 至 1923 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学校，1927 至 1931 年获

美国蒙荷历大学（Mount Holyoke College，South Hadley，MA，USA）
5
学士学位，1931 年

至 1933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硕士，获教育硕士、社会学硕士。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 7 月，担任中国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干事，1934 至 1938 年曾任汉口女青年会总

干事、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副总干事。
6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11 月、1941 年 7 月至 1942

 
1张蔼真：《三十二年度妇女工作概况》，《妇女新运》1944 年第 6 卷第 1 期，第 1-5 页。 
2张蔼真：《动员民众》，《妇女新运》1944 年第 6 卷第 10 期，第 2 页。 
3张蔼真：《服务民众——为本会十周年纪念作》，《妇女新运指导委员会十周纪念特刊》，1948 年 7 月 1

日，第 2 页。 
4张蔼真：《支持前线将士抗战到底》，《慰劳专刊》1941 年专刊，第 18 页。 
5Mount Holyoke College 有几个中文翻译，蒙荷历大学、蒙特霍利约克学院、曼荷莲学院、曼荷莲女子文

理学院、霍山女校等。由玛丽.劳茵（Mary Lyon）女士建立于 1837 年，最初名为蒙特霍利女子学院，位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利，美国一所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 
6《妇女指导会局部改组》，《中央日报》1940 年 10 月 7 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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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兼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
1
 

陈纪彝曾经担任的职务有：上海女青年会干事，汉口女青年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

会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副总干事、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南京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中

华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卫理公会全国妇女服务会主席、世界卫理妇女联合会东亚区主席、

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负责人、士林凯歌堂执事、台湾圣经公会董事、台湾大学、东吴大学

教授，东吴大学、东海大学董事，卫理女中创校负责人、第一任校长，华兴中学校长等。
2
 

陈纪彝为台北卫理女子中学创校负责人，并担任第一任校长，于 1975 年 7 月卸任。

1957，陈纪彝接受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差会指定为创设卫理女中的负责人，筹备建校事宜。

1961 年起担任卫理女中第一任校长至 1975 年退休，1976 年转任华兴中学校长，于 1986 年

退职，一生奉献文化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以恕待人，以慈爱人，以恳化人，是一位虔诚的

宗教家，亦是一位务实的教育家。台北卫理女中英文教师赖美智回忆说：“当时卫理的校长

是陈纪彝女士，她是真正的教育家，那种要把孩子教好、无私奉献的人格深深影响了我。”

赖美智说，陈校长把国大代表的薪水和卖掉自己车子的钱全捐给学校，对学生道德生活教育。
3
 

1940 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对她的调查称：“头脑简单，不但无政治认识，甚

至人情不通，学识低能，中文不通，口齿亦遏，为妇女指委会组长中之最无能者，现被人民

阵线分子拉拢，常相过从。”
4
只能说国民政府对她的期待很高。不过确实有资料显示，在台

北卫理女中担任校长的时候，蒋夫人宋美龄的亲友想请蒋夫人说项，将女儿送进卫理就读，

陈校长不以为然地说：“这样我们办个亲戚学校就好了 。”
5
 

 

资料来源：《中西女塾学生分会职员：陈纪彝照片》，《墨梯》1923 年第 6 期，第 16 页。 

 

1940 年，陈纪彝在《战时教育》杂志上介绍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组织和工作情形及儿童

保育的重要意义，她指出对于儿童保育院教育儿童的方法，“是以至诚的爱去感动他们，说

服他们，我们绝对不许打骂儿童！我们保育会是主张不能打孩子！所以不打骂孩子是我们保

育院的信条。由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的保育院的教育精神就是，凡是摧毁儿童的身心，阻碍儿

童的身心的发展的，都为我们所不取，我们是依照着教育原则，诱导儿童努力学习，纠正他

们任何的自私意识，以集团、国家、民族为前提的。所以在政治认识方面我们要叫他了解日

本帝国主义近百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了解世界大事，了解我们抗战的意义。叫他自己来管

 
1《陈纪彝》，台北“国史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文件史料，馆藏号：129000102180A. 
2https://blog.xuite.net/b3006/blog/242859781-%E9%99%B3%E7%B4%80%E5%BD%9D%E6%A0%A1%E9%95%B7%E7%

85%A7%E7%89%87%E9%9B%86 
3http://www.tecofound.org.tw/teco-award/2018/download/prev-winner_17.pdf 
4《吕云章》，台北国史馆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档号：129000098271A。 
5https://blog.xuite.net/b3006/blog/242859781-%E9%99%B3%E7%B4%80%E5%BD%9D%E6%A0%A1%E9%95%B7%E7%

85%A7%E7%89%87%E9%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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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己，大的帮助小的，强的帮助弱的。训练他们组织的能力，以便他们真能担当起建国的

任务。”
1
1940 年，陈纪彝在陪都欢迎宋庆龄、宋蔼龄的大会上指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已

经成立了四十八个保育院，保育了两万多名儿童，她希望两夫人继续指示和领导战时儿童保

育工作。
2
 

陈纪彝希望将保育院里培育的孩子，培养成具有民族意识的儿童。1940 年抗战进入第

三个年头，陈纪彝对儿童发表讲话：“你们不仅只是爸妈的孩子，还是中国幼年的小国民，

不仅现在要做抗战的小英雄，将来这要做建国的工程师，因此，学习为什么要抗战，怎样才

能得到抗战最后的胜利；怎么样建设，学习什么叫三民主义，怎么样来实现民族民权和民生。

从书本上学习，从生活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学习抗战建国的初步知识和技能，武装你们

的小手和小脑袋，这是我们今年纪念‘七七’的责任。中国在抗战中强大起来，希望你们也赶

快在抗战中强大起来！”
3
 

对于伤兵工作，1940 年陈纪彝指出：“我们要求各界人士对于伤兵工作加以深切的注意

并且以实际行动来作最有力的保证。”第一，我们应该经常的有计划的捐募衣物药品，普遍

地平均地分配给各地各个伤兵医院，经常的供给他们以书报杂志，不时的前往慰问，解除负

伤将士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苦痛。第二，加强伤兵教育工作，使他们了解个人与国家民族的

关系，了解牺牲个人以换取祖国的自由与独立的必要。以政治上的进步及军事上的胜利的事

实来加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定他们为国牺牲的决心。第三，切实执行优待抗属条例，

改善抗属生活，使抗属衣食问题得以解决。我们要以事实证明政府及民众对于他们的家庭的

关切以及援助，以解除他们内顾之忧。第四，扩大“伤兵之友”运动。我们要动员民众，真诚

的作《伤兵之友》，自动的服务伤兵，我们要使这种运动扩大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去。
4
 

1940 年陈纪彝对于工厂服务工作的任务，她指出：第一，加强女工的民族意识，鼓励

女工努力生产——生产事业在抗建大业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二，协助厂方改善女

工生活，解除女工苦痛。“服务人员就应该请厂方附设托儿所，代女工解除这种苦痛，又如

建议厂方改善工人伙食，筹设各种卫生设备，健身器具等，指导女工实行简单、朴素、整齐，

清洁的新生活，以增加女工健康。可能时应请求厂方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使工人能有余暇

从事学习，这些都是非常切要的工作。”第三，提高女工的文化水准，供给精神食粮。“据各

方调查统计结果，女工识字的比例非常之小，工厂服务人员便应该举办各种识字班，补习班

等等，使她们入班读书，耐心地教育她们。经常举行各种识字比赛，演讲比赛，或是举行展

览会等等，提高女工读书的兴趣。另一方面，应该充分注意到她们的娱乐，组织俱乐部，举

行同乐会等等，使她们的精神有所调剂。”
5
 

1941 年 8 月 28，陈纪彝与张维桢由渝飞往昆明转往仰光进行访问。
6
1943 年，陈纪彝

在《干部的教育与培养》中强调，优良的干部应该是热爱国家民族，能坚韧的奋斗，善于与

人合作，能够不断学习，能够切实工作的干部；对于如何在工作中培养优良的干部，她认为

应该因才施用，彻底信任，真诚爱护，以身作则。“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本身资历如何，

地位怎样，要切实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良的干部；每一个领导者，要以极大的耐心，培

养干部人员，为工作增加新生的力量。”
7
 

1942 年，陈纪彝在《新年语同仁》中，慰勉各保育院，各服务队，各工作队以及各工

 
1陈纪彝：《儿童保育工作》，《战时教育》1940 年第 5 卷第 7 期，第 3-4 页。 
2陈纪彝：《代表千万人向两夫人致敬》，《妇女新运通讯》1940 年第 2 卷第 8 期，第 1 页。 
3陈纪彝：《听听大先生们的话：小朋友们怎样纪念“七七”》，《抗战儿童（重庆）》1940 年第 1 卷第 4 期，

第 13 页。 
4陈纪彝：《谈谈伤兵工作》，《妇女新运》1940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3 页。 
5陈纪彝：《谈谈工厂服务工作》，《妇女新运》1940 年第 2 卷第 9、10 合期，第 3 页。 
6《本会点滴》，《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 119 号，1941 年 9 月 2 日，第四版。 
7陈纪彝：《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妇女新运》1943 年第 7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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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委员会的成员，指出：（一）这一年来你们工作之辛勤艰苦，是我所深知的，是使得我们

愉快的。特在此致深切的慰劳之意。（二）我们的儿童保育，乡村服务，伤兵服务，工厂服

务及生产事业，各项工作都是非常艰苦，意义是非常伟大。（三）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我

们的抗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更重要更艰苦的阶段。尤其是今年的妇女工作，因得友邦的物资援

助不易，更形艰苦。但是我们要咬紧牙关，尽力克服一切困难！（四）我们要在工作上求进

步，首先须注意个人的进步！有了进步的认识，才能推进进步的工作！（五）自抗战以来，

妇女工作展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一页上虽没有记载你们的名衔更重要的却记载着各个从事实

际工作者由血汗换来的成绩。我们要认清自己虽没有赫扬的大名，但负起了实际的重要的职

责，完成了伟大的任务。愿以切实工作，继续相勉。
1
 

1944 年，陈纪彝在《妇女新运》著文指出：“在各个偏僻的角落里，有许多觉醒的妇女

沉默地在耕耘着，未曾开发过的土地——组织教育一般妇女，他们的工作范围也许并不大，

他们的贡献也许不能加人们所希望的那么辉煌，但是，他们正在尽力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她指出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除了参加重庆各妇女团体的联合举动以外，能依据所属

机关的性质，本身的需要，与可能得到的便利而举办事业。”
2
抗战结束后，她继续从事儿童

保育、母婴保健等工作。
3
 

1938 年 7 月起兼任保育组组长，至 1940 年 10 月辞职去儿童保育组组长职务。
4
1941

年 8 月 28 日，陈纪彝与参政员张维桢一同随中国访缅团团员由重庆飞昆明转仰光。
5
留美的

基督徒们更因其奉献和务实精神被宋美龄延揽加入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俞庆棠等妇女名

流、专家学者加入战时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从事战时妇女工作。 

三、王世静（1899-1983） 

王世静（Wang Shih-ching，also known as Miss. Lucy C. Wang，Dr. Lucy C. Wang 1899-

1983）
6
，福建闽县人。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状元。王世静于 1899 年 1 月 29 日出生在中

国福州，早年在武昌和北京的传教士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他于 1913 年进入位于福州的华南

学院预科学校（Hwa Nan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1917 年毕业后，她开始了两年的大

学工作，之后她去了美国，1919 年进入了爱荷华州苏城的晨兴学院（Morningside College 

Sioux City, Iowa, United States）。1921 年毕业后，王世静获得了巴伯奖学金（Barbour），并

于 1923 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化学硕士学位（University of Michigan , Master of Arts Ann Arbor, 

Michigan）。 

1923 年回国后，受聘于厦门大学。1924 年，王世静响应母校的召唤，放弃厦门大学的

优厚待遇，回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任化学系主任。1928 年她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候选

人的身份，再次赴美国留学。经过一年对教育和行政问题的深入研究后，她 1930 年 1 月 18

日正式就任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7
曾多次赴东南亚和美国筹集教育经费。1947 年被美国

波士顿大学授予教育学荣誉博士。建国后，历任福州大学校委会副主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

 
1陈纪彝：《新年语同仁》，《妇女新运》1942 年第 4 卷第 1 期，第 43 页。 
2陈纪彝：《努力耕耘》，《妇女新运》1944 年第 7 期，第 3 页。 
3陈纪彝：《南京母婴保健委员会工作概况》，《妇女新运》1948 年第 4 期，第 13-16 页。 
4《妇女指导会局部改组》，《中央日报》1940 年 10 月 7 日第三版。 
5《本会点滴》，《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 119 号，1941 年 9 月 2 日第四版。 
6关于王世静的出生年月，有几种说法，有认为出生于 1897 年，见吴梓明编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

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 05 月第 1 版，第 205 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

版社，1991 年出版，第 46 页；朱峰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 09 月第 1 版，第 90 页。有认为出生于 1899 年，参见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Shanghai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p251.本文取 1899 年说。 
7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Shanghai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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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长。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王世静回忆说：“出生在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凡事男性优先的时代，‘女生能做什么’，

‘女孩子算什么’等等这类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少年时期的生活告诉我：一个中国的女孩

子根本没有愉快生活的可能。小时候，我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当我年纪稍大时，

我就想尽力去做一些那时人们认为女孩子不可以做的事。”
1
 

1937 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由省起程，前赴南洋各埠考察教育，并

探访华南校友。首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当地侨界在远东俱乐部召开欢迎大会，被邀与宴者

皆中外政学界之闻人，人数都九十人以上。席间王世静演讲我国近年来各项事业的进步，及

女界参加救国运动的新精神，最后详述华南学校对于女子教育的贡献。“其英语之流利，与

态度之诚恳，极为听众所称誉”。该埠菲律宾大学及美国密歇根同学会亦先后设宴款待。王

世静还前往新加坡及爪哇各埠探访。
2
 

1938 年 5 月，王世静参加由宋美龄发起的妇女界庐山谈话会，在会上做了《福建省妇

女工作报告》，她介绍了成立于 1935 年 1 月的福建妇女提倡国货委员会，成立于 1936 年 4

月的福建妇女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成立于 1937 年 8 月的福建省会妇女抗敌后援队和成立于

1938 年 4 月的福建省会战地妇女宣传队的组织、工作情形，也介绍了 1938 年 1 月设立的

民训干部训练总队调训情形，福建女学生参加民训和救护工作的成绩。
3
 

 
资料来源：《校长王世静先生、本刊顾问陈佩兰先生：照片二幅》，《南风(福州)》1934 年

第 8 期，第 1 页。《最近来津之华南女子大学校校长王世静女士：照片》，《北洋画报》1932

年第 18 卷第 861 期，第 1 页。 

 

1941 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开学典礼上，王世静发表演讲，她提倡“受当施”的精神，“我

们最大的目的，要能够实现校训，服务我们的社会国家，尤其是对于女同胞有不能避免的责

任。”
4
她告诫学生：第一，要明白集体才可以谋生存，一切自私自利，只谋自身利益，而不

顾其他的行为，决不宜于集体生活。第二，要克制艰苦的精神，不畏难也不苟安，才可以改

 
1 王世静：“My call”, th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36 October, P5. 
2妨讼鹤：《各校消息：（福州）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博士……》，《学校新闻》1937 年第 55

期，第 2 页。 
3王世静：《工作报吿：福建省妇女工作报告》，《妇女谈话会工作报告》1939 年，第 47-50 页。 
4王世静：《本院三十年度开学式训词：各位同学，今天是本学院和附中举行开学典礼……》，《华南学院校

刊》194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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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环境，完成创造的目的。第三，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受了教育，在现代所负的责任。“我们现

代妇女教育，得了平等机会，各方面都需要着妇女人才出来为国家为民族谋发展，我们不要

怕妇女没有职业，没有出路，我们只怕自己无才干，不怕社会不欢迎，只怕自己没有实在的

贡献，不怕人家不用我们。”她希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若是我们学生能够体现，德、

智、体三育，贯以正心诚意，那自然事事以团体为重，不会生出私心，事事会吃苦，不会苟

安偷懒。”
1
 

王世静强调妇女在中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41 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创办院刊，王世

静在《华南学院校刊》发刊词中指出：“抗建以来，妇女界之地位与责任，益臻隆重，本学院

所负女子高等教育之使命，更非筹谋所可比伦，故于政教合一之中，尤宜为妇女界谋将来之

发展。本校刊愿以喉舌自任，期能共勉，此其二。”
2
1947 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授予王世静人

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3
 

除王世静、王世秀外，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前任校长程吕底亚和卢爱德也毕业于晨边学

院（Morningside College）。王世静曾在文章纪念程吕底亚校长，她写道：“程前校长是我的

恩师，我的慈母，也可以说引我到新生之路的惟一领导者。我忘记她是美国的女子，因为最

同情于我国女子，首先发见我国女子，有绝大的能力，如果施以教育，不让于任何男子，更

比任何女子没有自愧色的，就是她！我自认有许多弱点，不敢担当事业，但是见了她，受着

相当教育和鼓励，立刻增加勇气，并觉悟到惟中国人才能救中国人，要完成中国女子教育，

只有靠着中国女子已受教育的许多人。程前校长是替我们做个开路先锋，我们要大踏步的跟

着先锋前进，不可丝毫退后。我所以敢于接受本学院艰巨的责任，就为这个动机，她是永远

刻着我的印象中第一点。当人往往见所能见的事，不能在数十年以前，见所未见，而且平日

景仰程前校长之人士，暨吾校友诸君，惠然解囊，共襄盛举，不特足慰程前校长在天之灵，

抑莘莘学子，因受赐而蔚为人类之光者，更未可量矣。”
4
 

四、王世秀 

王世秀（王世静的姐姐）到美国晨边学院（Morningside College Sioux City, Iowa, United 

States）求学，得硕士学位，返国后嫁给陈芝美，担任福州鹤龄英华书院院长。其夫陈芝美

是福建美以美会的牧师，曾任福州鹤龄英华书院院长，华南女院的校董事会主席，闽中基督

教教育协会主席。王世秀、王世静是前清工部尚书王庆云的后人，受过教会教育，信仰基督

教甚笃。王世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王世秀曾担任中华基督

教卫理公会妇女部会长。 

1938 年 5 月，王世秀参加由宋美龄召集的妇女界庐山谈话会，王世秀演讲《福建省战

时儿童保育会筹备经过报告》，她指出：“儿童保育，在今日的重要，已为一般人士所认识。

尤其战时儿童，或是受伤，或是亲属罹难，无家可归，或是受战时影响，而失学流荡，都应

该替他们切实打算，想出一种安全保育方法。”对于福建省儿童保育工作的重要性，她指出：

“福建目前虽非直接战区，然在国防的前线，随时随地都可受敌人的威胁”。她介绍福建儿童

保育分会的状况，指出福建省由抗敌后援会陆续集合约五十余人，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

福建分会，发起人中有政府当局太太，有福建省会各校女校长，各机关女职员，和在社会上

有相当学识地位的男女人士。福分分会设立的目的在于“抗战期中，对于福建儿童，力谋有

效的方法，保卫其生命安全，促进其心身发展，加强其民族的意识，以达战时儿童保育之目

 
1王世静：《本院三十年度开学式训词》，《华南学院校刊》194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2王世静：《弁言：本校刊何为而作也，溯自七七抗战……》，《华南学院校刊》1941 年第 1 期，第 1 页。 
3《文化简讯：三、国内外学者动静：王世静女士护人文学博士》，《图书展望》1947 年复刊第 4 期，第 35

页。 
4王世静：《永远刻着我的印象中》，《华南学院校刊》1941 年第 6-7 期，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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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藉获充实抗战建国的力量。”
1
 

五、吴贻芳（1893-1985）Wu Yi-fang 

吴贻芳（1893-1985），浙江杭州人。1924 年，吴贻芳获美国教会留美奖学金，入密歇

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研究院专攻生物学。
2
吴贻芳是金陵女子大学“头班毕业生，曾

任北平高师英文部主任，在美留学六年，专攻生物学，获有博士学位，学贯中西，为人干练。”
3
1928 年 11 月 3 日，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行就职典礼，由该校董事会会长牛徐蘅主持，

德本康夫人及吴贻芳均有极长之演辞，报告该校之经过情形及将来之希望。宋美龄、俞庆棠

等人“皆有名论发挥”。
4
1929 至 1933 年，吴贻芳三度出席太平洋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0

年，金陵女大改称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吴贻芳担任院长。1933

年夏，附属中学奉准立案，同年建大厦两座，一为办公室与图书馆，一为礼堂与音乐厅，其

后校友捐建附属中学宿舍一座，疗养院一所。 

 
《民国名人图鉴》中的吴贻芳照片 

吴贻芳还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出席了芝加哥国际妇女大会中国代表。1934

年 3 月 5 日，吴贻芳演讲游美之观感，她说：“此次赴美参加两种会议，一为国际妇女讨论

会，一为太平洋学会。会议之余，履行美国各地，凡历五十余城，演讲两百余次，乘间观察

美国最近国情”，她认为“美国之经济状况，在表面上似无显著之衰落现象，但吾人如一察其

内情，则感觉，其国人民已于日常生活上，日趋撙节，不敢如以前之任意浪费，商店倒闭，

亦时有所闻，失业者上千余万人，每敏露宿公园，状至可悯。”至于繁荣工商之运动，“虽不

乏持怀疑态度，但均能压制个人主观之意见，顾全大局，一致拥护，至蓝尘运动是否能挽救

美国今日之经济危机，尚为一大问题。”
5
 

对于美国教育现状之观察，她表示：“据华盛顿某报刊布之教育报告，全美国教育费预

算已减少百分之二十，教员薪水亦减少百分之四十，概亦受经济恐慌之影响而致此。但美国

今年因人口增加，学生激增，一校校舍，每作两校之用，分上下午上课。大学学生照例应寄

 
1王世秀：《工作报吿：福建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经过报告》，《妇女谈话会工作报告》1939 年，第 30-31

页。 
2赵志邦：《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病逝》，《传记文学》1985 年第 47 卷第 6 期（总 283 期），第 65

页。 
3《金女大新校长吴贻芳女士就职》，《申报》1928 年 11 月 5 日。 
4《金女大新校长吴贻芳女士就职》，《申报》1928 年 11 月 5 日。 
5《对美国现状之观感，吴贻芳在市府演讲》，《中央日报》1934 年 3 月 6 日第 3 版第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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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校内，现因经济恐慌，为节省学生之住宿费起见，学校当局特分遣教授至各地授课，并准

学生寄宿校外，与家属同居。又新设有所谓闲暇学校者，以便一般业余及失业者，利用间暇

时间，入校读书。最令人注意者，即今日美国一般教育专家为谋根本挽救目前之经济恐慌起

见，竞相研究教育制度之改革，而探究教育之最终目的与意义。哥伦比亚某教授，曾于本人

谈及，以为个人之教育，同时应顾及个人与社会之关系，期能适应社会之需要，并能领导社

会而使之知所取途。”
1
 

1935 年史良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担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

员会主席。
2
1935 年 6 月 25 日，吴贻芳应中央广播电台之请，演讲《中国今日之女子教育》，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学贯中西，对于女子教育，尤有深切之研究，“以其平日之

学识与经验，必能有切中时要之发挥也。”
3
1935 年 11 月 2 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二十

周年纪念日，在该校礼堂举行纪念典礼，到该校教职员学生来宾共约五百余人，由校长吴贻

芳主持并作简单报告后，请立法院孙科等人演讲。
4
1936 年 5 日，吴贻芳赴英国伦教出席世

界基督教会会议，并考察西欧各国大学教育，9 月中旬由欧至美，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

年纪念盛会，会后与该校创办人接洽并参观各大学，11 月 3 日返国到沪。
5
 

1936 年 11 月 7 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举行 21 周年成立纪念会，同时举行疗养院落成

典礼，计到中外男女来宾及该校全体同学共数百人。吴贻芳报告该校简史以及严幼韵姊妹捐

建疗养院经过，由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黄建中相继演讲，继由捐款人

代表严幼韵致谢，报告其父提倡女子教育及提倡医学大略外，并将疗养院院门钥匙与贻芳收

受。
6
 

《中央日报》称吴贻芳“为国内女子教育界有数之人物，其言论事业，素有社会人士所

钦仰”，1936 年赴欧，为其第三次出国，“在英逗留约二月，对于英国教育及人民之特点，约

有数端感触。”1936 年 11 月 30 日，金陵大学请吴贻芳讲演《欧游观感》，演讲中称，英国

教育不受政府统制，思想保守，言论绝对自由，崇拜领袖为德人之特性，各校行次我国殿居

其末，统一组织国之复兴可待。“英国教育不受中央政府统治，此盖其历史之背景使然。往

昔英国教育多由私人及慈善教会所创办，迨后政府始稍过问，然此风尚仍能推进，故各校教

材制度，迥然不同。政府仅为间接之指导，人民除义务教育外，苟欲再升高等学校，在彼邦

人士，感觉必须相当之代价，故在校费用甚高，学校经费由学生所缴学杂费，即足维持，设

有家境清寒而学业操行确实优良可造者，则有葛总公司奖学金额，可供致送。”
7
 

吴贻芳演讲指出：“英人极端保守，确系事实，但人民言论，却绝对自由，伦敦市公园

中有特建之小型露天讲台，无论国民有何言论，皆得在此公园内公开演讲，甚至批评政府，

有诋政党，或谩骂警察，而警察尤在旁维持秩序，绝不稍加干涉，其自由有若此者。”她指

出：“英国人民对中国极有同情与期望，希望中国能团结合作，在两广问题未解决前，国人

在欧者，不敢仰而观人，总之，吾人希望第一应全国统一，组织健全，使各国不以为中国是

散沙，在全国领袖领导下，忠诚服务为学，有话尽可公开说，不必背后讲，则国之复兴，可

 
1《对美国现状之观感（续），吴贻芳在市府演讲》，《中央日报》1934 年 3 月 7 日第 3 版第 2 张。 
2赵志邦：《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病逝》，《传记文学》1985 年第 47 卷第 6 期（总 283 期），第 65-66

页。 
3《吴贻芳今日广播演讲<中国今日之女子教育>》，《中央日报》1935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第 2 张。 
4《金女大昨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校长吴贻芳主席报告，孙院长等相继致训词》，《中央日报》1935 年 11

月 3 日第 4 版。 
5《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已回国，疗养院定期行落成礼》，《中央日报》1936 年 11 月 4 日第 4 版第 2 张。 
6《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疗养院昨行落成礼，吴贻芳报告沈黄等致词，严幼韵代表四姐妹授钥》，《中央日

报》1936 年 11 月 8 日第 4 版第 2 张。 
7《吴贻芳昨在金大讲“欧游观感”，吴实长、高济宇分在两大学演讲》，《中央日报》1936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第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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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也。”
1
吴贻芳于 1936 年 12 月 8 日在南京女子学术研究会演讲《欧美归后之感想》。

2
吴

贻芳支持妇女新运工作，1937 年，吴贻芳为《首都妇女新运年刊》题词，“继往开来”。
3
1937

年 4 月 7 日，吴贻芳在南京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发表演讲，介绍几位欧美妇女运动的领袖，

分别为提倡女子高等教育的鼻祖赖英马利，近代护士学的创设者南丁格兰，以及美国女权运

动领袖安勝乃女士。
4
 

1937 年 7 月抗战军兴，吴贻芳受蒋介石邀请，参加庐山谈话会，与她一起参加庐山谈

话会的还有中央大学教授高君珊、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张肖梅等人。
5
1938 年 3 月，吴

贻芳受国民政府交通部成都广播电台的函约向听众演讲《在京四个月空袭的经验》，她指出

日军进行空袭的目的有两个，一为造成恐慌，一为毁坏军事设备，交通线，公用事业等。对

此，吴贻芳提出积极的防空，事关军事的设备和行动，应由政府负责；人民应当尽力赞助，

如拥护，如捐款购机与购高射炮等，使敌机不敢飞近或低飞；在招考飞行人员时，凡体格年

龄资历等相符的，可报告应考，造成空军人员。她认为消极的防空可分为：对空袭的认识并

加强抗战的决心；维持秩序；设置避难所；进行消防；进行救护。吴贻芳特别提到：“敌机的

空袭，往往以恐吓为目的，他是要我们惊惶逃避，不敢再提抗战。所以我产不要堕在他的奸

计中，要处以镇定，并加强抗战的决心；但是也不要自以为瞻大，或者为好奇心驱使，致作

无谓的牺牲。至于他拿破坏为目的，则我应以保护或避免的方法来对付。”
6
 

1938 年 5 月，吴贻芳参加妇女界庐山谈话会，并讲演《妇女团体联络问题》，她指出：

“讲到团体的联络，须先认识团体发生的原因：团体的产生，第一由于各个人不能单独做事，

须仗团体的力量来推动，如保护本身利益的同业公会等。第二由于增加助人的力量，如红十

字会等。第三由于社会公益事业之发展，有保护其共同利益的更大需要，如妇女参政团体等。”

她认为妇女团体的联络应注意：（一）联络的目的。现在抗战建国的责任，急待妇女共同担

负，但推动起来，又非一人一团体所能做到，所以我国已有的团体，应当联络起来，以求交

换经验，罗致人才，分工合作，达到事半功倍。（二）联络的方法。“当此抗战期间百端待举，

势难另产生新机构，所以最好就原有的组织着手进行，但该组织的性质，须具有以下的条件：

为全国性而无政治背景者；范围广而内容充实者；在国际上已有立场者。（三）妇女大团结

成功的条件，第一，须检讨已往的缺点，力求必讲，第二，合作的成功在于忠诚，谦恕四字，

对事只求事业的成功，不因人扬名，对人应助人的成功不加嫉妒，互助合作贯彻到底。吴贻

芳指出“在这抗战期中，我最深切的感想，就是敌人所用侵略的方法，处处表现为积极惨酷

残忍的现象，这种情形可以断定其命运是不长久的，假使我们相信公道正义将来必有伸张的

机会，我们的民族国家一定可以复兴，但须要除去民族的根本弱点，发挥我国固有的道德，

精诚团结，急公忘私，努力培植建国基础，才能消弭国难，得着更光大的前程。”
7
 

1940 年 3 月 12 日，宋美龄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作为代表慰劳驻蓉部队，吴

贻芳给各位官兵发给慰劳袋一只，慰劳金一元，并献“我武维扬”大旗一面。
8
抗战期间，吴贻

 
1《吴贻芳昨在金大讲“欧游观感”，吴实长、高济宇分在两大学演讲》，《中央日报》1936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第 2 张。 
2《吴贻芳谢文秋，昨作学术演讲，在女子学术研究会》，《中央日报》1936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第 2 张。 
3吴贻芳：《继往开来：题词》，《首都妇女新运年刊》1937 年第 1 期，第 21 页。 
4《吴贻芳介绍几位欧美妇女运动的领袖：廿六年四月七日在首都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讲演会讲》，《妇女

新生活月刊》1937 年第 6 期，第 16-18 页。 
51937 年 7 月 7 日起，蒋介石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共 333 人参与庐山谈话会，既有大学校长及独立学院院

长，也有大学教授及研究机关人员，以及外交、经济、政治、教育、财政等其它各界人士参加。参见《国

防（一）》，《庐山谈话会邀请参加人员名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入藏号：

002000001360A，典藏号：002-080114-00007-002。 
6吴贻芳《附录：在京四个月空袭的经验》，《四川教育》1938 年第 13 期，第 91-93 页。 
7吴贻芳：《讲演：妇女团体联络问题》，妇女谈话会编：《妇女谈话会工作报告》，1939 年，第 20-21 页。 
8《蒋夫人慰劳驻蓉部队》，《中央日报》1940 年 3 月 1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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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连任第一、二、三、四届女参政员，并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6

年冬，吴贻芳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 年，任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会长、世界妇女界中国

协会会长、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职。
1
1939 年，吴贻芳在新运五周年之际发表广播演讲，《新

运与国民性》，她指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夫兴衰存亡，是与其国民性有着密切的关

系，因为国家是由国民组合而成，故国家之一切，是建筑在国民的基础上。”“处在任何时代

的任何国家必须全国国民具有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则下能生存的条件，才能继续存立而

发展，遇着他国的压迫与侵略才能奋斗而胜利。”
2
 

1941 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当选为二届二次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她赴

渝参加参政会。记者询以对于国事的观感，吴贻芳提出重庆社会中有两种坏现象：一为少数

人生活太奢侈，不知节约；餐馆门庭若市，有一餐花五六百金者。重庆社会另一坏现象为一

般公务人员缺乏工作热力，视何处薪水高津贴多即趋何处，心猿意马，不以工作为重。
3
1941

年，吴贻芳著文认为中国国民性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第二，

要祛除敷衍的积习；第三，要树立科学化的精神，所谓科学化的精神，是要绝对的精密、准

确和切实；第四，要提倡公德。
4
1942 年，吴贻芳指出这次国民参政大会直接向邮政局请求

取消“拒用已婚女职员”条例，也由邮政局的承诺取消。吴贻芳指出妇女努力的方向，应该集

中力量团结一致，工作才能发生效力。
5
 

1942 年 11 月 3 日，吴贻芳应国际妇女会之请，演讲《对参政会观感》，参加听讲者约

60 余人，她首先介绍国民参政会之性质及组织沿革，并对该会任务、代表成份略加分析，

并述及她个人对于参加历届参政会之观感。她认为国民参政会，已能逐渐实行其代表国民意

见，传达政府政策之民主机构，并已能切实代表全国民众督促政府推行各种战时工作。“在

本届参政会议，最使人注意者，不仅为关于经济方面之报告，及各代表所提关于如何增加战

时生产，节制消费各案，并对我贤明领袖蒋委员长之昭示，关于推行战时生活，加强普遍动

员，而手订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尤使人兴奋。”
6
 

1942 年，吴贻芳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返成都，向记者介绍参加国民参政会的观感：“值

此交通困难之际，出席本届参政会之参政员人数为一六四人，达总百分之九十，其中新疆省，

亦派代表参加，确使吾人感到欣喜。本届会程中，除原提议之二百四十八件提案外，尚有六

项临时动议，故提案总数，达二百五十件以上。本届参政会精神方面，备极严肃诚恳，各部

会长官之工作报告，以及各参政员之咨询，双方态度坦白，确达到开诚布公之境地：咨询之

问题甚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者，计九十二起，其中二十七起为询问物价问题，其次为内政

问题，及教育文化方面之问题，各参政员皆能本其个人所见到之事实，或本人所属部门内之

事务，及一切确属真实之大众意见，对其需要增减，调整，改善之处，尽量发表意见，以求

完善尽美。综观上述情形，皆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之现象，各参政员，在大会中确将人民之

意见，完全转达于政府，而政府亦能将国内之一切生产设施情形告知国民，国民参政会能于

百般困难中，获得如此美满之结果，诚为国运隆昌之征兆。”
7
 

1943 年 5 月，吴贻芳赴美国研究战后建设问题。
8
1944 年 2 月 18 日，吴贻芳自美返抵

 
1赵志邦：《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病逝》，《传记文学》1985 年第 47 卷第 6 期，第 66 页。 
2吴贻芳：《新运与国民性：新运五周年广播演讲词》，《妇女新运》1939 年第 2 期，第 12-13 页。 
3《新闻背后的新闻：参政会别纪：四，访吴贻芳女士》，《中央周刊》1941 年第 4 卷第 16 期，第 14 页。 
4吴贻芳：《生活指导：中国国民性应有的改进》，《读书通讯》1941 年第 22 期，第 8 页。 
5吴贻芳：《妇女今后之努力》，《湖南妇女》1942 年第 5 卷第 2-3 期，第 16-17 页。 
6《吴贻芳博士，对参政会观感，昨在女青年会演讲》，《中央日报》1942 年 11 月 4 日第 5 版。 
7《吴贻芳博士谈参政会观感：政府与国民皆能开诚布公，提案总数达二百五十余件》，《燕京新闻》1942

年第 9 卷第 8 期，第 1 页。 
8《吴贻芳等已抵华府》，《中央日报》1943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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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1
1944 年 2 月 22 日，吴贻芳自美返抵重庆。

2
1944 年 2 月 28 日，吴贻芳在新运妇女

指导委员会演讲《美国观感》，指出：第一，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增加，“他们从前总是认为

中国是没有用处的国家。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人都是些谋杀的，做坏事的，碰见几个留学生

还不错，便以为是受了美国教育的缘故。”“这次到美国去，却感到他们的态度不同了，无论

到那里，美国人都称道中国抗战的伟大，从七七全面抗战起，所有各种战绩，他们都很知道。

并常常提到他们和中国是同盟国。所以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好感是没有问题了。”第二，美

国热心研究中国情况。“因为美国人对中国有一中同情与好感，他们都在很热心的研究中国

情形，有许多大学都添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课程，中学里面也添了研究中国的历史，而各种社

会团体也都在谈论与研讨中国的情形。”第三，我们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我们是首倡抗战的

国家，经过四年半的独立抵抗，盟国才参加的。”（四）英美实在要和我们合作。“根据事实，

英美是要和中国合作来向日本报复的。”吴贻芳指出其在美国九个月得到的结论：第一，美

国孤立派的势力消失了。第二，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世界好像是缩小了。第

三，过去的文化必须谨慎的保存，凡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想继续存在，不能把以往的完全丢

开。必须要根据传统的文化，社会组织，以及现在的状况来研究，决不是以一个人的意思为

意思。
3
 

1944 年，吴贻芳在联合礼拜演讲，讲述战时美国教会服务情形，称若干教民牧师或执

枪苦战于火线，或服务于后方社会各种工作，毫不后人。其中光荣战死于火线上之牧师，已

有四人。“美国教会于美国参战后，已以全力为国家作战而服务。其中有若干牧师，其应征

出发之教民同赴前线，即在最接近前方之火线上亦有牧师之踪迹。”吴贻芳代表中国基督教

会参加世界基督教大会，会中最主要的目的为提供如何建立未来永久和平之基本原则。吴贻

芳表示：“前余曾征求我国基督教会方面之团体方案，现已送交伦敦。大抵国际基督教内人

士以及今日之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皆有一共同之认识，即在未来世界和平的建设中，

必需根据宇宙之道德律，共同在上帝之旨意下建立国际关系。在此前提下，教会对未来和平

建立之责任甚为重大。”
4
 

1945 年 3 月 29 日，吴贻芳赴渝，准备前往美国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5
4 月 5 日

吴贻芳离渝飞美。
6
4 月 26 日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在美期间，吴贻芳于 1945

年 5 月 10 日在美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之圣约翰长老会教堂向美国妇女约一百人发表演说

称：“西方之政治家费长久之时间，方学得中国哲学家于数世纪前早已明了者，此即‘天下一

家’之学理。”吴贻芳于出席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教育妇女协会之特别会议中宣称：“中国人士

以逻辑及智慧之推理方法，努力从事于此一目标，但世界各欧政治家在二十五年之时期，经

两次世界大战，牺牲无数之生命，始由实际经验而明确此‘天下一家’之信念。”
7
1945 年 5 月

27 日，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由密斯尔学院在其第八十

八届毕业典礼中，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8
1945 年 5 月 29 日，吴贻芳在旧金山“美国之声”

 
1《吴贻芳自美返抵昆明》，《中央日报》1944 年 2 月 22 日第 3 版。 
2《吴贻芳谈访美观感》，《中央日报》1944 年 2 月 24 日第 3 版。 
3《美国观感吴贻芳博士在妇女指导委员会讲》，《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通讯》1944 年复刊第 21-22 期，第

16-21 页。 
4《战时美国敎会服务精神堪钦佩：吴贻芳在联合礼拜讲演》，《燕京新闻》1944 年第 10 卷第 20 期，第 1

页。 
5《吴贻芳即来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央日报》1945 年 3 月 28 日第 2 版；《吴贻芳李璜昨自蓉乘

机来渝》，《中央日报》1945 年 3 月 30 日第 2 版。 
6《吴贻芳等今晨飞美》，《中央日报》1945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7《美报载吴贻芳演说，世界各政治家经二十五年经验，已了解中国天下一家之信念》，《中央日报》1945

年 5 月 14 日第 3 版。 
8《国内教育消息：吴贻芳荣誉：美密尔斯学院授予学位》，《四川教育通讯》1945 年第 3 期，第 11 页；

《吴贻芳在美获荣誉学位》，《中央日报》1945 年 5 月 2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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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向国内广播，题目为《中国代表述评》。
1
 

1945 年 6 月 11 日，联合国国际机构会议第二大组委员会举行首次公开会议，吴贻芳率

领中国代表参加，英、苏、巴西、中国、澳洲、法等各秘书代表俱发表演说，支持吴贻芳所

提交之报告。第二大组委员会通过建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宪章条款，以为未来之世界组构

之一部分。吴博士称赞委员会之工作，为国际合作之模范，如所有之代表均坚持其主张，则

永不能有一完全之宪章。中国代表不仅感觉旧金山会议中将产生良好之宪章，且该宪章各国

人民及政府之意志力及决心始能实行。
2
 

 

插图：1945 年 6 月 26 日吴贻芳代表中国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 

 

1945 年 6 月 12 日，吴贻芳在旧金山商业与职业

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说，“中国妇女现准备在公共社团中

担负渠等之责任”，她呼吁所有妇女应更明白其自身之

责任，对其所获得之权利也应更能尊重。
3
1945 年 6

月，英国政府曾邀请中国代表团中宋子文、王宠惠、

陈绍宽、吴贻芳在旧金山会议结束后访问英国。
4
1946

年 5 月 21 日，南京中外人士组织之金陵座谈会，举

行首次座谈会，讨论问题为“世界和平与中国和平”。吴贻芳被邀演讲出席旧金山会议之感想

及对于世界和平之看法，她认为各国对于世界问题，多自本国之观点解释，为不易合作之主

因。她对于联合国文教合作，寄以甚大希望，并讲各国应极交换正确之消息，以增加彼此之

了解。
5
1946 年 7 月 23 日，美驻华特使马歇尔接见吴贻芳，并听取吴贻芳对和平之意见。

6
1946 年 12 月 2 日，吴贻芳参加上海召开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7
 

1947 年 3 月 8 日，《中央日报》称吴贻芳：“二十年来办理金女大的成绩，她在参政会

主席间上表现的称职，她代表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光荣，以至她沉静的风采，她智慧的眼

光，都足使妇女界增加坚强的自信，女子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吴贻芳毕业后一直为金

女大服务，“她说实事求是，负责任便是金女大的精神为精神孕育她的今日的成就”。吴贻芳

的生活很简单，“她和教职员吃一样的膳食，住一样的房屋，因为她认为不应该有例外，离

开学校生活，她的社交应酬是参加各种学术的集会和宴遊。”“她常常去上海，出席各种基督

教会议，但是往往忙得连一场电影都看不上，又回到南京来了，她的宗教生活，除了例行的

礼拜祷告外，她倾诚阅读宗教书籍，认为这样对修养都有益处。”
8
 

1947 年 5 月 29 日，吴贻芳应中央大学之邀，为解决学潮问题，对全体学生演讲，到会

听讲学生四千余人。吴贻芳发表谈话称，“此次学潮发生之原因，容有不同，但基本症结所

在，乃教育经费不足，然而，此或基于全国经济匮乏，要求增加教育经费，非一蹴可成之事。

因此，青年亦须当自珍惜，以报国家。诸君宜把握今天，充实学业，光阴一去不复返，望诸

 
1《吴贻芳对国内广播》，《电影与播音》1945 年第 4 卷第 4 期，第 22 页。 
2《旧金山会议席上，吴贻芳才华毕露，美巴女代表均博好誉》，《中央日报》1945 年 6 月 13 日第 3 版。 
3《吴贻芳演说，呼唤妇女担负责任》，《中央日报》1945 年 6 月 14 日第 3 版。 
4《英邀宋子文等访英，陈绍宽吴贻芳正作英行之计》，《中央日报》1945 年 6 月 23 日第 2 版。 
5《金陵座谈会首次讨论，世界和平与中国和平，吴贻芳博士谈国际观感》，《中央日报》1946 年 5 月 22

日第 4 版。 
6《三人会恢复有待，周恩来滞留沪上迟迟其来，马歇尔接见吴贻芳》，《中央日报》1946 年 7 月 24 日第 2

版。 
7《吴贻芳赴沪》，《中央日报》1946 年 12 月 3 日第 4 版。 
8《吴贻芳女士》，《中央日报》1947 年 3 月 8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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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珍重。”
1
吴贻芳与蒋介石关系亦较密切，1947 年 9 月 12 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接见金

陵大学女校长吴贻芳。
2
1948 年，吴贻芳应邀以咨议资格赴荷兰出席“世界基督教会协会第一

届大会”及“国际宣教事业协会委员会”会议，1948 年 9 月 24 日接见记者，畅谈是次世界基督

教会协会大会之成就及印象称：“全世界之基督教教育宗派繁多，各自具有神学体系及特殊

崇拜仪式，但以各宗派均崇奉耶稣基督为真主，是次大会中即充分流露，虽分歧而实团结之

精神。”
3
 

吴贻芳与宋美龄都是基督教徒，两人有一些来往。1928 年，吴贻芳就职于金陵女子大

学，宋美龄出席就职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妇女应该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应该尽最

大的努力去服务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妇女解放。
4
宋美龄称赞金陵女子大学“使命重大，设备

完全，声誉隆盛”，1934 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应吴贻芳邀请参加金陵女大毕业典礼。1936 年，

宋氏三姐妹曾为金陵女大附中捐赠宿舍。
5
据 1943 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代会调查报

告，吴贻芳“忠厚温良，沉着高洁，学识优长，英文尤佳，办事有方，富有领导能力，信基督

教，对本党表同情，与孔祥熙颇接近。美国密切根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主任，金陵女子文学院院长，十余年，成绩卓著，上届参

政会被推任主席团主席，以应付裕如为人称道。”
6
 

六、刘王立明（1896-1970）（Liu-Wang Liming，also know as Mrs. Herman C. E. Liu，

Mrs. Liu Chan-en） 

刘王立明（1896-1970），安徽太湖人，原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早年毕业于九江儒励书

院，后留校任教，1916 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回国后在中华妇

女节制会（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任职，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孺教养

院、妇女赠济工业社。她是中国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曾任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国民参政会

中的女参政员、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等职。她的丈夫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刘王立明较

早接触了西方的妇女思想，归国后热心社会事业，在妇女节制运动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刘王

立明在整体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历程中，具有其特殊意义和地位。刘王立明认为中国妇

女运动，“在女子本身方面，得到做人的各种权利；在民族及全人类方面，与男子共同地去

建设一个较理想的社会。”因此，妇女运动对象即女子参政运动、经济独立（包括女子财产

承继权的取得及女子职业门户开放）、女子教育机会的均等、妇女天足运动，不束胸及穿耳

运动，婚姻自由运动，小家庭之建设以及社会改革等运动。
7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运动的目的是在铲除历代男子所施与女子的种种残酷，及男女间

一切不平等的待遇，积极的说，是在‘得到机会的均等，使个个人都站到水平线的上面来。在

这运动中，女子希望男子也能站到比较纯洁的水平线上来，妇女要站到意志阔大自来为男性

所独占的水平线上去。’”对于妇女运动的方式，刘王立明认为“妇女运动既有联合战线的必要，

则我们不能不以‘以先觉觉后觉’的精神去唤起群众的妇女，然而在大规模的运动未开始以前

 
1《慰问中大同学，李璜吴贻芳邵电子演讲，望各位同学即复课》，《中央日报》1947 年 5 月 30 日第 2

版。 
2《领袖照片资料辑集（七）》，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入藏号：002000000009P，典藏号：

002-050101-00009-178。 
3《教协非最高教会惟基督教会有统一趋势，吴贻芳开会归来谈感想》，《中央日报》1948 年 9 月 25 日第 4

版。 
4德本康夫人、蔡路得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第 74 页。 
5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江苏省金女大校友联谊会，1983 年，第 4 页。 
6《吴贻芳》，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文件史料，馆藏号：129000011230A. 
7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1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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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定我们运动的目标。”
1
而妇女运动的目标有三：“保障女子人权”、“实现三民主义”、

“促进世界和平”。“女子解放，并非是为女性独争幸福，实在是为人类共谋福利。”“女子在政

治上，教育上，工业上，无处不可以分担男子的责任。”“不但希望女同胞们快快地准备去享

受这种权利，尤希望男同胞们抛除成见，从此在各种事业上，多多的录用女子，推荐女子，

广阔她们的生路，提高她们的人格，使三民主义得以早早实现。”
2
 

刘王立明认为女子经济独立是妇女达到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径，而要获得经济独立，最要

紧的还是要往职业方面去努力。
3
“妇女运动如果要达到成功，我们始终是脱不了入教育，所

以为将来着想，现在不能不有计划。”
4
刘王立明提出：“今后的教育当局，能够彻底确定女子

教育的方针，将能改善女子的心境，提醒她们的责任心，不再把女子教育来作时局的应付品。”
5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作为国民，应该获得政治的平等，经济的独立以及男女教育机会的平

等。刘王立明认为妇女运动应分消极的妇女运动和积极的妇女运动。消极的妇女运动包括打

破多妻制度、禁止蓄婢、废除妓女等，积极的妇女运动包括准备参政人才、促成经济独立、

保护农工妇女、改进家庭生活、普及女子教育等等方面。
6
在这一主导思想之下，刘王立明主

张女子要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她认为女子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这不仅是受天赋人权的学说的

影响，受革命思潮的鼓荡，然而最要紧的还是由于女子自身的觉悟所致。
7
 

刘王立明认为女子地位下降：“一方面因为生育孩童的缘故，一方面因为经济不能独立

的缘故，于是遂寂无生气，同时男子的教育程度，一天高似一天，所有一切政权，都操之于

男子之手，因则女子就被男子轻视，常在男子压迫势力之下，以度生活，直捷痛快的说：就

是女子变做男子的寄生虫了。”
8
刘王立明有感于中国妇女运动缺乏完整的计划，组织不健全

等现实，
9
她认妇女运动，“狭义的说起来，就是为女子本身谋解放。广义的，就是为家庭，

为社会为全人类谋福利。”
10
 

刘王立明指出：“在政治上重要的一着是要求参政。女子要起来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法

律，要打破专为男子的袭产权，以求女权的法律保障，女子经济的独立，是向职业方向的努

力。”
11
刘王立明认为女子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这不仅是受天赋人权的学说的影响，受革命思

潮的鼓荡，然而最要紧的还是由于女子自身的觉悟所致。
12
 

刘王立明身体力行，在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参政会中的女参政员，曾多次向大会领衔提

案。提案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比如：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提“关于上海沦陷区域工

作案”，一届二次会议提“请肃清乞丐游民增强抗战力量案”，一届三次会议提“请严惩公务人

员领受贷款购物佣钱案”，一届三次会议提“请铲除汉奸文字加强民众对抗战胜利信念案”等。
13
她认为：“抗战建国国策既定长期，须为配合其战时经济之力量，女子之精力应一律集中发

动，加强后方生产，俾能自给。惟欲达到此种目的，政府须补救以前之疏懈，从速组织妇女

 
1刘王立明：《论说：中国妇女运动》，《节制》，1927 年第 6 卷第 6 期，第 2 页。 
2刘王立明：《论说：中国妇女运动》，《节制》，1927 年第 6 卷第 6 期，第 2-4 页。 
3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72 页。 
4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88 页。 
5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85 页。 
6刘王立明：《论说：中国妇女运动》，《节制》，1927 年第 6 卷第 6 期，第 4-7 页。 
7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21-23 页。 
8刘王立明讲，陈湘记：《女子婚后的职业问题》，《教育与职业》，1934 年第 5 期，第 283 页。 
9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4 页。 
10刘王立明：《妇女运动》，《机联会刊》，1933 年第 62 期，第 50 页。 
11李文宜：《忆刘王立明同志》，吴修平：《李文宜纪念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年，第 304 页。 
12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21-23 页。 
13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 年，第 186-1323 页；《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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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事业推动委员会。”
1
“当此抗战时期间，政府为集中妇女之意志，增加后方之生产，应从

速普遍设立托儿所。妇女以往只不能参加各种伟大事业，有儿童问题不能解决，乃其主要原

因之一”。
2
 

在妇女参政方面，她有也突出的作为。刘王立明回忆她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经历，1938 年

6 月间，“一天，家役忽递给我一封无地址的信，我惊讶地把它拆开，原来是迁汉后的国民政

府送来的一个通知，大意谓政府在抗战期间为求集思广益，应付国难，特组织国民参政会，

并聘我为第一届参政员。”刘王立明说：“我对于政治，却的确是向来发生极大的兴趣，如今

加上这家仇国恨，承政府的盛意，我当然只有接受它的委聘，于是我把孩子们安顿好了以后，

带着一颗沉痛的心，却又抱着无限的希望，便乘轮至香港转飞汉口。”于是她接受了国民参

政的聘请，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王立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后共三届，第一、二

届参政会，是由国民政府聘请的，第三届是由安徽省选举的。参政员在参政会里的任务有三：

（一）听取政府各院、部、会、署的报告；（二）对于长官的报告，或政府设施有疑问时，

得以口头或书面提出讯问；（三）对于外交、内政、财政、经济等各大行政方针，可以提案

方式，向政府建议改进或创办。在这三种任务中参政员比较关切的是第三种任务，“因为这

是他们自己的心血，自己的信仰，有时得不到会场中的了解与同情时，这要大宣舌战，就是

失败了，兴致至终不减的”。
3
 

刘王立明回忆说，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六年的时间内，她一共提了十几个提案。“局

部或有关妇孺幸福的比较容易通过，但一论到外交、党政、军事等大问题时，则不但要被人

怀疑，反驳，保留在审查委员会里，就是连署名，先还得碰几个大钉子（参政会每个提案，

除原提人外须有二十人署名方得提出）”。刘王立明所提提案中，有三个提案遇到了困难。

第一个困难提案是 1939 年春季提的“请政府采取主动外交，速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案”。刘

王立明回忆说她认为“中国外交路线尚未显然决定，我感觉到我国如欲战败日本，因地域及

国情的关系，我们必须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但是这个提案引起很大争议，刘王立明担心

“会场中发生争执，反有害邦交，违反我提案原意，后只好把这文件，附了个便条，送请主席

参考”，最后这个提案有头无尾，无果而终。
4
 

刘王立明在国民参政会上提的第二个碰钉子的提案，是有关公务员领受便钱，尤其是向

国外购买军火或铁路用品。“我们女参政员大多爱顾全情面，有位连署这案的女同事她怕得

罪私，署名后又要把名字涂去”，最后这个提案以“秘件”案件提出。
5
 

第三个提案是“彻底巩固国内和平奠定世界大同基础案”，提案的大意是世界和平不可分

划，为保护自己及对人类尽应尽的义务，我们必须团结。刘王立明拟具了六条团结的办法，

比如（三）所有军队改称国防军，所有服役军人，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一律脱离党籍；（四）

国内一切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停止军事冲突及其准备，以促进互尊互信；“（六）国内各

特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留一部份在沦陷区域内，对付敌人及汉奸者外，余应一律从速取

消裁撤，以安人心。”这个提案是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提出来的，“内含有党派意味”，只有二

十人连署。这个提案在审查委员会中掀起了强烈的舌战；后经“你修我改，把它改得与原案

大不相符”，刘王立明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援例把它自动撤销”。但是不久之后，香港有个

日报把提案内容刊登出来，“上海亲友们也写信讯问，闹得满城风雨”。此外，刘王立明还提

出关于“请政府征用知识青年，动员人力，加强抗战力量案”，这个提案因为担心与兵役法发

生抵触，大会曾把它保留，在后一次参政会举行会议时，刘王立明再次以“留级生”资格再事

 
1《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纪录》，1940 年，第 110 页。 
2《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纪录》，1939 年，第 112 页。 
3刘王立明：《六年参政员回忆》，《新妇女月刊》1947 年第 12 期，第 11-14 页。 
4刘王立明：《六年参政员回忆》，《新妇女月刊》1947 年第 12 期，第 11-14 页。 
5刘王立明：《六年参政员回忆》，《新妇女月刊》1947 年第 12 期，第 1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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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提案讨论结果“送请政府参考”。
1
 

1943 年秋天召开的一次国民参政会，蒋介石讲话指出政府为要达到抗战建国大业，已

组织了经济建设期成会和宪政实施促进会。她希望听取各位参政会的意见，刘王立明第二个

发言指出：“我感觉到如果政府希望达到它的期望，尚有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个先决条件，

就是要给人民自由。今天，据我所接触的民众，他们大部份对于政府抱着疑惧的心理，如果

要把他们的疑惧变成拥护，就得给他们自由，尤其是思想言论上的自由”。1944 年 9 月，刘

王立明针对豫湘桂战事的失败，提出在军事方面做了三个“建议性”询问：“如今军事的失败，

除了装备，给养等不如敌人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这原因是属于心理的，中国人说‘哀莫大

于心死’，恐怕我们的心是已经死了！今天如果要挽回危局，我们必须从心理方面去探讨，第

一我们不要轻敌；第二我们不要太依赖盟邦；第三，我们不要‘惧内’（党派间不要彼此疑虑，

而消磨力量。）”在讨论政府施政方针时，刘王立明提出要增加“培养民主精神”，引起一些争

议。到第四届参政会时，刘王立明没有再当选为参政员。
2
 

刘王立明对于政治重要性，她谈到：“不要以为政治对我们没有关系”，刘王立明先生有

点沉痛地说，“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死的。现在，当我考虑到我儿女的教

育时，当我为了手创的几项事业而遇到困难时，我发现什么也离不了政治的影响。”刘王立

明认为，“要大家的生活改善，要国家有办法，就要政治有办法。也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什

么是民主？有人以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我要说‘民主是一种斗争’——不使用武力，

而是用思想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武器是我们的口，我们的笔，和‘实实在在地做’。要人家怎

么做，简单强迫是不行的，必须要让人家发表他的思想，不对的，向他解释，对的，要接受。

一个问题经过反复的辩论和斗争，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向来如此’的并不一定是对

的，若是向来都是错了，那就必须‘惯例’来服从‘真理’。这才能够。‘以德服人’才能够发展民

力。”
3
 

刘王立明认为法律是用来保护民主的。“就是一面要法治，一面要自由——使人人有表

示意见的自由。因此法治和自由实在是民主的两方面。没有法律范围以内的自由，是说不上

进步党。”“但我所说的，并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种‘法’。我想，必须有一部

政府和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这就是宪法。有了人人共守的宪法，这才能真正统一中国，也

就能达到真正的和平。抗战胜利以后会有怎样的国家呢？老百姓人人能希望和平统一，因而

人人希望实行宪政。”有了宪法并不一定就有民主政治”，“必须经过一个宣传和教育的工作。

广大的知识分子必须起来，不不偏不倚地，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来教育民众，使宪法能

见诸实用。”
4
 

刘王立明回忆她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原因：“六年政治会议的参加，的确是个不断的苦

斗，回忆当年生活的孤苦，紧张，真不知如何曾把它渡过，由这次的教训，我深觉一个人如

有政治主张，为发生作用，必须加入一个政团，随后，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5
抗战时期，

刘王立明不但是女参政员，而且主持了中华妇女节制会、胜利托儿所、妇女工艺社、孤儿院

等几项社会事业。
6
 

七、钮珉华 

钮珉华先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1刘王立明：《六年参政员回忆》，《新妇女月刊》1947 年第 12 期，第 11-14 页。 
2刘王立明：《六年参政员回忆》，《新妇女月刊》1947 年第 12 期，第 11-14 页。 
3嘉：《社会妇女：三位女参政员谈宪政》，《现代妇女》1944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22-23 页。 
4嘉：《社会妇女：三位女参政员谈宪政》，《现代妇女》1944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22-23 页。 
5刘王立明：《六年参政员回忆》，《新妇女月刊》1947 年第 12 期，第 11-14 页。 
6嘉：《社会妇女：三位女参政员谈宪政》，《现代妇女》1944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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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美国克度大学（Duke University），获硕士学位。她曾任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部长、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儿童保育组代理

组长等职。
1
钮珉华在上海中西女塾中，即显示了她的才情。

2
对于难童保育，钮珉华深有体

会和认识，她认为难童保育是一件很艰巨的事业，办理难童保育的人，负有对于国家的责任，

对于难童的责任和对于本身的道德上的责任。所谓对于国家的责任，就是说办理难童保育的

人，必须要做到使这些难童将来都能成为健全的国民的信念和决心。所谓对于难童的责任，

就是要使他们能得到需要的衣食住，以及精神的最大安慰。所谓对自身道德上的责任，就是

说办理难童保育的人必须要不敷衍，不偏袒，不虚糜一文，不自私一念。
3
钮珉华曾著文指

出：“办理难童是一件很艰苦的事业，已故办理的人就负有很大的责任，这种责任照我们所

看到的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二是对于难童的责任，三是对于本身的道德上

的责任。”她指出：“如何方可使这些难童将来能成为健全的国民，第一要使他们有雄伟的体

魄，能担当将来捍卫国家的重任，第二要使他们有充分的知识，能认识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

地位，以及个人对于国家应负和可负的责任。第三要使他们有信仰三民主义和拥护领袖的意

志，并有为主义而牺牲奋斗的决心。第四，要使他们有集体行动的习惯，并了解精诚团结的

意义。第一种是体格训练，第二种是知识训练，第三种是精神训练，第四种是行动训练。”
4
 

八、郝映青（1885-1965） 

郝映青（1885－1965）女，湖北麻城人，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1921 年，郝映青

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副校长。1923 年，金女大 1920 届校友郝映青回

母校担任中文系教师，并负责管理图书馆内的中文书籍，成为首位回校任教的金女大校友。

1927 年，郝映青自费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与政治，考试名列前茅，被选赴

波士顿参加教育大会。
5
1928 年国民政府收回教育权，金陵女大也按规定推选华人校长，郝

映青成为与吴贻芳竞争金陵女大校长的劲敌。两人当时都在美国学习，两个人都有很强的实

力，但是据称郝映青在礼仪方面欠缺一些，最终落选。
6
 

郝映青曾留学美国，专攻农村服务一门，回国后曾在江西农村实验区服务，对于农村改

造，既有认识，又有经验。1935 年，郝映青在农村开展妇女识字运动。
7
1935 年，郝映青回

校演讲《实地农村服务经验》，她介绍江西农村实验区情形，指出江西农村工作是由全国经

济委员会发起，该会拟以 350 万亩地划分为十个实验区。它结合江西省政府和其他当地之团

体的力量，旨在在培养当地人才，俾能自动改造当地农村。具体的工作包括教育、卫生、金

融、团体等方面，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她指出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包括：（1）实地服务人员之

能力、精神训练问题；（2）内部工作人员之合作问题；（3）吃苦耐劳问题；（4）地方政府合

作问题。
8
1936 年，江西省政府管理处委任郝映青为妇孺工作主任指导员，“嗣后本处妇孺工

作，统由郝女士主持进行，以专责任。现郝女士正着手计划一切，预料今后各区妇孺工作，

 
1《本会职员名录》，《妇女新运》第 1 卷第 1 期，1938 年，附录第 3 页。 
2早在中西女塾就读时期，钮珉华在该校创办的《墨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词，初步显示她的才

华。钮珉华：《即景：诗词》，《墨梯》1921 年第 4 期，第 72 页；钮珉华：《春阴：诗词》，《墨梯》1921

年第 4 期，第 72 页；钮珉华：《春眠：诗词》，《墨梯》1921 年第 4 期，第 71 页；钮珉华：《春晴：诗

词》，《墨梯》1921 年第 4 期，第 71 页。 
3钮珉华：《对于办理难童保育的几点意见》，《妇女新运》1938 年第 1 期，第 23-25 页。 
4钮珉华：《对于办理难童保育的几点意见》，《妇女新运》1938 年第 1 期，第 23-25 页。 
5《会务：游学招待部：郝映青女士在美之荣誉》，《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1928 年第 314 期，第 1 页。 
6 https://prezi.com/6uidoxmpsfrx/dongdangniandai/ 
7郝映青：《敎书读书的趣味：三、出嫁赶识字》，《农村服务通讯》1935 年第 1 期，第 11 页。 
8《郝映青女士之朝会演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5 年第 35 期，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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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见发展矣。”
1
1938 年 4 月 24 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成立，郝映青与赵懋华、谭

锡吾、邓悸惺、张维桢、高君珊、张曼筠、赵淑嘉、葛成惠、王扶康、吴贻芳、陈翠贞等人

同为总会指定的理事。
2
1938 年 5 月，宋美龄召集妇女界谈话会，郝映青作为妇女代表曾参

加，在抗战时期积极推动妇女工作。 

九、邓裕志（1900-1996 年） 

邓裕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1900 年，邓裕志出生于中国湖北省沙市。幼年随父母移居湖南长沙，曾就读于湘福女中。

1920 年进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习社会学。1926 年毕业，任职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

会全国协会，在担任劳工部干事时，创办了浦东女工夜校。她留美时间比较晚，1941 年，

邓裕志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9 年，她曾受女青年会的委派，到英国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专门研究劳动经济。邓裕志所负责的劳工部，并不专限于上海一隅，

因为她是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干事，所以她常常要周游全国各省市，去开展，去指示，去联

络，并去调查，各地的劳工生活状况，及劳工教育情形。1937 年邓裕志到香港、厦门、广

州、长沙、汉口、沙市、重庆、贵阳等地视察女青年会。
3
抗战前，邓裕志就热衷抗日救亡活

动，淞沪会战爆发后，又组织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1938 年 5 月，邓裕志出席了宋美龄召集的妇女界庐山谈话会，在会上，邓裕志做了《中

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工作简述》，她指出：“女青年会的宗旨，是本着耶稣的博爱牺牲服务

的精神，团结妇女，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的发展，俾有高尚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

会，造福人群。”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已经成立的分会有 19 个城市女青年会，80 多个学校

女青年会，80 多个少女华团，2 个乡村女青年会及 5 个乡村服务区。“女青年会的组织，是

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议决各种关于会务及工作的政策原

则及方针，由全国协会指导并推动各市乡校分会执行之，但各市乡校分会之工作得按地方情

形有自由发展伸缩余地。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以全国协会委员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该

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由全体代表公选四十人组织而成。”她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

会全国协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主要包括救护训练班、征募伤兵及难民

需要的物品、服务伤兵、救济难民、战时教育、举办民众教育、救济流亡学生、国际教育等。
4
据称对于妇女界庐山谈话会：“她觉得她感到无限快慰，她认为是中国妇女界从古未有的大

团结；她对于蒋夫人的印象，是公正大方，不偏不倚，不愧为一个女界领袖。”
5
 

1938 年，基督教女青年协会派邓裕志去美国交换干事，宣传中国战时工作。她访问了

将近三十个大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女青年会，受到会员们的欢迎。
6
1939 年，邓裕志赴美国华

盛顿出席国际妇女和平会议，以及美国妇女团体召开关于战争发生原因及消灭方法的研究

会。半年后赴日内瓦参加世界女青年会委员会，女青年会领袖研究会等会议。此外，她还想

列席“国际劳工会”，因为她在女青年会负的责任，是关于劳工部的工作。她希望能借此次赴

美对中国抗战情形进行宣传，特别是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贡献及妇女运动进展的状况进行报

 
1《各服务区消息：郝映青任妇孺工作主任指导员》，《农村服务通讯》1936 年第 6 期，第 21 页。 
2《国民公报》1938 年 4 月 25 日。 
3文央：《邓裕志女士的出国》，《上海妇女(上海 1938)》1939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24-25 页。 
4邓裕志：《工作报吿：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工作简述（附图）》，《妇女谈话会工作报告》，1939 年，第

32-35 页。 
5文央：《邓裕志女士的出国》，《上海妇女(上海 1938)》1939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24-25 页。 
6邓裕志：《难忘的抗战第一年——从上海、武汉到大后方参加活动片断回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

协会：《邓裕志先生纪念文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2000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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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1
 

1949 年，邓裕志担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负责民训工作，并被推选为新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7 月 15 日邓裕志演讲，“先析述新民主主义之精义，颇为透彻，次报

告经过华北及东北参观工厂厂商生产事业之情况，亦颇详尽，并以乐观态度谓，以北方人民

努力增产的成绩看，新中国的前途，是很光明而且有把握的。”
2
1949 年 9 月，邓裕志成为参

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五名基督教代表之一。1950 年，她同吴耀宗、刘良模等人走访各

省教会，并发起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同年又出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

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届副主席。1996 年 10 月 1 日，邓裕志去世，享

年 96 岁。 

十、王季玉（1885~1967，Chi Nyok Wang） 

王季玉(1885~1967)，清末妇女运动领袖王谢长达的女儿，王季玉曾赴日本留学。她于

1916 年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霍利奥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与私立真光女

子中学校长罗有节（1888-1961）
3
同为该校毕业的第一届中国学生。1917 年，她获得了伊

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文学硕士学位。王季玉还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

院和芝加哥大学。王季玉曾作为中国女代表参加 1925 年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第一次会议。 

1917 年，季玉先生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学成归国，主张“提高女权，非重视女子中

等教育不可”，并于 1918 年秋在江苏振华女中增设中学部。1926 年，王季玉先生接任振华

女中校长。她终身未嫁，全心献身于教育事业。 

王季玉在抗战时期主要从事妇女工作，并参与社会活动和基督教事务。1937 年 4 月 6

日，王季玉在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年会时发表演讲，题目是《女子教育的前途》，她指出女子

教育取得的成就有：第一，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机会均等，不但中等学校有女子学校，就是

大学也有为女子专设的学校；其他大学部里面招收女生的，更是不可胜数。第二，奖助成绩

优良的私立学校，全国私立女子中学及专科以上学校，在全国教学机关中占着相当的成分，

政府方面对于这些私立女子学校有优良成绩的，予以相当奖励，虽然数目不大，也可看出政

府对于现在的女子教育是用心在栽培。第三，女子受教育的人数增多。她指出女子教育发展

的不足：第一，教育当局不注意女子的特性。”我们试看中等学校里面的课程，大多数是和

男学校一样的。这虽然是很好，可是女子在实际上却不能特别的发展他们的特性。譬如中等

学校里面全是些理论的书本的学科，没有女子实用的特殊的课目。”第二，办理女子教育的

人未能切实联络参考。有些学校，特别是内地女子学校，只知道闭门造车，不问外面的转变

怎样，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第三，忽略现在的社会状况和现代的潮流甚至缺乏国家

观念。
4
 

 
1文央：《邓裕志女士的出国》，《上海妇女(上海 1938)》1939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24-25 页。 
2希夷：《分行通讯：京行：邓裕志女士来行演讲》，《新语》1949 年第 14 卷第 15 期，第 10 页。 
3罗有节（Yau Tsit Law，1888-1961）是一名中国基督教教育家，也是第一批毕业于霍利奥克山学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的中国女性之一。罗有节早年就读于广州真光神学院，她的母亲担任该校校

长。1912 年，她前往美国上大学，是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美国大学教育女性之一。她于 1916 年毕

业于霍利奥克山学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回到中国后，罗有节任教并担任真光中学校长，她

还以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书记的身份参加了 1925 年 7 月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第一届太平洋关系研

究所会议，并发表了一篇关于《广州女性商业和职业》的演讲。1927 年，她被任命为岭南大学女性院

长。罗有节于 1937 年在霍利奥克山学院百年庆典上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另外，罗有节在真光学院的学

生之一 Jane Kwong Lee 于 1935 年至 1944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担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协调员。 
4王季玉：《演讲（二)：女子教育的前途（在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年会时之演讲）》，《振华季刊》1937 年第

15 期，第 4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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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子教育的前途，王季玉指出：第一，希望教育当局注意女子的特性。女子在事业

上确有相当的能力，我们要注意到她们的特性加以发展。第二，希望打破女子回到家庭去的

成见。“我们知道女子对于家庭确是重要，可是社会上也需要她们，我们不能盲从德国的口

号，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女子教育的前途，更有发展的可能。”第三，

希望认定能力成就为教育的标准。“不能以学分学程的多少来决定学生的成绩，我们要以能

力成就为中心，（如此则可以鼓励真正的学问，并且可以消除倚赖他人之文凭或伪造文凭等

等的弊病）”。第四，希望女子教育适合时代的需要。“教育是生产的，大众的，集体的，社

会的，救民族的教育，及非常时期的女子教育。我们办理教育的人应该照着这个目标，努力

建设发展前途的女子教育。”第五点希望女子教育在精神、纪律、体格、出路方面多多注意。

“没有勤奋的精神，没有健全的体格，没有良好的纪律，就是有了高深的学识也是枉然”。
1
 

 

资料来源：《校长王季玉先生：照片》，《振华季刊》1936 年第 2 卷第 3/4 期，第 1 页。 

 

1923 年 8 月 16 日，Shanghai College 的 Tsoo-Sing Chen 致信 Miss Turner，信中写道：

“Chi-nyok Wang came to see me for a few days. She is having a good school in Soochow. 

She is working hard and her Christian character among the Chinese girls is fine.”
2
 

结语 

抗战时期，宋美龄联络和动员基督徒会的妇女领袖从事战时妇女动员与各项战时妇女工

作，张蔼真、陈纪彝、郝映青、吴贻芳、刘王立明、王世秀、王世静、钮珉华、邓裕志等等，

都在宋美龄的笼络下，以基督教的服务精神，虔诚而笃定的进行战时动员和各项妇女工作，

全力的投入到战时工作中，对于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许因为都曾经留学

美国的关系，张蔼真等留美女基督徒与宋美龄保有一定的关系，在抗战时期在宋美龄的延揽

下，能够出来从事妇女工作。宋美龄提倡基督服务精神，她曾指出：“倘使全国的国民不论

什么地位什么职业，都能把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作为工作的目标，不存一丝一毫的自私心。

自封力求简约，服务不辞劳苦，我们一定可以把国家从危亡中救援出来，如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还得刻苦实行，有牺牲精神只说不做是毫无用处的。”
3
 

宋美龄希望能够笼络基督教会的人士参加战时妇女工作，比如宋美龄曾任命谢纬鹏
4
担

 
1王季玉：《演讲（二)：女子教育的前途（在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年会时之演讲）》，《振华季刊》1937 年第

15 期，第 42-44 页。 
2https://www.mtholyoke.edu/~dalbino/letters/text/chen01.html。 
3宋美龄著：《合作与牺牲精神》，《宋美龄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年，第 150 页。 
4谢纬鹏，湖北人，1902 年生，谢纬鹏曾经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的丈夫

厉斯昭曾是一名中国外交官。谢纬鹏曾经担任湖北省立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

https://www.mtholyoke.edu/~dalbino/letters/text/chen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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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乡村指导组组长，一开始谢纬鹏以交通不便，有三个小孩要抚养等原

因，委婉辞谢宋美龄的盛意。宋美龄“即责以大义，谓在此民族生死关头，后方组织民众工

作极为重要，你既有前此任女青年会总干事工作之经验，又有基督徒为人群服务牺牲的精神，

希望你本着过去热忱，来会开创乡村工作，大家和衷共济，以赴国难。同时，并告以妇女指

导委员会是借用求精中学城区的校址办公，地方很大，且有教员宿舍供会方使用，可设法拨

一小洋房为你住家之用，而且求精小学仍在同一校园内继续开课，你小孩的教育当不成问

题。”虽然谢纬鹏仍顾虑到“乡村工作顾名思义，一定要亲自下乡去活动，家有三个幼年孩子，

何能经常离家，只好再向他请求指示”。宋美龄却说：“你放心，只要你将工作筹备就绪，需

要派人下乡工作时，我会为你加聘视察人员，经常出去巡视。”终于使谢纬鹏打消了顾虑，

表示义不容辞，全家迁住求精中学，“并誓以全副精神努力工作，辛勤耕耘，方不负蒋夫人

对我信任的德意，及周密的安排。”
1
 

抗战时期，留学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基督徒，本着基督的爱和献身和服务的精神，在

教育和妇女服务、妇女动员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这些留美女基督徒妇运领袖大

多受到西式教育的训练和影响，她们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虔诚的服务精神，较强的组织能

力，一方面积极从事基督教会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危难的关心，响应蒋夫人宋美

龄的号召，从事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和宣传，对抗战的胜利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 

 

 

 

 

 

 

 

 

 

 

 

 

 

 

 

 

 

 

 

 

 

 

 

 

 
部干事，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南京水灾救济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乡村

服务组组长及高级训练班训育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设计考核委员会委

员。谢纬鹏没有赴美国留学，但是她是宋美龄笼络参加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乡村服务组组长。 
1厉谢纬鹏：《天涯忆往——一位大使夫人的自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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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台湾女性近代身体知识的建构及其话语向度 

——以“解缠足运动”为考察对象 

 

王发达（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日据初期的台湾旧惯调查及台湾书写，对于缠足这种传统河洛社会身体仪态，如何建

构出相关知识，乃至如何改变这种规范与价值，与最后从身体直到思想彻底地将台湾人改造

为日本人，可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从视觉中心主义的身体仪态展示，殖民政府的知识、

言语规训，到台湾民众观点的挣扎与位移，日据时代台湾民族志书写，成为一种塑造与诠释

台湾女性身体知识的权威见解。台湾女性的身体如何观看或被监视等民俗知识的背后，不仅

透露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亟欲追求“脱亚入欧”的现代性，甚至与台湾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关键词：台湾书写；视觉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缠足 

 

1898 年 8 月 6 日强台风侵袭北台湾，当时台北城内发生大水灾，死伤人数严重，根据

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台北城内一带的遇难者以缠足的妇女居多。《台湾日日新报》同年 8

月 10 日除了报导《风雨被害汇整》,还刊出《灾余志感》以描述对这场灾祸的看法。这篇报

导如下: 

居民惨遭溺死及未即死而受伤者，多属缠足妇人，平素行走已嗟不便，一临危险，心忙

脚乱，欲避不能，惟狂呼以求救，幸有人援，始得逃生。若无人扶，则必待毙 。又有男人

死伤，曾为其缠足妻女交赖提携，累以不能急避所致，是缠足之害昭然也。
1
 

很显然地，这则报导将暴雨造成的水灾伤亡人数女性多于男性的现象，归咎于女子缠足

行动不便所致。这种主观的见解透过当时台湾总督府的官方媒体《台湾日日新报》来加以渲

染，是否是趁着自然灾害的报导时，另以“夹述夹议”的方式引导民众产生一种排斥缠足的负

面印象?当然不能排除这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反缠足论述，如同紧接在上述报导后，就是扑天

盖地抨击缠足弊病的评论，如此一来，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蓄意的政治操作。缠足负面的刻板

印象，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年官方主流意见的影响。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佐仓孙三，

将台湾妇女缠足的身体动作描述为“蹒跚行步”、“倚杖或人肩绕能步”，因此也是最须被移风

易俗的对象之一。其描述如下: 

台岛风尚，与我本国大意其趣者，不遑枚举，其最奇特者，莫若于妇女缠足。缠足之风，

其来久矣，而至于今日，犹未衰，非英雄则不能移此风。闻妇女至五、六岁，以布帛缚之，

渐长渐紧，终使足指屈曲小于拳，倚杖或人肩绕能步。而妇人自以为美，男子亦视其蹒跚行

步状为步步生莲花。足大者，迟嫁。
2
 

缠足属于法国文化人类学之父莫斯 (Marcel Mauss, 1872-1950 ) 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五

讲》一书所说的“身体技术”。他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了解使用自己身体方法的传统方式。

habitus (惯习)并非仅单随着个人喜好与仿效而来，而是从社会、教育、礼仪、习俗、声望等

孕育而来的集体社会观念。人的身体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自然的技术实施对象。从身体技术

不但可看到个体的实践，而且可看到混杂着心理学与生理学、社会因素在支撑。
3
从这种角

 
1 《灾余志感》，《台湾日日新报》1898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 
2 《台湾日日新报》1896 年 12 月 5 日，“社论”。 
3（法）马赛尔·莫斯：《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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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缠足是女性的身体技术，它源自传统的社会、教育、礼仪、习俗、声望等复杂因素，

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集体心理。 

habitus (惯习)一词及其概念，在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1930-

2002 )的文化场域理论被细分为规范与价值。规范是一个社群具有特色的规则与社会惯例，

包括语言、礼貌标准、举止礼仪等。价值则是引导出规范的荣誉感觉。每个社会的个体会透

过规范与价值的学习，直到完全内在化，而成为内化的价值实践及身体仪态。身体仪态，是

一种政治神话学的实践，而具体化为社会恒常的布置，包括站着、走路、说话的姿势，及如

何感受、思考的方式。
1
 

缠足是清代台湾河洛社会的身体仪态及其实践价值，也是某一社群或阶级所拥有的规范

与价值，是一种身体仪态或身体技术。台湾民众的身体知识如何建构，乃至如何被改变，到

最后如何从身体直到思想彻底地改造，都是很值得思考的议题。本文将以缠足为核心，以包

括片冈严、东方孝义、佐仓孙三等所著的台湾民族志经典作为主要参照坐标，并广泛参照日

据初期代表台湾总督府观点的《台湾惯习记事》、《台湾协会会报》、《台湾日日新报》；代表

官方监视系统的《台湾警察协会杂志》、《台湾警察时报》；代表教育观点的《台湾教育》、《台

湾爱国妇人》；代表语言学观点的《台湾土语杂志》、《语苑》杂志；最后参照台湾知识阶层

观点的私人日记，如《灌园先生日记》等。日据时代相关台湾人身体的论述，虽然有来自不

同社会位置的差异，基本上可区分为“外在观点”与“当地人观点”。显然，要求解放缠足或剪

掉辫子，大都是来自外在观点的压力，最直接的是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本岛人而言，这些

诉诸他们身体技术的改变，无疑都是来自外在的观点。其次，身体解放运动标榜的“天足”疑

似外来的词汇，可能与外国传教士、教会组织有关。例如《台湾日日新报》1897 年 7 月 14

日报导福州传教士发起天足会。
2
1900 年 1 月 21 日报导了“今回又有外国人之主倡，以矫正

此陋风，其会长、总办等皆属外国妇人。” 
3
无论是外国传教士、外国妇人、外国商人或日本

人，他们所持的反缠足论述，多是反映外在观点。 

台湾人面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毫无疑问的，是属于当地人的观点。总体来看，20 世纪

初期台湾的缠足突然之间变成众所嘱目的焦点，甚是有待改革的对象，是从来自外在观点的

差异与殖民统治带来的压力开始，经由言语的道德驯化逐渐渗透，社会底层保甲、民俗警察

的动员、教育体系对学童的贯彻，到最转变为完全认同外在观点为止。日据初期对于台湾风

俗习惯采取不干涉态度，依据代表官方观点的《台湾惯习记事》中《台湾と风俗习惯》一文，

可知日据初期官方即认为: 台湾的风俗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而采取较放任的态度： 

移风易俗乃古今东西以为最难者，新政与新政被治者之间，常画鸿沟，本为常事，尤其

如中国种族，于此点以顽牢不可拔见著称。是则，领有本岛以来，关于人民之风俗习惯不加

任何干涉任其自由。
4
 

但台湾总督府看似放任的态度，并非表示他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他们刚开始，采取比

较委婉地透过台湾民间组织，而官方退居背后资助的方式，成立许多民间或半民间的协会，

借此大力推行改善台湾社会中的传统习惯。1899 年黄玉阶等仕绅筹组天然足会而揭开解缠

足的社会运动，背后却是由台湾总督府赞助与支持的。
5
 

1911 年起，日本殖民政府直接以保甲等基层的行政组织，强制推动解缠，以保甲规约

 
页。  
1（法）布赫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第 117 页。 
2 《台湾日日新报》1897 年 7 月 14 日，第 4 版。 
3 《台湾日日新报》1900 年 1 月 21 日，第 5 版。 
4 《台湾と风俗习惯》，《台湾惯习记事》1902 年第 2 卷第 11 号，第 216 页。 
5 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的放足断发运动》，载台湾师范大学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编：《认识台湾历史论

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1996 年，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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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要求，未满二十岁的缠足者均须解缠，尚未缠足者则绝对禁止，违反规定者视情节轻重

处罚。据统计 1920 年全台湾总缠是人数降至 20 万 820 人。
1
原先与外在观点差异甚大的当

地人观点，经过时间演变，从一开始的迟疑犹豫，到后来观点逐渐位移，甚至完全以外在观

点来自我审视。这样由外而内的转变，并非仅止于一种身体外貌审美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

内在精神的检视，对台湾人民而言，不可不谓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巨大转变。重新解读这些史

料，本文将分为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包括从视觉至上主义的台湾民众身体仪态展示，日本殖

民政府的知识、言语规训，到台湾民众观点的挣扎与位移。借着这些观察，我们将更进一步

考察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身体知识，是否是一种塑造与诠释台湾民众知识的权威见解。台湾

女性的身体该如何观看或监视等民俗知识的背后，不仅透露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亟欲追求

“脱亚入欧”的现代性，甚至与台湾殖民统治的统治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一、帝国的监视：视觉中心主义
2
的缠足展示 

 

1900 年黄玉阶、李春生、蔡国琳等大力支持天足的仕绅大都是男性，他们看待女性的

身体与当时台湾女性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有趣的是，解缠足运动的知识，很多是建立在

视觉展示上。然而对于台湾妇女而言，这却相当于一种特殊尺度的暴露。在台湾传统社会，

缠足的公开暴露方式，仅在婚礼习俗当中展现新娘穿绣花鞋的三寸金莲姿态而己。这种个人

私密的女性空间，开始被当作一种知识认知的冰冷对象，关系到一种古老的流行风尚或品味，

如何在现代的认知与监视下，逐渐被除魅化的重要过程。 

首先，最容易接触到的缠足史料，是片冈严 1921 年集结出版的《台湾风俗志》。书中第

六章《台湾人の缠足》除了描述缠足相关的历史渊源，还穿插着台语词汇，如脚帛、尖头鞋、

色裤等。最特别的是，竟然描绘了台湾妇女缠足的脚踝“裸照”，包括三张没有包裹脚帛的左

侧、右侧、底侧等不同角度的描绘，以及一张右侧的人体骨骼对照图。
3
片冈严的这些文字与

透视图解，应是来自 1905 年的《台湾惯习记事》未署名的文章《汉族妇人の缠足》，尤其是

文章篇末的附图。这种对身体脚踝局部的描绘与骨骼对照，就好像是身体的透视图，一点都

无法感受传统妇女的美感，而是单纯传达对缠足认知的冰冷与怪诞。 

而早在 1900 年的《台湾土语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差不多翁”的《缠足》一文，文

中插入了若干张关于缠足的插画，第一张是手执团扇盛装的缠足妇女，第二张是穿着华丽绣

花鞋的缠足侧面，第三张是单独的三寸金莲绣花鞋的华丽侧面，第四张是脱下鞋子，仅穿着

脚帛的女性足部，最后一张是完全赤裸的脚踝。
4
从插画的逻辑顺序来看，是从整体的盛装

美女，到脚踝局部，从衣着刺绣到局部脚踝的展示方式。 

据现有资料，台湾缠足妇女的足部观看与模型制作，最早始于 1900 年日本东京饭田盯

的日本赤十字社的笃志看护妇人会。1900 年 4 月 16 日他们由“藤田嗣章”负责报告相关状

况，并展示缠足者四脚趾向内屈折的模型，以供会员观看。
5
据 1900 年 3 月 3 日《天足余

谈》的报导说: 

昨闻县厅某官将渡内地，拟带缠足女像，并刻木成足形状，俾内地官民观览。黄玉阶因

 
1 杨翠：《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以台湾民报为分析场域（1920-1932）》，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93 年，第 57 页。 
2
 “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不仅仅是一种知觉体验，也是一种文化借喻。视觉中心主义意味着预先置

入了一种思维模式和观看视角。见 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588. 
3 片冈严：《台湾风俗志》，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第 111 页。 
4 “差不多翁”：《缠足》，《台湾土语杂志》1900 年第 4 期，第 10-15 页。 
5 金子源治：《天然足会に就て》，《台湾协会会报》1900 年第 20 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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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匠工雕造，且招二妇人照像，庶几可裨某官携带。
1
 

这则报导的“县厅某官”指的应该就是台北县庶务课长金子源治。金子源治，时任台北县

庶务课长，他为了达成天足会到日本内地筹备募款事宜，准备将台湾妇女缠足做成木雕形状，

而黄玉阶也因而要求匠人来制作，并找来两位妇女拍照。无论是照片或雕刻模型，都是一种

视觉的认知，而且是台湾人制作并提供给日本本岛人观看的。据 1900 年 5 月 10 日《天足

纪事》一文报导同年 5 月 5 日黄玉阶在天足会开会时，参与者包括军医藤田嗣章、台北县内

务课长金子源治。 

藤田嗣章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传教士和军医。从 1902 年 3 月 22 日《台湾日日新报》

中《藤田军医部长の辅补と在台中の功绩》一文可知，他除了必须担负的军队卫生、地方卫

生等职务外，对于台湾各公共团体的创设、维持也功不可没。例如他担任过“赤十字社台北

支部副长”，自此开始辅佐村上支部长，扶植本岛赤十字社博爱精神，并为应付被孤立于南

洋的困急现况，而提倡看护妇养成，并亲自担任讲习，甚至于还负责社费的出纳。
2
以藤田嗣

章的事迹来看，1899 年 4 月台北的日本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人会支会所推广的看护妇养成

的《看护法》与《育儿法》，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隔年到日本内地解说，并借着缠足模

型与照片展示，以达到对解放缠足的诉求，更是少不了他的积极活动。对于反缠足论述而言，

这种视觉至上主义确实能发挥惊人的影响力，如藤田嗣章在会场的医学专业解说与模型展

示，借此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妇女解缠足的倡导，确实获得很大的反响，当年日本本岛因深感

台湾妇女的不幸遭遇而纷纷慷慨解囊。
3
  

这些原始构想，更多应该与现代医疗有密切的关联，但从 1905 年的《台湾旧习记事》

到 1921 年《台湾风俗志》的图像，同样也是一种视觉中心主义的延续设计。虽然这种传统，

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科学精神有关，但它直接地针对特定部位赤裸裸地描绘缠足妇女足

部骨架图像的展现方式，除了展现描绘者本身具备的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现代

性的价值俯视。 

博览会中缠足文化展示运用的元素，都经过了“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

脱离原有的社会文化情境；这些元素移转到博览会场后，透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安排出一套

新的再现脉络，形成观看者动态建构“他者”意象的基础。经过原有脉络的割离和呈现场域的

转换，这些展览中隐藏的异文化展示陈列逻辑，仍强调运用物质图像的视觉区辨对比特性，

作为呈现民族文化差异的代表。图像与模型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脉络和意义，其实不是再现

的重点。大体而言，展览会展示运用缠足文化符号的组合排列，流动地传达“奇特”、“野蛮”、

“原始”和“落后”等多层印象。这些印象经常进一步延伸出台湾社会未开化和等待被“教化”的

联想，因此成为殖民者表现统治管理效率以及宣扬“现代化”理想的对照基础。这些场异文化

物质符号传递的讯息，并非单纯客观的异文化知识，而是一套隐含的意识型态和权力结构关

系反射再现的异文化意象。 

在日据时代的历史档案中，不太容易听到缠足女性的声音。而从同时代人的角度来看，

隐私部位的被偷窥，对当事人可能是很不愉快的，甚至是一种侮辱、轻蔑的意味。例如当年

上海《大公报〉的《戒缠足说》一文，后被“新树君”翻译为日文以对照形式刊载于《台湾惯

习记事》第二卷第十一号。“我看见外国人，把清国女子的小脚，印出图样给人家看，这便是

轻贱羞辱的意思 。”
4
 

这种视觉主义，对于外国人而言可能是新奇的异国情调，但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却很可

能是负面的、贬抑的羞辱意涵。从史料解读看来，刻意呈现缠足妇女的裸脚，除了满足观看

 
1 《天足余谈》，《台湾日日新报》1900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2 《藤田军医部长の辅补と在台中の功绩》，《台湾日日新报》1902 年 3 月 22 日，第 2 版。 
3 金子源治：《天然足会に就て》，《台湾协会会报》1900 年第 20 期，第 26 页。 
4 新树君：《戒缠足说》，《台湾惯习记事》1902 年第 2 卷第 11 号，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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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好奇之外，其背后的意识型态，值得令人深思，尤其是《台湾惯习记事》刻意以骨骼透

视的角度来再现台湾妇女的缠足。如此一来，缠足给观看者可能仅是一种脚踝骨骼扭曲变形

的丑恶感，而非符合传统审美对缠足美感。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客观的、冷静的描绘，

目的在于型构台湾民众的身体知识，那么这种特殊角度的描绘，不但显然无法理解缠足引发

的传统审美，甚至是带着极端厌恶的不安，以致于民众冷酷无情地将这些可能引起欢愉的象

征资本，以透视的方式将之解剖开来。同时，这些台湾现象也可以作为有待改善的负面列举，

例如片冈严将缠足、鸦片吸食等台湾人的负面形象表列，继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批评。身体

的言说和阐释对应着近代启蒙中的“过敏”塑造过程，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表征出政治性的

隐喻色彩。 

随着缠足文化标本的采集、摆放与组合陈列，一方面可以透过建构“异己” 和“他者”野蛮、

残忍、落后、原始等负面意象，强调殖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传达 “他者”被现代文明“驯

化”的讯息；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观众对于“原真”的向往和“异国情调”的浪漫想象，让人忘却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令人不快的一面。最后，透过博览会的消费和休闲娱乐特质，潜移默化

地灌输一般大众对“他者”的想象，为阶级化、 进化或同化意识奠定根基。
1
 

对于旧时代的台湾人而言，台湾女性的缠足与男性的辫子，不仅代表不同的象征资本，

也有其特殊意涵，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象征，或美感、性感等审美品味。而代表外在观

点的视觉展示，却闯入这些私密的空间，将它们当作一种认知对象，甚至是博览会场展示的

标本，其背后意涵显然与帝国的监视有关，而非仅是单纯的异国情调认知而已。“当今世界

内的列国相赛进益，孜孜在进步的其中，咱日本帝国是有着全世界的一等国，亦着占东洋的

主权，彼威风压得四海的人，……不拘咱本岛人能无想着圣恩，直透守旧惯风俗拢无随世间

的进运，要想起来着真伤心，实在可惜与可怜的形情。”
2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以世界

“一等国”自居，对台湾社会惯习的价值俯视，缠足和辫子已经被视为“清国的遗物”，日本殖

民政府致力于清除“清国虐政的遗物”，要“改歹风俗”
3
。因为清朝已经在 1912 年被推翻，既

然它们不再有满洲人政权的象征支撑，那么这些“遗物”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大肆清除。诸如

先行研究成果所展现的，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建构与权力展示，对于异己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总督府奖励台湾士绅赴日本内地观光，从而“发现”文明形象，对比于

台湾的“野蛮”而使得他们回台湾之后带头提倡解缠足、断发。
4
1903 年日本于大阪举行劝业

博览会关于台湾的展览，原本设计在笃庆堂内陈列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惯习照片，最后却

因总督府认为有损台湾统治政绩形象而被否决。
5
从台湾身体知识的建构到展览，例如台湾

民众的“陋习”的相关照片到底陈列与否，不仅与帝国的监视权力息息相关，也显然与殖民统

治的合法性有关。 

 

二、规训与位移：缠足的台语书写及民众因应 

 

后殖民主义在学术上提醒我们底层人说话的权力，很可能在各种权力、精英言说主导的

论述结构底下，底层人所说的话不被承认，或被遮蔽而掩盖消失。大部分日据时代文献，都

是日语、文言文书写的，意味着它所预设的读者是日本人和台湾传统士绅菁英。这也是意味

 
1 Anne Maxwell,The Native Village in Paris and London: European Exhibitions and Theories of Race In 
Colonial Photography and Exhibitions, London and N.Y.:Leice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37. 
2 古桥与之助：《蒜头断发会に于ける委员长の经过报告》，《语苑》1915 年第 8 卷第 6 号，第 28 页。 
3 古桥与之助：《蒜头断发会に于ける委员长の经过报告》，《语苑》1915 年第 8 卷第 6 号，第 30 页。 
4 洪郁如：《日本统治初期士绅阶层女性观之转变》，《台湾重审近代化论文集》，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

司，2000 年，第 257-259 页。 
5 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 年，第 134-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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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日据初期推动台湾解缠足运动的两股力量，结合了台湾总督府与台湾传统士绅。从历史事

件顺序来看，就可以发觉这种刻意的安排意图。首先在 1900 年 3 月 15 日就先于淡水馆举

办“扬文会”将全岛科举绅缙之士集结起来，随后 3 月 20 日“天然足会发会式”正式召开，除了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村上宪知事等人之外，也包括台南县扬文会员总

代蔡国琳，与李春生、黄玉阶等人的致词。显然这是结合官方与民间菁英，借以冲淡政治性

的冲击。这项运动的主导者，清一色都是男性，却是改革的却是妇女的身体。日据初期的台

湾妇女，很少人具备文言文的书写与阅读能力，而女性的日文教育也可能还仅止于蒙发的基

础阶段。因此《台湾日日新报》以汉文或日文相关的呼吁，对于缠足解放运动所要改革的对

象，也就是台湾妇女而言，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这种“性别的盲视”更多的不在于对妇女

的解放，而在于统治阶层居高临下的教诲姿态及规训意图。 

在台湾语言书写的史料里，台湾人自己以台语发表的缠足论述，目前仅发现两篇。其中

一篇为 1902 年署名“湾太郎”所收录，刊登于《台湾惯习记事》第二卷第九号。 

芹菜开花之叶做， 大脚查某假细的。 

客兄问伊怎样假， 一圆破布挞鞋底。
1
 

整首歌谣嘲笑的对象是一位没有缠足的妇女，即“大脚查某”。她却为了迎合崇尚小脚的

品味，在鞋底塞一团破布，做成“假脚”来欺瞒过关。虽然这似乎是从风月场所吟唱出来的，

但这种拥护传统崇尚小脚品味的歌谣，却被收录在日据时代的文献档案中，显得尤为珍贵。

尤其是对照于片冈严、东方孝义等人的台湾歌谣采集，更可确定地说，缠足似乎是一种禁忌

而被刻意忽略的题材。 

另一篇则是原刊登在《天然足会会报》的《俗语劝解缠足歌》，
2
1904 年 2 月被转载于

《台湾惯习记事》第四卷第二号。《俗语劝解缠足歌》是五言体的歌谣形式，总共分为 11 段

落，每一段共 16 句，形式相当严谨。它以台湾歌谣的形式直接描述缠足者鲜明的肉体的苦

痛，尤其是缠足过程的艰辛，还有缠足之后缺乏行动自由。例如: 

缚脚不行远，艰苦不使问。妇女讲无差，缚这死人脚。 

行踏不自在，真正自己害。上船着人牵，过桥亦艰难。 

缚脚是苦痛，二个成臭粽。有时爬且控，险路不允当。 

既然它是反对缠足的立场，则以视觉形象的丑恶来调侃缠足者。其次，这首歌既然目的

在于破解缠足的迷思，除了直接血淋淋地刻画缠足行为肉体的痛苦或行动自由限制，更重要

的是破解这种惯习美学的合理性。接下来的叙述策略，就是将缠足习俗追溯自中国古代的政

治人物，尤其是与民间戏剧“妲己败讨王”相结合，并且以清代中晚期的太平天运动国的逃难

危机，民间所说的“长毛反” 与慈禧太后等政治人物反对缠足，来破解其合理性。其描述如

下： 

缚脚的情理，是谁来设起？流传是妲己，何事去从伊？妲己败纣王，岂可学伊狂？伊是

狐狸母，从伊真不好。尔着想的定，不可害性命。的确着婉转，记得长毛反。昔日长毛来，

未走听伊杀。看真大痴呆，灾祸对招来。现时皇帝娘，无缚作模样。缚脚不是多，无缚满四

处。 

从破解惯习的企图来看，显然是蓄意将这种习俗与民众所熟悉的“狐狸精”与“无道昏君”

等传统意象连结在一起。无独有偶，1900 年 4 月 3 日《台湾日日新报》连雅堂的《台南天

足会序》似乎也接受这种传统意象，而提到: “夫缠足之风， 起于无道之昏君，而谬种相传，

牢不可破。”
3
 

既然这种习俗的源头，被认定与迂腐政治有关，而后以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

 
1 《台湾惯习记事》1902 年第 2 卷第 9 号，第 67 页。 
2 《俗语劝解缠足歌》，《台湾惯习记事》1904 年第 4 卷第 2 号。 
3 连雅堂：《台南天足会序》，《台湾日日新报》1900 年 4 月 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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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来否定缠足，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清朝统治中国初期曾严厉推行剃头令，要求归顺者一

律仿照满州人习俗的绑辫子，而太平天国则主张恢复明代的蓄发传统，因而太平天国的反清

军队，往往被称为“长毛”。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并未直接波及台湾，却确实影响到广东、福建

沿海一带。歌谣内容将这场历史动荡死伤的妇女，归咎于她们因缠足而无法逃难。 

依照这首歌谣的论述逻辑，既然缠足被视为一种泛政治化的习俗，那么如果要破除这种

习俗，显然也必须诉诸政治风气的改变，如当年清朝的“皇帝娘”不缠足，正好可以作为标榜。

歌谣中的“皇帝娘”指的应是慈禧太后，其于 1902 年颁布缠足禁令。在整个解缠足运动直接

诉诸政治力介人之前，大力宣扬中国禁止缠足风气的转变，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策略。除了清

末慈禧太后的缠足禁令，台湾的官方媒体对于中国当地的禁止缠足报导也是不遗余力。例如

《台湾日日新报〉刊载的《广禁缠足》、《支那人将禁缠足》、《支那都鄙に见る缠足妇人の新

倾向》、《支那妇人の现状缠足から妇人参政と断发》、《妇女の缠足严禁 奉天省长から发令》、

《陕西严禁缠足趣闻，大唱宣传歌乃附罚款》等。这些报导一开始可能是作为一种对照的鼓

吹作用，表示来自中国内地的习俗而当地已经转变，到后来却更多的是展现台湾在日本统治

底下已决断恶习的进步状态。 

台湾文本诉诸台湾风俗改革的，除了上述两篇，其他的几乎清一色都是日本人所写的，

例如金田武右卫门《警察用语》、东方孝义《台湾的歹风俗》、《警察实务用语:户口实查》，显

然大多为警察执行勤务之用。从这些日本人书写的台语文献来看，显然不同于《俗语劝解缠

足歌》诉诸如“狐狸精”、“妲己败纣王”等传统意象的道德劝说，而是国家机器强制力的展现。 

首先是 1915 年的《警察用语》，其主要都是由警察传达的单向训诫，例如“脱（リウ）

脚，算不是干乾恁此位而已。通厅下，一概拢是如此喇。”
1
这样的警察用语，虽然是单面向

的，而内容却是让民众知道，当年直接由基层警民俗察来推广的解缠足运动，是针对台湾民

众全面性的规范，而非仅限于单独的特定对象。 

相对的，东方孝义的《台湾的歹风俗》以流利的汉文来书写他对于台湾风俗改良的论述，

对台湾人坏习惯的批评，如同片冈严的负面表列，他也同样题纲契领地列出台湾人有待改善

的风俗： 

台湾的所在，却亦有较好的风俗，总是歹风俗亦不止多 。日本国领台以后过有二十几

年久喇，此中间官厅真出力改良风俗的事情。本岛人也是自己知彼的歹风俗，即设风俗改良

会、矫风会，如此致意改良风俗的事情。所以风俗习惯亦渐渐能较好，不拘尚有真多食 阿

片烟、缚脚、留头鬃、赌博、迷信、歹嘴。如此讲起来， 讲何能了？
2
  

虽然他了解缠足是来自一种妇女自认的美感，所谓的“三寸金莲” 在他看来不过是种美

感的病态，“带疾的款”
3
。相对于这种言语的规劝，东方孝义 1928 年的《警察实务用语：户

口实查》，则属于警察进行户口实查时的台湾用语。不同于 1915 年的《警察用语》的单向训

诫口吻，东方孝义的教材偏向警察与台湾民众之间的对话，而谈话的题材包括询问妇人是否

缠足，“恁内面的查某人有缚脚无”
4
。 

日本警察户口普查时所肩负的责任，并非仅止于档案资料的建立，还包括对台湾当地坏

风俗，甚至人口异动的严格监视与禁止。而且从 1928 年警察对待台湾缠足妇女的特殊监视

来看，台湾民众对于解缠足运动的认知，在历经一、二十年之后，已非道德劝说的社会运动

而已，而是警察直接介入的令行禁止。例如 1918 年 3 月 31 日台南安平，曾发生已缠足至

四十几岁的年长妇女，因无法配合解缠足的要求，不仅被叫到派出所肆辱，还被要求站在集

市里被公开羞辱，而使得这位缠足妇女痛不欲生。当年的整个事件，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

 
1 金田武右卫门：《警察用语》，《语苑》1915 年第 8 卷第 4 号，第 4 页。 
2 东方孝义：《台湾的歹风俗》，《语苑》1919 年第 12 卷第 5 号，第 47-48 页。 
3 东方孝义：《台湾的歹风俗》，《语苑》1919 年第 12 卷第 5 号，第 49 页。 
4 东方孝义：《警察实务用语：户口调查》，《台湾警察协会杂志》1928 年第 130 期，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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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缠足者戒》一文中 : 

如台南厅下，安平街一隅，多有未解缠足者，该管派出所林巡察补尤为致意。凡有及笄

之女子，仍然缠足者，则捕到派出所肆辱。人皆以为耻，宜皆可以尽除矣，而不料又有踏其

覆辙者。客月三十一日，该街李生之妻，年已四十许，裙下双翘，束如春笋。自以弯曲难伸，

束缚如故。不啻为片冈巡察所见，呼至派出所，调责万端 。继乃以墨涂其半面，其余复加

之以朱墨。并剪纸为牌，大书李生之妻，挂诸颔下，然后驱而之安平市场。令其前行，己自

后随之，比抵市场，环观者如堵。自午前十一时起，至午后二时顷，始放之还。李妻抵家，

羞愧无地，痛不欲生，是夜即欲投环自缢，幸家人知觉，即为解悬，始不致命。其后又屡欲

寻死，家人百计防闷，深以为忧。
1
 

到 1925 年 5 月，缠足更是直接被列入台湾警察的取缔项目。从台湾女性的“身体遭逢”

及其处境，我们不难看到在身体现代性的社会生成过程中，过度支配的境况反映出时代的需

求与欲望，也投射出身体话语被殖民化的建构历程。 

1927 年林献堂在欧洲旅行，经过荷兰海牙看到一些让他很不愉快的中国绘画：“其所画

中国各种方俗杂乱无章，其中令人最不快者就是辫子与缠足，留一民族野蛮的污点于异国宫

中，永久不能磨灭，斯为可恨耳”
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从上层士绅到下层民众在身体

现代化到知识渲染下，台湾民众的身体认知已经发生结构性位移。至此，台湾的解缠足运动，

在历经社会运动的道德宣传，直到动用警察强制执行，方于 1920 年代末被完全取缔。由此

不难看出，台湾女性的“身体解放”仍然是由政治书写的。 

 

三、结语 

 

缠足、辫子被视为一种清代河洛社会的象征资本，那么累积这样的资本应该是有助于象

征权力的取得。例如缠足小脚不但可在婚礼遇门时，向众人炫耀，似乎也形成一种主流的信

念，普遍相信缠足会给女子带来好运。而男人身体的辫子，则与清代台湾官员一致性，有着

平起平坐的身份地位象征。但对于日本殖民者而言，他们急于想改变台湾人的身体，除了健

康、卫生、经济等现代性的理由之外，是否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斗争，使得统治者自己的身体

惯习，乃至生活风格与品味成为被支配阶级的模仿对象?如布赫迪厄的观点：主流文化合法

化的过程，免不了要经过象征暴力与象征的冲突，包括强制制定一套对社会的合法定义以稳

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及透过特殊用字争议借以贬低被支配阶层的文化等，这相当于一种知

识、文化的权力关系。
3
 

身体不仅是一种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产物的一个面向 。在传统台湾河洛

社会，女性可能因缠足而嫁入豪门。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来说, 这种

“驯服性”可以用来了解权力与身体的微妙关系。权力对身体的细致控制与驯服几乎是无所不

在的，将身体完全被当作权力的标靶与处置的对象。
4
缠足的“病态美”，是个人企图以身体技

术或身体仪态来获得，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权力渗透或资源分配关系。 

同样的，日据时代解缠运动批评最有力的理由莫过于缠足过程的残酷。从外在的观点来

看，这些台湾人身体的社会文化面向，并不具有劳动生产的经济价值，因而想要改变台湾人

的身体是一种明确的未来目标。但一开始着手改革时，却从上层仕绅阶层开始，开始改变他

们对于象征资本的价值认定。有趣的是，台湾女性身体的改造，是由黄玉阶为首的天足会与

 
1 《缠足者戒》，《台湾日日新报》1918 年 4 月 6 日，第 5 版。 
2 《灌园先生日记》，1927 年 11 月 3 日。 
3 （法）布赫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43 页。 
4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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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官员等男性来主导的。而女性自己的声音，几乎是听不到的。统治阶层居高临下

的教诲姿态及规训意图，导致了这样的“性别盲视”。所谓“解放”，本质上不过是蕴含了男性

主体的国族主义以“进步”的名义强加于传统妇女的一种现代化暴力。
1
 

此外，外在情境的改变，只要是足以打击原有象征资本的信誉价值的消息，都源源不断

地在官方媒体放送。例如慈禧太后颁发的缠足禁令，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成立的天足会等。

身体作为一种象征资本的争夺对象，从官方到民间如何制造舆论，如何贬低对方的象征资本

为“野蛮”、“陋习”乃至争夺主流信念，而终于被广泛接受成为主流信念。这样的身体历史，

一直是一种血淋淋地上演发生在殖民政府改造台湾人身体的过程之中 。 

而在解缠运动中视觉至上的透视展览中，隐含着台湾身体知识的建构与权力介入等深刻

意涵。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让我们了解到，知识与权力其实是相互蕴涵的，

没有一种权力关系不需要某种相应的知识建构，也没有一种知识不同时预设与建构某种权力

关系。而将台湾妇女的缠足置于监看之下，不仅是来自现代医学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是蓄意

地被用来针对台湾人身体技术的“除魅化”手段。台湾近代身体知识出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纾

解了日据初期社会改革的焦虑，并成为政治、军事手段之外的替代性话语途径。
2
 

透过相关史料解读，我们发现台湾人的声音似乎以匿名的歌谣型态有限地被保存下来，

而日本人的台湾书写比较接近的是一种道德规训，偶尔也透露出一些接近民众的心声。从官

方的媒体到私人的日记，从日文、文言文到台语书写，从日据初期民间或半民间的协会，到

实际基层的强制执行，整个针对台湾人身体技术的变革方向几乎是前后连贯的。台湾身体知

识的建构与社会习俗改革的推行是相辅相成，而这样的知识却是从自官方的权力孕育而来。

可以说，日据时代殖民政府对台湾现代性的铺陈，既是一种穿透，也是一种监视。 

 

 

 

 

 

 

 

 

 

 

 

 

 

 

 

 

 

 

 

 

 
1 杨剑利：《国族建构语境中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2 黄继刚：《身体现代性的生成及话语向度——以晚近“身体遭逢”为对象》，《文艺理论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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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与自立：近代在华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 

乔会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内容摘要：随基督宗教入华，以西医传教的教会医院逐渐在华设立，教会医院中国人女护士

的出现，是西医医疗技术影响下民众对西医及护士职业认知逐渐变化的结果。在治病救人过

程中，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发挥自身价值，通过医疗治愈疾病的同时解构了地方社会对女性

的传统认知，并使“护士”一词逐渐与女性职业连为一体，从而构建出女性新的社会意义。教

会医院中的女性群体通过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使地方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能够走出职业“边

缘化”，同时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护理技术不断自立并破除传统观念的桎晧得到了自由及

思想解放，这促进我国近代护士职业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关键字：女护士、教会医院、自立、社会意义  

 

教会医院是近代医药传教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地方社会并呈现出“本土化”现象，

而国人护士群体的出现是教会医院“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护士作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运

转的环节，其承担了辅助医生治病救人的职能。女性能够进入医院并承担护士一职，是自身

对于西医医疗技术的认可，更表现出社会对护士职业的认可，亦是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掌握西

医医疗技术参与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的过程。 

受当时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影响，20 世纪初期人们对于女性从事护士这一职业的认可度

并不高，而女性进入护理行业之前，多是男性从事护理工作为主。“男女之大防”的传统观念

随着女性承担起护士辅助医生治病救人职责时发生变化，女护士群体逐渐得到医院与民众双

重认可。“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人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细致、温柔，更适合护理病人，因而

将护理看做是女性的工作。”
[1]

随教会医院在华实际医疗活动的开展，女子进而开始从事护理

工作。地方社会中女性走出边缘化，并担任护士一职，与教会医院为女性自立提供环境密不

可分。在教会医院这一场域中，女性能够突破传统观念限制参与到多元化社会职业分工中，

这构建出女性新的社会价值。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的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公共医疗卫生的建设与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近代妇女独立与自主观念的形成；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过

程，是女性自身通过掌握医疗卫生权获得职业与自立的过程，同样也是民众对于教会医院认

知不断加深的过程。 

一、对“护士”一词分析 

护士一词未出现前，教会医院中协助医生及助产等此类医疗工作的人被称为看护。早期

从事护理工作的看护们多以男性为主，在“男女大防”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女子想要在外从事

工作较为困难。随教会医院在华发展及妇女疾病等社会医疗需要，传统中国礼俗影响下的男

看护们从事诸如产乳及一些妇科疾病辅助性护理工作并不合适，因而 20 世纪前后教会医院

的医护工作中出现国人女性护士身影。之后，女性通过西医卫生知识的学习掌握西医医疗护

理技术并承担起护士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职能，女性逐渐取代男性在护士职业中的地位。 

 
[ 1 ] Ant hong,Ann Strong.Gender bras and discrimination in nursing education:Can we change it[J].Nurse 

Educator,2004,(29):121-125.转引自姚莉莎：《1909-1937 年中华护士会在华事业初探》，北京：首都师范大

学,2013 年，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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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被称为“看护妇”，看护妇有“能助医生之调治”
[1]

的职能。1904

年《女子世界》中的一篇标题为《传记: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的文章，能够确定当时看

护妇与护士相比仅仅为名称的差异实则并无不同。1914 年经过大会讨论之后，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 便译为“中华护士会”，至 1920 年更名为中华护士协会。虽然 1914 年

的中华护士会确定了护士的名称，但看护妇、看护小姐、看护者、看护生（未毕业或未经

过系统训练）等词语的使用依然在报刊中存在。故护士一词出现后，看护一词依然存在且

仍具有辅助医疗工作对病人进行护理的职能。 

关于汉语护士一词较早的使用与来源问题，《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一书中认为护士一

词由中国护士钟茂芳“根据《康熙字典》将 Nurse 译为“护”,又因为从事这种专职的人,必须具

有一定知识,懂得如何保育生命,于是根据中国‘学而优则士’的古语,把 Nurse 一词完整地译为

‘护士’”
[2]

这是此书给出“护士”一词最早的来源。而 1927 年《中华护士季报》第 8 卷第 3 期贝

孟雅《中华护士会的历史回顾》一文中，提到早在 1909 年就将护士大会的名称定为“中国中

部护士联合会”。由于此文发表于 1927 年且作者为外国人，因而并不能将此文中的内容作为

中文护士一词使用的最早来源。 

“护士”一词被社会较大范围正式接纳及认可应在 1918 年及之后。以目前能够看到较早

使用“护士”一词的报刊——《广济医报》为例，1918 年第 3 卷第 4 期的专件一栏中《看护药

料学（续）》一文仍将“护士”称为看护，至同年第 3 卷第 5 期的《广济护士学校章程（附表）》

中出现了“护士”一词，同时根据近代报刊中“护士”一词出现数量推断护士一词的大范围使用

在 1918 年后。到了 30 年代，“护士”一词在报刊中的使用频率较前十年翻倍增长。从当时社

会环境分析来看，这与报刊业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政府支持、战争及社会的需要

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也表明护士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亦逐渐走向成熟，护士已经成为经

过系统西医医疗护理训练的职业代名词。30 年代政府为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些省立

医院、军医院都逐渐附设护士学校，并颁布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促进了护士事业的发展。此后，

对于护士管理越来越规范化。 

二、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构成 

教会医院中女护士来源并非仅为外籍传教人员，从医院发展现实角度即传教、医疗需要

来看，从中国本土吸纳医护人员成为教会医院在华发展及医疗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吸纳中

国本土医护人员以满足教会医院对于医疗人才需求的过程，同样是医院适应中国地方社会发

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单单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也呈现出一个双向的互动态势。

地方社会中的女性进入教会医院从事西医医疗活动，侧面表现出民众对于西医的态度。分析

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构成对了解近代教会医院中的护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护士协会的秘书和代理主席在考察湖北过程中“他们会见了中国的见习护士，向其

讲述了中国对本土护士的巨大需求及护士协会的迅速发展等”
[3]

从当时社会发展来看，医院及

社会对于护士人才的需求量是较大的。通过教会医院及其附属护士学校对护理人才培养，满

足了地方社会对于医疗护理人才的需要，也促进了医院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教会医院女护

士构成包括教会学校、护士学校、修女、信教徒等多种来源。 

（一）教会学校、护士学校 

传教士入华后创办教会医院，同时也创办了教会学校及护士学校。在教会学校接受西

 
[1]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7 期，第 4 页。 

[2]邓铁涛,程芝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年，第 444 页。 

[3]Gladys E. Stephenson：The 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Vol. 23, No. 

10 (Jul., 1923),p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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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育后进入到教会医院的女性，其较普通民众而言更容易接受西医医疗卫生体系及救助

方式。1914 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内设的护士办就曾在教会中学中招收女学生用作护士储备人

才进行培养。“当年招生 12 名，结果各地教会女子中学有 40 多人自愿报名”
[1]

之后从中选取

12 名对其进行考察并择优留取，只有经受考验后才能留院成为正式的护士。护士学校的女

学生经过一系列的医疗卫生知识的培养具备了疾病预防、病人护理、医疗保健、孕妇助

产、医疗知识宣传等基本职业能力。 

以道生医院毕业生屈尚清为例，其就读于基督教会所办的零陵培德女子小学，“小学毕

业后，教会送她到广西桂林道生医院(教会主办)学习护士和助产业务 4 年，毕业后留在该

院工作”
[2]

，后屈尚清于 1928 年与陈恩赐一起至湖北创办普济医社并继续开展医疗工作。早

期教会医院入华后，由于民众对教会医院治病救人的功效认知不足，教会医院无法从普通

民众中招揽大量的人员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培养对象。随着民众对于教会医疗卫生能力地

认知不断加深，这一现象也逐渐得到改善。而教会学校教育影响下的女性，更易吸纳到教

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中，以满足教会医院医疗人才的需要。 

随教会医院发展及传教士的努力下，护士学校中的护士培养体系不断完善，教会医院

附设护士学校培养了大量女性护士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服务。从当时社会来看，从

1914 年开始一些教会医院附设的护士学校就逐渐在中华护士协会立案（注册）。根据《中

华护士季报》统计，1926 年护士学校“全中国已有一百二十三个护士学校，在护士会注

册，代表十五个省份。”
[3]

中华护士协会统一给出护士的授课标准亦会给通过课程考核标准

的护士发放护士毕业证书，一些医院在招聘护士时要求应聘者持有经由中华护士协会认定

的证书。 

（二）修女、教徒 

一些教会医院在培养护理人才时，选择中国修女来学习和担任护理工作。如 1880 年成

立的汉口医院“仅对修女授以一般医药知识即从事护理工作。”
[4]

来培养医院内部医疗活动需

要的女性护士。除修女外，信教徒也成为教会医院女护士的来源。受基督宗教教义影响而进

入教会医院担任护士的教徒也是医院女性护士群体构成的一部分。桂林一位信教的太太进入

教会医院中学习医疗知识，是因为“尤其在神灵的感召下，她逐步感到过去的生活就像麻风

病进入了心脏，中毒很深。要洗掉这毒素，她必须在医院里认真的为病人效劳。”
[5]

，后这位

信教的女太太便通过在道生医院这一慈善机构中为病人服务实现自身价值。修女、信教徒进

入到教会医院中为病人服务，成为医院女性护士群体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护士的来源随着

教会医院在华发展逐渐发生变化，教会医院在地方早期的发展，解决护士人才需要较多的依

仗修女和信教徒。并不能说修女和信教徒在护士学校出现后这类护士来源就完全消失，只能

说在护士学校出现后，尤其是在中华护士协会的推动下，护士的招生及管理体系逐渐得到完

善。修女、信教徒这部分护士的来源并不能与系统化、职业化的护士学校所培养护士的数量

和质量相比。 

教会医院中女护士人员构成必然是多样化的，除了教会学校、护士学校、修女及信教徒

外，留学国外的女护士，及一些在教会医院中治愈疾病的病人、或者战时想要在教会医院中

寻求庇护的女性、或者因其他原因进入到教会医院中的这部分人也逐渐成为教会医院护士群

体的一部分。而随着女性自立意识的增强，受护士这一职业吸引，愿为医疗事业之努力的青

 
[1]《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志 1890-1990》，山东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志编纂委员会，1994 年，第 78 页。 

[2]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年，第 760 页。 

[3]《护士会消息:报告册与护士季报》，《中华护士季报》， 1927 年，第 8 卷，第 3 期，第 27 页。 

[4]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  卫生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37 页。 

[5]（澳）海伦·凯特尔，赵筱玲、周艾译:《柳暗花明——澳大利亚姑娘金指真桂林 28 年纪事》，桂林：桂

林市妇幼保健院内刊，第 90 页。 

http://www.cnbksy.com/search/detail/31fa2e79b49ae395abfb45a4265c5bde/7/5d91e4c523b099036e57dac2
http://www.cnbksy.com/literature/literature/d7445430e15488d628ae3efdbb18e2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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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也进入到教会医院中担任女护士。虽然这些护士来源不同，但都成为近代中国公共医

疗卫生发展的助力者，为近代社会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及影响。教会医院吸

纳中国本土人才发展了教会医院医疗卫生力量，同样也为女性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促

进了近代西医医疗卫生观念的传播也促进了教会医院自身的发展。  

三、女性能够参与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的原因 

女性能够参与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与医院对于医疗护理人才的需求密切相关。最初，

教会医院中的外国女护士入华后承担了医院医疗护理活动，并辅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医疗救助

及传教工作。随着近代西医在华的发展，由于地方社会的需要，教会医院需要吸纳新鲜的力

量来完成医院中的医疗卫生护理工作。此时，人们意识到女性在实际护理工作过程中较男性

更为出色。同时，吸纳中国女性进入教会医院也可以使更多的女性能够了解和加入基督宗教

中以达到医药传教的现实效果。教会医院中的国人护士群体数量在多方因素影响下逐渐变大

并不断发展。国人女性能够参与到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女子自身观念转变及女性意识解放。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兴观念进入到中国，报刊

业的兴起、女子学校、女性运动的出现等，使得女性能够接触新观念的途径和范围越来越广，

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地崛起。女子能够进入到教会医院中为病人服务，与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

具有重要作用。1933 年《玲珑》杂志女读者吴雪珍就向编辑提出了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女护

士的愿望，吴雪珍认为“想想穿着雪白衣服的神情，是何等的尊严，何等的美丽”
[1]

可见在当

时社会中，一部分女性愿意成为护士走出家门成为自立自强的女护士。女性意识得以解放并

不断突破传统观念，这都与女性自身的选择密切相关。护士这一职业身份同样给近代女性更

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其二教会医院实际医疗活动中的女性担任护士更为适宜。一些妇科疾病的治疗在男女

授受不亲的观念影响下，多为不便。“然因男大夫诊病，而女人多视为不便，故裹足不前，

以致不获医治者大有人在。”
[2]

因此山西的
潞安

鸿恩医院请求差会派女大夫来医院协同诊病。

而女护士同女大夫一样在为妇女治病时有更多的优势，
潞安

鸿恩医院在聘请护士时，这些国

人护士“都是中华护士学校毕业，并服务社会有年”
[3]

。随护士职业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实际

医护活动中，女子较男子更为悉心，故而一些报刊中出现了讨论女性与男性在实际医疗护

理活动中作用的文章。教会医院中并非没有男护士，而随着女性能够获取医疗卫生知识以

及女子自身优势，“女子性情比男子为慈爱，其举止比男子为静细，使以看护病人能忍耐以

看护病人能忍耐无厌用意周到，男子所不能及者皆女子所独长”
[4]

故而女性较之男性更能胜

任看护病人的工作。“在近代妇女职业兴起时,女护士和女医生一样耀人眼目。而且,近代中

国的护理事业,也不滞后于西方各国。”
[5]

近代护士职业的出现也使得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同

样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过程中

需要女性群体辅助进行，护士通过医疗知识的学习及使用在治病救人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

用。 

其三是费用问题。教会医院中女护士学费来源，在医院或者护士学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

下，女性进入到教会医院中能够全免学费（甚至一些还能略给学生津贴）；或者一些学校也

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招收学生。“1924 年，安庆同广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学制 4 年，招收半

 
[1] 陈珍玲、吴雪珍：《妇女：我要做女看护》，《玲珑》，1932 年，第 2 卷，第 57 期，第 299 页。 

[2]《潞安鸿恩医院近闻(山西）》，《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 年，第 1652 期，第 11 页。 

[3]《潞安鸿恩医院近闻(山西）》，《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 年，第 1652 期，第 11 页。 

[4]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7 期，第 4 页。 

[5]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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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半读的学生，”
[1]

这种免费或半工半读的方式给女性在获取医疗卫生知识的过程减轻了负

担，使得女性有机会能够通过学习医疗知识进入到教会医院中担任护士一职实现自立。 

其四宗教观念的影响。在基督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接受宗教教义中所倡导慈善与博

爱思想，进而参与到医疗救助慈善活动中。一些女性受宗教观念影响愿意在教会医院承担救

死扶伤职责而担任护士，这都与基督宗教所宣扬的慈善救济精神相关。 

其五国外影响。国外医院认为女性较之于男性在护士这一职业活动中能够做的更为出色。

近代报刊对南丁格尔精神的宣传下，以女性为代表的护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虽然以往从事

护理工作多为男子，护士则专指从西方传入由女性担任的一项新职业。早期入华教会医院中

就有护士的存在，这些西方面孔的护士通过医疗活动治愈疾病获取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在此

先例下，国人女性能够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中，这与国际宣传，前期传教士、西

方护士和医生等在华活动影响密切相关。 

女性能够通过学习和使用医疗知识进入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环节，“到了战争年代，中

国妇女已经在解剖学知识所认可的环境中占据了权利位置，因此采取了一定的权威措施。”
[2]

女性逐渐在护士这一职业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护士承担了救死扶伤的职责亦因此得到社会

更多的尊重。女性在掌握医疗卫生能力后，自身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实现，

因此女性逐渐成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护理工作活动中的一部分并参与到公共医疗活动中。 

四、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 

教会医院在华发展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主要目的仍为传播基督宗教教义。女护士的

出现，是教会医院因医药传教需要而吸纳中国人参与到教会医院的医疗卫生活动，这反映教

会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也是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双向互动的重要表现。教会医院中女护士

社会意义的构建是女性自身及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教会医院这一场域中，对国人女护士

发展的思考，既要看到社会民众对于护士群体认知的变化；也要思考到除医疗卫生活动外，

女性自身在参与医院医疗卫生活动的这一现象对女性自立及赢得话语权产生何种影响，从而

形成对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认识。 

（一）民众对女护士认知的转变 

传统迷信观点认为久病不愈的病人是被妖魔缠身，如想治愈疾病便需要青壮年在病人周

围高谈阔论以驱散病魔。此类传统的看护病人的模式及方法于病人疾病的治愈而言并无益

处。19 世纪初期，报刊杂志中出现了要求改良上述传统看护病人方式的文章，其认为“唯侍

疾者常坐病人之侧，时而睡眠；时而发汗；时而咳嗽；时而排泄，虽不必详记于薄中，然较

之匆匆即来之医师，其明了为何如哉。”
[3]

掌握医疗卫生知识的看护们更能掌握病人疾病状况。

一些报刊中出现要求改良传统侍奉病人方法的观念，否则“不改良侍疾法，则我国医界终无

起色。”
[4]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需要有专门懂得医疗知识的看护来照看病人的观念。这一时期，

看护亦称为护士的医疗功能逐渐被社会了解，人们对于护士职能认知随之加深，一些教会医

院甚至专门培养男女看护用作照料不同性别的病人。1910 年看护妇在护理病人时，时人认

为“看护妇实一般人之保姆也。”
[5]

，这类偏见并不能给女性看护人员带来较高的尊重。至 1929

 

[1]戴世璜自传.copyright 1968 by Harry B. Taylor.安庆:安庆档案馆藏。转引自张晓丽：《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

变迁》，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21 页。 

[2]Nicole Elizabeth Barnes:Intimate Communities: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

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p132. 
[3]李荣怀：《论说：论中国侍疾者无看护知识之害》，《中西医学报》，1911 年，第 10 期，第 1 页。 
[4]李荣怀：《论说：论中国侍疾者无看护知识之害》，《中西医学报》，1911 年，第 10 期，第 1 页。 
[5]梁慎余：《说看护者》，《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7 期，第 5—6 页。 



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会议论文集》未刊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9。 

106 

 

年出现了“切勿视同奴仆”
[1]

观点，表现出对待女看护态度转变，也是对于护士职业的尊重。

这一变化，一方面是社会民众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视，另一方面与女性担任护士后社会地

位不断提高有关。女护士承担了社会分工，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被人所接受，女性社会地位

得到提升，护士一词的概念也愈加平等化。战争期间，教会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培养大量医护

人员参与到战争中为士兵及民众服务，这其中就有大量女性的身影。教会医院中女护士的医

疗卫生职能不断在实际的医疗卫生活动中得到应用，包括预防传染疾病、关注青年儿童、宣

传医疗卫生、助产等医疗工作，护士群体进一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二）教会医院中女护士话语权的实现 

女性群体参与到医院医疗卫生护理活动中，并逐渐被时人所接纳。前文已经提到民众对

于教会医院中的护士群体认知变化主要原因是女性更适宜护士这份工作，护士这一职业使得

女性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并受到社会的尊重，因而护士群体认知度不断提高。教会医院中女护

士社会意义的构建表现在女性能够自立并享有在经济、政治及医疗话语权的实现。 

女护士社会意义构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话语权，女性参与教会医院医疗活动必然要

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教会医院女性护士群体工作及收入情况是分析教会医院女护士社会意

义构建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女性自立于社会的重要表现。通过女护士自身工资收入与同期

社会其它职业收入相比，女性是否拥有足够经济能力以保证自身能够自立及生存下去是女护

士经济话语权的重要表现。1935 年广济医刊招聘女护士“月薪暂定十至十五元”
[2]

。女护士的

工资是否足以支持其独立生活需要关注当时上海社会收入情况，上海零售店的店员们“至于

工薪多则每月十余元，少则每月两三元”
[3]

，民族工厂的小职员“不过一二十元的薪水”
[4]

，广

济医刊招聘告示月薪在十元至十五元且食宿全归医院负责，表明女性担任护士一职在当时而

言工资相对稳定且能够保证其日常生活。 

其次政治话语权。表现为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能够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并表

达出女性自身的政治意愿。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医院中的护士加入到抗战救援中去，抵抗

外来侵略，通过医疗活动为普通民众及伤兵医治疾病并进行慈善救济活动。在社会动荡及

地方社会在遭到重大损失和挫折之时，女护士参与到灾民的安置、伤员救治和社会慈善救

济中，促进了地方社会医疗卫生的构建和发展，也使女性医疗行为得到了地方社会的认

可，护士群体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五卅运动之时，女护士也响应沪案积极宣传爱国募捐

活动“英教会医院护士因沪案演剧募捐,英人压迫使该院全体华人罢工离院。”
[5]

教会医院中

的护士群体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效力。女性社会意义的构建与教会医院中护

士集体活动有密切关系。在国家危难之时，教会医院中护士群体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表达出

女性自身政治话语权，这构建出女护士的社会意义。 

 
[1]姜振勋：《男看护存废问题》，《 医药评论》，1929(创刊号)，第 51 页。 

[2]《附录：聘请女护士》，《广济医刊》，1935 年，第 12 卷，第 8 期，第 2 页。 

[3]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704 页。 

[4]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715 页。 

[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 第 3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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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女护士为伤兵服务）

[1]
 

最后是医疗话语权。教会医院中女性通过掌握西医医疗卫生知识逐渐取代男性在护士职

业中的位置，并在促进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传统观念影响

下，女性想要成为一名护士，会面临如何取代男性进入教会医院医疗活动中。早期一些医院

男病房中只招男护士来看护病人，这一现象能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掌

握西医医疗卫生知识并被医院及社会认可。1942 年贵州一所教会医院明确表明招收女护士

“贵州铜仁福音医院，征用女护士一人，需正式护士学校毕业，未婚”
[2]

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

能够通过西医医疗知识的学习拥有话语权，并成为教会医院医疗卫生活动中的环节。在促进

我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使得女性与护士职业活动相联系，这是护士社会意义构建

的另一个方面。 

女护士社会意义的构建离不开社会、教会医院和家庭这三者。女性与医院间，女护士群

体能够满足医院医疗活动中对于医事人才的需要，医院也提供场所使从事护士职业的女性不

再依附他人亦能够自立于社会之中。医院与社会间，医院促进了近代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

展也促进了制度化西医护理体系的形成，同时社会上一部分人逐渐接受教会医院在华活动的

宗教理念使其能够达到医药传教的目的。女护士与社会间，女护士能够获得职业的平等化及

自身话语权表达，促进了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及社会职业的多元化。  

五、结语 

教会医院中女性身影的出现，是民众接纳西方医疗技术并从传统观念转而接受西医医疗

护理技术；同时表现出近代社会对妇女看法的转变，也是女性自身社会地位提高。教会医院

中女性护士的出现表现出近代女性职业出现新的变化，女性职业意识不断增强并愿融入到教

会医院护士群体的职业活动中。在承担社会分工劳作的同时女性对自身有了新的认识并找到

了融入社会的新途径，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地位都得到提高。受教会医院中的女性护士医

疗活动的影响，女性及护士这一职业社会认知度不断增高，使更多人愿意接受护士的医疗护

理。教会医院女性护士群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之后，随近代我国

 
[1] 《后方伤兵医院写真》，《抗战画报》，1937 年，第 6 期，第 5 页。 
[2] 《读者信箱：求人》，《西南医学杂志》，1942 年，第 2 卷，第 5 期，第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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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事业的发展，一些中医护士训练班也逐渐出现，护理制度得到了社会更为广泛接受。 

随着教会医院医疗活动逐渐赢得民众的认可，一些女性受到护士职业身份吸引愿意加入

到教会医院中。同时护士制度亦在不断完善，除教会医院的护士学校外，省级政府也逐渐开

办护士学校培养医疗卫生护理人才，国家、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使得护士职业的不断发展，这

对近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女护士群体的发展也是女性社会地位增强

的一个表现，女性自立开放的一个进程。护士群体发展反映出教会医院本土化的进程，也同

样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相接触并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果的呈现是双向

作用的结果，并非教会医院单方面本土化就能得以实现的。同样也要考虑普通民众在这一过

程中的作用，而护士作为普通民众的一部分，也从侧面反映国人对于西医医疗技术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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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进步》看基督教的两性观 

 

薛玉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柳琳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受到了激烈地抨击、批判，以至全盘崩解，新式的伦理标准

尚未建立。在此过渡时期，道德、生计、娼妓、妇女、家庭、劳工等社会问题丛生，社会改

造思潮也随之而起。两性问题作为当时社会家庭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而成为五四前后思

想界与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面向广大青年发行的重要会刊

《青年进步》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以特刊号的形式，从基督教的角度集中讨论两性问题，发

表见解、看法与主张。该刊主要从两性的生理、心理、伦理三个方面，对两性问题进行阐述，

提倡两性道德，以期指导青年，改造社会。在他们看来，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其两性本能

不仅涵盖人的一生，还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有密切关系。因此，《青年进步》希望能因

势利导使两性的功能适用于社会建设的途径。其认为要发挥两性的作用，必须建立一种新性

观，确立两性伦理标准，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以纯洁专一的恋爱为夫妇结合之基础，激发

两性向上，完善家庭组织，产生社会道德。他们认为，要解决两性问题，在提倡自治力的同

时，不可不提倡性教育。性教育是积极的节性防淫，传统的男女有别的伦理，是消极的节性

防淫。对于青年们处在青春期易被诱误，要引导其树立对两性问题的正确态度，以两性教育

给予他们充分的性欲知识，使其知道纵欲的危害，了解节欲的重要性，培养其思想上的判断

力，建造青年完美人格。《青年进步》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在两性问题上为青年人提供冷

静的指导和建议，促进青年进步，这也符合其创刊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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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氏家族（Fitch Family）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冯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本文以一个在华生息繁衍的美国传教士家族——费氏家族的女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以

家族为切入点，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内有关家族史料及其他相关资

料，以一个家族、一群女性、一个典型三个层次来铺陈女传教士在家族、个人、在华传教之

间的互动与互促。 

关键词：费氏家族 女传教士 近代中国 

 

前 言 

 

女性与宗教研究是学术发展史上新近呈现的跨越文化体系与学科体系的综合性研究。中

外学界关于近代女传教士入华活动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相较于成果丰硕的男性传教士的

研究而言，仍是亟待耕耘的学术领地。从研究的路径来看，大致主要沿袭传教史、性别史的

研究路径，群体研究、个案研究皆有呈现。早期如 1984 面世的美国学者简•亨特著《优雅的

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
1
一书，从来华传教士群体中将女传教士彰显出来，

梳理了美国女传教士群体兴起的历史背景、维多利亚时代美国女性文化及女传教士在中国的

生活及其对中外的影响，并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 20 世纪初期中国普通人生活片段及中国妇

女的处境。
2
 21 世纪初，林美玫的相关研究对学界启发很大，如对于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

华活动中“纯正妇女意识”展现的研究，运用性别空间概念探讨在华女传教士等，
3
其著作《妇

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锁定在 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

的研究，探讨她们来华的差传心理、行为表现以及影响，结合中美宗教史与妇女研究，引入

社会学中的种族—性别—阶级的理念以及差传学中宗教与文化相互动机理论，展现女传教

士、妇女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联动互促。
4
内地学界对于女传教士的关注起步较晚，主要集

中在近十年，但成果不少，一是女传教士的回忆录、传记得以在内地出版，如安娜•普鲁伊

特的回忆录《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往日琐事：一位美国女传教

士的中国记忆》、赵中亚著《弘道遗爱：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二是探讨女传教士在

华活动及其影响的学术论文涌现，涉及性别与宣教、传教动因、角色审视、边疆意识、性别

观、女性启蒙、妇女解放、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如吴宁的《播道与兴学——晚清英国殉道

会女传教士在广州活动考述》、梁育红的《加拿大长老会女传教士在近代豫北地区的活动及

影响（1889-1949）》分别论述了女传教士在广州、豫北地区的传教活动；三是着力于研究力

 
1 [美]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14 年。 
2 万方：《近代美国来华女传教士的别样人生——<优雅的福音>书评》，《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 年

第 3 期。 
3 参见: 林美玫：《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十九世纪美国“纯正妇女意识”的展现》,《思与言》 

1997 年第 2 期；林美玫：《妇女性别空间概念用於十九世纪美国基督新教在华女传教士研究之探讨：并以

美国圣公会为例》，《“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0 年第 17 期。 
4 林美玫著：《妇女与差传：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5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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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培养的硕博士论文亦有不少，如朱骅的博士学位论文《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

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陈妍蓉的《三位女传教士在甘新大道沿线社会（1923-

1936）：以传教士记录为中心的微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使得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面相更

加丰富，研究的视角与理路都得到一定的延伸，但，总还会有不断的扩展。 

以往对于女传教士研究对象的锁定，主要归于两端：群体研究或个体研究，群体研究难

以突出个性，个体研究又有以偏概全之嫌。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个在华生息繁衍的美国传教

士家族——费氏家族的女传教士，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尝试以家族为切入点，根据美国哈佛

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内有关家族史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以一个家族、一群女性、

一个典型三个层次来铺陈女传教士在家族、个人、在华传教之间的互动与互促。 

 

一个家族：费氏家族（Fitch Family）入华及其繁衍 

 

美国新教入华可谓是姗姗来迟，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超过英国成为在华传

教规模最大的国家”，
1
对中国的影响已不容小觑，在中国社会发展、反侵略战争、政权转变

的过程中动荡起伏，因应抉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是美国新教入华传播高峰期，新教

在华传教士人数激增，1889 年新教在华传教士仅 1296 人，7 年后，1906 年则增至 3883 人，

到 1919 年达到 6636 人，30 年间增加了 5 倍多。新教在华的各项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据统计，1919 年新教在中国有 6391 个教堂，8886 个“福音中心”。
2
费氏家族（Fitch Family）

正是在这一基督教在华发展由初澜走向高潮时期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这片土地结下深深的

缘分，亲历并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1870 年，美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 PCUSA）

传教士费启鸿夫妇来到中国,以费氏夫妇为起点，其家族五代在华，家族成员中有十六位在

中国服务传教，如其子费佩德(R.F.Fitch)曾为之江大学校长；费吴生(G.A.Fitch)曾为中国基督

教青年会总干事，南京大屠杀时期为国际安全区总干事；其女婿高伯兰（A.R.Kepler）曾为

中国基督教全国协会总干事，致力于合一运动。这是一个比司徒雷登家族更具影响力的美国

在华传教士家族，其家族成员加起来在中国服务的年数超过五百年。 

费启鸿（乔治•菲尔德•菲奇，George Field Fitch，1845-1923）1845 年 6 月 28 日出生

于俄亥俄的埃文市，1866 年毕业于俄亥俄西部保留地学院(Western Reserve College)，随后

1869 年毕业于莱恩神学院（Lane Seminary）并接管了巴达维亚的教堂。同年，其与玛丽•麦

克莱伦（Mary McLellan）结婚。为开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870 年费启鸿夫妇来到中国，

从此在中国传教 53 年。 

费启鸿
3
是美国北长老会入华传教士,曾先后在苏州和宁波传教,从 1888 年起出任上海由

美国北长老会所主办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的主任,创办了《中华

医学杂志》（China Medical Journal），后来又兼任了在美华书馆出版的著名新教在华传教

使团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总主笔，前后时间长达 18 年之久。
4
 

 
1 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0 页。 

2 [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179-181 页。 
3 费启鸿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埃文市。他的父亲是佛蒙特州米德伯理学院的毕业生，作为弗里蒙特的长老教

会牧师来到俄亥俄州，在其出生前，他便死于埃文。他的遗孀，后来与教会里的一名长老结婚。他是一位

名叫哈福德的富裕农场主，费启鸿和他三位哥哥及两位妹妹就这样都在农场被抚养长大。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2. 
4 An American Looks at China Today—and at Americ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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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费启鸿将美华书馆从苏州河南岸的北京路清源里迁往北四川路横浜桥，自己

也迁居虹口。在费启鸿的领导下，美华书馆发展成早期上海著名的出版印刷机构。商务印书

馆的创办者均与美华书馆有渊源关系，而且创办过程也得到了费启鸿的支持和帮助。1923

年，费启鸿在上海逝世。1925 年，长老会将思娄堂迁往虹口窦乐安路（今多伦路）重建时，

更名为鸿德堂，以纪念费启鸿夫妇对长老会做出的贡献。 

费启鸿夫妇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两子三女，都出生在中国,其中三个出生在上海，两个

出生在苏州。费氏夫妇及其子女情况大致如下所示： 

费启鸿(George Field Fitch)＆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夫妇子女 

长子：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生于 1873 年，1898 年 5 月 10 日与伊萨多尔•

克劳斯 （Isadore Kloss）结婚，育有四个子女。1937 年 6 月 26 日与 May Robson(1881)

结婚，无子嗣。 

长女：玛丽（Mary Elliott Fitch）生于 1875 年，与弗里德里克·图克 （Fred Jagger 

Tooker）结婚，育有六个子女。 

二女：珍妮特（Jeanette Griswold Fitch）生于 1878 年，1903 年与雷蒙•开普勒（高

伯兰，Asher Raymond Kepler） 结婚，育有五个子女。 

二子：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生于 1883 年,1910 年与阿尔伯塔•肯普顿

（Alberta Kempton）结婚,生育四个子女，1919 年因病去世。 

        1924 年，与杰拉尔丁•汤森德（Geraldine Townsend）结婚，生育两个子

女。 

三女：爱丽丝（Alice Raymond Fitch）生于 1884 年，与威尔弗里德·哈里森 （Wilfrid 

Harrison）结婚。
1
 

这五个孩子在父母的教育及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长大后，几乎都继承了传教士的家族传

统，走上了入华传教的道路。费氏家族的第三代亦有大多数人出生、成长并服务在中国，费

吴生等五兄弟姐妹的家庭亦是人员众多，这五个家庭的情况，笔者根据费吴生夫妇档案所述

大致整理如下： 

一 费佩德的家庭 

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 年-1954 年），美北长老会入华传教士，宗教学者、

教育家、作家、摄影师。出生在上海，1898 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复来中国任宁波长老会

所办中学的校长，后担任之江大学第四任校长、副校长等职。在中国度过了成年后几乎所有

的时光，
2
费佩德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在 1936 年过世，为其生育四个子女，第二任妻子在

1937 年与其结婚，并无子嗣，其家庭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任：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伊萨多尔•克劳斯 （Isadore Kloss） 

1.Margaret Shelly(1900)，先后与 Cyil Cheatham ,Jack Clarke 结婚 

2.Robert Elliot Fitch(1902),与 Marian Dewitt 结婚，有三个子女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70. 
1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5. 
2 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第 7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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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therine 先后与 Joshua Venter, Murray Emeneau 结婚，有两个子女 

4.珍妮特 (Janet，1909)与 John K. Sewell 结婚，有两个子女：Nym 和 Roy 

*第二任：费佩德与 May Robson(1881)于 1937 年 6 月 26 日结婚
1
 

费佩德的家庭亦曾有数代人长期在杭州生活，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

士家庭。 

二  珍妮特的家庭 

珍妮特与高伯兰（A.R.Kepler）育有四子一女，详情如下： 

Jeanette Griswold Fitch＆Asher Raymond Keppler (高伯兰),育有五个子女 

1.Raymond  Fitch  Kepler(1904.5.17)与 Margaret Blain 结婚，有四个子女 

2.Kenneth McLellan  Kepler(1905.10.15)与 Kathleen 结婚，有三个子女 

3.William Henry  Kepler(1910.12.6)先后与 Mary(Molly)Bartholomew， 

Frances 结婚，有一子 

4. Mary Bader Kepler (1913.9.6，Mrs. Stanley Hoffman)与 Stanley Hoffman 

结婚，有三个子女 

5. Alexander Rockwell Kepler（1917.8.29）与 Elizabeth Martin 结婚， 

有两个子女
2
 

珍妮特与高伯兰的子女亦有 3 人为传教士，夫妇二人在华传教时期，其子女亦协助相关

事业。 

 三 费吴生的家庭 

费吴生（George）成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先后在上海、南京、重庆、兰州等地担任

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总干事 38 年。费吴生先后有两任妻子，共生育有 6 个孩子：四子二女，

其家族人员信息较为清晰，如下： 

1.费吴生与第一任: Alberta Kempton 1910 年结婚，生育两儿两女 

（1）玛丽恩•凯斯琳 (Marion Kathleen//Marion Chubbock Fitch), 与约翰•埃克斯特

（John Exter）结婚，育有四个子女 

        （1-1）John Exter(1942.10.28),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2)  双胞胎 Janet 和 Nancy Gray(1944.6.23) 分别毕业于史密斯学

院和卡萨诺维亚专科学校 

 
1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6. 
2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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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George(1953.8.8) 

（2）乔治•肯普顿（George Kempton Fitch），最后在哥伦比亚。 

（3）艾伯特凯斯特林（Albert Casterlin Fitch）与塞西莉亚•史密斯（Cecelia  Smith）

结婚，育有三个子女 

           （3-1）Edith Gisele 

            (3-2) George B. 

            (3-3) Kim 

（4）伊迪斯（Edith  Casterlin Fitch）与第一任 Albert Troychak 结婚， 

育有三个子女 

（4-1）Tanya Alberta 

(4-2) Steven 

(4-3) Aleda 

       伊迪斯与第二任 弗瑞德•斯蒂芬斯(Fred Stephens//Fred Stevens) 结婚， 

育有一子（4-4）Frederick Kempton 

2.费吴生与第二任杰拉尔丁（Geraldine Townsend）1924 年结婚，育有两子 

（5）乔治•汤森德（John Townsend Fitch）与玛丽•霍尔 （Mary Hall）结婚，育有

六个子女 

        （5-1）John Logan 

         (5-2) Robert Kingsley 

         (5-3) Mary Margaret(Peggy) 

         (5-4) George Lawrence 

         (5-5) Thomas Alan 

         (5-6) Laura Eliot 

（6）罗伯特•麦克莱伦（Robert McLellan Fitch）与雷塔•佩克（Reta Peck）结婚，

育有三个子女 

          (6-1) 大卫•汉密尔顿•阿什莫（David Hamilton Ashmore） 

          (6-2) 道格拉斯•杰拉德（Douglas Gerald）  

         (6-3) 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1
 

 
1 根据费吴生档案之家族史料、费吴生自传、乔治汤森德自传整理而成。（1）.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2）.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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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庭成员分散在七个国家，当克里斯托弗出生时，费吴生已经拥有了 20 个孙子

女。 

四   玛丽与爱丽丝的家庭   

费吴生的姐姐玛丽成为一名医务传教士，并随后嫁给了同在一个布道团的传教士医生弗

里德里克•图克，图克家族的第二代。图克家族关系如下： 

1. Nathaniel Tooker(-1912)与第一任妻子 Anna Christine Danforth 育有三个子女 

（1） Mary Robert Tooker(1868)与 Henry B.Heylman 结婚 

（2） Frederick Jagger Tooker(1871.12.20-1952.12)1907 年 与 Mary Elliot 

Fitch(1875.3.27-1960.4.27)结婚，生育六个子女 

（2-1）Dorothea Danforth Tooker(1908)与 James Joseph Ketchell 结婚 

（2-2） Nathaniel Tooker(1910)与 Elizabeth Ringland 结婚 

（2-3）Marjorie Kendrick Tooker(1912)与 Stephen Martine Whittlesey 结婚 

（2-4）  Alice Ruterford Tooker(1913) 

（2-5） Frederick Fitch Tooker(1915) 

（2-6）Mary Delmer Tooker(1916) 

  （3）Gertrude Tooker 

2. Nathaniel Tooker(-1912)与第二任妻子 Sarah Brown 育有两个子女 

    （1）Margaret Tooker (1888-1960)与 Rev. Reid Dickson 结婚 

     （2）Anna Tooker(1915)与 Henry Cotton 结婚
1
 

费吴生的妹妹爱丽丝（Alice）早年亦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后嫁给了一位英国商人威尔

弗里德·哈里森 （Wilfrid Harrison），有关他们的信息在费吴生的自传中鲜少提及，在费吴

生夫妇档案中存有一些往来家信，但也难以判断家庭情况等，所以，谨在此一笔带过。 

    费氏家族人员众多，而且费氏家族几代成员在中外之间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费氏

家族（Fitch Family），成员之间亦保持着“家族公开信”形式的通信传统，如下图 1 所示：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7.3.

（3）John Townsend Fitch, What, When and Where :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Townsend Fitch,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3. 
1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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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费吴生 1937 年 7 月在南京写给家人的信，信中提到了家人在青岛的假期，

及当时日军侵略南京前费吴生在南京观察的形势。 

费氏家族成员常年向整个家族汇报在中国、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生活或工作情况、各地见

闻、政教意见等等，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动荡的年代，他们对中国政治动向、社会人心、中外

局势的观察尤其细微，且参与期间担任重要角色。 

根据费吴生夫人（Geraldine T. Fitch）的手稿统计,这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族先后有 16

名成员在中国，加起来在中国服务的时间超过 500 年,从这个家族走出来五位医生、三位教

育家、五位福音传道者、三位基督教青年会（男女青年会）干事，
1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且

深远。1979 年 1 月 20 日，费吴生病逝后，将全部个人收藏档案由其后人捐赠给哈佛大学燕

京图书馆收藏，从而使得后世得以知晓这一家族的历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及深远影

响，为学者研究美国在华传教士及传教史、抗日战争史、中西交流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

个案。 

 

一群女性：费氏家族女传教士概述 

从 1870 年，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 Fitch）追随其丈夫费启鸿入华传教，迨至

1970 年代费吴生夫妇相继去世，这个家族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直接影响持续着一个多世纪。

费氏家族中的女性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密不可分，并有数位成为传教士，入华宣教，而且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的联系越加紧密。费氏家族的女性不管是女传教士还是作为传教

士的妻子或亲人，其因家族在华传教事业的缘故，已与中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际会。 

第一代：费启鸿夫人 

费启鸿的夫人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 Fitch，—1918）
2
是一位著名的美北长老

会女传教士。根据费吴生的回忆，其母亲在中国常被誉为最受爱戴的美国女性。她的兴趣和

 
1 An American Looks at China Today—and at Americ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70. 
2 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出生于苏格兰，后来移居到俄亥俄州的西储，并

担任新完工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后来在桑达斯基河（Sandusky）上建了一个工厂，也是一名弗里蒙特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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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从早些年对其子女的教育到监管两所教会学校、在家中举办女性基

督徒的每周例会、编辑知名的季刊《远东妇女工作》、翻译若干首赞美诗、撰写两小册赞美

诗以及在散文方面。赞美诗中一首题为《上帝的苹果》，还有一首题为《银色美景》。
1
费启

鸿夫人在华期间创办杂志，翻译文学作品，还建立了救助妇女的慈善机构，并且成为诸多中

国妇女及儿童的圣经老师，也是一位学者。 

创办主编多种杂志。费启鸿夫人曾在华创办远东妇女杂志《远东妇女工作》（Women's 

Work in the Far East），并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主编的《福音新报》（Glad Tidings Messenger）

月刊, 1874 年 10 月创刊，是用上海方言撰写的布道刊物。
2
 

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费启鸿夫人还曾翻译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其 1912 年将英国作家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童话故事集《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 for Little 

Children）翻译为上海土话版《新小儿语》。此外还翻译了《大皇帝的差役》《多谢安五传》

《第四博士传》《无形之画》《买你自己的樱桃》等多种儿童文学作品。
3
投身文学创作和翻译

外，还通过教会学校、创办期刊锻炼、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编辑、翻译和作者。 

敬献慈禧太后《圣经》。费启鸿夫人与李提摩太夫人等曾于 1894 年发起一个全国性的

活动，号召女基督教徒捐钱，向慈禧太后赠送了一部由广州顶级银匠打造的《新约全书》作

为其六十大寿贺礼。慈禧太后对外国女传教士们慷慨地回赠了礼品。
4
圣经由美华书馆印制，

封面由银质硬面精装。
5
 

1894 年 2 月在上海传教士的一次会议上，几位女传教士提出了给慈禧太后敬献《圣经》

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传教士协会理事会的支持，并委派一个七人小组实施这一计划。七人

小组包括伦敦传教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主教、美国圣公会传教会的汤霭礼（E. H. 

Thomson）主教、美国圣经协会总办梅格思（Hykes）主教、英国与海外圣经会代理萨缪尔

•戴尔（Samuel Dyer）、中国内地传教会代理主任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主教、美国长老

会费启鸿夫人、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李提摩太夫人（Mary Richard）。发动全国各地女教徒筹集

了大约 1200 美元。
6
这一《圣经》由美华书局印制，为文言版的《新约全书》，慈禧太后接

受了该书，并想知道牵头敬献礼物的人员姓名。英美公使分别提交了李提摩太夫人、费吴生

夫人等二十位女传教士的名字。不久，美国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收到了总理衙门署名

1894 年 12 月 15 日的照会，其中关系慈禧回赠女传教士礼物记载如下： 

贵大臣在案，十一月初一日，续准美馆哲翻译函送祝嘏之女传教士名单一纸，本署

当代恭呈。御览奉懿旨，首事李氏、费氏（按：费启鸿夫人）每名赏给江绸一卷、大缎

一卷、针黹一盒、手绢二匣，帮办女教士马氏等二十名，每名赏给手绢一匣、湖绉一卷。

以上各件与本月十二日函送美馆，查收属其按单分交该女教士等祗领。业于本月十四日

准美馆函复收到，转交在按，相应函达，贵大臣查照可也。
7
 

这一次敬献圣经被刘禾称为是女传教士们精心设计的一场与清朝皇太后的交流，不同寻

 
的长老。她的母亲贝琳达·艾略特（Belinda Elliot）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 （1877-

1881 年期间美国第 19 任总统）的嫡亲堂妹，一名作家。 
1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6. 
2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 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51 页;另见，梁碧莹著：

《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248 页。 
3 宋莉华著：《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第 487 页。 
4 沈弘、[美]罗伊·休厄尔著：《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21 页。 
5 柯震：《近代印刷与虹口》，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苑》第 7

辑，1991 年，第 83 页。 
6 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192 页。. 
7 China Correspondence,全美圣经协会档案，第 74A 盘胶卷，转引自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

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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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跟女权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因为，在中国的基督教组织从来没有任命过一个女性成为

《圣经》翻译决策委员会的成员。白人女传教士自始至终被排斥在“知识王国”“智识交往关系”

之外。她们在传教站的角色，是替丈夫和家庭服务和作自我牺牲。
1
这次女传教士与女教徒

得以彰显其存在，慈禧太后奖赏的锦缎都被费启鸿夫人裁成小方巾，用中国蕾丝镶边（像小

型的桌布），然后赠送给数百名捐献者，其中一些人身在美国和英国。
2
 

“希望之门”创始人之一。费启鸿夫人是“希望之门”（The Door of Hope）机构的创始人

之一，
3
这是一个关爱被卖入卖淫行业的女孩的慈善机构，数以百计的女孩得到这一机构的

关照。 

此外，费启鸿夫人对来华传教士都十分关照，当时的上海并没有像之后出现的类似“传

教士之家”的场所，于是美华书馆便多多少少成为几乎每个教派来上海的传教士们的集结地。

费启鸿家的客房也经常容纳客人们住宿，这些客人要么是路过上海，要么是来监管他们的作

品出版，这些作品包括词典、评论或是一些其他形式的作品。费启鸿夫人通常每天下午 4 点

会安排一场下午茶，很多客人都感兴趣。他们的客人都是早期传教士中的中坚分子，例如，

狄考文（Calvin Mateer）、倪维思（John Nevius）、郭显德（Hunter Corbett）、李提摩太

( Timothy Richard)、花之安（Ernst Faber）、亨特（Hunter）、卜舫济(Hawks Pott)、来会理

(Willard Lyon)、缪尔海德（Muirhead）等，费吴生曾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当中有些人在

我家逗留的时间延长了很久。晚餐会并不是经常举办，但若有这样的晚餐会，通常都会发生

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一般总是随后进行简短的家庭祈祷和播放音乐。常常是父亲吹奏长笛、

母亲弹钢琴，或者可能是两人一起歌唱。”
4
费启鸿夫人作为早期传教士中的中坚分子，不仅

终身致力于各种传教活动，对于整个家族的未来都是与传教事业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代：费佩德夫人、珍妮特、玛丽、费吴生夫人、爱丽丝 

费氏家族入华第一代及第二代，即费启鸿夫妇及其子女几乎全为传教士，这与其家庭背

景以及人际环境密切相关。费吴生及其兄弟姐妹均在家中接受的教育，他们的老师就是自己

的母亲，因此接受的也是传教士的教育。虽然后来都回国升学、深造，但最终还是选择为传

教服务。 

除了家庭教育，他们的人际交往基本以传教士为主，从小的玩伴到密友绝大多数为传教

士，如费吴生曾介绍其家族最好的朋友之一：莱恩斯家族，莱恩斯太太及其子女均成为他们

的挚友，永恒的伙伴。莱恩斯一家即和费吴生一家差不多，也是传教士家族，大卫·莱恩斯

（David Lyon）是一名在外服务的传教士。他的子女中，威拉德（Willard）后来成为首位派

往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曾在神学院求学；查尔斯（Charles）后来成为一名医务传教士

来到中国；苏菲（Sophie）即将嫁给查尔斯·法斯(Charles Fahs) 并成了一名杰出的作家；洛

伊斯（Lois）来华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嫁给了之江大学的马托克斯博士(Mattox)。
5
 

因此，传教士家庭出生的费吴生及其兄弟姐妹长大后，几乎全部投入到在华传教事业中，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与传教士结合，组成家庭，甚至在自己的下一代亦是以传教为志业。

因此，费氏家族的第二代，无论是费启鸿夫妇的子女还是儿媳均与传教事业密切相关，绝大

多数是女传教士。 

女儿：珍妮特（1878-1945），1878 年出生在上海，在当地上学，后来回到美国进行深

造，1898 年在伍斯特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后，在阿提卡、纽约的高中教书，教英语

教的很好。在社区中则以音乐天赋见长，擅长器乐和声乐。 1901 年秋，他回到中国，加入

 
1 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第 219 页。 
2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6. 
3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6. 
4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5. 
5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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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母亲的工作中。1902 年 12 月 15 日，她被任命为传教士。1903 年 2 月 4 日，珍妮特嫁

给了开普勒（Kepler）家族的高伯兰（A.R.Kepler），从此与其一起从事传教事业。
1
开普勒家

族亦是传教士家族，夫妻俩和一些子女均在中国传教。 

女儿：玛丽（Mary）后来成为一名医务传教士，并随后嫁给了在同一个布道团的传教士

医生弗里德里克·图克（Frederick Tooker）。 

女儿：爱丽丝(Alice)亦保持着家庭的传统，回到中国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并于多年后

嫁给了一位英国商人威尔弗里德·哈里森（Wilfrid Harrison）。 

儿媳：费佩德夫人伊萨多尔•克劳斯（Isadore Kloss）曾协助费佩德的传教与教育事业。
2
费佩德第二位夫人梅·罗伯森（May Robson）,于 1937 年 6 月间结婚。1938 年间，参与中国

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委员会及生产组办事处设在圆明园路 169 号五

楼 520 号，由费佩德夫人及李百强主持工作，费佩德夫人负责组织生产，从各难民营组织熟

练女工进行绣花、手套等工作，支持救济委员会。 
3
 

儿媳：费吴生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Geraldine Townsend Fitch）早年为美国卫理公会

青年团契务德会在中国的总秘书，与费吴生结婚后，为基督教青年会服务，1937 年因日军

侵华携子返美，在美国从事抗战及援华事业，且成为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费氏家族的第二代女性几乎都投入到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虽然其从属的传教

团体各异，但工作的本质确实一致的。新教入华传教初期，传教士的妻子们在正式记录上被

列为“女性助手”。1902 年，波士顿教会取消了这个职称，此后与传教士们结婚的妇女才自然

地被看作是“妻子”。
4
这也是教会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变化之一。费氏家族的女性，从第一代

到第二代正是经历了女性由助手到妻子的身份认同之路，她们既是助手、妻子，亦是女传教

士，而从代际的发展来看，到第二代女性在整个家族的传教事业中选择性更大，与父母甚至

丈夫分别为不同的机构服务，当然受到婚姻影响，婚后选择同一传教组织的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虽然受到家庭的影响抑或选择的制约，但并不影响其自身的发展，甚至可以运用家族

与丈夫的资源成就自己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费吴生夫人的人生轨迹堪称典型。 

 

一个典型：费吴生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费奇 

费吴生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费奇的人生轨迹在入华传教后，从一名独立女传教士，到

婚后与丈夫协调传教，再转变到援华事业，与中国社会命运发展休戚相关，而且费吴生夫人

对中美关系影响颇深。 

一 婚前：理想的女传教士 

费吴生夫人（以下或简称“费夫人”）早年服务于务德会（the Epworth League）
5
，是美

国卫理公会（the State Epworth League Cabinet）团契成员，在该会大规模开设传教学习课

程时，费夫人已是第二副会长。后来作为美国卫理公会青年事业者务德会在中国的总秘书

 
1 Mrs.Asher Raymond Kepler,H.R. Memorial Minute,April 16,1945,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7. 
2 《费佩德夫人追悼会纪闻》，《之江校刊》,1936 年第 85-87 期。 
3 章建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 第 7 辑》，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19 页。 
4 [美]小爱德华•布里斯著，安雯译：《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 1892-1932》，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152 页。 
5 务德会是美国卫理公会的 the Epworth League 的中文名字，是一个 18-35 岁的卫理公会青年人成人协

会。1889 年 5 月 15 日成立于克利夫兰的中央卫理公会教堂。在那之前，卫理公会有五个青年组织，其中

卫理工会联盟 1883 年宣称有 2 万名成员；牛津联盟则是在卫理公会百年大会上组织成立的；还有青年基

督教联盟。最初的务德会（埃普沃斯联盟 the Epworth League）存在于 1889 年至 1939 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卫理公会教派合并后，Epworth 联盟被称为卫理公会青年联谊会；它于 1994 年作为联合卫理公会青

年联谊会而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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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来到中国。对于为什么来到中国，在一本专门介绍费夫人来华进行青年团契的

小册子《密西根去中国》（Michigan for China）中有专门讲述过原因如下： 

早年汤森德小姐觉得她应该成为一名传教士。1919 年，她接受了 W.F.M.S.的召唤，

并于当年秋季出发。突然间，就像上帝有时来那样，刘易斯主教宣称，务德会应该在中

国。通过总秘书古斯利，到密歇根务德会，到亨德森主教，再到汤森德小姐。很快事情

就摆在委员会面前了，马上决定了，而汤森德小姐接受了作为务德会秘书去中国。
1
 

费夫人有做传教士的理想，在召唤下立即接受了使命，来到中国开创卫理宗的青年事业。

最初在南京金陵大学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学习了一年语言后，她在上海开创了自己的办公

室，找了一个中国翻译 ，为务德会的年轻人准备了文学作品及必要的材料。她到中国各地

实地考察，向她在美国代表的年轻人汇报工作。第一次暑假旅行去到了福建、浙江一带，沿

海遇到台风，还要安然回到了上海。
2
 

1922 年秋，费夫人志愿加入救济饥荒的工作，那是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影

响到北方的五个省份。她被分配到保定府，负责一个为乡村女孩而设的庇护所。那时候在所

里有 62 个女孩，最小的才五岁。
3
她在那里七个星期，并在工作中锻炼了自己听、说方言。 

务德会青年团契的名言是“青年工作为青年”（Young People’s Work for Young People）。
4
费夫人为务德会青年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常年在外实地考察各地的青年工作情况，她的足

迹踏遍了中国大部分的省份。因此，她写了大量的游记，介绍自己的见闻、风景，以及工作

等，如《轿子:从龙田到黄石》《海棠岛》等。她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感想都写成了

工作汇报，发回给在美国的母会。 

直到她与费吴生结婚之前，她还在为务德会青年事业在中国的开展操心。1923 年 8 月

10 日，她写信给青年传教士朋友们，调查务德会在青年传教士从事海外布道活动的影响，

其内容如下： 

 

                                         1923.8.10 

亲爱的朋友们： 

在中国，我总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实质上或暗示着说：“务德会在美国已经过时了”，

或者说“务德会在中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作为对第一种情况的明确答复，我想知道今日到底有多少青年传教士在中国，是因

为受了务德会的影响。现在你们能回答我如下两个问题吗？ 

Ⅰ）务德会，尤其是暑假学院（the E. L. Summer Institute）对你从事海外传教、布

道的影响大概在什么程度？ 

Ⅱ）经过务德会大致的培训后，你准备为传教工作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愿意贡献任何有关第二种情况，即“务德会在中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的观点，

我将洗耳恭听。最好，能在不久后收到你们的回复。请务必抽出时间写写。 

                                          您们诚挚的  

杰拉尔丁•汤森德
5
 

 
1 Michigan for China，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45. 
2 My Four decades in Chin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64. 
3 My Four decades in Chin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65. 
4 《1923 年 8 月 10 日费夫人致有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1. 
5 《1923 年 8 月 10 日费夫人致有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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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的引导，在信的结尾部分，费夫人还附上了一位传教士署名安德鲁的，回复给

费夫人的信函内容。上面说： 

我不得不说，我来到海外布道，在各个方面受到务德会的影响。唯一的一次参加暑

假学院的还是在六七年以前，但是学院的氛围影响到我心灵深入，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到

海外。
1
 

由上可知，费夫人在工作上很注重实地考察以及收集意见。从她来中国传教、布道可知，

费夫人身上有如下特征： 

1） 她对海外传教事业极具热情，且热衷于自己的工作； 

2） 她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善于写信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沟通； 

3） 她善于思辨，写作能力较强，辩论、演讲能力强； 

4） 她具备海外传道的果敢与毅力，勇于开创新局面。 

她热衷交际、善于词辩，这或许就是她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力，并能获得别人任何的主要

原因之一。 

    二 婚后：夫妻协同发展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事业 

1924 年，婚后，费吴生夫人转而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服务，投入到丈夫在华传教事业，

并且走上发展中国社会上层的路线。费氏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笃。其出席了蒋介石与宋

美龄的婚礼，并且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婚后不久，费夫人邀请蒋介石夫妇聚餐，宋美龄回信，

并且称，他们是蒋宋婚后第一与其一起用餐的美国家庭。
2
在政治上费氏夫妇极力为蒋介石

的统治辩护，在实际行动上亦是全力支持蒋的训政大业。由下述所列 1932-1935 年间蒋介

石夫妇与费夫人的通信，即可窥见，关系之深，之密切。 

表 1：1932-1935 年有关蒋介石、宋美龄与费夫人间的书信一览
3
 

 日期 来自 去到 议题 

1 5/25/1932 宋美龄 费夫人 关于宋美龄资助 Paster Chiang 女儿

事宜 

2 9/11/1933 Henry 

Goddard 

Leach 

宋美龄 The Forum 编辑向宋美龄为该杂志专

栏“What Religion Means to Me”约稿 

3 11/6/1933 Godfrey 

Hammond 

Paul 

Hutchinson 

Chrisitian Herald 杂志拒绝刊载费吴

生夫人描绘的蒋介石夫妇家庭生活的图

片。 

4 11/9/1933 Paul 

Hutchinson 

费夫人 Chrisitian Herald 杂志拒绝刊载费吴

生夫人描绘的蒋介石夫妇家庭生活的图

片。 

5 11/19/1933 宋美龄 费夫人 关于某学校（江西南昌美以美会豫章

中学）照片及学生学习情况。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1. 
1 《1923 年 8 月 10 日费夫人致友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1. 
2 《KDKA 广播稿》，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4. 
3 由课题组成员荣方超整理的费吴生夫妇档案内蒋介石夫妇与费夫人及其他人间通信。资料来源：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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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25/1933 宋美龄 费夫人 修 改 费 吴 生 夫 人 替 宋 美 龄 为 The 

Forum 杂志撰写的文章，福建事变。 

7 11/25/1933 宋美龄 费夫人 修 改 费 吴 生 夫 人 替 宋 美 龄 为 The 

Forum 杂志撰写的文章。 

8 11/27/1933 宋美龄 费夫人 福建事变 

9 11/29/1933 费夫人 宋美龄 修 改 费 吴 生 夫 人 替 宋 美 龄 为 The 

Forum 杂志撰写的文章。 

10 2/17/1934 宋美龄 费夫人 The Forum 杂志回信及再次约稿事宜 

11 3/6/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替宋美龄为 The Forum 杂

志再次约稿撰文 

12 3/21/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替宋美龄为 The Forum 杂

志再次约稿撰文 

13 3/26/1934 Mrs. 

Helen 

Anderson 

费夫人 宋美龄行程 

14 4/9/1934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回应埃德加·斯诺的谴责，涉及

一·二八事变、蒋介石财产传闻等。 

15 4/9/1934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回应埃德加·斯诺的谴责，涉及

一·二八事变、蒋介石财产传闻等。 

16 4/9/1934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回应埃德加·斯诺的谴责，涉及

一·二八事变、蒋介石财产传闻等。 

17 4/15/1934 Wm. R. 

Johnson 

费夫人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 

18 4/17/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 

19 4/26/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g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 

20 4/26/1934 费夫人 Janet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 

21 4/26/1934 费夫人 Wm. R. 

Johnson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 

22 4/26/1934 费夫人 Janet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 

23 4/26/1934 J. B. 

Powell 

费夫人 密勒氏评论报收到费吴生夫人寄来

的宋美龄文章。 

24 5/15/1934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拒绝费吴生夫人索赠旗袍的

请求，不希望费吴生夫人提及她为宋美龄

代笔的信息。 

25 5/24/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回复宋美龄 

26 5/27/1934 Mrs. 

Helen 

Anderson 

费夫人 Mrs. Helen Anderson 替宋美龄回信 

27 6/6/1934 Mrs. 

Helen 

Anderson 

费夫人 Mrs. Helen Anderson 替宋美龄回信 

28 6/6/1934 Morris J. 

Harris 

费夫人 Morris J. Harris 请费吴生夫人提供蒋

介石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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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6/18/1934 Mrs. 

Helen 

Anderson 

费夫人 Mrs. Helen Anderson 替宋美龄回信 

30 6/29/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为宋美龄撰写文章 

31 6/29/1934 费夫人 Folks 为宋美龄撰写文章，带记者拜访蒋宋 

32 6/?/1934 宋美龄；

蒋介石 

费夫人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周年公宴邀请 

33 7/16/1934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质问杭州学校（中央航空学

校）烧毁所有飞机的谣言 

34 8/16/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否认传播谣言并予以解

释 

35 10/15/1934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写作计划 

36 11/29/1934 Mrs. 

Helen 

Anderson 

费夫人 Mrs. Helen Anderson 替宋美龄回信 

37 6/5/1935 费夫人 宋美龄 日本在华北非军事区推广鸦片 

38 6/23/1935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表示没有时间写西部之行的

文章 

39 8/26/1935 Margaret 

Seeck 

费夫人 Margaret Seeck 替宋美龄回信 

40 9/7/1935 Margaret 

Seeck 

费夫人 Margaret Seeck 替宋美龄回信 

41 9/26/1935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反驳埃德加·斯诺，Janet

的反应 

42 9/27/1935 费夫人 宋美龄 费吴生夫人重申为帮助中国而写作

的本意 

43 9/30/1935 宋美龄 费夫人 宋美龄对费吴生夫人解释的回复 

 

作为宋美龄及中国妇女的朋友，费夫人被选为 1930 年在檀香山召开的泛太平洋妇女大

会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这对于一个非中国人而言，是极大的荣幸。孔祥熙夫人是她小儿子的

教母。费夫人是唯一一个受邀出席孙中山在南京国葬陵墓内仪式的美国妇女。美国大学妇女

学会上海分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in Shanghai)前任会长,活跃于

美国妇女俱乐部（the Amrican Women's Club）及上海市妇女组织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f Shanghai Women's Organization），她与本阶层妇女以及所到国家妇女均保持

着密切的关系。
1
这些活动使得费夫人成为费吴生的得力助手，并且在外侨与中国人的圈子

里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三 特殊时期：夫妻里应外合，其在美支援中国抗战 

1937 年日军侵略南京前夕，费吴生夫人携子返美，其与留在中国的费吴生里应外合，

为传播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支援中国抗战作了很多工作，贡献良多。 

当费吴生以各种通讯方式向费夫人传达自己的安危及南京的情况时，费夫人则在美国国

内开始传播南京暴行、国际安全区的情况，以及费吴生的事迹。他通过给政要朋友写信，给

 
1 Geraldine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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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刊投稿，甚至自己撰写小册子等方式，为使更多是人知道南京的真相，支援安全区的工作，

救济中国的难民而奔走。 

1938 年 2 月，费夫人给所有她所认识或有联系的人，写信，希望他们伸手支援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捐款养给难民， 

委员会现在非常担忧，他们的食物供应即将断停。无论这个呼吁到达哪里，你不加

快中国民间救济基金的筹集工作吗？在南京，20 万难民都在指望那么一个外侨团体的

给养，而他们的米面最多维持 3 星期，煤最多维持 10 天了。给养一个难民每天只需 3

美分，我的两个儿子约翰（John）和波比（Bobby）都已承诺给养一个难民。而您们，

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能给养多少难民呢？
1
 

费夫人以家人的实际行动，积极呼吁对中国的帮助，而且她还撰写了许多关于南京暴行

及救助难民的文章，投稿发表，来扩大事件的影响，争取美国国内的关注及援助。1938 年

1-2 月间，《联合》(Unity, John H. Holmes)刊载了大量费夫人投来的费吴生信件。3 月 9 日，

卫理公会《基督教导报》（Christian Advocate,Methodist）刊载了费夫人的《关于抵制的更多

信息》（More about Boycott）。5 月 2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Y Herald Tribune）刊载了

费夫人的《为全人类起见》（For the Love of Man）。7 月 16 日，卫理公会《务德先驱报》

（Epworth Herald）刊载了费夫人的《以免他们死去》（Lest They Perish）。
2
费夫人的这一举

动也收到有关各方的支持，如 1938 年，当费夫人把自己根据费吴生书信写就的文章发给当

时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Chengting T.Wang）后，很快就收到了王正廷 3 月 31 日的回信，

表示对费夫人写相关文章和书感到高兴，并告知纽约领事馆帮助费夫人联系出版商。
3
 

    费夫人对费吴生工作的配合，以及对南京暴行、安全区救济工作的宣传等，对费吴

生回美宣讲之旅无疑是最大的帮助，夫妇二人的工作，为中国抗战争取了美国国内舆论的同

情及孤立主义情绪的转向。费夫人在给布恩先生（Mr.Boone）的信中告诉他，“整个冬天和

春天几乎都是同情中国和谴责日本侵略。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不会取得战争胜利，进一步的财

产损失、人员伤亡和无家可归者令她痛苦”
4
。为早日使美国转变中立态度，实行对日禁运，

支援中国抗战，费夫人在费吴生返回中国后，仍继续与费吴生配合，积极活动。 

费夫人在美国配合费吴生的各项工作，并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委托，在美国开展院外

援华、反中立、对日禁运、宣传中国抗战等各项活动。她通过写信、请愿、报告、发表论文、

巡回演讲等多种方式改变美国国内的中国印象，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早在 1937 年 10 月，费夫人等五人便联名写信给联邦教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信中明确提出：教会的和平主义并不会使世界和平更近一步，只有建立在公正

基础上的和平才是可以被接受和长久的。并在信中鼓励美国教会星期天为布鲁塞尔会议召开

祈祷。
5
 

根据 1939 年费夫人的总结报告，涉及每个月的行程，稿件的发表与录用情况及本月的

消费等等，包括： 

1 月，采访了十多位参议员，其中有皮特曼（Pittman）、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

 
1 《1938 年 2 月 15 日费夫人致友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6-F2-P46. 
2 Articles published by George A. Fitch & Gerry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6-P13. 
3 《1938 年 3 月 31 日王正廷致费夫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5-F2-P18. 
4 《1938 年 5 月 23 日费夫人致布恩先生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5-F2-P43. 
5 《致联邦教会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9-F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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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月，写信给帕萨迪纳市的 30 位牧师，发起安全签名活动，有 10000 人签名； 

7 月，在国会委员会做第三次证词；给外交委员会的所有参议员写私人信件；油印

大量信件支持皮特曼法案。 

9 月，将费吴生寄来的达赖喇嘛的照片发出后，被《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刊登； 

12 月，呼吁扩大道德禁运，推荐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好文章：罗斯福、格鲁、皮特

曼等写给联邦调查委员会（Fed. council）简报，关于抗议的社论。
1
 

从上述工作报告可知，费夫人奔走呼号之频繁与认真。她以极强的执行力，影响着美国

对中抗战事业的一些转变。 

费夫人将来自中国的信息及其在美的反中立、禁运活动等做成新闻简报发送给政要、友

人或民众，根据费夫人回复美国全国妇女理事会米利根夫人（Mrs. Harold V. Milligan）的信

中提到，她当时会不定期发送简讯给 600 多个朋友，
2
以便了解中国战事或相关活动。“废除

排华—以配额为基础安置移民公民委员会”克兰斯通夫人致信费夫人，告知读到费夫人在《纽

约时报》的文章，迫切希望将费夫人的名字加入该委员会，并且认为费夫人给 1000 位朋友

的信仍在进一步推动这次活动。
3
1942 年费夫人寄给 CIC（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先生们的信，

她表示美国如果更多地了解与中国工业合作面临的问题的有关信息的话，就不会将其视作对

中国民主的危害。这种合作开始于中日战争，因为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最终胜利依靠军事抵

抗。如果没有政府帮助，企业无法维系。
4
除了不厌其烦的写信，费夫人还进行着积极的巡回

演讲，讲述中国问题、远东局势等等，如下所藏费夫人进行巡讲的海报内容所示： 

主题包括：（1）中立与正义；（2）不屈的中国； 

（3）中国妇女与战时工作；（4）抵制：是还不是？ 

（5）中国的第一夫人；（6）民主在哪？  

（7）中国重要人物；（8）对你毫无意义吗？ 

巡讲时间： 

4 月 1-24 日：华盛顿 

4 月 25 日-5 月 15 日：前往西海岸途径克利夫兰、 

底特律、芝加哥、奥马哈、洛杉矶 

5 月 15 日-6 月 15 日：加利福尼亚 帕萨迪纳 

6 月 15 日后：中西部与东部一省，密歇根 戴维森
5
 

1941 年，费夫人在全美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演讲时说：美国人不能过于

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历了四年战争后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孩

子的困境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没有我们的直接帮助，成千上万的人会死于饥饿和疾病。中

国需要我们的帮助，提供食物和医疗给五千万（50，000，000）战争难民及其家庭，以及三

十万（300，000）孤儿，支持他们迁到内地的工业重建，维持数百所学校和大学的教育。帮

助中国遏制太平洋地区的极权主义，就是帮助保护我们自己的民主生活方式。
6
 

 
1 《1939 年费夫人工作报告》，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9-F1-P2-7. 
2 《1943 年 5 月 25 日费夫人致米利根夫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3-F4-P236. 
3 《1943 年 7 月 9 日克兰斯通夫人致费夫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3-F4-P242-243. 
4 《费夫人致 CIC 先生们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5-F2-P132. 
5 Geraldine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96. 
6 Mrs. Fitch ,Noted expert on China,Speaks for United China Relief,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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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费夫人长期关注中国，与宋美龄及其他中国政府高层的亲密的个人友谊，使

她应美国政府要求就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问题作证。费夫人是唯一一个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中立修正和远东问题作证的女性。  
1
作为第一个加入

DSR(Delta Sigma Rho)
2
的女性，费吴生夫人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辩论家和演说家。无论是在论

坛节目还是演讲平台上，她都不是新手。她是上海主要英文日报的专栏作家，《密勒氏评论

报》的书评人，英文《中国月报》特约编辑，并且在中国许多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
3
她是

战时在美国社会缔造中国抗战形象、宣传中国抗战史迹的主要推动者，是远东问题的专家。 

当然，费吴生夫人本质上还是新教在华发展的推动者，其撰写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文章手

稿就有数十篇，如： 

1.《新教徒的使命失败了吗？》 

2.《新教与世界大战》 

3.《惟恐他们灭亡》 

4.《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报告》 

5.《如果美国卷入战争，作为基督徒参战吗？》 

6.《伟大的基督徒祈祷文》 

7.《混乱世界的复活节》 

8.《社区教会妇女帮扶工作报告》 

9.《圣战中的美国妇女》 

10. 《坐着中国帆船：海坛岛与务德会》 

而费吴生夫人有关中国宗教事务工作的报告更是繁多，并且夫妻二人还收藏了许多宗教

杂志、刊物、著作，其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亦不可小觑。 

 

小 结 

 

本文在写作之初，尝试兼顾女传教士的群像与个性，以家族的维度来解读女传教士的共

性，以同一家族中女性不同的发展来解读女传教士的个体差异。希望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厘

清费氏家族在华发展史基础上，提炼出费氏家族女传教士在华活动史迹以及影响，二是解读

在传教士入华与在华发展的浪潮中，传教士家族的女传教士们是如何在家族、传教事业及中

国社会中自处及发展，同时力图透过她们的视角来审视基督教在华发展及其影响。从最终的

成稿来看，目前显然只能说是牵强达到了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诚需再花精力进一

步深入的挖掘与深刻的解读，因此，也只能不揣鄙陋，谨将小文呈会讨论。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102. 
1 Mrs. Fitch ,Noted expert on China,Speaks for United China Relief,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102. 
2 早年一个活跃于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的兄弟会组织。 
3 Geraldine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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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女學生：亮樂月的翻譯實踐與女學話語（1912-1922） 

閆彩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本文僅作與會參考） 

一．前言 

晚清知識份子興建女學堂、對話女學生的嘗試，由基督新教來華傳教士首推，女性傳教

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34 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

－1851）的妻子溫施娣（Miss Mary Wanstall）在澳門收容貧民女子而組建的讀書班，是傳

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1898 年，第一所國人自辦的女子學校上海女學堂（又

名經正女學）成立，此後，務本女塾、愛國女學、城東女學社等華人女校相繼而起。   

女性傳教士通過積極辦學辦報，創造了除福音佈道和社會福音之外的多元文化交流形

式，可視作應時而動、有所冀望的知識份子群體。然而，這批女傳教士在培養教會女學生的

過程中，如何接洽本土思想資源，又如何利用報刊這一重要媒介闡發女學主張，以上問題仍

待深入探討。本文以美以美會來華傳教士亮樂月（Miss. Laura Marsden White，1867-1937）

為個案，通過考察其女學與女報兩個平臺上的實踐，勘探其在與本土女學生交往過程中翻譯

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首先，將描摹亮樂月進入中國女學話語場時的傳教背景；其次探討亮樂

月在兩種女學平臺上的互通，揭示翻譯在師承和編譯關係中的維繫作用；再次，聚焦由女校

師生共襄翻譯的西方小説，試看亮樂月的女學話語經由翻譯，在師承關係中的傳承。本研究

旨在以亮樂月為典例，在追溯近代中國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女性的互動的同時，追問這種互

動背後的女性啟蒙話語在清末民初的流變。 

二．進入對話場域: 亮樂月的傳教背景 

初涉晚清女學話語場的亮樂月，是美國 19 世紀 80 年代末學生志願海外傳教大潮中的

一員。1888 年 12 月，以美國青年學生為主力的志願海外傳教隊伍提出“使世界在我們這一

代福音化”和“福音化就是文明開化”的口號。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幹事艾迪回憶說：“在那些日

子裏，中國就是目標，就是指路星辰，就是吸引我們所有人的巨大的磁鐵。”
1
在這場空前的

來華熱潮中，女性始終是傳教主力，其中有作爲男性傳教士的妻子陪同佈道，亦有獨身女性。

亮樂月即是後者。據光緒三十年《萬國公報》披露，“1903 年耶穌教西人在東方傳道者男女 

2950 人，男 1233 人，內有妻 868 人，女之未嫁 849 人。”
2
女性傳教士的數量多餘男性，

甚至漸次增長。據統計，1876 年，來華基督教女傳教士只有 407 人，占傳教士總數的 49．

8％；1917 年，這個比例已升至 61．6％；行至 1920 年前後，外國傳教士的性別比例構成

大約為男性 39％，女性 61％，男女比例接近 2：3。
3
來華傳教作為當時美國女性職業身份的

 
1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oplomats: 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 
2
 林樂知編，《萬國公報》，（上海：廣學會，1904） 

3
 （美）司德敷(Milton Theobald Stauffer)，《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 1901-1920

（下冊）》（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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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傳教女性的自我認同。有學者指出，不少來華女性從事傳教，是因

為“可以在紛亂的工業化社會中得到安定感且覺得有意義”。
1
 

來華後，亮樂月首先在兩所教會女校擔任教員職務，1912 年又受廣學會第二任總幹事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之邀主辦《女鐸》報，集中在創作與翻譯中系統陳

表自己的女學主張。廣學會的主要成員以自由派傳教士爲主，其中，第二任總幹事李提摩太
2
與《萬國公報》主筆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

3
即爲典型的自由派傳教士。

4
亮樂月作爲廣學會成員，在華興建學堂、著書辦報，積極參與中西並用、承前繼後的改良大

潮，是自由派傳教士中的一員。 

  自由派傳教士承認儒家文化的價值，在理念上，他們主张耶儒互通，並不反對祭祖；

在傳教策略上，注重办学办报在社会教化上的意义。然而，具體到女學問題時，亮樂月與廣

學會其他傳教士的理念却并不相合。林樂知便是最早主張“耶儒合流”的自由派傳教士，他於

《教會新版》連載《消變明教論》，將《聖經》與儒學典籍相對照，指出“儒教之所重者五倫，

而吾教亦重五倫；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由此可見“耶穌心合孔孟”，進一步說明基督

教與儒學“教異心同”。
5
在林樂知看來，中國的儒學傳統似乎是與基督教思想和諧相通的。 

1901 年，在廣學會發佈的《廣學會年報》上，林樂知作此發言：“中國已成為基督國家

的保護國，置於我們教導和開化的權力之下。”
6
在他看來，儒學似乎更多地是置於亟待開化

的愚昧地位。推及女學問題，林氏的觀點則更為激烈，他在 1903 年翻譯的《全地五大洲女

俗通考》中說道： 

中國之儒學，且不教女人，此實為半教化之標誌……試即中國之儒教喻之，儒教以

三從之義束縛女人，使：藝不得自由，不得平等。今欲設法釋放女人，而仍守儒教之道，

雖在愚無知之流，亦知其必不能矣。
7
 

林樂知认为，在教化女性的問題上，儒學傳統簡直淪為了應當堅決抨擊的對象。他指出，

儒教是束縛、愚化中國女性的枷鎖，如欲在女學啟蒙中堅守“儒教之道”，實在是“無知之流”

的做法。進而斷言，“今觀天下未受基督教之國，其人民之地位何如，其女人之地位何如，真

 
1
 林美玫，《婦女與差傳: 19 世紀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差傳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1）。 
2
 李提摩太為大英浸信會傳教士。1891 年至 1916 年間，他接替首任董事長哈德(Robert 

Hart)擔任廣學會第二任主編，任期長達 25 年。 
3
 《萬國公報》是 1868 年由美以美會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的刊物。它原名《教會新

報》，1874 年起更名為《萬國公報》，以林華書院的名義出版，上海美華書館印刷，為清季

教會創辦的最具有影響、存在時間最長的一份刊物。 
4
 這裏的自由派（Liberal）與基要派(Fundamentalist)是根據晚清傳教政策的不同而劃分出

的派別。在整個十九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們采用傳統的宣講教義、散發宣傳品等“直接佈

道”方式，采取這種方式的一般被稱爲基要派，或救靈派、傳統派；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

後，以社會福音為特點的現代派神學思想逐步普及，越來越多的傳教士傾向於以“間接佈

道”的方式宣揚社會福音，包括從事新聞出版等社會改良活動，這一派傳教士一般被稱爲自

由派，廣學會即為一個以文字出版事業爲社會改良手段的典型。在晚清來華的傳教士中，

上述兩派別之間產生過劇烈的爭論。 
5
 林樂知，〈消變明教論〉，《教會新報》（上海：廣學會，1869 年第 64 期）。 

6
 林樂知，《廣學會年報》（上海：廣學會，1901）。 

7
 林樂知、任廷旭，〈中國與各國比較女俗考（下）〉，《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上海：華美

書局，190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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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明基督教道之外，決無他法，可以使人釋放而得救矣。”
1
至此，基督教與儒學已儼然成

為文明開化與封建傳統的對立了。 

   亮樂月對傳統儒學浸染下的中國女子又持有何種態度呢？在《美女子得權之原

因》中，亮樂月以自身的教學經驗，比較了華女與美國女子之不同：“或曰華女恐不如美國

女子之多才，曰不然，余在美國教書二十餘年，覺美女性情不如華女忍耐也。此可見華勝於

美。不過美女速成，華女緩成耳，至於愛心衷心熱心以及辦事之才，則無分彼此矣。”
2
李冠

芳在紀念《女鐸》創刊二十周年的文章中，進一步談及亮樂月如何看待中國女子： 

然中國女子之稟賦，忍耐勞苦及勤儉有為之氣節，與世界諸文明國之女子相較，誠

有過之而無不逮。不幸而隸於此種社會環境，其默然而逝者，未知竟有幾許人也。 

  亮樂月在此肯定了中國女子的傳統稟賦，認為“忍耐、勞苦、勤儉”這些傳統素養，

使中國女子可與世界女子相較而無不及。前文討論中，林樂知將長期束縛中國女人的原因歸

結為儒教，在這裏，亮樂月則將女子“默然而逝”的原因歸結為“社會環境”。 

三．以翻譯實體化的對話形式 

（一）兩個平臺：女校與女報的互動 

上文已提到，1891 年，亮樂月來華佈道。她首先在江浙的兩所教會女校擔任教員職務

——1891 年至 1912 年，執教於鎮江崇實女中，開辦音樂科；1907 年至 1912 年，接任南京

匯文女中的第三任校長，1909 年增設師範科培植女師人才，又添辦大學科以儲專才
3
。清宣

統三年（1911 年），廣學會在亮樂月的主持下出版《女鐸報》。1912 年始，她受廣學會第二

任總幹事李提摩太之邀擔任第一任主筆，亮的女學實踐重心開始由女校轉至報刊文本。由此，

亮樂月在兩個平臺之間雙向引流，締結聯係。 

創刊以來，秉持著「合閲者心理，順世界潮流」的宗旨
4
，《女鐸》首期便開設十六個欄

目，此後雖在不同編輯設計下經歷改良與調整，基礎欄目經久不變。這十六個欄目分別爲：

家政、教育、學術、道域、小説、宗教、論説、雜俎、詞苑、近聞、徵譯、傳記、笑林、課

藝、游戲、音樂。 

粗覽《女鐸》欄目分佈，已可初步窺知其與學院課程的相通之處。作爲一份基督教女

性刊物，研讀聖經、差傳求道，乃是《女鐸》重要編輯任務之一，這一點在「道域」與

「宗教」欄目的長期設置中獲得彰顯。「道域」一欄的宗旨為「研究聖經之導線，亦可為求

道之津梁傳道之鎖鑰，輔助基督徒繼往開來」。自 1915 年起，「道域」欄目大量發表由亮

樂月、高葆真、狄文氏選譯的宗教文章，供讀者學習參考。同期，「宗教」作爲一個首要課

目，在匯文女中的課程設置中亦長期占據著重要地位。創建早期，匯文女中的教科書中大

量介紹經由傳教士翻譯引進的基督教知識，代表性的書目有《聖教史記》、《萬國通鑒》等
5
。1927 年首次由國人擔任校長后，匯文女中的宗教課由必修變爲選修，但仍長期存在與

 
1
 同上。 

2
 亮樂月，〈美國女子得權之原因〉，《女鐸》，第 11 期第 3 卷第 1 頁，1915 年 2 月。 

 
3
 至 1915 年，五公會決議在南京開辦女子大學，遂將匯文女中大學及師範二科并入金陵女

子大學。 
4
 亮樂月，〈女鐸報編輯大意〉，《女鐸》，第 1 卷第 1 期，頁 1。 

5
 《萬國通鑒》於 1882 年由上海美華書館首次印刷發行，《聖教史記》是 1890 年由通州公

理會刊印。這兩本教課書的譯者均爲謝衛樓（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美國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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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課程中。据民國教育部督學視察報告記載，直至民國廿二年三月，宗教課仍是初高中

部衆多選修課中的一門，但因與當時部令不合，被要求廢止：“初中三年級設有宗教選修課

程，與部令不合，應即廢止
1
。” 

國文科是匯文女中所設另一重點科目，初高中皆爲必修之課程。本科還另列課外選讀

書目，包括理、文、史等傳統經典讀本
2
。幾與國文一科同時誕生的，是《女鐸》自首期設

立的「課藝」一欄。此欄搭配國文科學生的課堂作業，每月除擇優發表各省女校之國文課

藝作品，亦分享女界家塾中的國文詩詞佳作，藉此，共享平臺由學堂延展到校外。除此之

外，《女鐸》還設「文藝」一欄，亦通過發表「詩詞課藝」，目的在於「培養文學之士，保

全國粹之精華」
3
。上述欄目中，教員和學生均見大量投稿。  

縱觀《女鐸》欄目内涵，「家政」、「教育」强調女子性情修養，「學術」、「課藝」旨在

傳授一般知識，「道域」、「餘興」强調宗教奉獻精神，「近聞」、「社論」鏈接社會實情——

這種由自修到服務，由家庭到社會的編輯理念，在匯文女校教育目標中，亦能摸索出相合

之處： 

本校教育目標： 

一．培養女子之健全德性，完成其高尚之人格； 

二．教授適應環境生活上必需之知能，並為升學與服務之準備； 

三．培植研究學術志趣，灌輸科學知識，為科學救國之準備； 

四．鍛煉强健之體魄，養成習苦耐勞之習慣； 

五．修養善美之真性，保持母性之特質，為改良家庭生活之預備； 

  六．培養民族意識，訓練自治精神，為復興中華民族之準備
4
。 

  從「培養健全德性」到「適應環境生活」，從「改良家庭生活」到「培養民族意

識」，女校更直白鮮明地點出了傳教士辦學中的教化目標。相比之下，期刊中排佈不同文

體、設置不同欄目，以對話的形式，與更爲廣汎的讀者群體締結著聯係。在亮樂月統一的

宣教理念下，兩種平臺方式不同，卻共享相似的女子培育理念。 

（二）“揚譯者之才”：在翻譯中實體化的師承關係 

通過翻譯西書的方式引入新學，是傳教士闡發啟蒙話語的重要管道。李冠芳曾談及亮樂

月的翻譯初衷：“女士對於此前過後與不及之現象，亟思有以矯正之，啟迪之，作光明之導

線……故女士恒於課餘之暇，努力撰著譯述各項書籍。”
5
 

早在《女鐸》創刊之前，亮樂月的翻譯活動業已開始，她先後翻譯創作了《五更鐘》、

《小英雄》、《獄中花》等作品。在擔任《女鐸》主編的 1912 至 1919 年間，翻譯更成為了亮

 

會傳教士，他與 1869 年起開始在中國傳教，擔任協和書院院長，退休後堅持教學工作，

編譯了包括上述兩本書在内的一批教科書。還有《理財學》、《是非要義》、《神道要論》

等。 
1
 《民國廿二年三月教育部督學視察南京中小學社會教育報告》，藏於南京匯文中學校史

館。 
2
 理部讀本包括先秦諸子經典、《曾國藩家書》、《天演論》等；文部讀本包括古今中外散文

集，《老殘游記》、《儒林外史》、《愛彌兒》等等；史部讀本則涵蓋《左傳》、《世界大戰史》

等中外政治史略。書目信息摘自《匯文旬刊》。 
3
 見上文表 3《女鐸》基礎欄目列表中所列之「欄目内涵」。 

4
〈本校教育目標〉，《匯文旬刊》，藏於南京圖書館。 

5
 李冠芳，〈女鐸月刊二十周紀念之回顧〉，《女鐸》，第 20 卷第 1 期，頁 7，193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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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月與女學生締結師生聯繫、傳道授業的紐帶——亮樂月與袁玉英、洪啟靈等學生共同編譯

了《育英問答》、《育英瑣談》、《嬰兒史》、《親師與兒童之關係》等長篇文章，連載於《女鐸》；

1914 年，亮樂月翻譯了美國作家切納瑞(Susan Chenery)於 1901 年出版的小說《樹苗彎了》

(As the Twig is Bent; A Story for Mothers and Teachers)，袁玉英述，並題名《蒙養準繩》，在

《女鐸》的“教育小說”一欄連載；1915 年，亮樂月翻譯、周澈朗筆述的《幼女之仁孝》在《女

鐸》連載，其原文是美國兒童小說家伯奈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 1849-1924）發表的

《艾迪莎家的竊賊》（Editha’s Burglar）；在許耐盧的協助下，亮樂月又陸續翻譯創作了《女

族最著之歷史》、《世界女族進化小史》、《聖誕貧兒宴》、《鐵十字架》等書籍，後均由廣學會

出版了單行本。 

從編者的角度來看，不論其主要動機是否為徵稿序中所言“揚譯者之才”，取道翻譯，都

是她們廣征新的創作者的重要嘗試。從投稿者的角度來看，翻譯也是開啟他們創作生涯的一

大管道。第二期第三冊的征譯欄目出現的投稿者“南昌婦女學堂教習薑清如”，在隨後一期“雜

俎”欄目便迅速刊發了譯作《鐵匠之戰功》，其後在《女鐸》上發表的作品愈漸豐富，類似例

子在《女鐸》中並不少見。亮樂月主編時期，北京、天津、鎮江、九江、廣東等各地女校師

生紛紛為《女鐸報》投稿，傳教士季理斐(D. MacGillivary)、丁玲等都曾经是《女鐸》的重要

撰稿人。 

四．翻譯中的師承：翻譯小説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亮樂月在其任期內，與學生周澈朗、李冠芳等合作，譯介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或獨立

成書，或連載於《女鐸》。西方兒童文學作品是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
1
，這也是西方兒童文學

最早被譯入中國。在大量引入的西方兒童文學作品中，美國劇作家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1849-1924）的作品最為典型。除了其廣為人知的作品《秘園

(Secret Garden)》，亮樂月的翻譯選本涵蓋了伯奈特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品。例如，她與學生周

澈朗合作，分別於 1913 年與 1915 年譯介了伯內特的兩部短篇小說，一部是《撒拉·克魯傳》

（Sara Crewe），譯後冠名《小公主》；另一部為《艾迪莎家的竊賊》（Editha’s Burglar），譯

後名為《幼女之仁孝》。 

《艾迪莎家的竊賊》（Editha’s Burglar）最早於 1887 年由伯奈特連載於美國兒童雜誌《聖

尼古拉斯雜誌》（St. Nicholas Magazine）。1915 起，由亮樂月改譯，周澈朗筆述，並冠以《幼

女之仁孝》之名
2
，連載於《女鐸》的「雜俎」欄目。在譯前序中，譯者作出故事梗概：「此

篇內容說一女孩在學堂始而驕傲繼而事事忍耐，終複全其幸福。餘喜其性情能因境轉移隨時

變化，尤喜其立志高尚，始終不渝。因特譯登報端，以供女生課暇披覽」。 

譯文塑造了一個女主人公林桂馨的故事，講述了桂馨是如何秉持一顆「仁愛」之心，「愛

父母勝過愛自己」地實踐“孝道」，並與「未受到良好教育」的竊賊溝通「交好傳道」的故事 。

除了在小說的標題中開宗明義地直接援引「仁孝」二字，在譯文正文的不同語境下，共計出

現「仁」四次、「仁愛」三次、「仁孝」一次，同時「禮」、「慈」、「孝」等字眼分佈若干。伯

奈特在原文開篇對女主人公進行了這樣的描摹： 

I’ll begin by saying that Editha was always rather a queer little girl, and not much 

 
1
 宋莉華認為，清末民初的中國，兒童文學也經歷了由傳統童蒙讀物到現代兒童文學的萌

蘖。這一轉變與現代啟蒙精神感召下的兒童觀念的演進相輔相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

要環節。而對於西方兒童文學的早期譯介，西方來華傳教士對此有篳路藍縷之功。 
2
 亮樂月、周澈朗譯，〈幼女之仁孝〉，《女鐸》，第 3 卷第 12 期頁 47，19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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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other children. She was not a strong, healthy little girl and had never been able 

to run about and play, and she had no sisters, no brothers, or companions of her 

own size. She was rather old-fashioned, as her aunts used to call it. 

開篇一段人物介紹，到了譯文中，則刪改為一句簡潔而極富本地化特色的介紹語：「昔

日有一女孩姓林名桂馨，住在上海」。觀察該句介紹語的上下文段可知，除了熱愛讀書這一

習慣與原文吻合，譯文中主人公的名字甚至居住地皆為譯者杜撰。 

《幼女之仁孝》中，桂馨與家中竊賊的初次交鋒時，兩人對話如下： 

（桂馨：）請你留兩只（按：筷子）與我父親和母親用，我不要緊，我能用木

頭的」。賊聽了這話，見這樣一點小孩尚能如此仁孝，亦被他感動。於是拿出兩雙

好筷子置於桌上，桂馨說，阿，你真是仁愛，謝謝你……賊從小孩之手接了此物件，

心中頗覺慚愧，因看如此大的小姑娘，愛她父母勝過愛自己。 

摘取伯內特所創作的原文如下： 

Please leave out enough for mamma, and I can use steel. I don’t care about 

myself much. The man seemed to think a moment, and then he was really so 

accommodating as to do as she asked, and even want to the length of leaving out 

her own little fork and knife and spoon. “Oh, you are very kind!” said Editha, when 

she saw him do this. 

對比原文與譯文，譯者的增譯之筆清晰可見。原文中竊賊的微小心理活動“think a 

moment”，在譯文中被擴充而為豐滿充實的心理活動「見這樣一點小孩尚能如此仁孝，亦被

他感動」；段末譯者更是主觀補全了竊賊感動之心理動因——「心中頗覺慚愧，因看如此大

的小姑娘，愛她父母勝過愛自己」。而在翻譯桂馨（即原文主人公 Editha）的反應時，針對

“kind”一詞，譯者也採取了與前文呼應的措辭「仁愛」。譯者對於主人公品行的召喚，對桂馨

德性的著墨與強調，在譯筆中呼之欲出。 

在 1938 年出版的《廣學會圖書目錄》中，廣學會對《小公主》這篇小說作如此推介：

「（此小說）寫一個小女孩在學校裏讀書，家庭富有的時候，校長等是如何地優待她；家庭

中落的時候，校長等是怎樣地冷淡她；同時女孩自己在這轉變的環境中是如何地善於處置，

一路寫來真實淋漓盡致，將世態炎涼描寫得深刻刺骨。最奇的這女孩又由貧而富，是一本鼓

勵女子進取的小說，是青年女子不可不讀的書」。
1
 

《小公主》原文 Sara Crewe 中，作者伯奈特也在開篇對女主人公進行了性格描摹：“Sara, 

who had always been a sharp little child”，但反觀亮樂月的譯文，這層含義同樣無跡可循。

與《幼女之仁孝》一樣，《小公主》採取了並不精確的譯法，如第一段： 

美國倫敦城中有一女校，房屋高且大，但形式不很好。看門前掛一金字門牌，

寫著某某特別女子大學堂。堂長姓密名叫明清副堂長。即他妹子學生不少，且多富

貴人家女子。 

內有一孩名叫顧撒拉。父法人，母英人，他祖上本法國公爵，因百年前法國改

為民國逃到英國的。他父在印度做官，家資頗富，因這學堂很有名譽，又專為富家

女子而設，親送他女兒來此讀書，時年方八歲。 

對應伯奈特原文如下： 

In the first place, Miss Minchin lived in London. Her home was a large, dull, tall 

one, in a large, dull square, where all the houses were alike, and all the sparrows 

were alike, and where all the door-knockers made the same heavy sound, and on 

still days—and nearly all the days were still—seemed to resound through the entire 

 
1
 《廣學會圖書目錄》（上海：廣學會，1938），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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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 in which the knock was knocked. On Miss Minchin's door there was a brass plate. 

On the brass plate there was inscribed in black letters.  

Little Sara Crewe never went in or out of the house without reading that door-

plate and reflecting upon it. By the time she was twelve, she had decided that all her 

trouble arose because, in the first place, she was not “Select,” and in the second she 

was not a “Young Lady.” When she was eight years old, she had been brought to 

Miss Minchin as a pupil, and left with her. Her papa had brought her all the way 

from India. Her mamma had died when she was a baby, and her papa had kept her 

with him as long as he could. 

通過譯文與原文的對比可以發現，譯者大致遵循意譯原則，不追求與原文資訊的完全對

等，諸多細節資訊並不準確，反倒是增譯省譯之處頗多。如文章開頭「美國倫敦」應為譯者

筆誤，“black letter”被譯為「金字門牌」；「父法人，母英人，他祖上本法國公爵，因百年前

法國改為民國逃到英國的」，此部分資訊則純屬譯者的杜撰。相比繼承原文中西方小說的詩

性，譯者似乎更看重提取原文的關鍵資訊。 

《小公主》全文連續出現多詞修飾撒拉性格，如「一味好靜不肯多言」、「天資明敏」、

「舍己愛人之心」，回觀原文，此皆增譯之筆。譯文的末段，譯者更是自行創作了一段話，

對小說主旨加以總結：「從此撒拉一生快樂，既可遂他求學的志向，又可行他仁愛的心」。這

裏文末著重強調的「仁愛」概念，手法上則與前文《幼女之仁孝》結尾一段的譯筆完全一致。 

五．餘論 

作為在傳統語境下的一種君子修養和家庭與社會的倫理規約，「仁孝」與基督教所宣揚

的仁愛理念在亮樂月的翻譯活動中相遇。在民初社會政治語境急劇變化的中國，紮根封建制

度之中的君臣倫理顯然已不復存在，當女性傳教士在翻譯西方小說時反復召喚傳統概念的時

候，傳統概念所依附的敘述框架與人物身份，也早已產生了內在理路的變化。 

以基督之仁愛爲核心，以教育為手段，從而打通家庭到國家的界限，這是亮樂月與女學

生的翻譯中所傳達的理想女性理念。亮樂月擺脫了傳教士內部一些知識分子在女學問題上對

儒家傳統的拒斥，不以婦女地位為一國教化優劣的表徵，亦不將女俗一事作爲當時的西方與

中國“文明”與“野蛮”之差別所在。通過師生共襄翻譯的合作模式，亮樂月的女學話語經由翻

譯，得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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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1935 年间两广浸信会的妇女事工 

 

刘诗伯（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提要：浸信会是近代最早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组织之一，广东是其最早的在华传教区域，之

后沿西江溯流而上进入广西。从 1835 年第一位浸信会传教士叔末士（John Lewis Shuck）抵

达澳门开始，经历一百年的发展历程，最后形成以本土华人为主的教会组织——两广浸信会

联会，除了建立教堂、发展信徒外，更在两广地区拓展了各项社会服务事业，包括医疗、教

育、出版、慈善、儿童、青年、妇女等事工。本文重点介绍抗日战争之前的 1835-1935 年间

两广地区浸信会开展的妇女事业，包括教会内部妇女地位的确立和提升，教会兴办的各项社

会事业中妇女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等，从中分析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国

妇女解放的突破性影响及其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基督教，浸信会，妇女事工，两广地区 

 

 

一，浸信会早期来华传教历史 

 

浸信会（Baptist Church）是基督教浸礼宗（Baptism Sect）的教会组织，其历史渊源可

追溯至欧洲宗教改革后十七世纪的重洗派；其礼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洗礼采取全身浸入水中

的“浸礼”，并且反对给未成年的婴儿施洗；其组织形式采取公理制，强调“信徒皆祭司”，名

义上没有金字塔式的教阶等级和跨地域的管辖机构，每个教堂都是独立的，由全体会员选出

执事会作为执行机构，牧师向全体会员负责，向执事会汇报工作。 

浸礼宗也是较早传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会宗派之一。根据文献记载，第一位来华的浸信

会传教士是美国北方浸信会的叔末士（John Lewis Shuck），于 1834 年抵达澳门，随后又有

美国南方浸信会的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来到，二人同寓一地，但因受到信奉天主教

的澳葡当局的限制，无法在当地开展传教活动，只能一边做准备工作，一边等待进入中国大

陆的机会。1841 年，清帝国在广东的中英战役中战败，随后在浙江、江苏的作战中又接连

受挫，被迫于 1842 年 8 月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其中第三项条款规定：“因大英商船远

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清国）

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同

时，根据条约的第一款，广州成为五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 

英军占据香港后不久，叔末士和夫人何显理（Henrietta Hall Shuck）即于 1842 年 3 月

19 日从澳门迁往香港，居于港岛上环百步梯，并开办了宏艺书塾，以办学的方式开展传教

活动，同年 5 月在现皇后大道建立香港第一间浸信会教堂。但当时香港岛上的人口不足四

千，主要以渔业、小手工业为生，零散聚居在二十多个乡村，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

度，与省城广州是天壤之别，因此传教士逐渐将重点转到广州。1844 年 5 月罗孝全在当时

清廷划定的广州外贸区十三行的联兴街鸭栏铺，创立了省城第一间浸信会。 

此后，浸信会以广州为中心基地，首先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辐射，在港澳、南（海）番（禺）

顺（德）、肇庆、五邑等地先后设立了多间教会和以教育、医疗、助残为主的社会事业，之

后分别向北、西、东方向继续扩展，进入北江、东江地区。1865 年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

纪好弼（Roswell Hobert Graves）沿西江溯流而上，首次在广西梧州租房开展布道和义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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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赠药活动，成为有记录以来浸信会进入广西传教的第一人。 

早在十六世纪前后，粤东潮汕地区就有华人越洋侨居暹罗（泰国）谋生，德国传教士郭

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美国传教士粦为仁（William Dean）等在当地接触这些广东侨

民，向他们传教, 并吸收了少量潮汕籍基督徒，其中一些信徒后来返回家乡，成为当地最早

的基督教信仰人群。1858 年北美浸信会传教士耶士摩（William Ashmore）从暹罗经香港到

达汕头，揭开了浸信会在粤东地区的传教序幕。1860 年约翰夫妇（Mr.& Mrs. Johnson）带

四名华人传道，在潮州马屿设立了粤东第一间浸信会，是为“岭东浸信会”的肇始。此后，浸

信会在粤东的潮语和客家地区继续拓展，至 1918 年岭东浸信会成立六十周年时，其所属信

徒已达 5300 多人，教堂和聚会所 200 多间，华人牧师 11 人，华人传道 84 人，外国传教士

57 人，成为粤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会。此外，还兴办学校 160 多所，有男教员 170 多名，

女教员 47 名，在校学生 5700 多人。 

由于分属不同差会传教的历史原因，浸信会在华南两广地区形成了两广浸信会和岭东浸

信会两大组织体系。本文主要讨论由美南浸信会开创的两广浸信会所开展的妇女事工，因此

粤东区域的情况后文就不再详述。 

 

二，两广浸信会的发展及社会服务 

 

十九世纪中叶后，浸信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渐与长老会（又称“纲纪慎会”，后与公

理会、美以美会等合并成为“中华基督教会”）并列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两个基督教宗派。

1885 年 1 月 14 日，广州、肇庆、清远、从化和香港长洲的浸信会代表 25 人于广州惠爱路

八约浸信会堂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广东浸信者总会”，之后随着传教事业的扩展，浸信会自

东往西进入广西，该会也数易其名，最后于 1932 年定名为“两广浸信会联会”，这个名称一

直使用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该会被“宗派大联合”为止。 

根据浸联会 1934 年汇总的数字，两广浸信会在粤桂两省共有 159 间教堂和聚会所（其

中广东 126，广西 33），分别由该会的 189 位华人牧师和男女传道负责，外国传教士已退出

主持和管理堂务的岗位；联会还开办培养本会传道人的神道学校和神道女校各 1 所、圣经学

校 3 所；各地教会合计在册信徒从有记录以来的 723 人（1892 年）增长至 10,209 人（截至

1932 年）。 

如前述，浸礼宗的各个教会都是独立的，两广浸信会联会的主要职能是统筹神学教育和

各项社会服务事工，因此也是当地影响巨大的主要社会服务机构，其中兴教办学是浸信会最

重要的社会事业。根据 1934 年的资料，两广地区（不包括上文已提及的粤东地区）先后由

浸信会开办的普通男女中小学、幼儿园、平民学校、盲童学校等的详情如下： 

广东省： 

广州市：培正男中学、培正女中学、培正高小、培道平民义校、培正女小、培正初小、 

        培正青年会义学、培灵幼稚园、慕光瞽目女校、西关培正分校、兴华中学、 

        培道女校、慈爱女校、绿道女学、建德女学、沙河培正分校、宏道小学、 

导真女学、进德女学、育贤女学、培洁女学、持道平民学校 

东北区（广州远郊）：白石培正女分校、石龙培正分校、平溪平民学校、从化培正分校、 

        龙门培正分校、启智学校、石牌培懿学校、九江水培正分校 

港澳区：港仔浸会女学、长洲淑贞女学、星导女学、香港培正分校、香港浸会学校、 

        澳门灵道女学 

特别区：伯利恒小学、三水培正分学、广昌国民学校、淑德女学、小榄真道女学、 

        培德女学、圣道女学、翠亨培正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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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区：培光女学、君堂导光女学、江门培德女学、冲娄培正分校、懿德女学、 

培真女学、端芬培正分校、台城培正分校、鹤山培正分校、百合培正分校、 

公益培贤女校、恩平培正分校、鹤山培德女学、外海建德女学、江门明德学校、 

新昌民德学校、南洞培正分校 

  肇罗区：四会培正分校、莲塘培正学校、光道女学、肇庆培正分校 

  东江区：惠州浸会小学、坳背浸会小学、河源开明分校、内莞浸会小学 

  北江区：开明中学、翁源开明分校、崑山开明分校、开明女学、三江浸会国民学校 

广西省： 

  桂南区：梧州培正中学、宏道女学、宏道幼稚园、贵县培正分校、大墟培正分校 

  西南区：储才学校、桂林培贤女学、培真小学、同安培正分校、同安培真女学 

从上表可知，当时浸信会开办的女子学校，已占其办学总数的一半，足见该会对女性教

育的重视。此外，仅在广州一地，同期由基督教会兴办的各类学校共 35 所，在校学生达 11,498

人，其中浸信会的办学历史最早、最长，尤其是浸信会本地会友冯景谦、李济良、余德宽、

廖德山、杨海峰等人于 1889 年创立的培正学校，更是名声远播，蜚声海外，其高中毕业生

可以直接升读美国的大学。由美南浸信会女传教士威灵（Eliza Jane Whilden）于 1909 年创

办的慕光学校，则专收民间贫困失明的女童入学，后委托东山浸信会管理，称“慕光瞽目院”，

至 1934 年时在校盲童学员达 70 人。 

医疗服务方面，浸信会创办的著名医院包括 1901 年建立的广州两广浸会医院、1903 年

建立的梧州思达医院和 1916 年建立的桂林浸信会医院，其中两广浸会医院有记录以来的施

医赠药人数从 1919 年的 688 人次增至 1933 年的 22,000 人次，住院留医人数从 1922 年的

328 人次增至 1933 年的 1700 人次。梧州思达医院则一直是当时广西最早和最具规模及技

术实力的综合性医院，还创办了广西省第一所护士学校，写下广西现代医学史的重要一页；

该院最后一任传教士院长华理士（Bill Wallace）1935 年到院后，其精湛的医术在华南地区广

受赞誉，他本人在不到 40 岁时也因在思达医院所做的大量成功手术病例而获选为国际外科

学会（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的委员。 

慈善事业方面，两广浸信会于 1906 年在广州开办了恤孤院，1919 年更名为孤儿院，资

料显示该院从 1918 年至 1929 年间先后共收养孤儿 99 人。1926 年两广浸信会安老院落成

于广州东山，1932 年迁址广州沙河，至 1933 年先后入院的长者共 52 人。由美南浸信会传

教士力约翰（John Lake）于 1924 年创办的大衾麻风院，位于广东台山外海的大衾岛，是中

国历史上著名的麻风病院之一，规模和设施最为完善，有现代建筑 19 幢，曾出版国内第一

份麻风病专业杂志《大衾》，至 1935 年时有 120 多名麻风病男女患者在此住院。 

 

三，两广浸信会的妇女事工概况 

 

两广浸信会的妇女事工最早起源于美南浸信会的与丈夫一起来华的传教士妻子，她们往

往都有女传道的身份。初期是为了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社会中向妇女布道、服务教会中

的妇女，后来逐渐扩展到开办教会外的社会妇幼事业，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妇女儿童社会服

务工作者。因此下文将分别从教会内外两个部分进行叙述和分析。 

1，教会的妇女事工 

据文献记载，第一位浸信会中国女信徒于 1855 年在上海受浸，1860 年华南浸信会报告

称当年有 12 名妇女受浸，1864 年纪好弼夫妇聘请一位中国女信徒担任教会的家庭探访工

作，她可以算是任职浸信会的第一位华人女传道。1872 年，华人女传道员增加至 4 人；至

1934 年，在两广浸信会正式名册上的 189 位华人宣教士中，女传道有 30 人。 

华人女信徒到教会就职，主要是传教士们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从 1835 年到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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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百年间，有正式记录的到粤桂两省工作的浸信会传教士共 291 人，其中女传教士就有

193 人，占 66%。这些女性最初都是随丈夫一起来华的传教士妻子，中国信徒一般称其为“某

某师母”。1850 年，碧架女士（Harriet Baker）抵粤，成为有记录以来浸信会第一位来华的单

身未婚全职女传教士。此后，这样的全职女传教士陆续增多，1935 年时仍有 16 名单身女传

教士在两广浸信会全职工作，教会的信徒习惯称她们为“某某姑娘”。 

这些已婚或未婚的女传教士们身体力行，担负起大量教会和社会工作，更亲自选拔和培

训华人女信徒出来接班，让传统上“三步不出闺门”的中国女性获得了踏出家门、接受教育、

正式就职的机会。对这些本土女传道的工作表现，美南浸信会女教士区慕灵（Mary Alexander）

称赞道：“某种场合上较男传道士为有效，即可迳入人之家庭中而宣教也。且对于一切怒骂

凌辱虐待等，均能柔和忍受，一无怨怼，而以德服人，此其优点也。”
1
 

随着入职的女传道不断增加，经女传教士力约翰夫人（Carrie Bostick Lake）、綦怜夫人

（Valeria Page Green）、那扶女士（Henrietta North）等发起的浸信会女传道会也在各个教

会内陆续建立起来，其主要职能是为女传道们的工作祈祷和筹款。1916 年 3 月两广浸信会

女传道联合会成立，当时共有六个女传道会加入，统筹开展各项教会妇女事工，例如编写由

中华浸会书局出版的女传道课程教材、开办女传道培训班等。至 1935 年，两广浸信会在各

地的女传道会已增加到 50 多个。 

由女传教士綦怜夫人于 1908 年在广州东山创立的浸信会培贤神道女校，原先只是招收

少数妇孺学习识字和读圣经，称“培贤妇孺学校”，后来逐渐发展为培训华人女传道的专门学

校，1912 年确定学制为四年，1918 年改为六年,1920 年再升为七年；1932 年分设三年制妇

女班、三年制预科班、三年制圣经师范科、四年制神道全科；1933 年再增设幼稚师范科。

不少在神道学校就读的男学员，其妻子就被收录进位于神道学校旁边的培贤女校，他们的幼

年子女则送到学校附设的幼稚园或育儿院照料。 

1914 年，女传教士卢信恩夫人（Julia Martin Lowe）从梧州到桂林，开办了桂林培贤圣

经妇孺学校，到 1935 年共有四期女学员毕业。 

随着浸信会培养的女传道数量的增加，教会内的妇女事工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因为

许多女传道在神道学校期间学习过师范课程，为教会开办女子学校和幼儿园提供了宝贵的师

资力量。 

2，社会的妇女事工 

浸信会的社会妇女事工，是从基督教会向外延伸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体现在基督教女

性在教育和医疗两大领域的积极参与。如前所述，女传教士在这方面身先士卒，成为开路先

锋。 

美南浸信会差派来华的第一位未婚女传教士碧架女士 1850 年 7 月到广州后，即着手筹

办女子学堂，后因工作需要被派往上海，后来在上海创建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1872 年，

作为传教士第二代的威灵女士在美国接受教育后返回广州，创办专门收养失明女童的慕光瞽

目院，并在此工作整整 42 年，直至退休返国。1883 年来广州的浸信会女传教士容懿美（Emma 

Young）于 1885 年创办本地第一所女子中学——培道女校，其后纪好弼夫人和力约翰夫人

先后接任校长，至 1923 年划归两广浸信会主管。 

此外，浸信会还有女传教士那扶女士 1891 年在肇庆、嘉女士（Miss. A. J. Kennon）1901

年在广西梧州、湛罗弼夫人 1906 年在广州东山、山德士夫人 1908 年在广东英德（后来迁

往韶关）、卢恩信夫人 1914 年在广西桂林、孙天增夫人 1915 年在广东新会、力约翰夫人

1918 年在广东台山和恩平等地分别开办教会女校，开创近代两广地区女子公共教育之先河。 

随着教会妇女教育事工的发展，培养出大批妇女师资，华人女教师纷纷走上教学及学校

 
1 区慕灵述，阎人俊译：《两广浸信会女传道会》，引自刘粤声著：《两广浸信会史略》，香港基道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第 2 版，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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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岗位，逐渐替代了女传教士原来的主导角色。进入二十世纪后，浸信会在两广地区陆续

开办的许多女校，都是由中国女传道（女教师）担任校长或实际负责人。例如 1921 年香港

仔浸信会堂附设女学开办，就由华人女传道汤宠灵出任校长。 

中国最早的女西医师和女护士都是基督教会培养出来的，原来是作为传教士医生的助

手，协助诊治和照顾女病人，浸信会在两广地区的医学教育起步晚于北美长老会。1886 年

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医生（John Glasgow Kerr）在广州教会医院开办医学班，共培养学

生 200 多名，班里有不少女生。1899 年北美长老会女传教士富玛利医生（Mary Fulton）在

广州西关创办了本地第一家妇女医院“柔济女医院”，同时开设“广东女医学堂”，是本地第一

间培养女医师、护士、药剂师的医科女校，1904 年因美国基督徒夏葛（Hackett）的捐资，

女医学堂改名为夏葛女医学堂（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在此诞生了中国著名

的第一代女西医张竹君、罗秀云、梁毅文等。1902 年美国基督徒端拿夫人捐资创办的本地

第一间护士学校“端拿护使学堂”，也附属于柔济医院，是近代最早的护理专业培训学校。随

着本地教会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入读的学生和就业的毕业生已经没有宗派之分，因此浸信

会没有在广州单独开办医护学院，以免“重复办学”，而是将资源投放到条件更落后、资源更

缺乏的广西地区。 

至 1936 年，广州夏葛女医学堂共有二十八届毕业生，总数达 200 多人，全部是女生。

1919 年出版的《广州指南》记载了当时在广州开业的 28 位女西医的详细情况，如“邓济安，

河南鳌洲公医院；谢爱琼，十六甫妇济医院” 等等。在《广州指南》上登出自己的姓名、职

业和地址，是为了扩大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表明这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女性不仅为自己有

一技之长而自豪，而且十分重视自身事业的发展，并试图通过广告拓展自己的业务，而女医

生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肯定。
1
 

一些华人女医生还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例如女名医张竹君就是当时知名的

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女界梁启超”、“辛亥革命中的南丁格尔”。浸信会在这方面与基督教其

他宗派一样，对近代中国妇女权益的倡导和维护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反对蓄

养婢女和童养媳、反对女性缠足、反对一夫多妻（男性纳妾）、反对溺婴（被溺死的多数是

女婴）、反对吸食鸦片、反对贩卖儿童（多数为女童）及妇女卖淫，提倡尊重女性，鼓励女

性接受教育、从事社会职业、担任领导职务等等。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具体详情不在此细述。

后文在讨论浸信会的妇女神学观时，将会涉及对基督教女性伦理道德的分析，可以帮助读者

理解浸信会的上述社会倡导及其实践。 

对于以女传教士为先驱身体力行在两广地区开拓妇女事工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国内有

学者在研究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后总结道：“早期女传教士在中国所从事的一些妇女活

动，引发和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妇女思想的变革，为妇女意识的觉醒和争取社会地位平等权起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女传教士所带来的女基督徒的妇女特质，无意中表现出的基督徒妇女形

象，对晚清中国妇女起了崭新的妇女角色的示范作用。”
2
 

 

四，基督教历史中的妇女地位及神学观 

 

浸信会的妇女工作是基于圣经启示的原则和基督教会的历史传统。新约圣经最重要的教

导就是耶稣所说的一段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

 
1 参阅《民国女医生比姜暮烟还性感》，记者储文静、文史顾问陈先枢，长沙：《潇湘晨报》，2016 年 3 月

20 日，A08 版。 
2 吴宁、汤开健：《清末民初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南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7 年第 5 期，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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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1
 这段话被称为新约启示的“黄金律”。与犹太教的传统

不同，基督教倡导的“爱上帝”行为，并非仅体现于礼拜、献祭、节期等宗教仪式，更重要的

是体现在实践耶稣颁布的“向万民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使命是“爱上帝”与“爱人如己”的有

机统一。所谓的“万民”不仅包括不同的地域、民族、国别、阶层、职业等，也包括不同的性

别。因此，女性的地位就与男性一样，无差别地成为“上帝施恩的对象”、“基督拯救的对象”。

根据这样的教义和神学观念，基督教在教会内部不但打破了犹太人与外族人的民族隔阂以及

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的阶级对立，
2
 也使女性从社会上的男性依附者地位变成了教会内与弟

兄们“同蒙救恩”的“姊妹”身份。从新约福音书记载的耶稣跟随者以及《使徒行传》记载的早

期基督教会的信徒以至传道人当中，妇女一直是相当活跃的角色，基督教更在教会内部首倡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家庭伦理。到罗马帝国大规模残酷迫害基督教时，无数虔诚的女基督

徒成为坚定的殉道者。 

但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女性在世俗社会上较低的政治和经

济地位也影响到其在教会内的地位及作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改

革后，由于圣经被基督教（新教）学者陆续翻译成各国语言并在普通信众中广泛传播，西方

基督教国家中普通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工业革命导致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女性

就业，更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平民教育在女性中的普及，女子学校在各地不断设立，拥有专业

技能的职业女性开始陆续出现，妇女在基督教（新教）内部的地位也重新受到重视，各宗派

都恢复了早期教会已有的女性执事的职位。至十九世纪西方基督教兴起向海外传教的运动

时，妇女事工已经是教会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此相比，非基督教地区的妇女在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力仍大大落后于男性，与西方

基督教妇女的处境形成了相当大的差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教活动便有意无意地被赋

予了某种“妇女解放”的意义和使命。 

浸信会与基督教的其他宗派一样，在教制上确立了女性在教会的角色和作用，设有女传

道、女执事等圣职。但是，浸信会虽然比其他宗派更重视平信徒的权利，不过“妇女解放”并

非教会重点关注的命题，教会也没有设立女牧师的职位。在性别关系方面，浸信会根据圣经

创世记启示的原则，强调丈夫在家庭中的主导角色和责任，妻子是丈夫最亲密的伴侣和帮助

者（Helper）。这种家庭角色的次序关系延伸到“基督的大家庭”——教会之中，就体现为女传

道是牧师（由男性担任）的协助者。同理，教会的妇女事工并非福音使命的核心，而是福音

事工的组成部分，因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区，“福音的对象”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而真正

的妇女解放实际上和男性的自由一样，都必须是“因真理而得自由”。
3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浸

信会开展的妇女事工，才能将上世纪的基督教伦理与后来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各

种理论主张区别开来。 

 

总结两广浸信会百年妇女事工的历史，从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需要从两

个方面加以考察，一个是以基督教自身的“主位视角”（内部视角），另一个是分析其社会意义

及作用所需的“客位视角”（外部视角），两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从而对

今天的人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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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39 节；《马可福音》第 12 章第 30-31 节。 
2 前者参阅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 10-15 章、《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后者参阅《腓利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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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edience to God’s voice creates the trajectory that connects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to the ministries of two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in the 1920s, Christiana Tsai 

(Cai Sujuan,蔡苏娟,1890–1984),
2
 and Peace Wang (Wang Peizhen,汪佩真; born Wang Yisun,

汪亦荪,1899–1969)
3
. They were born in the upper-class famil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vangelical meetings in the mission schools (教会学校) where they studied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ir conversion to Christ. The theological analyses on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reveal that it is critical for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to live out virtues in their 

ministries to lead their listeners including family members to Christian faith. The virtu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came from both their upper-class family edification and 

mission school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evangelical meetings in the girls’ mission 

school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preading the gospel and leading Chinese students to Christ;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some students still rejected Christ in their schooldays and lifetime, 

such as Yang Buwei (杨步伟,1889–1981),
4
 Mao Yanwen (毛彦文,1898–1999),

5
 and some 

other women who studied in the mission schools. The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world is 

interacted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and peoples, specifically, in the missional activities.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is to be set free from the sin. 

Key words: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spiritual formation, mission school, obedience, 

liberation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hurch history along with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urns out to be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empowerment of Chinese women.”
6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arallel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in China. In fact, the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U.S. are connected through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rising role. In the 1920s, two women evangelists from the upper-class families, 

 
1 The paper with the same title, but without data on Yang Buwei, Mao Yanwen, and the texts related 

to them, was one of the research papers submitted on April 2, 2019 for the course “Women in Christian 

History” taken in the Winter 2019 semester in 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 instructed by my professor Dr. 

Gordon L. Heath. The course paper, which was neither published nor presented elsewhere, had 1641 words. 

This paper has 6109 words. 
2 Wu, Dora Yu and Christian Revival, 216. 
3 “Peace Wang,” [n.d.]. 
4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book jacket. 
5 Mao, The Past, book jacket. 
6 Lutz, ed., 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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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who both were daughters of high officials born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officials, preached the gospel in public in many provinces in Confucian 

China when it stood in the crucial epoch of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ly,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It was in the 1920s that waves of revivals swept across the 

Chinese churches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y community; these revivals helpe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churches forever.”
1
 I will conduct the theological analyses on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the ministri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who were born daughters of 

Confucian fathers but born again in Christ Jesus and became daughters of the heavenly Father. 

They were two of the prominent women revival evangelists who were quite fruitful in the 

1920s in China.  

Since Han Dynasty (206 BC–220 CE),
2
 Confucius’ doctrine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the 

ethic norm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949, most Chinese women were governed by the 

doctrines of San Cong and Si De (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三从四德) that were 

developed from Confucianism. “Three Obediences” stipulate that a woman should obey her 

father before marriage, obey her husband after marriage, and obey her son after becoming 

a widow.
3
 In 106 CE, Ban Zhao (班昭),

4
 the first woman historian in China, the co-author of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drafted Si De (Four Virtues) in her private letter serving as the 

guidelines to the daughters in Ban’s family. Ban Zhao’s letter was entitled Nüjie 

(Commandments for Women,女诫) containing seven sections, explaining how to build up 

rapport relationships in the marriage.
5
 The emperor and other noble families soon asked their 

own daughters to learn the Commandments for Women that later became the social norms 

for all Chinese women.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mmandments are humility (be humble before 

the husband and his family members), obedience (obey the husband and his parents), and 

edification (canonic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in doing house chores).  

In China, The Protestant church has existed for more 200 years since the year 1807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1782–1834) arrived in Guangzhou.
6
 And 

the day of April 22, 2019 marks the centenary moment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Bible (中文和合本圣经) in Shanghai.
7
 However, the dominant culture now in 

China is still not Christian, but Confucian.  

Analyzing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the ministri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inspires me to reflect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angelical meetings in leading unbelievers 

to Christ. In addition, I realize that it is crucial for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to manifest their 

virtues recognized by Chinese culture when they preach the gospel in the evangelical 

meetings, carrying on the ministries, and living in the daily life. Chinese people identify a 

woman’s good character by the chastity defined by her sexual relation with man, which bear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connotation from the Christian holiness defined 

by mankind’s both the sexual relation with human and the spiritual relation with God the Lord.   

In my study, I find that some contemporari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in their 

 
1 Yao, “Missionary Women and Holiness Revivals,” 73. 
2 “The Han Dynasty—Longest Imperial Dynasty,” [n.d.]. 
3 “Studying Chinese Women: A Resource Guide,” [n.d.]. 
4 Lee, “Inventing Familial Agency from Powerlessness,” 47. 
5 He and Zhang, “On Women's Morality,” 65–67. 
6 Xin, Inside China’s House Church Network, 23. 
7 “Giving the Very Best Version of the Bible to Chin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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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s’ mission schools, such as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resisted the gospel and rejected 

having faith in Christ when they heard the same message as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received. The four girls grew up in the same Confucianism dominated society and wealthy 

families that could afford their education in the gentrified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But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accepted Christ in their mission schools, and afterwards they 

influence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have faith in Christ. Eventually,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became devout and influential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who were initially influenced 

b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China where also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bondage in their 

homeland and the missional field.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the Ministri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Christiana Tsai was born in Nanjing where her father Cai Xinghua (蔡兴华) served as a 

deputy governor of Jiangsu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1
 At the age of 16, for the intention of 

learning English and piano, she attended the Presbyterian Ming Deh Girls’ School (明德女校). 

Later, she moved to the 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景海女校) founded by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Suzhou. She converted to Christ in the evangelical meeting preached by 

American evangelist Samuel Dickey Gordon (1859–1936) in her school.
2
 During her 

schooldays in Suzhou, she accompanied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y Mary Culler White in 

the boat preaching in Suzhou area. After graduation, she worked in the First Women’s Normal 

School of Jiangsu and had passion to evangelize to her students of whom many converted to 

Christ. Shortly, in 1917, she had to resign due to her evangelical activities to her students.
3
 

Then, she joined the ministries of Mary Leaman (1879–1972) who was the headmaster of the 

Ming Deh Girls’ School and a daughter of its founder Charles Leaman.
4
 Christiana Tsai served 

many years as an interpreter for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such as Ruth Paxon (安汝慈, 

1876–1949) who in China was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and influential missionary 

revivalis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5
 Meanwhile, Christiana Tsai preached to students, 

teachers, doctors, nurses, patients,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mission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 

her Confucian family, however, she was persecuted because her conversion to the alien 

religion was humiliation to her family. In order to serve the Lord wholeheartedly, Christiana 

Tsai broke the relation with her fiancé studying in the U.S., when she knew that he questioned 

Jesus’ divine identity.
6
 In her early forties in 1931, unexpectedly, a sudden illness hit Christiana 

Tsai. Her eyes became highly sensitive to lights since then. But her life was much more fruitful 

than before she left Shanghai in 1949 for Paradise, Pennsylvania, the hometown of Marry 

Leaman.
7
 Her autobiography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depicts her faith journey.

8
 From 

my studies, I find that her inner being was transformed by Christ and her physical sufferings 

 
1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90. 
2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90. 
3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91–192. 
4 Cai, The Light of the Dark Chamber, 25. 
5 Yao, “Missionary Women and Holiness Revivals,” 79. 
6 Cai, The Light of the Dark Chamber, 67–68. 
7 Wu, Dora Yu and Christian Revival, 217. 
8 Cai, The Light of the Dark Chamber,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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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turned into spiritual blessings through her prayers and practices in faith. Her life as an 

evangelist continues through her books after the death. 

In Nanjing city, one year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iana Tsai, another girl, Yang Buwei who 

later became the wife of the well-rounded scholar Zhao Yuanren (赵元任, 1892–1982), was 

born into a wealthy family. Yang Buwei happened to be in the same dormitory with Christiana 

Tsai in Lǚning School (旅宁学堂) in Nanjing.
1 

Christiana Tsai herself, however, mentioned 

neither Lǚning School nor her schoolmate Yang Buwei in her books. But Yang Buwei left 

Lǚning School for the McTyeire School (中西女中) in Shanghai, which was a mission school 

for girls and whose first headmaster was Laura Askew Haygood (海淑德,1845–1900).
2
 In the 

tone of derision, Yang Buwei mentioned Christiana Tsai’s conversion to Christ in the 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in Suzhou after Yang Buwei studied in the McTyeire School and the 

death of Christiana Tsai’s father.
3
 Yang Buwei said that she refused Christiana Tsai’s 

suggestion asking her transferring from the McTyeire School to the 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because in her eyes both of the two schools were mission schools that looked too 

western in behaviors and involved too many boring things such as Sunday worships and 

prayers.
4
 Christiana Tsai, however, embraced the life in the mission schools and her inner 

being was transformed there. 

An explosive event mentioned in Yang Buwei’s autobiography was the baptism of 

Christiana Tsai in the 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during the itinerant evangelizing meeting 

hosted by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Suzhou. Christiana Tsai bravely rose in the 

meeting and said that she understood the message and wanted to be baptized, when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evangelist asked who would like to confess and to be baptized. 

Consequently, she was gossiped by students in Suzhou because few girls of officials’ families 

converted to Christ at that era. Yang Buwei rejected Christiana Tsai’s persuasion and rejected 

the evangelical messages spoken by other teachers whom Christiana Tsai asked for reaching 

out to Yang Buwei.
5
 Yang Buwei disliked the obstinacy and autocracy of the McTyeire School 

authorities who considered that all unbelievers were not good people. She thought in an 

opposite way because in her opinion, many converters did lots of bad things by relying on 

the power of the foreign churches in China and therefore Chinese people despised the 

converters. The thoughts of Yang Buwei about the Chinese converters well explained the 

pressure overwhelmed on Christiana Tsai when her family knew her conversion to Jesus Christ. 

Another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 was Peace Wang whose grandfather was a provincial 

commander-in-chief and envoy to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Qing Dynasty. Her father Wang 

Chusheng (汪楚生) graduated from the Japanese Military Cadet Academy and served as the 

military attaché in the Chinese embassy in Japan and other high positions.
6
 When she studied 

in the Baptist Mary Vaughan Girls’ School (弘道女中) in Hangzhou where her father served as 

county magistrate, she converted to Christ in 1918 while hearing the message preached by 

Dr. Mary Stone (Shi Meiyu,石美玉, 1873–1954).
7
 Dr. Mary Stone with the American medical 

 
1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84. 
2 “The McTyeire School,” [n.d.]. 
3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99. 
4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99–100. 
5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100. 
6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41. 
7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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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was a Chinese physician and evangelist serving in the Bethel Hospital in Shanghai. She 

was the co-founder of the Bethel Mission.
1
 Around the same year after conversion, Peace 

Wang decided to serve the Lord when she was in the evangelical meeting led by Dora Yu (Yu 

Cidu,余慈度,1873–1931),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influential evangelists,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1920s. Then, Peace Wang ran away from home in order to avoid her 

wedding in 1918 with an elite engineer who got the German degree. She attended Jinling 

Women’s Seminary in Nanjing and graduated in 1921.
2
 Three years later, with Dora Yu, Peace 

Wang co-presided the summer Bible study and the revival meeting. Then she was invited to 

Yantai to evangelize to one thousand people who came to see her, an upper-class beautiful 

young lady. Many of the listeners became converters that day.
3
 Soon, she became a well-

known evangelist national wide in China. 

Peace Wang lived a prayerful life on her knees that turned to black due to longtime 

praying. In 1956 in China, she was sentenced fifteen years in prison under a charge of anti-

revolution; years later, she was released but had no place to stay because no one dared to 

receive her; so, she had to go back to the prison; probably, she died in a labor camp near 

Shanghai but no one knows the details about her death.
4
 Although Peace Wang died, her life 

still produces seeds, just as the book John 12:24 says: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s.” Peace 

Wang was one of many evangelists and preachers who were put into prison after 1949 in 

China. From a worldly point of view, in the eyes of unbelievers, Peace Wang and her fellow 

workers in the church were losers and lived a failed life in misery. Peace Wang, a beautiful girl 

born of an upper-class high official family, chose to live for her Lord, her heavenly husband 

who will never forsake her.  

One year before the birth of Peace Wang, another girl, Mao Yanwen who later became 

the third wife of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and philanthropic educator Xiong Xiling (熊希

龄,1870–1937), was born in Jiangshan, Zhejiang province. In 1916, Mao Yanwen attended a 

mission school for girls, the Virginia School (湖郡女校) in Wux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5
 a 

small town, ninety kilometers away from Hangzhou. In this school, many times, Mao Yanwen 

rejected the faith in Christ Jesus and the Bible when the chaplain Rev. Jiang Changchuan (江

长 川 ,1884–1958), the father of Rev. Stephen Kaung (Jiang Shoudao, 江 守 道 1915–), 

evangelized to her and tried to persuade her to be baptized. Mao Yanwen, however, in her 

lifetime, refused to convert to Christ because of Rev. Jiang Changchuan’s impatient and angry 

response to her consistent refusals. He said to her: “What a naughty girl you are. Your soul 

will not be saved!” She talked back: “I am still young and do not want to go to heaven.”
6
 Most 

of her one hundred fifty circa schoolmates in the Virginia School were believers.
7
 Mao 

Yanwen determinately resisted accepting faith in Christ, even though in 1935 her wedding 

ceremony took place at a famous church in Shanghai, Moore Memorial Church (慕尔堂).
8
 

 
1 Shemo, The Chinese Medical Ministries, 199–200. 
2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47. 
3 Wu, Dora Yu and Christian Revival, 163–169. 
4 “Peace Wang,” [n.d.]. 
5 Mao, The Past, 14. 
6 Mao, The Past, 17. 
7 Mao, The Past, 14. 
8 Mao, The Past,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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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Mao Yanwen took the Bible classes, listened to sermons, and attended evangelical 

meetings in the mission school, she remained an unbeliever until the death at the age of 101.  

Less than three years after the wedding, Mao Yanwen’s husband passed away abruptly 

in her presence in Hong Kong at six o’clock in the morning on December 25, 1937. Beside her 

husband’s body, the doctor said to her: “He is gone!” “It is God’s will.”
1
 Her husband 

accompanied her only a very short period in her longevity life. She suffered loneliness and 

struggled in making a living in a few decades of her twilight years since her husband’s death. 

It is worthy to ponder what is the fatal obstacle hindering her to have faith in Christ and to 

receive Christ as her personal Savior. 

Doubtless, however, both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were women elites among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China. Their education in girls’ mission schools equipped them with the 

spirit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Moreover, they witnessed their Western 

women missionary teachers’ successful career in a foreign country far away from the 

homeland. The women missionary teachers lively encouraged them to follow their footsteps 

as career women.  

The education in the McTyeire School enabled twenty-year-old Yang Buwei to carry on 

the post as the headmaster of Chongshi School (崇实学校) offered by Bai Wenwei（柏文蔚, 

1876–1947）at the salary level of 140 yuans plus 200 yuans of business allowance,
2
 which 

was quite good pay around the 1910s.  

The education in the Virginia School equipped Mao Yanwen with the competent English 

that later enabled her to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1929. After receiving her 

master’s degree in the U.S., she got the teaching posts in Jina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30s in Shanghai.
3
 The mission school provided her with the avenue to a career 

woman.  

Obviously, the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 education for Chinese girls made it possible for 

Yang Buwei, Mao Yanwen, and many of their schoolmates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s 

of illiteracy and deprivation of career possibility. In addition, the mission school education 

provided them with wider and higher platform achieving their personal ambitions. 

In the 1920s, while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the worldly 

ambitions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s, other girls graduated from the mission schools 

followed the step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heavenly adoration and the Lord’s kingdom. Like Dora Yu and many other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kept lifetime celibacy, virtue, holiness, and living 

on faith mission with no predictable income.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were quite fruitful in their ministries. Many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converted to Christ because of their living-out Christian life and the vivid gospel 

message. However,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both suffered hardships and severe trials 

due to the chaos of wars and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y are like all the citizens 

of the heaven who choose a holy way of living and dying in the crucifixion with Jesus on the 

cross in order to rise with Christ Jesus in the resurrection in the Last Day and in waiting for 

Jesus’ coming, Maranatha！ 

 
1 Mao, The Past, 94. 
2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146. 
3 Mao, The Past,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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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ical Analyses on the Virtu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In the era of young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daughters of high officials observed 

Confucian culture of 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 By manifesting the Four Virtues, 

wives might establish their status in their husbands’ families.
1
 But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chose to keep celibacy in order to wholeheartedly serve the Lord and prepared 

themselves to be brides of the Lamb, Jesus, the bride a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9:7 depicts: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and give him glory! For the wedding of the Lamb has come, and 

his bride has made herself ready.”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practiced obedience and 

virtue by faith, hope, and love in the everlasting marriage with the Lord Christ Jesus.  

In the generation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few Chinese young women spoke 

in public. It was impossible for ordinary people to hear speeches of the upper-class wome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st of the Bible women or 

evangelists came from poor families and were illiterate.”
2
 Even in the 1920s, it was still scarce 

to find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coming from the upper-class or well-to-do families. It 

was hard for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 to imagine that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preached in front of large crowds of men and women in public. They were not only 

two of the pioneer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but also the trailblazers of Chinese women 

public speakers from the upper-class families. They were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s that 

confined Chinese women and set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that was inherited from the 

first sinners Adam and Eve. 

Actually, when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serving in China helped Chinese women 

in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s that came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of Confucian culture, 

the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were also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s of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areer deprivation coming from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about women’s role. For instance, the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y Ruth Paxon 

who preache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times in the churches in China before her returning 

from China in 1930 to America, Christiana Tsai served as her interpreter in almost three 

hundred times of her preaching,
3
 like many other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however, 

Ruth Paxon did not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ies preaching in the churches of her homeland 

the U.S. even in 1936 when she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Keswick Convention in England as 

the speaker. She could only speak during the evening meetings for women’s gatherings to 

deliver her messages titled Oneness in Christ, Lifeness in Christ, Fullness of Christ, and Spiritual 

Warfare,
4
 while a Chinese woman evangelist Dora Yu had already been invited in 1927 as the 

speaker in the Keswick Convention in England, the speakers were all men except her.
5
 Dora 

Yu mentioned her privilege being invited to the Keswick Convention in her testimony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6
 It is worthy to ponder how did Ruth Paxon and other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view their own liberation from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ferior 

 
1 “What Is Woman,” [n.d.]. 
2 von Collani, “Lady Candida Xu,” 217–245. 
3 Cai, The Light of the Dark Chamber, 25. 
4 Wu, “On the High Ground,” [n.d.]. 
5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90. 
6 Yü,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ü,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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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to American male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o American men in America.  

In today’s churches in Canada and the U.S., as far as I know, not all pulpits or lecterns are 

for the women evangelists or preachers. But, in today’s churches including the house churches 

and the Three-Self churches in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urches that do not 

give opportunities to the women preachers are rare.  

All the social problems come from the human problem of the sinful nature. Chinese 

women need liberation, Western women and women around the world also need liberation,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During the 

1920s, for the first time in Protestant missionary history in China, missionary women took 

initiating and leading roles in massive revival movements and commande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equal to any male mission leader of the day.”
1
 Missionary wom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and made a pivotal impact on 

the rising of the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who were the trailblazers of public speakers, 

professionals in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secto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audiences usually perceive women’s “Four Virtues” from their humble behavior, 

decent speech, elegant appearance, and diligent work. Although it was not the virtu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h Wang that brought the listeners to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to 

Christ, it is always the Holy Spirit that made the unbelievers to repent their sins and convert 

to Christ, God used the two daughters of high officials to bring some unbelievers to the 

evangelical meetings preached by them. The gospel flowed from the voices of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to the listeners’ hearts, which was fulfilled by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via 

obedience of the hearers. “Today, if you hear his voice,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s” (Hebrews 

3:15, 4:7). The hearers who reject God’s voice cannot enter the rest of God because they 

refused to be liberated eternally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disobeyed their earthly fathers when they first converted 

to Christ Jesus but obeyed their heavenly Father in receiving the gospel and receiving Christ 

Jesus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via their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Ultimately, it was the Lord 

that made their virtues shine in the pulpit to glorify God and to bring hearers to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in the sight of God the Lord, the precious virtues of mankind 

including men and women are humble obedience and faithful love that come after the 

repentance of sins and faith in Christ. Humility and obedience are the visible markers of 

Christians who are Jesus’ disciples. Their inner beings are transformed and born again by the 

Holy Spirit. Therefore, they can live out their virtues by faith. The Christ-like love, kindness, 

courage, wisdom, self-denial, self-sacrifice, and discipline are their logos. 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 are the heavenly blessing.    

Sin, the original sin of mankind, came from the disobedience of Adam and Eve who were 

against God by eating from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that God told them not 

to eat from it. (Genesis 2:17, 3:6) So, the Bible says: “To obey is better than sacrifice, and to 

heed is better than the fat of rams.” (1 Samuel 15:22) If people are proud of themselves or of 

their family origins, social status, and all things other than God himself, they will not fear and 

obey God. If people do not admit their sins, weaknesses, and vulnerabilities, they do not need 

 
1 Yao, “Missionary Women and Holiness Revivals,”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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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vior and the Redeemer. They will live a self-centered live instead of the theocentric way.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is only for people who respond to God’s voice and repent 

in Christ. Jesus said to his believers: “If you hold to my teaching, you are really my disciples.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John 8:31–32).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were not merely the believers of Christ. They were the disciples of Jesus. 

They imitated the holy life of Jesus’ humanity through the divine power of Christ Jesus via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Some believers of Christ usually experience the moment of repentance when they see 

their sins and realize the need of being forgiven by God and the need of being saved by the 

Savior. Christiana Tsai saw her sins when she heard the message “Jesu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flowing from the American preacher Samuel Dickey Gordon’s voice to her heart and then she 

opened her heart to receive her Savior Jesus.
1
 Peace Wang deeply realized that she should 

accept the Savior in order to be saved from her sins when she heard the gospel message 

preached by Dr. Mary Stone in her mission school.
2
 In the Bible, the important messages are 

always repeated, here is one of the repetitions: “God oppose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James 4:6; 1 Peter 5:5) Grace, the precious grace and the amazing grace is the 

saving grace. Receiving the saving grace or not separates mankin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saved and the perished. The saving grace is the most valuable grace in the world. 

From the autobiographies of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I did not find lines that 

admitted the authors’ sins or mentioned the need to receive the Savior. On the contrary, they 

expressed the confidence on the authors’ abilities of handling things.  

In the Bible, the top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mandments is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Mark 12:30) 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Mark 12:31).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gave up the opportunities to get married with the well-

educated husbands with foreign degrees because they loved God the Lord wholeheartedly 

and want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God. Their love motivated them to br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and to accept Jesus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for they 

knew their fate if they refused to repent their sins in the disobedience to God’s voice and 

continued living in the bondage of sin.  

However, I need to mention my admiration for Yang Buwei’s loving donations, which 

were a pair of 400-gram gold bracelets and four gold rings, to the family of her deceased 

friend Lin Guanhong (林贯虹).
3
 For the widowed Mao Yanwen, I do pay my great respect to 

her for her genuine love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Charitable School of Xiangshan (香山慈幼

院) after the sudden death of her husband who was the founder and head of this school.
4
 I 

appreciate Mao Yanwen’s loving generosity to her sisters and family members when she 

herself lived in the pressures and difficulties as a widow.
5
 But sorrowfully, I indeed sympathize 

for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about their refusal to receive the saving grace of God, 

though they enjoyed the common grace of God, such as the education in the mission schools, 

 
1 Cai, The Light of the Dark Chamber, 42. 
2 Wu, Biography of Yu Cidu, 143. 
3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138. 
4 Mao, The Past, 98–125. 
5 Mao, The Past, 19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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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helping the needy, the blessings of good marriages, and the honor of writing 

autobiographies.  

Afterall, only the saving grace makes a life-and-death difference between eternity and 

impermanence.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cared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n 

the wartime and helped them undergo troubles on the earth just as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did. But the priceless goodness that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had done to 

their loved ones was to bring them out of the doomed perishing fate to the eternal life in the 

light of Christ.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along with their loved ones who heard the 

gospel and converted to Christ received eternal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People 

temporarily remember the virtue that are appreciated by people. Yet, God everlastingly 

remembers the holy virtue cherished by God. 

 

Conclusion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converted to Christ in the evangelical meetings at their 

mission schools. Their obedience to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and God’s voice made a cr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ir disobedient schoolmates. Furthermore, their obedience 

brought a life-and-death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who 

heard the gospel from them and witnessed their virtues and holiness coming from the born-

again inner beings in Christ. They brought lot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by receiving faith in Jesus Christ.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narratives i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Yang Buwei and Mao Yanwen, I find that to evangelize to the unbelievers, 

the preachers need to show their humility, love, patience, and gentleness in order to touch 

the listeners’ hearts, although fundamentally it is God’s grace and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transforms the inner beings of the hearers who eventually receive the Lord’s salva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ese women evangelists to live out both worldly virtues and heavenly 

holiness for bringing sinners to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in working with Christ in the 

ministries. Some students in the mission schools received the saving grace and became 

believers who further devoted their lives to Christ as evangelists like Christiana Tsai and Peace 

Wang did. Some other students, however, received only common grace such as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foot bind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career deprivation, but they rejected the 

saving grace that God offers to all mankind to liberate humans from the perishing fate and 

gives them the eternal life along with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darkness of this world.  

The saving grace of Christ Jesus gives mankind ultimate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Not only the Chinese women need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career deprivation, and promotion limitation, but also women of all nations need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s of all sorts of sins. The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world is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ed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specifically, in the missional activities. 

Sin is the sting of death and the root of all tragedies.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both men and 

women is to receive the saving grace of the Savior Jesus Christ who has the power of the 

resurrection to liberate believers of all nations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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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女性形象的入华及其社会影响 

——以《万国公报》的撰述为中心 

  

王海云（华南师范大学）、贺璋瑢（华南师范大学） 

 

摘 要：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女性形象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人的性别意

识的转变和女性自主意识的启蒙。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如何利用《万国公报》等近代传媒

工具向中国输入了西方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和女子活动情况，构建了西方女性有学识、自主

独立的形象进行历史考察。晚清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与西方女性形象输入与中国本土性别意识

被启蒙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晚清 西方女性形象   来华传教士  性别意识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急剧的变化，呈现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在思想、政治

体制、社会伦理等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向西方学习”成了当时

的一种潮流和救国的途径。伴随着中国人亲历西方社会和各种西方思想、价值观念的输入，

西方女性形象也在晚清逐渐被传播和建构起来，而这种“传播”和“建构”与晚清来华传教士所

输入的西方女性形象不无关系。梳理西方女性形象在晚清的输入路径和西方女性形象对晚清

女性的影响，有利于更深刻地了解晚清女性的思想启蒙。  

“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各宗各派，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过改革的宗教派别，资

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宗教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传

教士带来的基督教，乃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影。”
1
正是因为大多新教的传教士受到

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想改变中国男女之间极端不平等现象，将基督文明惠及到

几乎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性群体中。正如费正清所言：“新教教徒中有很多明确信奉男女平

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2
“一般来说，现

代化的标志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更是如此。”
3
传教士对中国女性解放

做出的努力，不仅是对女性思想的解放，而且还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本篇论文主要以传教

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为中心考察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女性形象。 

 

一、传教士报刊对西方女子教育的介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几乎完全被排斥在正规的教育外，她们失去了受教育权。

“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从四德”的伦理思想如同两把枷锁，深深地钳制着女性的思想。中国

古代女性的教育状况是“没有女学，只有女教”。上层一些较富裕的家庭中的妇女可以聘请私

人老师，学习《女训》、《女则》、《女孝经》、《女诫》之类的“女教”之书，同时还要学习孝敬

公婆和相夫教子之道。而广大底层社会的女性则根本没有受教育这一说。 

传教士目睹中国女性的地位低下和悲惨境遇，深表同情。“妇女工作”一直是传教事业的

 
1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杜，1993 年，第 242 页。 
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

627 页。 
3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

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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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士大夫和士绅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让他们入教是一件艰难的

事情。传教士把目光转向中国女性，希望把她们基督教化，这对构建一个基督教化的家庭是

极为有利的。为什么传教士重视“妇女工作”？最初的动机在于：先归化女人，通过女人再归

化男人。正如考狄文的妻子在1877年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所说：“除非女人也基督化，否则

男人绝不可能被基督化。”
1
一方面传教士是出于基督教教义，对中国女性的无教育权表示同

情，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向中国女性传教来打开传教局面，而对西方女学的介绍是归化中国女

性的重要途径。中西女性在受教育方面差异显著，传教士借西方女子教育的盛况来激励中国

女性走出家庭，逃脱“三从四德”的枷锁，同时也可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醒悟，明白女子教育

对国家崛起的重要作用。传教士报刊中对西方女学的介绍主要体现在： 

第一，西方女子教育的普及情况介绍 

在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中多处提及西方女子教育之盛况，很多文章都传达出“西

国男女无不读书”。如在《义学繁多》中提到：“西国男女无不读书者。”
2
《男女好学》中亦

言：“ 德国中之普国，其他男女尤喜读书，书院极多，盖不读书之人，男难就婚，女难遣嫁

也。”
3
普鲁士女子的教育要与自己婚嫁联系起来，这就更促使女子专注教育了。更有甚者，

《女学发达》一文中提到西方女学竟胜于男。“在西方学校中，女子读书之数，已较男子为

多，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五岁以上之学生，每千人中男四百九十人，女五百十人矣！且不

但女多于男也，女子在塾之年，亦视男子为长，因由公学而升至普通学者，女多于男，且得

毕业文凭者，亦女多于男。故学校之教习，女子今居大半也。”
4
由此可以了解，西方女子读

书已经是寻常之事，并且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 

除了女学规模的宏大和人数的众多外，女教师的大量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女

子教育的兴盛。在德国“女师计有一万二千人，男师计有七万三千八百三十二人，女师日见

其多矣！”
5
，“美国亦然，女师约得男师之半”

6
。德国义塾“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三所，其学

生共有七百九十二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人，教读师共有十二万零三十二人”，而“内有女教读一

万三千七百五十人”
7
。尽管在男女教师比例上，女教师的比例仍然偏低，但是同以往男性占

据教育行业的统治地位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女性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施教于

人，这既是对女性能力的认可，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突出表现。西方女子还追求同男子同等

应试权利，以求教育之公平。“三十年以来，欧美两洲女子亦都以读书为先务，遂欲与男子

共同应试，国家初未谕允，以旧章不易辄改故耳！既而美国准其预试，未几，英亦踵而行之，

迩闻施哥兰省亦行女试，去岁女子之应试者共二十五云。”
8
《中西闻见录》中也提到：“西俗

妇女向来读书，与男子少异，男子志在功名，期于博大精深，明体达用，故学各国方言文字，

以及算格诸学，而妇女娴于此者亦不乏人，近来女学蒸蒸日上，与男学同科争胜者，逐渐增

多，即如英国南北国学，其北学于前岁另开一馆，专为鼓励女学而设。闻去年收录共一百八

十名，皆小学课程已满，率有大成之目者，将来选拔名媛，仍必另设一场中式闺秀科名等。”
9
西方女子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各大书院。 

 

方今欧美各大国，不但有特设之中小各学堂，且有特立之女书院，即旧时各大书院

 
1 Kwok Pui—lan.Chinese Women and Chirstianity.Atlanta:Scholar.1992:39. 
2 《义学繁多》，《万国公报》，1899 年 11 月，第 10 册。 
3 《男女好学》，《万国公报》，1890 年 12 月，第 23 册。 
4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女学发达》，《万国公报》，1905 年 4 月，第 195 册。 
5 《男女好学》，《万国公报》，1890 年 12 月，第 23 册。 
6 《男女好学》，《万国公报》，1890 年 12 月，第 23 册。 
7 [美]林乐知口译：《学堂广设》，《万国公报》，1894 年 2 月，第 61 册。 
8 [英]李提摩太译：《妇女应试》，《万国公报》，1893 年 1 月，第 48 册。 
9 《振兴女学》，《中西闻见录》，1874 年 2 月，第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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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皆添设女学一班，且准考给女人之功名矣！前年法国举行大赛会之时，会中有一

美国之女学院，以其教法学规，比较得胜，而获上赏，为世所称。美国各邦，共有大学

院六十余所，其中不设女学班次，不考给女人功名者，但有十所，皆在东方各邦中，非

不以女学为重也，因东方各邦，女学本盛，皆有特设之女大学院，无需乎此耳！即在英、

法、德等国，亦皆以女学为重。美国女学生，既在本国考试成名之后，又可入英、法、

德等国大学院考试，各国亦认之，准与本国考生，一体给予功名矣。
1
 

 

西方女学建立了初步的考试制度，给予女子以功名，西方各国之间对本国的考试成绩予

以认可，这样大大提高了女子的读书热情和积极性。 

男女同室也一直是中国人无法接受之事。传统中国一直注重“男女之大防”，而男女共处

一室学习，对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传教士认为西方男女同班同学是十分有益的举措。“男

女同堂各院，论男女同班之事也，不能详知，大抵聚于一学，有时不常在一处，或谓男女混

杂，易起爱心，此亦不错，然无甚邪僻事，且男子之粗暴，有女子而化为文雅，女子之羞涩，

有男子而变为倜傥……西方男女，同学同班，学日以迁，女子皆不亚于男子，然亦无所窒疑，

女仍是女，而男更砺其品行，岂不大妙？”
2
可见，传教士认为这种男女同室同学的举措，不

仅可以加强男女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同时还可以彼此之间相互促进。 

传教士传递的西方女学之兴盛，蔚为大观。他们向中国人传递出西方女性普遍受过教育，

反复强调“西国男女无不读书者”，塑造了西方知识女性的形象。 

第二，西方才女形象 

传教士还通过列举多位西方受过教育的杰出女性，来加深中国人对西方女子的了解，

使西方女性形象更加丰满。《才女列传》记述了一位英国女子，“幼而嗜学，至老不倦，貌

极美而不自知，足见心有专注，会不纷涉于外也。著作甚多，而尤精于天文、算格诸学。

以故西国谈天者，无不以妇某为巨擘焉”
3
。此女子在天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就连法国著

名天文学家拉伯拉斯都赞叹其天文学上造诣极深，他称赞道：“男子能读吾书者甚多，至妇

人而解读吾书者只有二人，一为葛氏，一为索氏，其实止一人，先从葛为葛氏，后归索为

索氏也；今行年九十矣，犹能□勉好学，著述自娱云。窃谓妇人介谓荷戈而扬武烈者有

之，临朝听政而治功者有之，至于青年奋志皓首穷经，积百岁之光阴，富等身之著作，如

索氏者，实为仅见。”
4
索氏的天文学才华使拉伯拉斯颇为触动，因为天文学一向都是男子

的领域，鲜有女子涉及，而索氏的成就也证实并非女性才智不如男。她成为了“女学规范”
5
，为女子教育树立了信心。 

《万国公报》也记载了一位西方女性天文学家，她就是汉嘉禄林
6
。自西方“格致之学

兴，至今可称美备，然回溯当时始创之人，历代以来，不独衣冠中人，殚毕生之力，寻译

考察，以求至乎其极”，但是“巾帼中之追踪媲美者亦不乏人焉”。
7
“间尝考天文学大兴之

始，汉嘉禄林女史厥功甚伟”，她在1783年“寻获星球二处，其光隐约，远莫可测，前人亦

未之知也”，于1786年又“首先测明一彗星，继又测明五彗星。由此观之，汉嘉禄林实为寻

获彗星之祖，于是声名扬溢，各国推尊”。在其96岁之时，英国皇家赐予其兄妹以金牌，其

 
1 [美]林乐知译，吴江任保罗述：《论西国振兴女子之成效》，《万国公报》，1904 年 11 月，第 190 册。 
2 [美]林乐知译，蔡尔康述：《美女可贵说并引》，《万国公报》，1899 年 6 月，第 126 册。 
3 《才女列传》，《中西闻见录》，1874 年 4 月，第 21 册。 
4 此女曾嫁于葛拉葛君，故称葛氏；后来葛拉葛君去世，她又改嫁给索默斐尔君，故后称索氏。《才女列

传》，《中西闻见录》，1874 年 4 月，第 21 册。 
5 《才女列传》，《中西闻见录》，1874 年 4 月，第 21 册。 
6
 汉嘉禄林也就是英国著名的女天文学家卡洛琳·赫歇尔（Caroline Lucretia Herschel）. 

7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汉嘉禄林传》，《万国公报》，1897 年 6 月，第 10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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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之辉煌功绩，著书“流传至今，人之读之者，皆叹赏不置也”。
1
汉嘉禄林家学以音乐闻

名，其父“尝以诸乐器使子女辈读书，间暇随时学习，以冀各有专艺，不致谋生之术”
2
，然

而她的爱好并不在此，其后作为哥哥威廉的助手，从事天文事业。她的事迹一方面显示了

女性在天文学上可以有一番作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西方女性在学习上的主动性，遵循自

己的志向和兴趣。作者作此传记，有启示中国女性觉醒之意。作者在文中提到：“冀中华妇

女闻之，知读书明理、格物致知之功不尽皆男子事，而叹女子无才为德之说误人非浅鲜

矣！”
3
传教士对汉嘉禄林的介绍，塑造一位知书明礼、通晓格致之学的西方女性形象，其

实意在打破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激励中国女性读书明理，遵循自己的兴趣，成就

一番自己的事业。 

这在西方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西方的才女不仅仅体现在天文学上，在其他领域也有杰出

成就者。就以法国濮耨氏为例，她在绘画上颇有造诣。她“幼甚聪颖，见其父拈毫染翰，恒窃

效之，模影写生，无不合度”
4
。从小就酷爱绘画，但是其父并不赞成，他说：“女子，当以丝

麻酒食擅长，否则亦读书识字耳！游思艺苑，非所贵也。”
5
但是她没有放弃，书写了属于自

己的传奇，“综计女史一生，凡古今画史之尊荣品级，实备膺之，又获尊荣之名望，是皆由立

志上达，不以女流而自弃，不因畏难而终止，卒成千秋万国中第一著名之画女”
6
，以致让“鬚

眉男子，类多甘拜下风”
7
。传记作者也在此呼吁女子应当为了自己的志向而坚持不懈，发出

“孰谓琐琐裙钗，终不能超于男子乎”
8
的感叹。笔者以为传教士输入西方才女形象别有深意。

一是向中国妇女展示真实的西方才女形象，把她们作为中国妇女的典范，激励中国妇女走出

闺阁、走出无知；一是同中国的闺秀才女形成对比，中国上层精英家庭中也不乏才女，但是

她们拘泥于诗词和儒家经典，兴趣相对狭隘，而且她们的才华很难得到社会认可，但是西方

才女却不同，她们兴趣广泛，并且为之持之以恒。传教士笔下的“才女”之“才”的具体内涵显

然比中国传统“才女”之“才”宽阔的多。 

第三，对西方女学之重视的介绍 

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中多次提及女学的兴起与国家的振兴是密不可分的。《美国之前

程》一文中就提到：“由于家学之修明，女学之隆盛，国之本在家。无论政治教道之学诸要

端，皆由家学发源，而美国所最重者，无在女学。”
9
美国的兴盛要以家庭为根基，而家庭的

稳固，则离不开女学，所以在美国大兴女学。 

 

国中至大至美之书院，即为女学，造就女人，即为造就儿女之根基，国无人，何以

立家。无女，何以成。故论学校者，必以女学为先务之急也。美国女人，类多聪慧虔洁，

有德有勇，忠心爱国，训子成名之人皆由于女学之振兴也。请观九九新论中美女可贵一

篇。即可知美国女学之大有明效矣。美国之自立，在于其人民皆为自主自治之国民。其

造就国民之法，固由于学校之得力，但其蒙养之始基，则寄其则于在家之女人。美国女

人既有此等地位，皆能释放自由，备诸德行，享受平等之权利，岂不能望其家之兴乎。

凡家有贤母者，其所生之子女，必能尽成为自主自治之国民，虽□美国之兴，其根本全

 
1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汉嘉禄林传》，《万国公报》，1897 年 6 月，第 101 册。 
2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汉嘉禄林传》，《万国公报》，1897 年 6 月，第 101 册。 
3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汉嘉禄林传》，《万国公报》，1897 年 6 月，第 101 册。 
4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画史濮耨氏小传》，《万国公报》，1897 年 9 月，第 104 册。 
5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画史濮耨氏小传》，《万国公报》，1897 年 9 月，第 104 册。 
6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画史濮耨氏小传》，《万国公报》，1897 年 9 月，第 104 册。 
7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画史濮耨氏小传》，《万国公报》，1897 年 9 月，第 104 册。 
8 王文思译：《天文女史画史濮耨氏小传》，《万国公报》，1897 年 9 月，第 104 册。 
9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美国之前程》，《万国公报》，1903 年 1 月，第 168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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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造就女人，亦无不可美。
1
 

 

由此可见，女学可以培养女性“聪慧虔洁，有勇有谋，忠心爱国”的优良品质，有利于

对子女的教育，不仅女性自身可以形成“自主自立之国民”，而且还可以把子女培养成“自主

自立之国民”，女学之重要性不言自明。除美国重视女学之外，欧洲其他国家也重视女学。

英国传教士华立熙认为：“女学为兴国第一要事也。英美之兴也，□百年耳！而其所以兴

者，实由女学，今即赫赫功名，无与妇女，而其才其学，多有以巾帼而冠鬚眉者……迄今百

年中，英美二国，女学日兴，人文蔚起，无小无大，咸知圣道，是殆孟子所谓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2
不仅如此，就连一向比较落后的俄国也重视女学。“距百年前，俄女之学道机

会，尤难于突厥，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始有一女，入俄大书院学医，医师固不知阻，俄

民亦不之议，一女倡而百女和。至次年，遂有无数妇女，入院学医，其后，或禁或驰初无

定例，今则以学医为常例矣！”
3
 

英国的韦廉臣甚至把女学的兴盛同国家的盛衰联系起来。他认为：“一国之人，妇女居

其半，不读书不明理，不但不能宜室而宜家，而畏鬼懼魔之心视男子而倍甚，此佛老巫□

等之惑人大都闺门属之阶也。知妇女失教非为家道不成，而国亦坏其强半矣”，“故凡振兴

之国，晋接周旋不能，无男女之别而教训则无分乎？男女始从母训，继从父教，渐长又乘

女妇之启迪。即至于妇之后，舅姑良人而外各处皆有痒序以教之文章，以成其才，幽闭以

成其德，而于夫为贤助于子为慈母矣。不然者纵不必亡家败国，而国家恐难至于至治也。

则教训妇女一端，尤国之万不可缺者矣”。
4
在其看来，女学昌盛可以振兴母教，而母教对

子女的培养和家族的兴盛都至关重要，而“国之本在家”，女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盛衰。这

是西方各国大力提倡西学的原因所在。晚清士人在寻找民族出路之时，振兴女学也许是一

种可行之策，激励晚清社会重视女学。 

第四，西方女学对中国女学的激励和典范作用 

西方传教士之所以要把西方女子普遍受教育的形象输入到中国，最主要的目的是把西

方女子教育作为一种典范，激励和推动中国女子教育，以图引起清政府和文人的重视。林

乐知对中国妇女地位深表同情，曾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介绍各国的妇女地位和风

俗，以期对中国社会有所启示。他在该书中曾言：“尝闻论治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有夫妇而后能成家，有父母而后能传家，甚矣哉。女人为有家者不可忽视也。由是

以推，国者家之积也。有国者又安可忽视女人哉。”
5
林乐知深刻地体会到女学的重要性，

而他来华目的之一就是开中国之民智，振兴女学。他来华“四十余年，无日当行之正道，引

导华人，亦无日不以当开之民智，启迪华人，而尤不能一日去诸怀者，则惟此振兴女学，

释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同具之才能……视中国之闭塞如故，妇女之低

微不改，而鄙人则已心力交瘁”。
6
林乐知为中国女子地位之低微深为痛心，而如何改变此

局面，也惟有振兴女学。故林乐知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目的，由此可见一般，那

就是“一曰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

能有振兴之盼望”
7
。林乐知的助手费祎也受林乐知影响。他认识到中国关于女性的教化违

背人类普遍之道德，把女性幽闭在闺阁之中，“使全国之妇女不读书、不识字，窒塞其聪

 
1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美国之前程》，《万国公报》，1903 年 1 月，第 168 册。 
2 [英]华立熙著，张文彬述，《女学兴国记》，《万国公报》，1901 年 8 月，第 151 册。 
3 [英]华立熙著，张文彬述，《女学兴国记》，《万国公报》，1901 年 8 月，第 151 册。  
4 [英]韦廉臣：《治国要务论》，《万国公报》，1889 年 2 月，第 1 册。 
5 [美]林乐知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 年 9 月，第 176 册。 
6 [美]林乐知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 年 9 月，第 176 册。 
7 [美]林乐知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 年 9 月，第 17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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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束缚其能力钳制其身体。上焉者使为花为鸟，以供人之玩弄；下焉者使为牛为马，以

供人之鞭策”
1
。而中国女性为何处于如此悲惨之境地，中国女性地位低微，实乃女学不兴

而导致的，即“国无释放妇女，提携妇女之教化，则永不能振兴”
2
。 

西方女学之兴盛与中国女学之荒废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大局阽危，

朝不谋夕”,民族危机加剧，“凡有热心爱国之人，孰不欲共起而扶之”
3
，而能拯救中国的要首

推教育。近几年来，“各处男学堂以渐兴起，惟女学尚寥寥无几”，这是国家对女学的忽视，

也是长期推行“愚女术”的结果。
4
“愚女术”之危害甚大，致其家庭决不能清洁而安康，其社会

决不能和乐而高尚，而中国之所以常居黑暗中、忧愁中，如网之缚，不可自脱，曰家累家累

者，都是“愚女术”所致。
5
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中也提到中国女学之状况。在中国由

于“女子者，初无为官之资格也，学而成，不足以备朝廷之任使。其身无锦绣前程可言，其父

母无封典之可望，其子孙无阀阅之可传”
6
，故女子受教育实乃无益，同时女学又“为风气所锢

闭，为宗教所束缚，为卑鄙之知识所限制”
7
，女学在中国发展依然举步维艰。 

政府对女学之规范极严，在订奏定学堂章程中就有一条关于女学的规定，提到：女子断

不可同男子结队入学，不宜多读西书，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

妇职应尽之道。其无益文词盖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
8
可见，

国家即使办女学，但女学的内容依然受到诸多限制，女性受教育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自己的

处境。而“欧美各国之女子则不然，其学问见识，即与男子相同，故大而言之，固将担任国民

一分子之义务；小而言之，则亦相夫育子，谋一家之幸福而有余”
9
。在欧美各国，强调男女

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而无缓急之分。女子受教育以后，可以“为农、为工、为商、为

士、为官署之文案焉、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其入红十字会者皆……

伤兵病卒之治疗，看护为其专责”，其成就和对社会之贡献并不亚于男子。
10
 

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女性受教育形象与中国女学形成强烈对比。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中国

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民族的出路在何处，成为士人关注的问题。而此时传教士提倡女学兴国，

其实一方面是应中国现实而提出，另一方面传教士提高中国女性地位，也为在中国女性之间

传教提供便利。女学兴国思想，在当时中国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一度推动了中国女学的发

展和女学内容的拓展。 

 

二、传教士报刊对西方女子职业的介绍 

 

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女子教育的普及和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新的行业的

出现，为女子走出家庭，踏入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提供了可能。传教士对此介绍也比较重视。 

西方女子从事的职业范围比较广泛。《万国公报》中《东方女界之新现象》一文曾记载

“彼欧美之女子，既以释放而大显其能力，为教习、为律师、为医生、为报馆记者、为商店会

 
1 东吴范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书后》，《万国公报》，1903 年 9 月，第 176 册。 
2 东吴范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书后》，《万国公报》，1903 年 9 月，第 176 册。 
3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振兴女学之关系》，《万国公报》，1904 年 12 月，第 191 册。 
4 参见[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振兴女学之关系》，《万国公报》，1904 年 12 月，第 191 册。 

5 参见[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振兴女学之关系》，《万国公报》，1904 年 12 月，第 191 册。 
6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1905 年 9 月，第 200 册。 

7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1905 年 9 月，第 200 册。 
8 参见[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1905 年 9 月，第 200 册。 
9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振兴女学之关系》，《万国公报》，1904 年 12 月，第 191 册。 

10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1905 年 9 月，第 2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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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种种行业女子颇占多数。”
1
《论西国振兴女子之成效》亦言：“尽论负重劳力之事，固为

女人所难能，若论手工心才所能行之端，尤合于女人之德性。给图打样，描话拍照，计算账

目，开列清单，格外能以工细清晰见长。教堂之中，唱歌弹琴，皆视为女人之能事。新法之

中，若打电报，通德律风，快写字，快排字等，亦皆用女人尤多也。推而上之，能为报馆访

事人，能充公堂律法师，能为医生，能为天文师，并能胜任各学堂之教习，皆为今时女人所

已至之地位也。”
2
笔者认为《万国公报》中传递的西方女子工作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女工。工业革命为西方妇女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家庭天使”的理想女性形象

受到冲击，女性开始踏出家门，步入工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社会，是一个工业化大生

产的社会，“无论男女，皆以怠惰为可耻，除老弱疲惫残疾外，绝无一人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无所事事者。每见男女奔忙，急加星火。各等工厂除安息日外，机器之声铮铮震地，煤

炭之气略蛋迷天”
3
。在如此大的背景之下，女性奔波于家庭与工厂之间，为生计而劳碌，但

也是女性自立的表现。政府对女工也比较重视。例如在世界博览会中，英国君主“在美赛院

中近又别建一院，以便专诸女工所成之诸物，又建一精舍”，而且女工还“请之英君主将其前

为室女时手成之绣作等类，置于精舍之中，俾揽者得瞻仰，以申亲幕”
4
。英国君主对此倡议

表示赞同，以彰显对女工的重视。不仅如此，她们团结在一起，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以达

到提高待遇的目的。罢工是她们常用的手段之一。《万国公报》1891 年 8 月《女佣停工》曾

载工厂女工聚众停工，以此要挟厂主，后来洗衣居女工也呼应支持，欲达到“八点钟为一日，

每日佣值须给洋八角五分”
5
之目的。 

第二，女子从军。军队向来是男子的领域，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女子以救护员的身份参

加军队者已呈日益增长之势。 例如，西方战例规定：有随营疗治伤疾之医士，敌军不得加

害。医疗伤员之事，惟有妇女。因“巾帼中人体贴周至，亦且较胜于鬚眉”，所以英国欲让其

“自成一队，遇有战事，即日束装入伍，专司医疗”，并组织对参加军队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

鼓励英国女性踊跃报名。
6
传教士认为，中国女性在女子从军方面同西方人存在明显的差异，

“英女志在四方，殊可嘉尚，特以华人言之，则军中有妇人，兵气恐不扬耳”
7
。以此观之，传

教士认为西方政府鼓励女性参军，为国家服务，以彰显女性的崇高的志向，而中国女性却被

排除在军队之外，无法踏入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职业，这在当时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这种反

差就更被凸显了。 

第三，女子从医。中国人对西方女性从事医学应该不是很陌生，因为女传教士中在中国

的社会事业中设立医院就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其实，女医在西方已经十分普遍了。传教士认

为医学十分适合女性。理由是“世人之中，女居其半数，小孩亦居四分之一，皆近于女者也。

女人习医，其益最广，其艺亦最精，由其心精气静，能体贴病人入微也……因见女人皆有济

世之心，医虽小道，实为女人之所乐为也”
8
。欧美各国女子从医人数的增多，最主要还是得

益于学校开设医学，并对女性开放。在“大学院中，亦分医学一门，特准妇女肄业”
9
。“西国医

学院中，亦用女人为教习，造就甚多。”
10
另一个原因是海外传教的需要，女传教士需要借助

西学来增进同当地人的感情，为传教提供便利。以美国为例，海外女医渐呈增多趋势。“一

 
1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东方女界之新现象》，《万国公报》，1906 年 12 月，第 215 册。 
2 [美]林乐知译，吴江任保罗述：《论西国振兴女子之成效》，《万国公报》，1904 年 11 月，第 190 册。 
3 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万国公报》，1890 年 3 月，第 14 册。 
4 参见[英]李提摩太译：《别赛女工》，《万国公报》，1892 年 7 月，第 42 册。 
5 [美]林乐知译：《女佣停工》，《万国公报》，1891 年 8 月，第 31 册。 
6 参见[美]林乐知译，蔡尔康述：《女子从军》，《万国公报》，1894 年 8 月，第 67 册。 
7 [美]林乐知译，蔡尔康述：《女子从军》，《万国公报》，1894 年 8 月，第 67 册。 
8 [美]林乐知译，吴江任保罗述：《论西国振兴女子之成效》，《万国公报》，1904 年 11 月，第 190 册。 
9 [美]林乐知译：《美女可贵说》，《万国公报》，1899 年 7 月，第 126 册。 
10 [美]林乐知译，吴江任保罗述：《论西国振兴女子之成效》，《万国公报》，1904 年 11 月，第 19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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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八百六十九年女医苏慧音至印度行医，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女医苛姆丝始来中国治病，一千

八百八十三年女医哈姆丝摆始至日本疗疾，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女医好话得始至朝鲜望闻问

切。诸女医皆美以美会中派出者也，而风气一开，女医几多于男医矣！”
1
女传教士海外传教

活动，确实可以推动女子习医，但是“女医几多于男医”还是有夸大之嫌，若只是指传教士中

女医多于男医还是有可能的。 

第四，女子从事教师职业。女子从事教师职业，在前文西方女学中已有提及，这里不再

详细阐述。在美国，“不论男女童子，皆多延女师”
2
，而且“女师约得男师之半”

3
；在德国，“女

师计有一万二千人”
4
；在瑞典，“各学校之教习，女子居百分之七十”

5
。女性从事教师职业在

西方较为普遍。 

由上可见，传教士利用《万国公报》大篇幅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女子的职业，向中国输入

了西方女性自谋生计、为国贡献的形象，以此来为中国女性指明方向，欲改变地位低微之状

况，需要有自谋生计之能力，这样就无需依赖男子，从而改善自身之地位。传教士以中西女

性职业上的巨大差异，来唤醒中国女性的觉醒。中国女性受缠足之苦，人身活动范围受到限

制，这非常不利于女性的职业选择。在《记天足会演说事》一文中就说道：“环球各国为女子

者，悉是天足，乃能考入学堂，各执一业。有充报馆主笔者矣，有当学堂教习者矣，有为电

报学生者矣，美国女子且有充国会议员者矣。至于绘图印书之类，女子皆优为之，其执业也，

不让于男子。中国女子，因缠足故，毕生械梏，除缝洗纺绩、料理中馈外，别无能事，不遑

自给，乃人人仰给于丈夫，生计日蹙，造成此拱手坐食之象。”
6
传教士希望借西方女子职业

观来倡导身体健康之重要，而中国女性的缠足，导致行动不便，非常不利于从事家庭以外的

职业，只能“拱手坐食”而依附男子。 

不仅如此，传教士认为中国女性未有职业权还与女学不兴相关。在《泰西之学有益中华

论》一文中提到：“西国多有著名之士，因受慈母之启迪，而德业益修，学业益进。亦有妇女

为男女蒙塾之师者；亦有女子学医，精于妇女科者；更有博学妇女，为书院之教习，或女书

院之山长者；亦有著书立说，发明实学，启人聪明者；中华之教化，果能如是振兴，则男女

均受其益，通国无不读书之人矣。”
7
可见，西方女子可以从事诸如教师、律师、作家等职业，

这离不开女学的培养，而中国女性若要改变依附男子之地位，则需要以振兴女学为先。 

传教士传递的西方职业女子形象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了国人效仿的榜样，这种榜样

效应激励着中国女性争取职业权。《女子世界》中提到英国女子就业的盛况，其中“作者者最

多，有四百八十七人，次之美术家一百三人，教育家九十一人，新闻记者六十五人，女优五

十九人，音乐家十二人，社会改良运动家二十七人，医士二十一人，理学家十二人，宗教家

十三人，慈善家十二人，法律家九人，其平均年龄，皆不过五十岁”
8
。同时，西方女子在“政

治、法律、哲学、实业等，均得营其职业，决不至劣于男子，即在某国试行女子之官吏、律

师、裁判官等，其成绩，实不让与男子”
9
。《女子世界》编者在《外国纪事》一栏中，对西方

女子就业盛况的介绍，其用意也是希望借西方女子就业之盛同中国的女子就业相类比，达到

激励之作用。传教士在《万国公报》输入的西方女性职业形象，其实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一面

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了解西方女性，但是更主要的是通过西方职业女性形象，更加认识了自

 
1 《女医出外》，《万国公报》，1894 年 4 月，第 63 册。 
2 [美]林乐知译：《美女可贵说》，《万国公报》，1899 年 7 月，第 126 册。 
3 《男女好学》，《万国公报》，1890 年 12 月，第 23 册。 
4 《男女好学》，《万国公报》，1890 年 12 月，第 23 册。 
5 [英]季理斐著，东吴范祎述：《瑞典女子之地位》，《万国公报》，1906 年 3 月，第 206 册。 
6 《记天足会演说事》，《万国公报》，1905 年 2 月，第 193 册。 
7 谢子荣：《泰西之学有益中华论》，《万国公报》，1896 年 10 月，第 93 册。 
8 《米国女子成功者》，《女子世界》，1907 年，第六期。 
9 《女子之新职业》，《女子世界》，1907 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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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强烈地体验到了这种差距，而这种反差为中国女性谋求职业权提供了动力，刺激了中国

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传教士报刊对西方女性社会活动的介绍 

 

社会活动相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中国女性被束缚在家庭和闺阁之中，

社会舆论对女子参加社会活动持有偏见，清政府也试图限制女性的社会活动。清政府对女子

学堂规定：不但语言行事力戒新奇，即一切服饰皆宜恪守中国旧俗，不得随俗转移，并责成

国文修身教习选取经史所载列女嘉言懿行，时时与之讲授以接根本。
1
而相较于中国女性，

西方女性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事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她们的活动空间十分广阔，而且

社会尊重女性的风气日盛。“美国女子，出入无禁……美之东西铁路，计英程三千里，不为不

远，乃时有上等女子，购买车票，单身前往，旁人既不以为奇，而且敬礼之，司车者沿途照

料，视男子有加，至于城市中人，亦视女子出门为常事，闺阁涩缩之风，一扫而空矣。”
2
西

方社会对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活的女性持尊敬和赞赏的态度。   

由于西方社会男女平权思想深入人心，社会尊重女性之风也较为兴盛。瑞典“工作女子

不论上流下流，一以平等相视，故有矢志不嫁之女四万，专恃工作以度日，不存依傍他人之

心，此风既盛，既已嫁人，亦不愿为男子之玩物”
3
；在美国“男女平权，故如欲举某人以治某

事，男女皆得与闻”
4
，而乘车时，发扬绅士风度，让女子先入车，若坐满，“男子即起立让座，

纯任自然，毫无勉强”
5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尊重女子之风气已成习惯，这就为女子从事社

会活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那么女子参与社会活动，关心公益事业也是发挥女性特点，彰显

女性地位，不仅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主体性的体现。 

美国女性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曾经组织了“禁酒运动”，以抵制男子酗酒对女性造成的

伤害。《万国公报》曾撰文对美国妇女的“禁酒运动”进行介绍。“美国现以酒害为最钜，特设

会以劝之、禁之，而于事终无济也。其奈之何哉！近有贤妇淑女辈出，而沿门劝导，先劝酿

酒之家停止莫办，则困于酒者无处可沽，或可望其终止。有数家酿酒者，见贤妇淑女用情恳

挚，自觉赧颜，竟将所酿之酒，破其桶，倾其酒于街，誓不再作此生涯矣！此法之良，不较

诸本馆前次所译美国闺秀同心立誓不准嫁酒徒之盟更善耶？”
6
女性在参加社会活动中有女

性独特的优势，她们具有亲和力、耐心和杰出的口才等特点，往往会取得突出的效果。西方

女性还关心公益事业，参加红十字会等组织。“古巴久受西虐，此次美国红十字会随同义旅

而往，为之医伤疗病，救其毁屋焚庐之苦，振其无衣乏食之灾，出水火而登袵席，皆以巾帼

代须眉也。而诸女子又在各邦劝捐设立红十字公所，一切由女为政，而官吏护助之……”
7
 

由此观之，传教士向中国人展现了西方女性不辞辛劳、服务社会以及具有博爱之心的形

象。而中国女性的处境如何呢？正如康有为所说：“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

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

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
8
同西方女性

的活动自由而言，中国女性被禁锢在狭隘的私人领域之中，更无从谈起要参与社会活动了。

传教士所输入的西方女性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形象对中国的女性解放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

 
1 《法令·学部奏遵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折》，《东方杂志》，光绪 34 年第 8 期，第 14 页。 
2 [英]布兰飔著，[美]林乐知译：《续美女可贵说》，《万国公报》，1899 年 7 月，第 126 册。 
3 [英]季理斐著，东吴范祎述：《瑞典女子之地位》，《万国公报》，1906 年 3 月，第 206 册。 
4 [英]布兰飔著，[美]林乐知译：《续美女可贵说》，《万国公报》，1899 年 7 月，第 126 册。 
5 [英]布兰飔著，[美]林乐知译：《续美女可贵说》，《万国公报》，1899 年 7 月，第 126 册。 
6 《妇女劝禁饮酒》，《万国公报》，1874 年 9 月，第 304 卷。 
7  [英]布兰飔著，[美]林乐知译：《续美女可贵说》，《万国公报》，1899 年 7 月，第 126 册。 
8 康有为：《大同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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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潮的影响之下，一大批西方社会活动家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如南丁

格尔
1
、罗兰夫人

2
、圣女贞德

3
等。 

晚清是一个转型时期，特别是甲午以后到辛亥革命这段期间，国家、种族以及国家和种

族的身份都处于转型之中，
4
中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和思想意识也同时在发生变化，而传教士

传递的西方女性活动家形象的出现就是破坏了私领域和公领域女性的标准关系，威胁了长期

存在的性别隔离规定，为清末“新女性”的出现提供了典范。一股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潮流开

始在清末酝酿，而在辛亥革命时期开始走向成熟，而这股潮流不得不说首先得益于传教士的

启蒙意义。 

 

四、传教士报刊中的西方女性形象的特点 

 

来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所介绍和输入的西方女性形象主要针对中国女性的现状而

做出的选择，因而也带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一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指向性。传教

士想借西方女性的较高地位和普遍的受教育形象来同中国女性的处境形成强烈的对比，希望

中国士人能认识到女性解放之重要性。《振兴女学之关系》中就提到：“今吾中国大局阽危，

朝不谋夕。凡有热心爱国之人，孰不欲共起而扶之，顾方针安在，不能不首及教育。故近年

以来，各处男学堂以渐兴起，惟女学尚寥寥无几。推厥原由，则男学堂者为栽植人才起见，

而女子无与于人才之号，不足以充政界上之傀儡物也。”
5
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中也提到：

“今中国通商各埠略有女学，内地则寥寥，其为风气所锢闭，为宗教所束缚，为卑鄙之知识

所限制，原因不一而足，而辨者又恒谓男子尚不能教育普及，何况于女此说尤为大谬。男女

等人耳，何分缓急。”
6
 

传教士注意到中国的女学之落后、男女在教育上的极不公平的现状，欲借西方女学之兴

盛来推动中国女学之发展。《振兴女学之关系》一文中言及中国女学现状之后，对西方女性

的受教育则大加称赞，提到“欧美各国之女子则不然，其学问见识，即与男子相同，故大而

言之，固将担任国民一分子之义务；小而言之，则亦相夫育子，谋一家之幸福而有余”
7
。在

《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中也是如此，面对中国男女受教育之不平等，欧美女子则“为农、

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文案焉、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其

入红十字会者皆……伤兵病卒之治疗，看护为其专责……何亚于男子”
8
。《万国公报》多篇文章

都是运用此论述方法，针对中国女学不兴、女性地位低下这样的现状，有意识地地输入了西

方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等形象，意在给中国女性的解放指明方向，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意味。 

二是《万国公报》中的西方女性形象的保守性。 

来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输入的西方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女子教育、女子工作和女

子社会活动等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妇女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出于基督教化的目的。林乐知在

《万国公报》中一直强调“女俗为教化之本”，而教化又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标准的。他把全地

 
1 见《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第 4 期。 
2 见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民丛报》，十七号（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十八号（光

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3 见梅铸：《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第 3 期。 
4 参见胡缨著，龙瑜宬、彭姗姗译：《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第 4 页。 
5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振兴女学之关系》，《万国公报》，1904 年 12 月，第 191 册。 
6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1905 年 9 月，第 200 册。 
7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振兴女学之关系》，《万国公报》，1904 年 12 月，第 191 册。 

8 [美]林乐知译，东吴范祎述：《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万国公报》，1905 年 9 月，第 2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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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五大洲分为未教化之国、教化之国和文明教化之国三种。正如伊沛霞所说：“林乐知的‘启

迪华人，振兴女学’ 的毕生志愿自觉不自觉地笼罩在近代殖民主义语言中，传播西方文明与

基督教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1
林乐知提到：“今观天下未受基督教之国，其人民地位何如，其

女人之地位何如，真可表明基督教道之外，决无他法，可以使人释放而得救矣。”
2
而传教士

把中国女学之不兴，归咎于儒教。在《家之本在女》一文中提到：“今日之富强各国，如欧美

诸国及日本等国中之女学若何，其女人之地位若何，即可定其教化之列于上等矣。更观东方

诸国，自突厥、波斯、印度以至中华，或为回教，或为儒教，要皆为轻视女人之国。其国中

既无女学，其女人亦无地位。守旧不变，积久日衰，其教化之不能与他国同等，无待智者而

后知之矣。”
3
传教士言下之意就是只有基督教教化可以使女性解放、释放女性自由、提高女

性地位，而“女俗为教化之本”，可见欲解放女性，则需要基督教化，从而振兴国家，这是传

教士输入西方女性形象的基点所在。 

正因为如此基督教输入的西方女性形象有一定选择性，并没有全面地、整体地介绍西方

女性形象。“1791年英国已经出版了著名妇女活动家伏尔斯顿克拉夫脱的《女权拥护论》，

1869年约翰·穆勒《妇女的服从》也已问世，两书当时被视为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但直到

戊戌变法以前这些理论并未被介绍到中国。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著名

的妇女活动家与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出现在西方传教士的宣传文学之中。”
4
可

见，传教士并不是西方民主思想和改革思想的主动传播者。 

传教士对 19 世纪中叶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想比较冷漠。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女

性为了争取政治的选举权、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和女性自由工作权，发动了第一次女

权运动。而各国妇女争取选取权的运动，对西方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可谓是影响深远，但是

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对此却极少提到。“1866 年，穆勒将一份由 1500 名妇女签名的要

求妇女选举权的请愿书亲自呈交给议会。接着在曼切斯特、伦敦、爱丁堡、伯明翰等地都出

现了‘妇女参政协会’，1868 年统一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这些组织者和参加者大多是中产阶

级妇女，她们组织沙龙，出版小册子宣传女权；开展慈善活动帮助贫困妇女和儿童；通过促

进法律改革为女性争取权利；向议会递交请愿书，争取妇女参政等。”
5
在 20 世纪初，英国妇

女争取参政权的规模更大，运动也变得更为激烈，到 1907 年，英国妇女最终获得了郡市议

会的选举权。
6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西方的女权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特别是英国的妇

女争取参政运动，更是引起世界瞩目，而传教士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为何传教士在《万国

公报》中向中国输入西方女性形象的时候却没有提及西方女性在争取参政权中的表现，笔者

以为这主要是基于传教士相对保守的女性观，他们主张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激进地争取政治

权利运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有取舍地输入西方文明，并带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和保守

性，西方妇女形象的输入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西方来华传教士传递的西方女性形象，主要以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为

主要载体。《万国公报》中有许多篇幅具体介绍了西方女性在教育、职业和社会活动等方面

的突出表现，而传教士想借西方女性的较高地位和普遍的受教育形象来同中国女性的处境形

成强烈的对比；且传教士又往往把国家兴盛同女性地位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之下，

希望中国士人能认识到女性解放之重要性。虽然，传教士输入西方女性形象主要还是以传播

 
1 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70

页。 
2 [美]林乐知著，任廷旭述：《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 10 集，《中国与各国比较女俗考》（下），第 15

页。 
3 任保罗：《家之本在女》，《万国公报》，1904 年 4 月，第 183 册。 
4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7 页。 
5 裔昭印主编：《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409—410 页。 
6 参见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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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为目的，但是传教士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女性观念启蒙者的角色，这一行为的积极意

义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客观而言，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女性形象为中国女性提供了一扇窗

户，让中国女性能透过这扇窗户了解到西方女性的生活状态，了解到原来女性还有别样的生

活方式，有助于她们去反思自己的生活状况，寻求更加自由、平等的人生价值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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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化：近代中国女性基督徒对“自我”的角色判定 

 

孙尚诚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直指了圣经关于两性角色描述的内核。从形式

上来说，圣经毋庸置疑采用的是男性视角及其叙事。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圣经叙事又从

一开始就在确定平等原则。基督教教义的性别平等实质，唤起了近代中国女性基督徒对传

统宗法集体主义及其父权制度的反思、对“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以及经由这些反思

而来的一个自性化过程。自性化即 Self 自我的完成。Self“自我”同时确定了两种意识，一是

个体意识，即认识到自我是与男性平权的独立个体、平等分有上帝形象、并有义务向俗世

展示这一形象之美好；二是集体意识，即认识到自我是在神法集体中与男性同工同行、互

为肢体的个体，作为“同工”而在世界与行动中共同参与并完成上帝事业。近代中国的妇女

基督徒能够完成从 ego 到 Self 的自我角色判定，首先是因为传教士在中国的福音政策看重

女性的社会功能，这让女性得到了高举和锻炼。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是爱的第一诫命。

女性不仅因此而获得了与男性相称的情感权力，并且因此而彻底消解了作为“帮助者”而可

能导致的怨恨。 

关键词：近代中国；女性基督徒；自性化 

 

一、差异与平等：圣经叙事中的两性分判 

 

“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是一个颇有见地的提法。不仅因为它在教会安顿

男女位份时所展现出来的功能性意义，更因为它的确直指了圣经关于两性角色描述的内

核。它承认男女两性在俗世当中体能、情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承认男性在事工上为“头”

的先驱者地位。但它又采取了一种“维齐非齐”的逻辑路径，对差异进行描述旨在“互补”，即

旨在绝对神权下的俗世分工与相应权限，而断非上帝之国的尊严等级或权利次序。正是在

“互补”所带来的慰藉与盼望之中，女性得以与自身、与男性、与世界和解，从而也与神和

解。 

这里不妨顺带提及的是，尽管女性神学对传统的批判进路常常略显偏激，但至少警示

着人们在圣经诠释上不得过渡渲染圣经叙事当中的男性意识，也提醒着人们平等实质与两

性和解才是圣经真实的旨趣。 

从形式上来说，圣经毋庸置疑采用的是男性视角及其叙事。这种逻辑理路从《创世

纪》开始就毫无隐晦。无论是从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间序列
1
及其权属配给上而言，还是从

上帝对原罪的裁决结果上而言，都是如此。一直到保罗之后的时代，男性作为主角的确定

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亚当作为第一时间出场的人，显然享受了上帝独特的恩宠。他不单和

万物一样被造，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独特性。上帝造人（首先是亚当）在他创造整个宇宙

 
  作者简介：孙尚诚（1976-），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伦理学）博士、博士后，主要

研究方向为宗教伦理、经济伦理。 
1 单单从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很难获得足够证据来说明男性与男权的优先性。女性神学在批判传统神学话语

的男性中心主义圣经诠释时，就犀利地质问过：如果时间序列示意了优劣之分，那么，飞禽走兽必亚当更

先被造，这是否意味着前者地位和权利的优先？既然亚当作为高于万物的受恩者而被造，那是不是可以认

为，后造的是更优的，因而最后造的夏娃才是最优质的被造物？顺着女性神学的这一有趣的问题逻辑往前

走，我们还可以猜测：难道用基因结构完备的、活体中的“肋骨”这一材料，不比之前用“土”这一原始材料

更为高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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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当中无疑具有卓尔不群的意义。圣经不仅提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1
，还细微

地提到：“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2
。“生气”指涉了人（亚当）从最初

就从所有生物中被分别出来。如果说人具备了神的形象还只是外在样式上像神，那么最后

神吹的这口气则从本质上描述了人共享神的生命性。因此，“人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也有非

自然的维度。‘灵’这一概念使人有别于自然并显示为独一无二，也就是说人是一种非自然的

被创造者。”
3
从形像到灵性，亚当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是独特恩宠。与此相配，人也获得了

对于世界的独特权力，并在整部基督教历史戏剧中充当主角，“你（上帝）派他（人类）管

理你手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4
在亚当被造之后，世界秩序的基本架构已经完

成，女人是否出现，并不影响这一架构。上帝之所以继续在亚当之后再造了女人，似乎仅

仅为了促成世界更加完满，“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创 2:18）。这里用的是“不好”，而

不是不行或必须之类的词语。接下来造夏娃所用的“肋骨”一词，更容易让人自然联想到部

分与整体的从属关系与依附关系，尽管女性神学批判和否定“肋骨”将产生一种“男尊女卑”的

主从暗示，但恐怕很难否定另一种暗示，即从物理体能上而言的、或从生物自然恋慕母体

的情感角度而言的主从暗示。而上帝对原罪的裁决又进一步明确和固化了男女之间在体能

和情感上的主从关系：“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一直到保罗时代，这种男性

主角表述都是十分明晰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哥前 11：9）保罗甚至公开把男女

的主从和依附关系断定为权利和权力方面的，而不仅仅是体能与情感方面的。他对女性在

教会的话语权力进行了严厉的、威权式的、明显男性中心主义的限制，“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前 2:12-14） 

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圣经叙事又从一开始就在确定平等原则。奥古斯丁注意到了

《创世纪》对造男造女的两次叙述。
5
在他看来，第一章提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

女”，这是一种关于人神关系的描述；而第二章提到上帝分别用土造亚当和用肋骨造夏娃，

这是一种关于男女关系的描述。奥古斯丁的这种区分，对于圣经诠释在男权和女权上的分

判是大有裨益的。人神关系才是永恒的实体性关系，人人关系则是一个暂时和过程性的关

系。因此，从圣经一开篇的首次造人叙事开始，就将男人与女人同等安置于上帝面前，同

等分享上帝的光辉形象，也同等领受因此种光辉而来的荣耀与职分。上帝的形象既是男性

的，也是女性的。“上帝的形象表示男女在创造主面前为完整的人，缺一不可。上帝的形象

表示了男女之间相互的关系，与上帝的沟通才是完整的人之定义。”
6
正是这种源自上帝的

完整性描述，使得男女两性的关系必须被爱充满才能圆满。无论是哪一方对另一方的歧视

或压迫，都无异于自我与自我的割裂，都构成对完整性的损伤。唯有爱，不仅仅是领受上

帝第一诫命的爱，更是分有上帝属性而应有的爱，才能平衡两性的关系并完成上帝造人的

完整意义。所以，男权与女权的差异，更多是在神权体系中作为被差遣者的事务分工差

异，而绝非在上帝面前权利和权力等级的差异。 

两性在上帝的恩典与救赎面前是绝对平等的，关于这一点，虽然圣经一直采用男性中

心的叙事形式，却从来不曾摒弃过。即使在诸多以男性叙事视角来进行圣经诠释的神学家

看来，圣经所表述的两性观也“基本上是二元的”，“就世俗生活而言，男人是女人的头……但

 
1 圣经·创世纪 1：27 
2 圣经·创世纪 2：7 
3 Purna Chandra Jena, Master or Stewards?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Delhi: 

Rev. Ashish Amos of the India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ISPCK),2003,p27 
4 《圣经·诗篇》8：6-8 
5 阿奎那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两次描述，但他的看法与奥古斯丁颇有出入。本文这里更多偏向于采纳奥古斯

丁的观点。 
6 杨克勤：《夏娃、大地与上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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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女作为婚姻中对等的个体，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
1
，同时“就宗教生活而言……男女

在救赎上自然也是平等的”
2
。正如保罗虽然常常对妇女讲道等提出各种要求，但论到男女

在上帝救恩面前所承受的福分和权利时，也申明：“在主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

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类经文可以视为都在彰昭同一

个明确的意思：不论男女在俗世中因为何种原因而陷入了权利与权力的差异之中，在上帝

面前，“或男或女”都别无二致，同等享有承受天国终末救赎的权利、也同等被赋予由此恩

典而来的在世为主做工时的权力。 

 

二、Self 作为客观本质：近代中国女性基督徒的自性化过程 

 

更正教在近代中国的全面福音教牧路线将中国带入近代化进程，同时也籍着教育、医

疗、慈善等多方面的吸引力而不断建立并扩大着中国教会的规模。教会以平等尊重的态度

对待妇女，兴办女学，发动天足运动，传播男女平等观念，不遗余力的反对贩卖妇女和遗

弃女婴等恶习，等等。传教士的努力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被男权

抑迫已久的妇女来说有着直指灵魂的力量。以各地兴起的天足运动为例，厦门的教会女子

学校明确把放足作为入学的基本条件。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则在《万国公报》等刊物

上多次公开发文，抨击缠足陋习。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一是论证了“缠

足”作为一种扭曲的男权社会审美符号而指向女性的物化；二是以近代生理学和医学知识科

学论证了缠足的危害。很显然，天足运动从生理到心理，都让饱受摧残压迫的中国妇女看

到了自身作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而不是物）被尊重的曙光。 

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性别平等实质，唤起了近代中国女性基督徒对传统中国宗法集体主

义及其父权制度的反思、对“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以及经由这些反思而来的一个自

性化过程。“自性”这个词参证的是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荣格将大写的 Self 和日常的 ego

作出区分，后者指向普遍意义上的表面“自我”；而前者指向“自性”，是深埋于所有个性表象

和人格面具之下的“自我”，是意象原型，是“一个人真正转向内心世界并了解他自己……追随

他自己的客观本质”，人由此破除了所有的“人格面具”之障碍，外显人格才与内在自性深度

贴合，“使生命得到更新的可能性”
3
换而言之，唯有实现自性化，内在的、整体的、真实的

自我才得以显现出场，个体的灵魂语言与社群的集体语言才获得了同一。人由此在社群当

中才得以释放并言说真实内在的自我，并获得真正的自由、幸福与意义。 

近代中国的女性基督徒通过女子学校、天足运动、家庭识字运动等接纳男女平权等思

想，意识到“自我”作为独立社会个体、而非附属物品的重要性。不过，最初为追求女权而

确定的“自我”是一种不成熟的 ego 自我。直到逐渐熟悉了教义和神权体系，才能清晰判定

自身既是作为“肋骨”又是作为“同工”的双重位份，才能逐渐成熟为 Self 的“自我”。 

从父权制度枷锁中逐渐脱困的近代中国妇女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

是教会生活给予了一种全新的盼望与意义。在西方女传教士或者传教士夫人的影响下，近

代中国妇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地投入到教会生活。无论是定期团契聚会中的情感关

注，还是教会事工中的存在感与荣耀感，都不断弥合了长久以来宗法父权消解抑迫而引致

的自我缺失。妇女们力图通过教会事工中的活跃与敬虔，来寻求自我在上帝面前的慰藉与

 
1 刘文明：《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2 同上 
3
 Carl G Jungand.Man and his Symbols [M].New York：Doubleda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1988，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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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许，及由此而导向的自我神圣价值的在世表现。但是，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妇女基督

徒又更容易不自觉地夸大基督教传统话语方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这是民族心理惯性

存在的结果。传统宗法集体主义深入到民族和个人内心的力量是很难骤然剥离的。几千年

以来妇女先天体能和后天知识结构上的相对弱势必然地导向一种弱者对强者的生理和心理

依恋。基于一种难以避免的人类惯性与惰性。妇女们也早已习惯了集体失语和集体无意识

时代中对男性权利与权力的双重依附。并且她们尚未适应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教育生活）中与男性分庭抗礼，也尚未具备这种分庭抗礼的能力。而权利与权

力的赋予一般而言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在普遍教育和能力训练还远没有全面

跟上的境况下，妇女们既不能、也潜意识害怕而不愿成为社会剧场的主角，那将让她们手

忙脚乱并捉襟见肘。因此，她们一方面高举对抗男权的旗帜，一方面又缺乏强大镇定的内

心来审视男权和女权的分判。 

这种矛盾心理使得近代妇女基督徒在判定“自我”在上帝之国的角色或位分时，必然要

经历一段从不成熟 ego 到成熟 Self 的过程。 

首先是作为 ego 的自我，即仅仅试图通过加入教会生活来获得社会话语权、社会存在

感、社团归属感的自我。这一“自我”时期，女性基督徒实质上处于被动信仰时期，即长时

期被放逐于社会权利与权力之外以后忽然获得一丝解救机会时本能地反叛、并因此而进入

基督教的时期。妇女们更多感兴趣于基督教带来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基督教教义。比如湖

南长沙 20 世纪初的女性基督徒张姐妹等几位女性，本就出生于岳麓山下的书香世家，初

通文墨，渴望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因此，尽管湖南一直有“非基”的情绪，但越是如

此，张姐妹等女性越是反其道而行，对在华办学、办报、设医的基督教充满兴趣，特别是

在 1906 年美国雅礼会规模办学之后，这种兴趣很快转化为信教的行动。但是，此时的信

教，很显然并非出于理性和情感对基督教教义的认同。对传统父权的愤恨与反叛压倒一切

而限制了进入理性信仰的可能性。正如张姐妹所回忆的，“那个时候觉得凡是打破传统的都

是好的。而基督教的教育和医疗都为妇女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开始信上帝，什么也

不懂，就知道信教就能走出家门、走进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天地”。在这一时期，基督教更多

地成为符号“能指”，而真正重要的“所指”却被淡化甚至漠视了。在符号学当中，符号的能指

是符号的表达面，即符号的形式；而所指才是真正的内容和实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所带

来的教育、医疗、出版等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基督教的能指，即作为福音路线而采纳的形

式；其背后丰富深厚的教义（尤其是作为第一诫命的爱），才是基督教的所指。 

投入到基督教的能指之中，源自妇女的反叛情绪。但投入到基督教的所指当中，需要

的则恰恰是所有愤怒和反叛情绪的放下。当所有的激动情绪因为对基督教教义的不断深入

了解而放下时，妇女才真正把生命交托给了信仰，在基督的启示当中不断回到上帝而逐渐

认清“自我”在神权体系当中的尊贵，才终于通达大写的 Self 而完成自性化，即清楚认识到

历史自我、现实自我、未来自我的人。历史自我也可以称为潜在自我，即经历了几千年传

统宗法集体主义的男权话语抑迫的、渴望获得独立人格意义与生存价值的自我；现实自我

则可以相应称为实存自我，即因为基督教介入生活而获得尊严、权利、价值、意义的自

我；未来自我则是一种应存自我，即真正将生命（而不仅仅是生活）与基督教教义融为一

体的自我，这一自我对前两种自我都进行了理性反思，对自身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

教文化何以能无缝对接进行了理性反思，对自身如何把握教义的实质也有了理性反思，完

全清楚了自身在世的位分是：作为与男性同样的被造者而同等分有神圣形象的人；同时也

作为“肋骨”与男性连为整体成为配偶并成为帮助者而共同完成在世神圣使命的人。与 ego

式自我不同的是，Self 自我谋求的不再是与男权的对抗，所追求的社会实现也不是对抗意

义上的实现。这一时期的女性基督徒瞩目的是在上帝面前的个体，而不单单是面向男性、

处于男性权力对立面来争取俗世权利和权力的自我。置身于与上帝对面相逢的状态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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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恢复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我”与“你”关系，而不是纠缠于“我”与“他”的关系，
1
放下一

切前见与藩篱，将自己顺服在神权和教义之中，并由此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意志的自由

与幸福，这是 Self 自我的特性。厦门巡司顶教会已故女传道杨心斐的生平，似乎为妇女基

督徒在自我角色判定上如何实现 Self 提供了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她对于男性与婚姻的采

取的是不敌视、不排斥、但也不将就的态度。她一生未婚，专心致力于福音工作，却始终

心态平和地教导女基督徒不可随意效仿她独身，应当听从上帝内心发出的声音，无论在婚

姻外还是在婚姻中，应当始终重视的是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与人的关系。 

Self 自我的完成，让女性基督徒对于自身的角色有了准确定位，明白应当回到圣经来

反思上帝造男造女的意义，并由此确定女性在世既与男性同享平等实质、又作为帮助者来

履行在世职分。“平等”和“帮助者”决定着女性基督徒角色的双重意义，既是因平等分有上帝

形象而有义务向俗世展示这一形象之美好的人，也是作为性别分工意义上的帮助者而相对

承担更多生育和教养责任的人，更是作为“同工”而在世界与行动中共同参与并完成上帝事

业的人
2
。换而言之，Self“自我”同时确定了两种意识，一是个体意识，即将“自我”认定为与

男性平权的独立个体；二是集体意识，即将“自我”认定为在神法集体中与男性同工同行、

互为肢体的个体。 

 

三、决定“自我”从 ego 到 Self 完成的几个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的妇女基督徒能够完成从 ego 到 Self 的自我角色判定时期，和几个方面的原

因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传教士在中国的福音政策十分看重女性的社会功能，这让女性逐渐得到了高举

和锻炼。这里必须谈到的是 19 世纪来华欧美传教士的性别观及其向中国妇女传教时所采

用的路线。当时和中国妇女接触较多、影响较大的不仅有男传教士家庭中的太太，更多的

还有很多受到呼召的女传教士。虽然受当时西方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些女传道

也仍然主要地秉承了传统教会的性别观念，将女人的职分重心定位于家庭。当时的中国教

会学校在进行女子教育时，就多侧重于对家庭管理知识的培养，希望造就一批能更好管理

家庭并由此而引导家庭皈依上帝信仰的女性。毫无疑问，这一福音路线至少在当时非常适

合于中国的宗法族群体系及其熟人社会结构。从马礼逊等传教士开始，显然就已经看到妇

女在中国传教事业中将发生的特定贡献。一方面，长时期被抛掷于绝对男权社会的中国妇

女们，在婚姻和社交等种种不自由的状态中却只能集体失语，将扭曲的缠足等陋习接受了

生命的必需品，她们的权利与权力被边缘化甚至消解。基督教生活无疑为被抑迫的她们提

供了一些精神慰藉，也同时通过事工安排让她们重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因

此，妇女显然将比男性更容易接受福音。另一方面，中国妇女在福音传播中的潜在影响力

相较于男性而言可能更为巨大和绵延。尽管她们在传统宗法集体制度中几乎没有出场和言

说的权利，但是，似乎并不能以此来完全忽略或漠视她们对社会曲折放射出的功能性意

义。作为社会公开活动的不在场者，中国传统女性似乎一直坚持在社会剧场的幕后干涉甚

至直接决定前台剧情与舞台效应。这种干涉主要通过母权介入来完成。对于重视家国伦理

并高度推崇孝道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不论是王室还是平民家庭，母以子贵都是一种约定

俗成。生育儿女（最主要是生育男孩）成为女性在男性社会获得话语权利的通行证和绝对

保障。尤其是在孀居寡母家庭，这种目前的话语权更是垄断式的、不容置疑和置喙的。当

然，母权能够得到传统宗法制度的认可主要在于其在培养社会精英方面的努力和作用。孟

母式的女性作为典范而昭示了良母的义务：尽最大可能为社会输送道德高尚、品行佳美、

 
1 这里的“我与你”、“我与他”，都沿用了马丁·布伯的观念。 
2 关于人何以共同参与上帝事业，可参证别尔嘉耶夫的神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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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善其身或济天下的君子型精英。正是母亲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决定着一

旦母亲接受了某一宗教，并将此宗教的伦理精神视为家庭与个人道德的安身立命根本，这

一宗教很可能就在这个家庭内部落地生根并从此沿着血系而发散开来。就此影响力而言，

基督教福音工作在中国的完成必须重视女性这一群体。对于一个家国一体的中国熟人社会

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妇女这一群体的宗教热情及其能够引生的持续力量，甚至是基督教

本土化和处境化的关键——事实上，自近代以来，家庭教会相较于建制教会的更加迅速发

展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个需要提到的则是基督教关于爱的教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近代中国的

女性基督徒在反叛传统宗法男权制度时，何以能转向形式上也以男性作为中心和主角的圣

经叙事？在进入这种信仰体系之后，又何以不会对此种男性叙事产生质疑？能够回答这些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基督教对“爱”的强调与诠释。同样采用男性主角叙事，儒家传统和基督

教传统分别给予了“女性”两种不同的预设本质。前者将女性限定为宗法集体主义中的相对

被动者与依附者，并且这种衣服关系的解除完全取决于被依附者（男性）及其背后的宗法

权力。而后者从“肋骨”的依附关系出发，将短暂的依附通过上帝的创造置换为辅助关系。

脱胎于“肋骨”的女性从被造完成的那一刻开始，就成为了上帝面前具备独立人格的、平等

享有上帝形象的个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对夏娃与亚当的神圣本质描述，

决定着亚当和夏娃在上帝面前终极本质上的无差异性。与此同时，夏娃被造的缘由是：“神

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 2:18）这个缘由决定了她在神法

体系中的职责和位分：亚当情感的慰藉者；上帝交托使命的帮助者，而绝非依附者。“肋

骨”与其说是暗示依附，不如说是暗示联系：男与女、夫与妻一体的联系，“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正是在凸显“一体”的神圣不可分割性质。这种整体性完成的基础是爱，不携带任何

歧视与欲望的爱。因此，基督教尽管从形式格局上来说与儒家类似地采用了男性话语诠释

方式，但高于一切权力的神权却颁下“爱”的第一诫命作为世界关系的永恒基石。于是，在

神法体系当中，女性不仅因这第一诫命而获得了与男性相称的情感权力，丈夫“当用合宜之

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丈夫“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1
；并且因这被赋予了神圣意

义的爱而彻底消解了作为“帮助者”而可能导致的误会及怨恨。
2
 

此外，这里想要附带提及的第三点原因是基督教教义中的谦卑和顺服。爱是抵达基督

教实质的逻辑基础，而谦卑顺服则是抵达基督教实质的逻辑起点。在无限者面前承认人的

有限性，并因此顺服于无限者，这是首要的。就人的有限理性而言，既然无法辨明终极奥

秘，顺服于至高无限者，这是让灵魂得到安顿的必需途径。在爱使得妇女坦然面对自身与

男性的职分差异同时，顺服于这种差异的神圣性安排也就成为了必有之义。 

 

 

 

 

 

 

 

 

 
1 在哥林多前书第 7 章和以弗所书第 5 章中，详细描述了丈夫应当如何来平等尊重对待妻子，要像爱护自

己的身体骨肉一样爱护自己的妻子，并且用“爱教会”的权威来高举夫妻之爱的神圣意义。 
2 儒家也讲仁爱，并且这种仁爱也可以从自爱（修身）而达至天下、甚而至万物（一体之仁）。但由于儒

家强调人的道德力量，而人终归有限，保持“一体之仁”的圣人君子是很少的。并且即使是圣人，也只能保

证以直报怨。所以，在中国传统里，并无一种超越一切俗世情感的爱可以弥合人间一切伤害、平息一切怨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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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眼中的近代中国新女性1——以英圣公会女部2传教士为个案 

 

尹翼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近代来华女传教士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他者”，见证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城市

新女性的产生。本文以英国圣公会女部传教士为个案，运用法国学者巴柔形象学理论探讨近

代来华女传教士眼中的新女性，首先关注作为注视者的女传教士，在其性别观的参照下，女

传教士眼中的新女性呈现出矛盾形象；其次关注作为被注视者的近代中国新女性及其在双方

的互动中对女传教士的影响，面对其眼中新女性呈现的矛盾形象，有的女传教士从中西文化

两方面反思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从“他者”的角度，近代来华女传教士提出了解决中国妇女解

放问题的方案——基督教化，没有看到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及其所关联的帝国主义的不相

容性。 

关键词：近代中国、新女性、来华女传教士、形象、基督教化 

 

在近代中国社会，曾有这样一个“他者”群体——来华女传教士。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西

方势力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亦享有了一般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再加

上来华女传教士在性别隔离的中国社会，可以不受许多制约女性的行为规则的影响，她们可

以出入公众场合而不必担心来自社会习俗的压力，没有国内女性所受的束缚，也不必承受中

国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因此怀有强烈宗教使命的在华女传教士群体，对于近代中国女性而言，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曾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者，但也是难以融合为一体的“他者”。 

“他者”是一个与“我者”相对的概念，站在各自的角度看，二者之间又是互为“我者”和“他

者”的，也是一种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关系。近代来华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女性可谓是这种

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作为注视者的女传教士如大部分西方人一样，其眼

中中国女性的形象是愚昧落后的。进入二十世纪，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他者”，这些女传教

士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城市新女性的产生。那么，在来华女传教士眼中，近代中国社

会出现的新女性与十九世纪女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于这些

变化，女传教士有什么样的看法？由此她们对近代中国女性解放有什么样的观点？ 

带着以上问题，本文拟以英国圣公会女部传教士为个案，探讨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他

者”的来华女传教士眼中的新女性。英国圣公会女部是与英国圣公会相联系的女差会，于

1880 年成立，本部在伦敦，女部成立后起初主要在印度传教，1883 年 12 月抵达福州的传

教士岳师姑（E﹒Gough）是女部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岳师姑来华后，1884 年在福州设立

女部第一个传教总站，后陆续有女传教士到华。女部在近代中国妇女宣教运动中具有较重要

的地位，其在华的布道、教育与医药等传教事业，起初主要在福建，后拓展到湖南、广西，

兼具沿海与内地，以其女传教士为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以女部的传教士刊载在圣

公会主办的刊物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3
上的有关书信、报告、文章为中心，

 
1 五四运动后，各类女性报刊频繁出现了“新女性”、“新女子”等摩登词汇。当时各类女性报刊对于“新女性”

定义各不相同，但是提倡女子教育一直是各类女性报刊宣传的重要内容，女子接受教育成为定义“新女性”

的先决条件。就本文而言，笔者所指涉的“新女性”概念范围较为宽泛，主要是指城市里接受了一定程度的

新式学校教育，或多或少增加了一些与传统女性相比较而言的新要素的新式女子。 
2 或称英国圣公会女传道部、妇差会、大英教会女公会、安立甘女差会，英文原名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缩略 C.E.Z.M.S。本文统一使用英国圣公会女部的名

称，根据行文需要，有时简称圣公会女部或者女部。 
3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是英国圣公会女部主办的报刊，是研究圣公会女部早期海外传教

工作的主要材料来源。刊物在伦敦发行，自 1880 年至 1895 年刊物名称为 India’s Women，1896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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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
1
理论探讨女传教士眼中的近代中国新女性以及她们对近代中国

女性解放运动的思考。 

 

一、激进与保守——近代来华女传教士性别观映照下的新女性矛盾形象 

 

巴柔（D.H.Pageaux）的形象学理论指出：“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

某个形象。”
2
巴柔的观点体现了当代形象学研究相对于传统形象学而言的转变，从原来注重

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注重研究注视者一方，即形象创造者一方。因此，根据当代形象学

理论，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眼中的近代中国新女性形象，关键不在于新女性这个被言说者和被

注视者，而在于作为言说者和注视者的女传教士。 

作为女性群体，来华女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新女性的观察，深受其自身性别观的影响。女

传教士的性别观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虽然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基督教教义

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如认为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生，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形成了教会男

权主义的基础，强调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女人的重心是家庭。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

初，西方出现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女性开始走出家庭从事

一定职业，但女人的重心仍是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女基

督徒而言尤其如此。 

近代大多数来华女传教士所秉持的这种受基督教影响的性别观，与传统儒家的性别观念

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倡导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方面。如美国学者金敏（Marjorie King）认

为女传教士只是向中国妇女进行了一种女性特质或图像（femininity）的移植，而非女性主义

（feminism）性别观和价值观的输出,她们推行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家庭主妇角色”，这种角

色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主妇，也不像女性主义者所呼吁的那样超越家庭，要求参与公共

领域，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目标。
3
当然，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念与传统儒

 
改为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1940 年之后又改为 Looking East at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出版到 1957 年。杂志起初是双月刊，从 1892 年起改成了月刊。此刊物内容涉及印

度、中国的历史、宗教、生活方式与妇女地位；传教士的工作情况，包括来自传教士、女传道等人员的报

告；英国国内与圣公会女部有关的工作。因刊物在伦敦发行，其读者群体除了传教士外，还应有普通英国

人尤其是对圣公会女部的工作感兴趣的人。 在对这些读者群体发表自己的观点时，英国圣公会女部传教

士往往聚焦于来华的宗教使命，以呼吁人们关注并支持中国的妇女传教工作为重点。 
1 形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形象的学问。不过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

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形象学”就其本意而言，原

是适用性极广的：既可用于文学研究，也可用于非文学研究（国内外史学界就有许多重要工作明显属于

“形象学”研究范畴。）《编者的话》，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第 1-2 页。 
2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 123

页。 

 
3 Marjorie King, “Exporting Femininity, Not Feminism: Nineteenth-Century U.S. Missionary Women’s Efforts 

to Emancipate Chinese Women”, in Leslie A. Flemming(ed), Women’s Work for Women: Missionary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89, p. 118. 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也强调很多女传

教士不是女性主义者，也许她们不认同让女性封闭在家庭内部，并支持让女性接受教育，但并没有与儒家

男女有别的观念产生冲突。她们也认为妻子应顺从丈夫，并没有质疑父权制的观念。见 Jessie G. Lutz, 

"Women in Imperial China:Ideal,Stereotype,Reality", 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10,p.37.学者王成勉（Peter 

Chen-main Wang）在研究《基督教会年鉴》中记录的逝世女圣徒的传记后也指出，儒家和基督教对女性典

范的概念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已婚的女信徒遵循相夫教子的女性传统妇德，管理家务，勤俭持家。 学者

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在研究中也发现在传教士所影响下的女信徒的诸多品德，与帝国历史记载的

理想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有幸福的婚姻，相夫教子，与公婆融洽相处，寡居时注重贞洁，只是女信

徒的品德加上了对信仰的忠诚。见“Living the Christian Life,Introduction”, 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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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性别观念，又有不同之处，女传教士倡导建立的基督教家庭强调男女双方以相爱为基础，

对女性的态度更多宽容，如鼓励女儿和儿媳不用缠足，让她们接受教育并谋求职业发展等。

不过总起来讲，进入 20 世纪，大部分女传教士对女性的期望仍没有脱离基督教家庭主妇的

主旨。 

女传教士对于近代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判断，很重要一方面是基于上述性别观。进入 20

世纪后，在一些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看来，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尤其是教会女校培养的

新女性，既突破了儒家传统性别观的束缚，同时她们的言行举止又契合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

对这些新女性，女传教士持相对赞赏的态度。 

对于新女性相对于传统女性的变化，圣公会女部传教士徐维理（W.G.Sewell）在 1934 年

谈到：“一代之前，中国女性大部分裹小脚，束缚于家庭，精神得不到发展。目前最令人惊奇

的是妇女享有新的精神、物质上的自由。放足似乎是开始变化的象征。妇女开始进入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目前教会学校更多的是男女合校，除了一两个专门的女子大学外，所有

的大学都是男女合校。她们是优秀的女人，已取得不少的成就。”
1
徐维理在描述新女性的变

化时，特别强调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在女性自我意识增强的同时，仍恪守着相对传统的性别

观念，她举例说在一个男女合校的大学，女学生用各种方式对男生的一些在她们看来有违其

性别观念、相当“粗俗”的娱乐活动表达不满，结果使学校制定了新的规则。
2
女性自我意识觉

醒而又不太过于逾越儒家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要求，这是契合女传教士的性别观念的，也是她

们所认可和赞许的。 

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除了传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西方种种思想包括女性主义思想涌

入中国，新女性通过多种途径受到这些多元思想的影响，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些新

女性的很多表现，给仍秉持基督教性别观念的来华女传教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超越了

传统苦难、等待拯救的女性形象的新女性，在女传教士眼里呈现出矛盾形象，出现了不契合

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之处，并经常挑战女传教士的性别理论。 

如在 1924 年，圣公会女部的女传教士谈到“过去的一年，人们谈论自由，尤其是妇女的

自由，……这不是没有危险。在城市的花园，到了夜晚，到处是年轻的男女，一直玩到凌晨

三四点也不在乎。这儿还有戏院和电影院，我认为电影对人们的影响很不好。……洋酒及其

代表的文化与精神，也妨碍传教工作。吸烟也有恶劣影响，一些妇女和女孩甚至是小孩子也

吸烟。”
3
1927 年女部传教士维奥莱特

4
（Violet Grubb）也指出接受了各类教育的中国女学生

“比西方的学生更少有人监管，纪律还不如西方学生，她们从书本上，图画中，以及与别人

的交流中，接受了一些一知半解的观点，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男女平等、自由婚姻、妇女公

开工作、社会主义和同工同酬等等。”
5
英美女传教士对战后年轻一代女性出现的一些生活方

式，持批判观态度。这些有悖于儒家传统性别观的行为，显然也不契合于一些女传教士以培

养基督教家庭主妇为主旨的性别观。 

与此同时，在女传教士看来，虽然有些新女性的生活看起来新式激进，但在她们的思想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 164. 
1 W.G.Sewell, “Chinese Student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feb 1934),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reel 25 , p. 28. 
2 W.G.Sewell, “Chinese Student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feb 1934),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reel 25 , p. 28. 
3 “‘Thus it is Written’-Words and Thoughts from our Meetings on May 9th,1924”,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 jun 1924),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3, p. 97. 
4 其中文名字笔者没有查到。 
5 Miss Violet Grubb, “The Modern Girl in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oct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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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却又是传统保守的。她们认为，很多新女性在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同时，有时又

表现保守，尤其是在婚姻方面。 

如维奥莱特谈到，“常常在这些学生还沉浸于拥有新的工作、享受新的娱乐方式与接触

新的思想的快乐时，她由于与一个从小与之订婚，根本不了解的男人结婚，或许就突然又回

到妇女的传统生活方式当中去。我们有一个女孩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在周日被迫结婚，就

再也没有返校。……对这些女孩子来讲，子女应该顺从父母的传统观点常常会占主导，她会

不得已离开学校，屈服于传统的婚姻，把自己的生活与一个陌生男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除

非她的内心非常强大，能够战胜这种传统思想。”
1
虽然五四之后婚姻自由得到提倡，一些新

女性勇敢地自主选择婚姻，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家传统婚姻观是根深蒂固的，即使

对于很多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来讲，也没有勇气去抵制，与女传教士所奉行的基督教婚姻观

要征得双方同意、以相爱为基础是不相契合的。 

另外，维奥莱特认为男女可成为平等的伴侣，一些女性仅仅是肤浅了解，并没有真正理

解和接受。对于婚姻，她们还没有英国女孩那样高的要求，“当婚礼结束之后，她把时光主

要消磨在关心衣服和发型上。她将会和家族里的其他女眷一起吃饭闲聊打发时间。在不是真

正喜欢阅读的情况下，几乎从不读书。她时不时会坐着轿子或者黄包车去访亲拜友，或者是

去剪裁出席重要场合的衣服。类似婚礼和葬礼这样的家庭活动占去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如果

生了儿子，会提高她在家庭里的地位。她与丈夫在一起时并不感到轻松惬意，她的丈夫也不

屑于与她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兴趣和娱乐。
2
 

虽然我们分析女传教士的性别观与儒家传统性别观有相似之处，但她们对儒家传统性别

观还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一些女传教士眼中，一些女性虽效仿西方看起来新式的生活方式，

但传统儒家性别观在她们心中仍是根深蒂固的，一些新女性对新思想的接受是肤浅的，尤其

是在婚姻方面，无论是在婚姻的选择上还是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有些方面与传统女性相比

改变甚微。 

 

二、近代来华女传教士对新女性矛盾形象的思考——以近代中国新女性与女传教士的互动

为中心 

 

现代形象学强调形象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但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对被注视者的关注以及注

视者与被注视者的互动，这也是有学者在反思应用形象学理论时人们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

“一提到形象学，研究者往往就去分析和探讨所谓的他者视野下的注视者，总是把注视者作

为一个重点，而被注视者则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基本被忽略。”
3
其实巴柔形象学理论也强

调“我者”与“他者”的互动性，“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

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4
因此，探讨女传教士眼中近代中国新女性的形象，不

能忽略新女性与女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相遇及其对女传教士所带来的影响。 

面对近代中国新女性在她们眼中呈现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矛盾形象，一些女传教士开始

意识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很困难，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认为东方是静

 
1 Miss Violet Grubb, “The Modern Girl in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oct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p. 186-187. 
2 Miss Violet Grubb, “The Modern Girl in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oct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p. 186-187. 
3 王霞：《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近代中国妇女形象———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兰州学刊》，2012

年，第 4 期。 
4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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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变的，而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已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东方也在变化。”
1
女传教士来

华后的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单向传输的过程，而是一个与其接触的中国女性双向互动的过程。

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接受学校教育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

新女性的出现冲击着女传教士对中国女性的传统认知，来华女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的形象

变得复杂多元。面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女性，圣公会女部的传教士意识到也必须用

变化的观点看待中国，对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女性令人困惑的表现以及呈现的矛盾形象，

有的女传教士开始从中西文化两方面反思中国的女性解放： 

首先，有的女传教士认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自身存在着一定问题，她们从旁观者的

角度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与妇女地位的发展，历经了几个世纪
2
，这些发展成果

在短时间内一起涌入中国，但缺乏相应的西方深厚的文化背景，结果当然差强人意。 

如女部传教士陈心恬（Winifred.L.Crabbe）在一次会议中发言称：“欧美过去五十年女性

主义思想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走向社会的机会增加。随着西方思想

的传播，这种进步潮流也开始影响中国。但我们取得目前地位，历经几个世纪，是一个顺其

自然的过程。近代以来，当中国女性开始接触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时，西方妇女地位已有很大

提升，而近代以前，她们几乎未曾接触过西方，难道我们看不到存在的危险？福州是一个港

口城市，西方的影响更为强烈，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肤浅模仿，但没有认识到西

方与之相应的积淀已久的文化背景。在今天的中国，当偏远地区女性的地位几乎停滞不变，

或者变化缓慢时，较大的港口城市的年轻一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却已完全打破传统，但其行

为方式并不受欢迎。”
3
在这一点上，女传教士从“他者”的角度进行的观察，还是比较清醒与

深刻的。进入 20 世纪，西方各种思潮包括女性主义思潮涌入中国，舶来的思想来不及消化，

造成了很多新女性肤浅的模仿，成为女传教士眼中的令人充满困惑的矛盾混合体。 

其次，注视者眼中的被注视者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注视者本身的优缺点。作为对中西方

文化都有一定了解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他者”，也有的女传教士认为一些新女性令人困惑的表

现，实际上是学习了经过误导的西方文化或者是受到了西方文化消极面的影响，开始强调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也有可借鉴的地方。     

如早在 1911 年女部的女传教士谈到：“进步的同时还有些遗憾：传统女性虽然也吸烟，

但并不上瘾，而现在的女性吸烟成瘾。墙上到处贴满了烟草的广告，通过这些引人注目的广

告，很多农民获得了关于西方的最初印象。……中国的绅士谈到上海的状况时表示遗憾，这

个条约口岸不仅像西方一样工商业繁荣发展，同时曾破坏西方城市社会风气的恶习也开始滋

生。……毫无疑问中国在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是让中国女性像

日本女性一样，由于学习了经过误导的西方文化而导致了错误的行为，还是让我们带领着中国

的姐妹学习西方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文明），告诉她们尽管理解方式不同，但西方

欣赏儒家所推崇的礼节。”
4
英美女传教士对战后西方年轻一代女性出现的诸如吸烟、喝酒、留

短发，跳舞以及出入夜总会等生活方式，显然不太认可，她们认为这些行为反映了西方文化

出现的消极因素。 

在 1927 年维奥莱特还指出：“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学生负有责任。国内的

同胞在很大程度上也负有责任，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生活与行为方式，就是从英美的报纸、

 
1  “Chinese Misapprehensions”, India’s Women ( 1911),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0, p. 24. 
2 早在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出现之前，西方社会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 
3  “The Message of the Meeting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jul-aug 1921),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2, p. 110. 
4 “Chinese Misapprehension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 1911),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0,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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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电影和公众舆论中学习到的。那些在国内资助支持了了这些不良电影的人，还有购买

和阅读充斥滥情、情欲的小说和廉价庸俗的杂志的人，无形中助推了西方文化的消极面，使

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如果更多的人能试着阅读和理解有关中国的古老的历

史和哲学，将有助于消除两个国家之间的敌意。很多中国人感觉英国人严重误解了他们，把

他们看作半开化民族和低等种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对旅居在英国的中国人友好。在长

沙的反英动乱中最暴力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个在英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这难道不重要

吗？”
1
徐维理也指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管是呆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机会把基督教

带给这一东方的伟大民族，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极其需要它。”
2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来华女传教士认为受基督教影响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对西方

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并不是基督教的产物，而是西方文

化的消极面，在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女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生产这些消极文化的西方

人是负有责任的。效仿西方文化的新女性的言行举止，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作为注视者

的女传教士自身所处文化的优缺点。 

女部传教士发表在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上的这些观点，显然是针对英

国国内的读者，呼吁他们为基督教的传播担负应有的责任。女部传教士在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上的书信、报告与文章，往往聚焦于来华的宗教使命，以呼吁其他传教士

与英国国内的人关注并支持中国的妇女传教工作为重点。她们还向该期刊的读者指出，为了

更好地相互理解与沟通，西方人也应了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而不是一味批评中国社会的落

后。她们认为理解与沟通有助于英国国内外的同胞消除对其它民族的偏见，最终创造一个更

有利于传教的国内外环境。   

 

三、基督教化——作为“他者”的近代来华女传教士解决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方案 

 

经过严格的程序被选为传教士后，在“异教”的土地播撒福音，尤其是使她们眼中处于悲

惨地位的中国女性得到“救赎”成为女部传教士神圣的宗教使命。神圣的宗教使命与近代中国

社会的“他者”身份，决定了女部传教士对中国女性这一相对于自身的“他者”的观察有其独具

的视角，也注定了她们与新女性中之间存在着张力。“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

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3
“他者”的视角使得她们在分析近代中国女性的解放时既有前

述旁观者的清醒，但同时又囿于“他者”身份与其宗教使命，难免失于偏颇。 

首先，女传教士把是否是基督教指引下的进步作为衡量中国女性是不是真正进步的一个

重要标准，把缺乏基督教的指引作为近代中国新女性呈现矛盾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她

们提出解决近代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办法是基督教化。如女部在广西桂林的传教士苏爱华

（A.P.Blenkinsop）在 1935 年谈到桂林十年前后的变化时，曾有这样的描述：在学校里这些

年轻的学生寻求用西方科学建设一个新中国，但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新中国。这个问题是物质

主义加上物质主义，是没有上帝的进步,这对女性的影响可能要超过男人。……进步当然很好，

但这些拥有了所谓新自由的年轻男女，却缺乏耶稣基督的道德标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

题是：我们是要让这些年轻人拥有并滥用这些新自由，还是派传教士去教给她们耶稣基督的

道德标准，使她们成长为能表现基督教的真正女性特质的女信徒？
4
像苏爱华一样，把近代

 
1 Miss Violet Grubb, “The Modern Girl in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oct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 188. 
2 W.G.Sewell, “Chinese Student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feb 1934),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5 , p. 28. 
3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 157 页。 
4 A.P.Blenkinsop, “Progres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Jul 1935), CMS archive [micro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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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解放中出现的问题、矛盾现象归结为是缺乏基督教指引的解放，因而存在着诸多问

题，是当时一些圣公会女部的传教士所持有的观点。 

 由此女传教士认为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的传播。在 1912 年的一次会议

中，圣公会女部有传教士指出：“我们面临两种危险：一种危险是为了迎合目前的流行观点

而降低信徒的标准。另一种危险是妇女解放离开基督教的影响，任由其发展。新女性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主要由教会学校培养的注重精神发展的、知性优雅的的女性。另一种是散漫无

纪律的被错误思想误导的激进女性……。哪一种新女性在中国占主导？结果取决于我们。”
1
 

基于此，女传教士把希望寄托在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身上，认为信仰坚定的信徒是中国的

希望，如女部传教士林师姑（H.T.McCurry）谈到“这儿有失望，失败，但感谢上帝在困难时

期产生的优秀男人和女人——是我们的教会学校的成果——这些男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

长、发展，坚定地相信基督是世界的，不只是西方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显示了这些

男女不惧后果，尽管面临巨大的个人危险，依然虔诚，因为他们相信基督的力量。”
2
在女传

教士看来，要想培养真正的新女性，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只有通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才能

培养出既具有自我意识，又符合其性别观念的新女性。 

 其次，女传教士对新女性在她们看来激进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行动持否定态度，提

出爱国主义的新概念是对中国基督教化的期望。 

女部传教士对新女性在她们看来激进的爱国行为持保留态度，她们认为新女性所热衷的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爱国，相反却引发了很多的麻烦，一些受民族主义、爱国

主义话语影响的新女性的行事方式也是有悖于其所秉持的基督教性别观念的。如 1927 年女

部的传教士林师姑谈到：如今年轻的女性走出家庭，……民族主义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她们，

有时候民族的召唤优先于家庭的召唤——这是在以前未被关注的事情。林师姑还谈到“有一

个故事显示了这种召唤的力量。一个女学生与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结婚，这个女孩不是信

徒，而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沉稳的信徒。结婚不久，女孩觉得这个年轻人‘贫穷、

不爱国、让人失望。’……基于这样的理由，她离开了他，献身于为国家服务。年轻人两次到

上海求她回去，但她无动于衷。”
3
对于大部分女传教士来讲，这些走出家庭，热衷于政治的

女性是激进的，她们弃家庭责任于不顾的作法也悖离基督教性别观，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 

面对中国女性在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对有关爱国等政治活动越来越多的参与，传教士在

持保留意见的同时，希望这些女性在参与诸多领域的活动时不要偏离基督教的影响。如圣公

会女部传教士福师姑（M. E.Faithfull Davies）所说：“我请求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为这个城市的

社会上层祈祷，尤其是为妇女祈祷，祈祷她们诸多的新兴趣不会阻碍基督教种子的发芽，祈

祷她们了解只有在为基督的服务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4
在 1927 年维奥莱特还指出：

“……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语言来解释基督的‘完美的自由法则’，年轻的中国女性目前

非常需要指导，只有它能够给予，并引导她们学会自我控制，在这方面我们能给予积极的帮

助。”
5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5 , p. 127. 
1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Meeting”,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1912),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0, pp. 107-108. 
2 Miss H.T.McCurry,B.A, “China’ s Daughters To-day” ,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mar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 49. 
3 Miss H.T.McCurry,B.A, “China’Daughters To-day” ,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mar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p. 47-48. 
4 M. E.Faithfull Davies, “The Daughters of New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1912),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0, p. 171. 
5 Miss Violet Grubb, “The Modern Girl in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oct 1927),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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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女传教士提出爱国主义的新概念是对中国基督教化的期望。 她们提出“基督教团体

会找到关于爱国主义的新概念，即对中国基督教化的期望。”
1
女传教士认为年轻的女孩很容

易被爱国的宣传与口号吸引，“她们迫切需要我们的祈祷与帮助，引导她们看到事情的本质，

加强她们对基督教的信仰。”
2
“我们必须祈祷她们能认识到除了改变思想外，没有其它方法、

没有政府、没有制度能改变中国。”
3
                          

 

四、结语 

 

相对于传统而言，巴柔形象学理论注重对注视者一方的研究，因此在应用形象学理论分

析探讨女传教士眼中的近代中国新女性的形象时，首先需要了解作为注视者和言说者的女传

教士的性别观、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对其眼中的新女性形象的影响。基于其相对保守的基

督教性别观，女传教士眼中的近代中国新女性的行为举止有与其契合之处，但亦有矛盾冲突，

从而形成了女传教士眼中新女性的矛盾形象。 

近代来华女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不仅仅是单向传输的过程，而是一个与其接触的女

性双向互动的过程。在应用形象学理论来探讨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眼中的新女性时，我们也要

避免仅仅关注作为注视者的女传教士，而忽视作为被注视者的近代中国新女性及其在双方的

互动中对女传教士的影响。其实巴柔形象学理论亦强调“我者”与“他者”的这种互动性。效仿

西方文化的新女性的言行举止，作为一面镜子，也映照出作为注视者的女传教士自身所处文

化的优缺点。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女性产生的旁观者，虽然女传

教士的文化优越感仍一定程度存在，但在思考新女性的矛盾形象并进而探讨近代中国妇女解

放的问题时，她们开始认为新女性所效仿的西方文化也有消极因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也

有值得借鉴的方面。“我者”与“他者”的互动有助于打破偏见，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加，近代来

华女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女性形象逐渐超越了苦难、等待拯救的形象。 

不过“我者”与“他者”的互动虽有助于消除偏见，但身份认同的差异却使二者之间难免会

有难以消弭的分歧。就近代来华女传教士而言，神圣的宗教使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他者”身

份，决定了女部传教士对中国女性这一相对于自身的“他者”的观察有着局外人的清醒，但也

注定了她们与新女性中之间存在着张力。女部传教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后的落脚点都

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她们把缺乏基督教的指引作为近代中国新女性呈现矛盾形象的一个重

要原因，由此她们提出解决近代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办法是基督教化。女部传教士作为中国

社会的“他者”，没有看到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及其所关联的帝国主义的不相容性，在近代

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昭示民族主义存在的事件都是与西方列强有关，作为中华民族的

局外人，女传教士难以全面理解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民族情感，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说：“民

族的属性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

样的事物中。”
4
因而近代来华女传教士所希望的用基督教作为解决中国女性解放问题的办法，

是难以成行的。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 188. 
1  “The Message of the Meetings”,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jul-aug 1921),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2, p. 113. 
2 Miss M.M.Church, “News from Kutien”,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sep 1927),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 168. 
3 “Letter from Our Own Missionary in China”, India’s Women and China’s Daughters (jan 1928), 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2, reel 24 , p. 14. 
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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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士曹明道与温州内地会妇女传教事业 

 

陈丰盛 （杭州市基督教会思澄堂） 

 

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发展中，女性基督徒（包括女传教士、华人女传道及各个岗位上的

女性）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并作出非凡的贡献。其中，最先在中国教会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就

是女传教士。她们离开西方基督教会的体制，抛开传统教会的角色限制，来到传教工场，获

得较多机会，甚至独当一面，与男性平起平坐。
1
 

 

温州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中，两位女传教士对于教会的初建，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她们分别是来温州传教 20 余年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牧师的师母曹明道，

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的建立者苏慧廉牧师的妻子苏露熙。本文，我们以曹明道作为讨论的中心，

来看她对于温州内地会妇女传教事业的贡献。 

 

一、嫁给独脚教士——女教士曹明道首途温州传教 

 

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1846-1922）是来温传教的首位女教士。她出生在英国的

格拉斯哥（Glasgow），于 1861 年悔改归主。刚刚归主（年仅 16 岁），就开始尽她有限的能

力事奉神。 

 

1865 年春天，曹明道首次听说有关中国的事。那时，正好戴德生带着巴克敌（Mr.Barchet)

以及他的同工（后来，他们也来到中国宣教）来到格拉斯哥进行演讲。在演讲会上，曹明道

听到戴德生讲到有关中国需要传教士的故事。那时，曹明道问自己：“为什么你不去宣讲救

主的爱呢？”几天内，这个声音持续在她心里回响，她心里认定自己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

家庭的牵挂。但她心里却有另外的顾虑：“我合适吗？”因为当时她未曾听说一位年轻的女孩

到异教的国家去传教的。 

 
Grace Ciggie Stott 

 
1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2011 年 3 月，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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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带着疑问去请教戴德生。戴德生的回答是，他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去。他

认为：即使是一位年仅 20 岁的女孩，只要有神的呼召，就适合奉献于祂。不久后，曹明道

受戴德生的邀请到伦敦。她到伦敦的第二天，正赶上范明德夫妇的婚礼。在婚礼中，她首次

见到并认识了曹雅直。三个星期之后，曹雅直先生和范明德夫妇就启航赴中国了。 

 

曹明道在伦敦生活了几个月。期间，她一直在戴德生夫妇及其团体中间，直到他们于

1866 年 5 月航赴中国。若不是因为生病，她就可能已经随团远赴中国了。生病之后，她到

处就医，但都是无济于事。虽然如此，她决意要前往，但医生诊断她暂时不可以去中国。最

后，戴德生勉强决定，让她暂时不要去中国，并说：“我希望你能够在一年之后去。”这个决

定带给曹明道很大打击。她开始反省自己当初要去中国的心志，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的。

她也希望从神知道到底是去还是留。但是，答案却是“留”。因此她做了更多的自省：如第一

次，她感觉到中国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是自欺。晚上的时候，她痛哭求神救她脱离这种自

欺的感觉。 

 

一天晚上，当她跪在神面前，为自己的任性而痛哭的时候，心中有个声音对她说：“如

果你还想服侍我，就回格拉斯哥，带着我的信息到盐场（Salt Market）及周边地区。”她心中

顿时出现另一种声音：盐场是格拉斯哥罪恶聚集的地方，那里住着的几乎都是小偷和不正经

的女人。就连男人也不一定适合去那里，神怎么派一个年轻的女子去呢？为什么不是男人？

那里没有安全感？去那里意味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危险？曹明道安静地跪在那里，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后来毅然在神面前回答说：“好的，主啊！如果你在我去的路途中与我同在，我就

去。”然后，她告诉神，若没有让她感觉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她不愿一人上路。那个时

刻，她心里的力量开始恢复。就在那几天，兰茂尔号准备起程前往中国。 

 

出发前两星期，布道团中有一位以母亲患病为由离开了。那时船票已经买好，为了不浪

费船票，戴德生就转向曹明道。那时她已经得着力量，认为这并不可能出于神，神已要她留

下，不可能又为她打开去中国的路。她在神面前祷告，要求从神得明确的指示。后来，虽然，

她很不愿意说，但还是鼓起勇气对戴德生说：“我不能去。” 

 

“兰茂密尔号”于 1866 年 5 月 26 日启航，共有 22 人，其中成人 18 人，孩子 4 人，分别

是：戴德生夫妇、四个孩子（戴存恩、戴存仁、戴存义、戴存礼），与 16 位传教士：铁匠倪

义来夫妇、石匠童跟福、木匠卫养生、铁匠路惠理、木匠蔡文才、布商史洪道、麦克莲、福

珍妮、白爱妹、包玛丽、贝玛丽、包美丽、班苏珊、夏安心、劳莉莎。他们被称为“兰茂密尔

团体”，于 1866 年 2 月 6 日抵达上海。该团体的成员虽然没有超众的才华，但他们使中国内

地会在中国正式扎根，成为各地教会的开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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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团体“兰茂密尔团体”（又称“兰花团体”，Lammermuir Party“兰茂密

友尔号”）于 1866 年 5 月 26 日启航，9 月 30 日抵达上海。 

 

“兰茂密尔号”启航几天之后，她回到格拉斯哥。不久，探访盐场区。在那里，曹明道与

盐场里的人一起学习，为他们祷告，而且照顾穷苦病人、生火、泡奶茶、或打扫房间（若有

需要），帮助照顾孩子，以致他们将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家门都向她敞开了。三年半的事奉里，

她从没有受到任何冒犯和侮辱，也没有听到任何其他不礼貌的言语。期间，曹明道逐渐明白

神暂时不让她去中国有祂美好的旨意，祂要装备她、训练她，以致她可以长期留在中国事奉。

经过三年半在格拉斯哥贫民区的工作，曹明道的身体恢复，她开始感觉是时候去中国事奉了，

也是时候赴约帮助曹雅直的工作了。 

 

1869 年 12 月 4 日，曹明道只身从伦敦坐“Kai-sow”号船出发，并准备用四个月的旅程。

几天之后，她笑着对船长说：“我想可以在 3 月 12 日到达上海。”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不

太可能！否则，就是历史上最快的航海记录了。”他问：“为什么要在 3 月 12 日？”她说：“我

希望我在生日那天到达。”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他们果然于 3 月 11 日晚进入吴淞口，

就在 3 月 12 日她 24 岁生日那天，到达上海。那时，曹雅直已经在那里接她，并带她去宁

波。受到浸礼会罗尔悌（Dr.Lord）
1
的热情接待。1870 年 4 月 26 日，她与曹雅直在宁波正

 
1 罗尔悌（Lord，Edward Ciemens，1817～1887），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

偕夫人到宁波传教。同年 10 月 31 日，与玛高温一道在西门组织了华东最初的浸会。是年冬，罗尔悌在宁

波的住宅新屋落成，成为西人在甬第一所洋房。1849 年，罗尔悌在西门公会内创办男学校一所，不数年

停办。1851 年 7 月，罗尔悌牧师因夫人身体软弱，偕妻回美休假。罗夫人最终在美不治，于 1853 年 5 月

5 日病故。1854 年 6 月 1 日，罗尔悌续娶后与诺尔登夫妇来到中国，协助布道工作。1863 年，因美国南

北战争，教会经济困难，传教士不得已而另谋兼职。罗尔悌牧师因此辞去差会工作，任美国领事职务，公

余从事传道事工。同年，罗夫人在北门江滨（盐仓门永丰路）开设一所女校，经费多数由罗夫人在英国朋

友供给，名为浸会女校。至 1875 年成为差会的一个膳宿学校，更名为圣模学校。1863 年，因与浸礼会国

内差会意见不合，辞职独立传教。同年任美国驻宁波领事职。1881 年和浸礼会恢复关系，继续传教及教

育工作。1887 年染时疫，病逝于宁波。黄雪痕编著：《华东浸会百年史（1843-1943）》，上海：浙沪浸礼

议会，1950 年 12 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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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婚。 

 

二、女子教育的发端——温州女学的初创与发展 

 

温州历史上第一所女学是由曹雅直夫妇于 1874 年所创。但在创立女学之前，曹雅直已

经创立了男童学校。一件发生在温州初期基督徒身上的事情促使曹氏夫妇创办女学。曹明道

记载：“1872 年，我们的厨师，就是那个在我们结婚第二天受洗的弟兄，娶了个不信主的女

子为妻。虽然我们感到很痛心，但又能做什么呢？如果坚持基督徒‘只在主里嫁娶’，实际上

就等于禁止婚姻，因为在团契里根本就没有基督徒姐妹。这个不信的妻子给他带来的影响很

快就显明了，首先是他对主的热心减退，接着是灵性冷漠。两年后，我们不得不让他离开教

会工作。这让我们看到，如果要建立一个健康、有生机的教会，就必须为教会弟兄预备主内

的妻子。经过多次祷告和反覆考虑，我们决定开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
1
 

 

但是开办女子学校不是容易的事，他们面对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没有合适的地方供女

生住宿；二是曹氏夫妇决定要废除女子裹脚的陋习。但废除裹脚习俗可能会使他们招不到想

要的学生。他们原本可以选择一个较容易的方式开办学校，至少能得到本地人的认同，但他

们觉得需要与陋习抗争是很重要的事工基础，必使后来人也能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事工。

他们考虑：“与其选择一个容易的开端，之后再去面对地随之而来的争战，倒不如一开始就

与这些问题做正面抗争。”
2有了这个决心之后，曹氏夫妇就发布通告，张贴招生计划：“招收 10 岁以下女孩，免费读书，免费提供食宿；条件：被录取

女生不得裹脚；校方有权将其许配给合适的配偶，学生家长在没有征得校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其许配他人。”3
 

 

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莫法有关于入校的福利与条件描写的更多，由于莫氏没有交代资

料的来源，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比较曹明道的记载，显然加入了不少条款：“凡来就

读之女生，一律免费供应伙食、衣服、书籍及笔砚等物，同样每月奉送大洋拾元。但必须订

立合同，规定学生不但读书，学习缝纫，还要学道，接受圣经课程，参加宗教活动；不准缠

足，已缠的须放开；学生长大后（至十八、九岁）由校方择配于信徒，不准嫁于教外人。合

同须由学生家长画押生效，若违背规约，则学生在学校的一切费用须加倍偿还。因物质待遇

优厚，就读者陆续不断不存在生源紧缺的问题。”
4
 

 

苏虹在〈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女学〉中的描述带着主观的评判，文称：“曹雅直身

居温州 10 年，深知温州市民的贫困，遂决定以金钱、物质为诱饵，广施小恩小惠。当时规

定，凡入学者，与男书院享受同等待遇，即供给膳宿、衣被、书籍及笔墨纸砚，每月并补助

其家庭十块银元。但必须签订合同，规定：入学后必须学道、学女红（缝纫）；不准裹脚，

已裹脚的应即放开；读至十八、九岁，由校方代为择配信道人家，不得嫁给教外人；遇有要

事或年假回家，须经校方批准方可离校。合同上特别注明：上述各项必须切实遵守，若有违

反，加倍偿还一切费用。由学生家长立下字据并画押，以示郑重。”
5
 

 

不出曹氏夫妇所料，禁止裹脚一事在女学建立之初就已经突显出来。当时，曹氏夫妇只

招到一个年仅 9 岁的女孩，是教会一位老太太的孙女。虽然女孩很高兴不用裹脚，也很快适

 
1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5、67 页。 
2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7 页。 
3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7 页。 
4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第 55 页。 
5 苏虹：〈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女学〉，《鹿城文史资料（第 11 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温州市鹿

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 年，第 160-161 页。 

http://people.duxiu.com/searchrw?sw=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温州市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http://people.duxiu.com/searchrw?sw=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温州市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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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校的规定。因此，曹明道很喜欢女孩，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女孩的母亲见机闹了一出，

想要改变废除裹脚的规定。曹明道详细介绍这场“反裹脚”大战： 

一天，有人过来对我说，那孩子的妈妈整天整夜哭叫不停，扯着头发恸哭，哭她女儿命

不好，哭她女儿要长一双男人的大脚，大了也找不到婆家，谁会看上个大脚片子女人呢？于

是，她要求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宁愿出去挨家挨户讨饭，也不让女儿长一双大脚丢人现眼。

我对来传话的人说，他们送孩子过来是出于自愿，也明白我们的规定，并且已接受我们规定

的条款。现在要想让孩子回去，请他们亲自来接，但必须先付清孩子吃饭穿衣的钱，还有这

些年我们花在她身上的所有费用。他们当然付不起这些钱，只得不情愿地做出让步。这样，

我们“反裹脚”第一场战役终于打胜了。
1
 

 

不过，女校招生依然困难，最初几年时间里，女校只招到四个学生。那个时候，女校办

学的各种好处都已突显出来，但还是很难招到学生。然而，曹氏夫妇依然坚持不懈地办学，

一直维持下去
2
，成为早期温州内地会的美好祝福。凡参加女校学习的女孩均经过系统的实

践培训，大多数女生毕业后成为教会同工。曹明道回忆：“过去十年中（注：约 1886-1896

年），有二十二位女孩结婚，只有三位离校时还未悔改信主。七、八位姐妹结婚后仍定期带

领姐妹会或主日学课程。其实在开办女校的前十年（注：约 1874-1884 年），我们几乎看不

到属灵的果子，虽然有两三个人声称信主，但她们的生活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每天的查

经会对她们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候，她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一点属灵意识。最初几年，这些孩子

还小，我没有感到太大压力，也许这些压力是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但几年过去，我却变

得几乎绝望。很多次，我从学校回到自己房间，独自涰泣：‘难道这些孩子永远不能得救？’

但是，就在 1884 年，神终于藉着一次复兴让我们看到祂的同在。”
 3
 

 

1877 年 4 月，曹雅直和曹明道回英国度假。曹明道说：“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回英国度

假休养。我们乘坐开进温州的第一艘商船离开温州。那时，曹雅直已来中国十一年了，身体

依然很好。他原打算送我回家而自己留下来继续工作。但戴德生先生建议他带我一起回来，

我们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同回国。”
 4 

 

这次回国，曹雅直夫妇除了要休养之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募集资金以扩建女校校舍。

曹明道说：“那时，女校的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我们意识到有必要给她们分配单独的房间，

而我们又不能指望布道团有限的资金来扩建校舍。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对主说，

如果女校还要继续办下去，就必须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家。我们决定不求助于人，更

没有公开向大家提出我们的需要，只是与几位好友分享了我们的意愿，将其余的工作都交给

神。我们把扩建学校的计划告诉戴德生先生，并对他说，如果要实施我们的计划，大约需要 

250 英镑。戴德生先生却说，他认为至少需要 300 英镑。我们求主赐给我们 250 英镑，但

我们对主说，如果主认为有必要的话，就赐给我们 300 英镑。”
 5
 

 

1878 年 12 月 31 日，曹雅直夫妇回到温州
6
。他们带着 304 英镑回到温州，开始建立女

学校舍及改善设施。曹明道说：“第二年秋天回到中国，我们收到了 304 英镑。除了建校舍，

 
1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7-68 页。 
2 至曹明道写《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时，女校已维持了 22 年时间。曹明道：《二十六

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8 页。 
3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8 页。 
4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77 页。 
5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78 页。 
6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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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花了 10 英镑改善学校其它设施。这是又一次神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

一致决定将基础建设开支控制在所收到的宣教奉献金额之内，我们收到的各种财物也都纳入

建校基金。”
1
 

 

1879 年夏天（清光绪五年），曹雅直夫妇开始筹建女学校舍。曹明道记载详情： 

1879 年夏天，我们开始筹建女子学校，神一直赐给我们足够的供应。起初，我们打算

只建一幢房子办女校。然而，神带领我们建了两幢。一幢做为教室，另一幢我们自己住，这

样也便于我们管理。我们把住了十年的那幢老房子让给一对新婚夫妇住，这对夫妇有可能很

快会参与我们的事工。因着建设计划扩大，我们知道需要更多资金，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在

以往的经历中，神已证明祂是信实的，我们相信这次祂也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 

盖房子我们是计件付酬的，只有手头有钱的时候，我们才决定继续盖下去。我们一周付

一次人工费和材料费。有两次，我们都以为不得不叫工头先停一段时间再盖，而每当这个时

候，想不到的供应就来了。整个工期下来，没有因为资金短缺停过一天工，也没欠一分钱的

债。房子盖好了，我们不得不再盖配房。神同样应允了我们的祷告，给了我们充足的供应。 

这些房屋，包括最早买的老房子和教堂，都在 1884 年暴动中被毁了。
2
 

 

虽然在基础建设上已完善，女子寄宿学校的女孩们生活在较舒适的环境中，但她们的属

灵生活，却并没有如曹明道所期待地复兴。曹明道回忆：“其实在开办女校的前十年（注：约

1874-1884 年），我们几乎看不到属灵的果子，虽然有两三个人声称信主，但她们的生活却

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每天的查经会对她们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候，她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一点

属灵意识。”
 3
曹明道坦言，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没感到太大的压力，但当她们越来越大的时

候，她却变得几乎绝望了。很多次，她从女学回到自己房间偷偷涰泣，向神说：“难道这些孩

子永远不能得救？”然而，这种艰难的日子一直到 1884 年，才真正进入属灵的翻转。
4 

 

1884 年 6 月的一天早上，曹明道与往常一样带领女孩子们查考《圣经》。虽然她稍微注

意到年龄稍大的女孩子比以往认真与专注，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的救恩临到。那天早上，

年龄大的女孩在做针线活，而年龄小的女孩则跟着曹明道学习缝纫和编织。突然，一个年龄

大的女孩打破早晨的寂静。她问道：“老师，你说我要是现在归向耶稣，祂会救我吗？”曹明

道看着这个女孩，女孩迫切的神情曹师母从没见过。她继续说道：“你经常叫我归向耶稣，

但我总是不情愿，现在祂还会要我吗？”那一刻，曹明道心中涌起无比的喜悦。急忙回答：

“哦哦，当然会的！”接着，她就给女孩讲述自己悔改的经历。她讲着讲着，女孩突然失声痛

哭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跑出屋子。曹明道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泪水涌流出来，便跑到曹

雅直的书房，大叫着：“神的祝福终于来了！阿梅在寻求神。”曹氏夫妇当即跪下来一起祷告，

向神献上感恩。之后，曹明道去和女孩一起跪在床边祷告，祈求神的慈爱和怜悯。 

回到教室，她发现另外两个女孩也在哭，她们告诉曹明道：“我们也是这样的罪人。”一

个女孩呜咽道：“你不知道我有多坏。”说着跑到橱柜，从中拿出几块印花巾和一些零碎布头，

并一百枚铜钱。她把这些东西塞到曹师母手里，说：“这都不是我的，是我偷来的。拿走吧。”

原来，她偷布料做胸衣拿出去卖，一百枚铜钱就是她卖胸衣的钱。 

另一个女孩说：“我比这更坏，你还记得几年前你丢的那根胸针吗？你搜查一遍，最后

 
1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78 页。 
2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86-87 页。在此，我们可以得知，莫法有在《温

州基督教史》中所认为内地会花园巷教堂建于 1877 年，且认为是近代温州第一所耶稣教堂的说法并不正

确。因为在曹明道的记载里，尚未提到温州花园巷的教堂，只提到五马街教堂。参莫法有：第 58 页。 
3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8 页。 
4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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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蓉枕头里发现了那根胸针。大家都以为是阿蓉偷的，其实是我偷的。我害怕被逮住，就

放她枕头里了。”听了她的话，曹明道又生气，又内疚、伤心。她随即召集全校学生，并叫来

阿蓉，询问她是否记得几年前因为偷胸针被罚的事。阿蓉却忘得一干二净。曹明道当着全校

学生的面，请求阿蓉的原谅，使得全校女生感到惊讶，她们的老师居然在众人面前认错了，

她们当然很赞赏曹师母的真诚。接着，曹师母要求偷胸针的女孩也弥补她自己的过失。女孩

把母亲给她的钱全都给了阿蓉做补偿，但阿蓉也很大方，把钱退给她一半。 

自那三个女孩真正悔改信主的三个礼拜后，又有三个女孩信主。她们又带领一位未得救

却已离开学校准备出嫁女孩归主。之后，福音在女校开始周期性复兴，每次复兴都有三到五

个人悔改。
1
 

 

三、特殊群体的福音——妇女与盲人事工 

 

1877 年，曹雅直夫妇尚在英国述职、休养期间，就已特别想到温州内地会的发展需要

兴起一批妇女来协助。曹明道遂特地向英国的基督徒发出请求，要求他们特别为此献上代祷，

求神“拣选一位合适的妇女悔改归主，她的归信可能给其他人的工作带来实质帮助，因为直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只有一位老姐妹信主，而且已年过七十。我感受到孤军奋战的难处，并

切切渴望有这样一位姊妹帮助我。虽然有这种盼望，但我们很少去想。然而，当他们祷告的

时候，神就在这个方向逐渐成就祂的计划。”
 2
 

（一）妇女查经班 

1878 年 12 月 31 日，曹雅直夫妇回到温州。几天后得知两位妇人对真理感兴趣，这两

位妇女分别是刘夫人
3
和黄夫人。不久，曹明道就在刘夫人家里开了一个圣经学习班，每周

三上课。曹明道见证她们生命的成长：“以前黄姊妹受丈夫阻拦，刘太太怕被别人知道而感

到丢脸，她俩都没参加过这样的信徒聚会。现在回想起来牧养她们的那段时光，心里仍然充

满喜乐。她们的心门实实在在地打开了，切切渴慕这宝贵的生命之道。一周周过去了，她们

的灵命在恩典中迅速成长。每次上课前，她们总是尽量一字不漏地复述上一课讲的经训内

容。”
4
 

 

1879 年，又有一位妇女信主，人称阿金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曹明道每周花一个下

午专门到她家讲道。这样，曹明道带领两个查经班，分别是刘夫人家与阿金妳家。不久，在

这两个查经班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个每周四下午的祷告会。至 1881 年，曹明道的学道

班增加至 30 多人。曹雅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她召集这个班是为了教这些姐妹学《圣

经》，但在讲课中也会有些布道。我没过去看，我想她组织的大多数聚会多多少少都有布道

的成分。只要有灵魂得救，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我想她不能停下来。”
 5
 

 

曹雅直在 1881 年左右写给朋友的信中，充分肯定了其夫人曹明道查经班的果效。同时

也肯定初期温州内地会中女性在信仰上的热忱表现。他说：“上个礼拜，（温州）城里有三个

人受洗，可望不久会有更多人受洗。一些受洗的人给了我们很大安慰，他们当中大多是我夫

人办的《圣经》学习班里的。上帝一直祝福她在妇女工作中所做的努力。许多妇女比丈夫更

容易接受真理，在信仰道路上也比男性更坚定。事实上，一些根基好的基督徒往往是女性。

 
1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68-71 页。 
2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79-86 页。 
3 刘夫人悔改归主的详情可读拙文《刘夫人叶氏归主》一文。 
4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82 页。 
5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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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夫人时常告诉我，在她们的祷告会上，这些姐妹总是向主吐露她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承认

她们的罪、遇到的诱惑和失败，那种坦白和诚挚在她们家人面前都未曾流露过。她们每次祷

告都要持续二十至二十五分钟。开始祷告时，她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倾诉，直到把事情全部说

完了（而不是只说一部分），才会感到释放，高兴起来，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就这样，靠

着信，望，爱给她们加添的力量，继续走在信仰的道路上。祷告对她们来说很真实，因为回

应总是那么真切。”
 1
 

 

（二）妇女布道团 

1885 年，曹明道组建温州内地会妇女布道团，由刘夫人任全职传道人。曹明道解释该

布道团建立的意图：“令我感到棘手的是，这些姐妹大都生活圈子狭窄，目光短浅，如何引

导她们去关注、关怀别人？我知道，如果她们愿意为周围的人做点什么，这将有助于她们灵

命的成长。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在她们中间选出一个姐妹作为传道人，每月让大家尽其所能

地奉献一次，以供养这个姐妹全职服事。我们选上了刘太太，只要她身体没问题，就会代表

姐妹布道团外出布道。姐妹布道团对众妹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每个月我提出的布道

信息都能激发起她们火热的爱心和令人奋兴的祷告，凭着一颗舍己的心帮助他人。”
 2
 

 

至 1895 年，姐妹布道团组建十年，由于信主人数不断增加，该团也不断壮大，其奉献

基本上可以供应全职传道人。 

 

    （三）温州内地会盲人之家 

回到温州后不久，大概是 1890 年春天，曹明道开始建立盲人与孤寡老人的收容所，称

为“盲人之家”。曹明道简述初建时的情形： 

从那时起，我开始收留盲人和孤寡老人，我们教会里供养了七八个盲人。他们不能自食

其力，也无子女供养。我看到他们一个个被领进教会，心里感到负担在加重，但我相信神会

给我力量去帮助他们。有一位八十岁的老信徒，不是盲人，但我一直牵挂他，把他接来住在

一间小房子里。老人总不把饭吃完，我们劝他吃完分给他的那份，却怎么也劝不进去。他说：

“我以前一天两顿饭都吃不上，为什么现在要吃三顿呢？”还有一些情况与他相似的孤寡老姐

妹也被安置在我们这里。这件事工上，神都在方方面面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钱在中国比英

国更经得起花，4 英磅 10 便士就足够一个人一年的费用。
3
 

 

1895 年 3 月，为纪念曹师母 25 年在温传教暨 50 周岁，温州内地会三大总会（包括永

乐、瑞安、平阳总会）信徒四处赶来同庆。来记念聚会中，“盲人之家”的老弟兄们送上特别

的礼物，温州内地会吴教士记录：“最令人感动的礼物是‘盲人之家’里那些老弟兄送来的大红

蜡烛。‘盲人之家’是曹雅直夫人创办的，这些礼物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笔大开支。”
 4
曹明道认

为这份礼物对于贫穷的盲人弟兄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正是表达了他们对她深深的爱。
5
 

 

四、女性解放运动的助力——温州内地会天足运动 

 

传教士们对于中国妇女缠足所引起的痛苦与身体衰弱的现象感到沉痛万分。虽然有些传

 
1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95-96 页。 
2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86 页。 
3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172 页。 
4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284 页。 
5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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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认为外国人不应该直接批判该习俗，是否遵守应由华人基督徒个人决定。但许多传教士

则认为教会应该持坚定的立场，反对妇女缠足。因此，在 1867 年，杭州的一所教会学校率

先要求那些接受学校食物与衣服的女孩子要放足。而曹雅直、曹明道夫妇也在 1874 年所开

办的女子学校中将反缠足作为首要条件。
1
 

 

不过，曹雅直与曹明道除了在女学实行天足，并没有扩展到社会上，且在教会妇女的事

工中也没有要求妇女天足。因此，在当时的温州内地会中裹脚依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甚

至温州早期传道人陈日铭曾为妻子是天足而感到奇耻大辱。曹明道说：“令我们感到失望的

是，年轻的陈先生娶了个不信主的女子为妻。妻子没裹脚，有一双很大的‘天足’，陈先生却

以为这是奇耻大辱，不能忍受。以前，不裹足的女子极少，遇到这样的事只能在人面前忍受

羞辱。”
2
 

 

这事到了1893年，温州内地会女传教士鲍金花在麦嘉湖（John Macgowan，1835-1922）

的鼓励下在温州发起了天足运动。麦嘉湖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35 年 7 月 23 日出生于英

国，1858 年入英国伦敦会，1859 年在伦敦长老会学院学习，同年 8 月 24 日按立为牧师，

并于 10 月 21 日从英国启航，1860 年 3 月 23 日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长达 50 年之久的

传福音工作。
3
期间，他于 1874 年在厦门与 40 多名中国妇女成立“厦门戒缠足会”，

4
成为近

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足会。 

 

面对麦嘉湖的显著成就，曹明道说：“而我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没做什么，真感到有些惭

愧。”
5
麦嘉湖给温州内地会寄了一份他个人制订的保证书，是供那些愿意天足的妇女签署用

的。保证书中有三项保证：“第一，姊妹们松开自己的脚；第二，不给女儿裹脚；第三，松开

儿媳妇的脚。”温州内地会基于现实的考虑，认为第三条在儿媳身上实行起来会有难度，只

采用了前两条。经过鲍金花的努力推动，温州内地会有 70 多位姊妹参加了天足运动，给予

教会带来空前的健康风气。
6
 

 

1895 年，曹明道在报告中简述于 1893 年受派来参加温州内地会事工的加拿大女传教

士谢姑娘（Miss Kathleen Stayner，1870-1907）
7
由于特殊的语言天赋，很快适应在温州的

妇女工作。她说：“近两年的妇女工作，大多由谢姑娘负责。她主理城内和附近每周的妇女

查经班，还有一班在七里外的村庄，均有良好的效果。”
 8
其中也特别提到她所带领的天足团

契：“谢姑娘负责的妇女事工中，有一名为‘反对缠足团契’，约有六、七十人，团员必须先放

自己的小脚，并答允不会给自己的女儿缠足，这是教会一个健康的集体见证。”
9
 

 

因此，在 1896 年，曹明道为所兴起的天足运动而大感欣慰：“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不仅

我们这里女孩逐渐增多，她们当然不裹脚，就是许多原来裹脚的女信徒也放开脚，邻居们也

 
1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 年，第 393 页。 
2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124 页。 
3 李颖：《基督拯救中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 4 月，第 6

页。 
4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 619 页。 
5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267 页。 
6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267-268 页。 
7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14 年 9 月，第 44 页。 
8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第 47-48 页。 
9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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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取笑她们。”
 1
 

 

总结：曹明道放弃在英国的优越生活，为福音而结婚，为温州而献身。这使我们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婚姻观、工作观与人生观。曹明道在其超过 30 年的传教生

涯中，辅助男教士从事福音传布，在温州内地会中具有极高的声望，甚至超过男教士。就在

其于 1895 年因病离开温州时，全温州教会为其祝寿及送行，足见其在温州内地会中的地位

与影响。 

 

 

 

 

 

 

 

 

 

 

 

 

 

 

 

 

 

 

 

 

 

 

 

 

 

 

 

 

 

 

 

 

 

 

 

 
1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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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日本妇女教育-以德永芳子为中心 

 

徐亦猛（福冈女学院大学）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教

育。促进东亚教育的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东亚近代基督教
1
传教事业包

含了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虽然从一开始，基督教都是以武力迫使日本政府开放国土接受基

督教，但是世俗的征服并不能取代宗教的征服。正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认为的，与世俗的

战争不同，基督教的精神战争主要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抚慰，它不是要毁灭敌人，乃是

要赢得敌人，它的武器是上帝的话语
2
。因而自基督教传入东亚后，各个教派的传教士在建

立教会，设立传道点的同时还创办教育、医疗和慈善等世俗事业。 

西方的基督教(新教)传入到日本之后，为了便于传教，在当地积极的建立教会学校。到

了 20 世纪初期，随着基督教教育不断发展，教会学校几乎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的主流力量。

从日本教会学校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在日的传教士及差会也非常重视妇女基督教教育。由于

受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妇女被认为是不应，也不能受教育的，再加上男尊女卑等封建遗训

的束缚，妇女的教育在保守的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伴随着基督教在日本传教

的深入，教会人士就意识到日本社会在妇女教育上的欠缺。他们这认为，欲从思想上对日本

妇女进行引导，就必须在吸引更多的妇女信教的同时，提高妇女受教育的层次，进而扩大教

会在日本的影响。由此，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教会先后设立了一批女子中小学校，使日

本人对妇女教育问题有所认识。在建立了初级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入到 20 世纪初期，教

会又开设了一批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激进的民族主义

和排外主义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潮。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教会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

限制。本文将以福冈女学院为个案，分析在二战争时期，学校如何克服严峻的危机，持守基

督教女子教育。这对日本的基督教历史及基督教教育的研究有积极意义和价值。 

 

一、日本教会学校的情况 

  1854 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美国东印度舰队 4 艘军舰（日本人以“黑船”之

名称呼），打开了锁国时期的日本国门，并与日本签署《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

日本德川幕府被迫开国后，欧美主要差会的传教士陆续进入，但由于禁教令仍未废止，传教

士还不能完全自由的在日本国内各个地方传教，只能停留在通商口岸，学习日语或做其他一

些准备性的工作。但是在此期间，有一些传教士尝试在其住处开办私人学塾
3
，面向年青人

教授英语，借此与当地民众增加联系。在欧美传教士的努下，早在 1870 年菲利斯女学院，

1871 年横滨共立学园，这两所女子学校被设立。这两所教会女子学校的建立，掀起了日本

近代女子基督教教育的新的历史。1873 年 2 月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基督教禁教令后，日本的

基督教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一批男子或女子教会学校相继被设立。到了 1883 年以后，日

本的基督教教育有了更快的发展，无论教会学校的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

 
1 本文中的基督教是新教，并不包括天主教。 
2 Rev.Gilbert，Strategic Importance of Winning Chinas  Students, in D.Willard Lyon ed.,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p54-55. 
3 如长老会传教士赫伯恩的夫人就于 1963 年在横滨的家中开办了英学塾培养出林董，高桥是清，益田孝

等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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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日本的教会学校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教会学校对基督教妇女教育非常重视。 

             表 1 基督教教会学校数
1
 

 男子学校 女子学校 

时  期 新

设 

废

校/ 

转

校 

剩

余 

新

设 

废

校/ 

转

校 

剩

余 

～1870(明治 3) 

～1879(明治 12) 

～1889(明治 22) 

～1899(明治 32) 

～1912(明治 45) 

0 

5 

13 

4 

2 

0 

1 

1 

6 

1 

0 

4 

2 

—2 

1 

2 

15 

35 

6 

2 

0 

3 

2 

12 

1 

2 

12 

33 

—

6 

1 

合     计 24 9 15 60 18 42 

 从这张表中可以分析到，日本明治年间，共有 24 所男子教会学校设立，其中有 9 所废

校，最终留下了 15 所。而女子教会学校共有 60 所被设立，其中 18 所废校后，最终留下了

42 所女子教会学校。福冈女学院就是 42 所女子教会学校中的一所学校，也是一所具有代表

性的日本女子基督教教育机构，学院的成立以及该校第一任日本女院长在二战中挺身抵制军

国主义政府的政策，带领学院成长的过程是非常值得深思及探讨的。 

 

二、福冈女学院简史 

 

福冈女学院的前身是福冈中部教会附属英语学校。1884 年美国美以美会在福冈为了更

有效的向当地的民众传教，特别开设了这所英语学校。1885 年 4 月，在长崎创办活水女学

校（现在称为活水学院）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 J.M.吉尔被派遣到福冈后，便积极地推动

福冈地区的女子基督教教育，同年 6 月 15 日吉尔传教士把福冈中部教会附属英语学校改

名为英和女学校，并亲自担任首任校长。要在保守且对基督教毫无理解的福冈地区创办这

样一所女子学校所面临困难非常大。 

吉尔传教士在筹备办校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办校场地。福冈虽是一个港口城市，

但是相比横滨，神户等开港城市，福冈还是非常保守，明治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欧化政

策也没有波及到福冈。当地的民众在信仰和生活上长期受到神道和佛教的影响，因此对基

督教非常厌恶，把其视为邪教的观念根深蒂固
2
，都不愿意把房屋出租给外国传教士，甚至

当地的一些极为保守的民众会向传教士投掷石头。所以，当地的民众一般都不愿意把自己

的女儿送到教会学校去接受基督教教育。同时，在福冈地区的女子教育非常落后，武士阶

级或普通家庭出生的子弟中，有一些好学向上的女孩子，但是由于经济负担的原因和当地

没有接受男女共学的学校，能去小学接受教育的女孩子是少之又少
3
。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中，在吉尔传教士及几位教师的努力下，最初招到数十位学

生。但是在福冈地区的日本牧师、美国美以美会妇女宣教部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学校逐渐

地发展起来，志愿入学的人数也不断地增加。 

日本女子教会学校的课程内容一般教授圣经，英语，国语，自然，地理，历史，音乐

等西方先进的知识，同时也教授西餐烹饪，裁缝，钢琴，小提琴，礼仪等课程。 

 
1 秋枝萧子，<基督教女子教育研究>，《文艺与思想》，第 25 号，1693 年，52 页。 
2 福冈女学院百年史编辑委员会编《福冈女学院百年史》，1987 年，14 页。 
3 同上，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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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85 年 11 月 1 日的福冈日报中，有刊登了福冈英和女子学校课程设立的介绍。 

福冈英和女子学校在福冈因幡丁 31 号开始教授以下科目，国语，英语，美术，音

乐，裁缝，编织技术，刺绣，烹饪课程
1
。1 学年分为前后两个学期，上半学期从每年 2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下半学期从 9 月 1 日至 1 月 30 日，专任教师 5 位日本人，1 位美国

人。课程难度比其他学校要高，每天授课时间为 6 小时。学校休息日为周六，周日，纪元

节（2 月 11 日），天长节（11 月 3 日）。暑假为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寒假从圣诞节之前

的星期六到 1 月 5 日之后的星期六
2
。 

1903 年学校制定了小学 3 年、预备科 2 年、初等科 4 年、高等科 4 年，合计 13 年的

学制。1910 年增设高等普通科 5 年，英语专科、预科、别科，使福冈女学校成为了女子高

等教育机关。1917 年，校名改为私立福冈女学校，两年后又改名为福冈女学校，并得到文

部大臣的认可。但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没有受到文部省管理及限制，依然保持基督教教育

课程。进入昭和时期后，随着世界经济恐慌，法西斯主义抬头等情况的出现，国际关系急

剧恶化。按照日本政府制定的教育法规定，教会学校的经营管理权被迫委托给当地的日本

人。1932 年，德永芳子成为福冈女学校第一位全权日本人校长，并在日本民族主义、军国

主义高扬的潮流中，走过了艰难的道路。特别在福冈大空袭之中，学校校舍几乎全部被炸

毁，德永芳子校长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校的再建工作上。1951 年学校法人福冈女学院成立，

1955 年福冈女学院附属幼儿园开园，1960 年福冈女学院校舍从天神移到福冈市南区日

佐，1964 年开设的福冈女学院短期大学内设有英语科、家政科。之后又开设了福冈女学院

大学、福冈女学院看护大学，使福冈女学院成为一所推行基督教女子教育的综合大学
3
。从

学校设立开始，福冈女学院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各个时代，除平成以外，都不

同程度面临来自政府和社会压力要求废除基督教教育，但是学院始终没有屈服压力，公开

或半公开的推行基督教教育课程。 

 

三、德永芳子院长简历
4
 

 

德永芳子，福冈女学院院长。1895 年 1 月 3 日出生于熊本县八代郡太田乡村。1897 年

进入活水女学校（现在称为活水学院）附属幼儿园。1916 年德永芳子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

活水女学校大学部，并留在母校成为高中部英语科教师。1922 年升任为活水专门学校教授。

1928 年赴美在波士顿大学接受深造，专攻宗教教育学。1931 年 6 月学成归国后成为活水女

学院英语及圣经学教授。1932 年 7 月在日本政府压力下，福冈女学校美籍校长被迫辞职回

国，德永芳子受聘就任该校第一任全权日本人校长。在二战时德永芳子顽强抵抗军国主义政

府的教育政策，坚守基督教教育理念，带领全校师生严格遵守学校礼拜及祷告会。1945 年

6 月福冈遭受美军的空袭，福冈女学校也未免于难，校舍全都被炸毁。然而在一片废墟中，

德永校長仍然持守礼拜的事迹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战后 1946 年在学校创立记念礼拜中提

倡鼓励全体师生参加学院礼拜，加强师生的基督教信仰。1948 年就任福冈 YWCA 会长，1956

年就任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委员。1957 年 1 月发病，于同年 9 月逝世。 

 

四、二战中德永芳子院长的活动 

 

 
1 同上 43 页。 
2 同上 47 也。 
3 日本キリスト教歴史大事典编辑委员会编《日本キリスト教歴史大事典》，教文馆，1988 年，第 1208

页。 
4 1951 年之前福冈女学院的正式名称是福冈女学校，因此德永芳子的职务是福冈女学校校长。1951 年之

后学校法人福冈女学院成立，德永芳子的职务是福冈女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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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国内舆论一致批判英美的呼声之中，与英美基督教国家有

着密切关系的教会学校面临来自政府的强大迫害。随着柳条湖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

政府对于教会学校的迫害更加激烈。政府要求所有在日教会学校必须与国外的教会团体断绝

一切关系，并要求学校撤换外国人校长，让当地日本人担任有经营权的校长之职。之后政府

又强制要求外籍教师辞职离开日本。这些政府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教会学校无法正常运

作而倒闭。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教会学校采取了向政府妥协让步，而有的教会学校则持

守建校精神，坚持在校内推行基督教教育
1
。 

福冈地区教会学校的情况与全国的其他教会学校所面临的问题几乎相同。在二战期间，

政府对宗教实行统一管理。对于政府而言，处理日本国内的基督教的主要问题，那就是采用

强硬政策迫使基督教承认国家的权威凌驾于教理与信仰之上，迫使基督教承认国家的威信。

而日本的基督教界则希望采取妥协后退的对策以至于可以保守最后的一片阵地。德永芳子校

长与福冈女学院面对当时这样的处境，是不断的与政府抗争。 

日本学者坂井信生在他的著作《福冈与基督教》中讲述二战中日本教会学校的情况时，

特别提到福冈女学院。对于当时的情况，坂井是这样整理的。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对福冈女学院而言最大的试炼是被政府要求放弃基督教信仰。

为了要设立财团法人福冈女学院，学校向福冈县（注：相当于中国的省）学务科提出财团法

人设立批准申请书。但此申请立刻被县学务科以需要修改的名义拒绝。县学务科要求学校把

捐赠条款中第一条以基督教为基础实施女子高等普通教育中的以基督教为基础删除，从根本

上要否定学校的建校精神。但是在与县政府做艰难抵抗的过程中，德永芳子院长的信念没有

任何的动摇。面对来自县当局的高压要求，德永院长没有任何屈服，而是坚守基督教信仰，

毅然的对政府官员宣告如果要删除福冈女学院的捐赠条款中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话，那么学校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政府一定要强迫学校放弃基督教教育，除了关闭学校以外没有其

他的出路。”
2
。 

在福冈女学院百年史中关于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德永院长与县学务科再三的交涉，

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1941 年 1 月 8 日德永院长又被请到县学务科谈判。谈判中，县

学务科科长还是强烈要求学校脱离基督教的色彩，不要开设教授基督教及圣经等科目。学务

科科长还特别警告德永院长在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西方的思想与基督教都是阻碍国家发展

的罪魁祸首。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时德永院长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倦意，她告诉县学务科

科长，第二天会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后，离开了学务科。当时负责谈判的县学务科科长，看

到德永院长疲倦的样子，误以为院长是要妥协了，于是迫不及待的对福冈女学院的申请书进

行处理。德永院长回到家中，在向神的祷告中得到了力量后，立刻拨通了电话，告诉学务科

科长，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但此时申请书已通过了县学务科的处理，发送至文部省了”
3
。 

申请事项从被县学务科要求修改到与政府周旋，艰难的交涉大约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

间，申请书就这样奇迹般的通过县学务科的审查送到文部省。德永院长坚信决不能放弃教会

学校办学理念必须坚守基督教信仰到底，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教育对整个日本的教育来说是不

可缺少的，这一事实终有一天会被认可。这位女性教育家为了持守基督教教育的信仰，承受

了来自政府及周围的压力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是一场教会学校生死存亡的争战。 

二战结束后，1950 年日本基督教学校教育同盟对 62 所加盟校进行了战时及战后教会学

校动态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中有一项是关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实施学校礼拜及圣经科目教

 
1 福岡県教育百年史编辑委员会编《福岡県教育百年史》第 6 卷，福岡県教育委員会，1981 年，第 456-

457 页。 
2 坂井信生《福冈とキリスト教―ザビエルから現代までの変遷を追って》，海鳥社，2012 年，第 147

页。 
3 《福岡女学院百年史》，学校法人福岡女学院，1987 年，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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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状况。共有 45 所学校做出了回答，17 所学校未回答。回答的 45 所学校中有 18 所实施

或继续了礼拜及圣经科目教育，27 所学校按军部命令废除、停止或禁止了礼拜及圣经科目

教育。未回答的 17 所学校应该也是未实施或继续礼拜及圣经科目教育
1
。 

德永院长自己在建校 70 周年庆典上这样说道：“当时政府实施冻结敌人财产的政策，福

冈女学院的财产也被定性为敌人的财产而移交到外汇管理局。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非常吃惊

与不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事实上，在国际局势越来越严峻的 1941 年秋天，接到命令要

回美国的最后一位传教士在离校之前把我叫去对我说，‘你的立场我非常能理解。在现在这

种情况下接受县政府当局的要求把礼拜及圣经科目都废除可能是上策’。但是我无法按传教

士的话去做。 

另外，关于是否要与政府妥协废除基督教教育课程的事，我与日本基督教教育同盟理事

长进行过意见交换，理事长给我的回信是，‘纵观当前全国教会学校的情形，福冈女学院是否

要持守基督教教育，远在东京的我无法给您提供任何的意见。一切都依靠您自己的决定’。 

即使我被迫辞去校长之职，我也无法按政府的要求把基督教教育从女学院的课程中废

除。我不能对世上的政府尽忠，唯有对耶稣尽忠。因为耶稣才是我的主。一想到国家，学生

的处境，我觉得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我只有依靠仰望耶稣基督，我确信这是我唯一要走

的道路”
2
。 

“如果学院的全部财产被政府没收了，那么是否代表我对于最后一位宣教师的忠告没有

谦卑地去接受？是否表示作为女学院的校长在决策上的失误呢？还是如县政府所说的我是

那么的固执呢？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我只有通过祷告来求神的帮助。如果我有过错，求神

赦免我。求神与学院同在，保护学院及学生们。学校的存亡是对基督教信仰根基的考验，是

神所作的决定”
3
。 

 

五、福冈大空袭 

 

1945 年 6 月 19 日，是福冈遭受大空袭的日子。在 3 月时，福冈女学院校舍大部分都已

经被军队征用，连学校礼拜堂都被当作军法会议室使用
4
。关于福冈遭受大空袭的报道是这

样的：“1945 年 6 月 19 日，福冈万里无云的夜空满是闪耀的星星，非常美丽。福冈大空袭

正是发生在那天的深夜直至第二天的清晨。大空袭中有 975 人丧生，1048 人负伤，12834 栋

房子被烧毁。在福冈市的历史资料中有提到除军队司令部和邮局以外， 有 18 所公立学校，

2 所私立学校被毁，这其中包括了福冈女学院”
5
。学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校舍几乎全被

烧毁，成为一片废墟。德永院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这几个月中，我经历了非常悲痛

的时期。6 月 19 日的大空袭以来，不断有学生来跟我道别。有些学生害怕留在福冈，有些

学生无家可归。每天当我听到学生说再见时，我的心无比疼痛，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眼泪。这

些学生是否持有对天父上帝的信仰，我没有足够的确信。但是我告诉学生，今后无论发生多

么悲伤甚至最坏的事情，或只身处于最悲惨的状态中，请相信神永远是我们所爱的天父。请

记住神永远都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也请记住我不断地在为你们祷告。当你们只剩下自己

一个人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这片废墟来。那时你们可能看不到山岗上我的家。但是

我会从学校废墟中的哪个壕沟里走出来，喜乐的来迎接你们。你们一定会看到从我眼中流下

 
1 同上，第 59 页。 
2 同上，第 57 页。 
3 德永ヨシ伝記编修委員会编《德永ヨシーその生涯と思い出―》，学校法人福岡女学院，1960 年，第

294-295 页。 
4 《福岡女学院 75 年史》，学校法人福岡女学院，1961 年，第 77-78 页。 
5 福岡妇人团体交流会编《福岡大空袭 50 年―語り継ぎ 6・19 平和のための福岡女性のつどいー》，福冈

妇人团体交流会，1995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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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泪。与学生们一起来的父母们都哭了。我相信学校一定会重建。那时我的心中浮现出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有机会可以向我可爱的学生们传福音了”
1
 。德永院长的学生有这样回忆

到：“我们是 1950 年毕业的学生，现在都已经年过 70 了。我们进入福冈女学院学习是在 1944

年，那时战争正激烈的进行着。但是穿着白色的校服去上学是我们的骄傲。福冈大空袭之后，

我们经历了学生动员-终战-在成为废墟的校园中所建的临时木板房中上课，最后终于在新建

成的校舍上课等一系列变化。但是在这些往事中，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站在一片废墟中的

德永院长以凛然的态度持守每天露天礼拜的风采。当时对许多同学来说，脑海中留下的不是

痛苦的回忆而是快乐的回忆，这都要要归功于来自女学院的宝贵的基督教信仰”
2
。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了解到，在一片废墟的校园中每天举行露天礼拜是当时学生及教职

员们持守的至宝。在讲述战争悲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露天礼拜中看到无论在如何悲惨的

状态中也绝对没有失去对于基督教信仰的热情。 

 

结论 

 

有哲人说过，“摇摇篮的手推动世界”，母亲的素质决定人类和民族的未来。女子教育的

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

盛，国家愈强”，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然而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女性生

活模式的同时，也影响着她们的教育选择。但是明治时代开始进入到日本传教的欧美传教士

就意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推行女子基督教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培养出一批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女学人。 

特别在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日本加快推动军国主义的步伐，激进的民族主义对教

会学校的冲击很激烈，基督教也逐步沦为国家的附庸。很多教会学校因信仰冲突问题遭受到

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政府的压制。为了使教会学校能够在严峻的社会形势下能够正常运作，一

些传教士被迫离开日本，并把学校的经营权交给日本人。甚至有些教会学校为求生存，服从

忠诚与国家的管理，废除了宗教课程。但是福冈女学院在德永芳子院长的带领下，持守基督

教信仰，与政府做顽强的抵抗，从而使学院保全了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教育。对福冈女学院而

言，基督教教育不仅成为学院学生在二战中的心灵支持，而且为日本社会战后的重建，培养

了一批高素质的，信仰坚定的女性人才。 

 

 

 

 

 

 

 

 

 

 

 

 
1 《德永ヨシーその生涯と思い出―》，第 104-105 页。 
2 《葡萄の枝―福岡女学院同窓会関連支部誌―》，福岡女学院同窓会関東支部誌編集委员会，2004 年，

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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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观引导下的认同：侧重近代川滇黔边区和循道公会的分析 

叶洪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从是否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思想来划分，可将近代川滇黔边区的社会分为汉文化社会与

非汉文化社会。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之间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殊相。这两种社会

在缠足观方面亦是如此。基督教与这两种社会在缠足观方面存在不同的“离合”关系。汉文化

社会与基督教对女性是否应缠足存在分歧。基督教传教士在汉文化社会中布道也因此而常受

阻碍。近代川滇黔边区的非汉文化社会与汉文化社会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在这样的社会

群体关系影响下，非汉文化社会和基督教之间相似的缠足观使基督教传教士得到了非汉文化

社会群体的认同。这显然有利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活动。 

关键词：缠足观；社会群体关系；循道公会；川滇黔边区；认同 

 

一 引子 

曾在1903年11月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探访的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

在记述中说道： 

 

那些同我一道旅行的诺苏人称，我是一个与他们一样的诺苏人，我过江来是为看望我的

兄弟们生活得如何，并带给他们一些惊奇的消息……人们很快知道我不是汉人，因此必定为

诺苏。而当他们听说我的妻子长着一双“大”脚，还穿长裙时，就对于我是诺苏人更加确信无

疑。一个长着大脚并穿长裙的妻子的男人不是诺苏是哪个，于是我立即获准进入这里的社会

阶层，被待之为一名‘黑骨头’。
1
 

 

这里所谓的诺苏是彝族的一个支系，“黑骨头”是诺苏社会中的黑彝，即当地的最高社会

等级。 

一个外国基督教传教士
2
被诺苏人所认同，还被视为贵族，这并不寻常。从这一记述来

看，诺苏人认同柏格理的关键有两个：第一，诺苏人知道柏格理不是汉人；第二，柏格理的

妻子与汉人妇女存在差异，即有着“大脚”、穿长裙。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一记述中获知，

“汉夷”关系并不和谐，两个社会群体间的习尚（主要在女性方面）也大相径庭。 

显然，川滇黔边区的社会群体关系和习尚差异影响着传教士布道活动。传教士要进入当

地社会后才有机会接触当地民众，进而才有可能说服当地民众“皈依”基督教。
3
如果进一步分

析，社会群体关系显然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前提或社会背景，而女性观（尤其是缠足与否）

的差异则直接影响了传教士是否能够深入接触当地民众。所以从当地的风俗（主要是缠足观）

差异和社会群体关系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两种文化间的独特性究竟对传教士的布道

产生了何种影响。 

 
1
 [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226 页。 

2
 本文中所谓的基督教指新教，传教士在没有特别说明时指新教传教士。 

3
 正如柏格理自己所说的：“一般来说，中国人很容易被劝服，只要你能加入他们私下的、较密切的长谈。”（参见[英]柏格理

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35 页。）如果传教士与传教对象尚没有

接触的机会，何以劝服他们皈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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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有关中国基督教史与女性研究的发展脉络，其主要关注于如下几方面：女传教士或

相关差会、团体及其社会事业的研究；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女性教育研究；中国女信徒的研

究等。这些成果对开拓中国学界的女性研究作出了相当贡献。但其中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如

既有研究常忽视了“边疆”区域的女性，其中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尤为缺少
1
。对汉文化社会、

非汉文化社会和基督教之间的女性观进行比较，或讨论这三种文化在女性观方面的差异如何

影响了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也少有研究提及。既有研究或寥寥叙述，或忽略而过。种种现象表

明，对近代中国基督教与女性的相关研究都尚有深入的空间。 

基于此，本文从女性观入手，以川滇黔边区为个案来研究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间

的缠足差异对传教士的布道活动造成了哪些影响。本文的思路是：在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

社会的紧张关系影响下，非汉文化社会中的个体看到了传教士与自己的相似处，从而将传教

士认同为“自己人”。传教士才有了深入接触诺苏人的机会。 

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是近代川滇黔边区的两种社会类型。近代以前，这两种社会

的女性观并不一定相同。由于地理、历史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原因，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

社会的接触并不频繁，各自的文化习尚存在差异。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川滇黔边区同时呈现

出三种文化体系。基督教文化以传教士为载体能够与当地的不同社会进行接触。既有的研究

大都已表明近代时期，传教士因为与汉文化习俗间的观念差异而形成一种紧张关系
2
。但受

社会群体关系的影响，川滇黔边区的非汉文化社会个体在传教士的外貌和言语诱导下不知不

觉地将传教士认同为“自己人”。循道公会传教士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以安全地进入凉山诺苏

社会。 

二 川滇黔边区两种文化社会及其缠足观 

20 世纪 30 年代整个中国都处在危难中，如何塑造中华民族的整体以形成抗战力量成为

社会普遍讨论的话题。顾颉刚在 1939 年于《益世报》上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

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整体，中华民族无须也不必再分出什么民族来。显然，顾

颉刚论断是考虑到团结中华全体而不使西方国家有分裂中国的机会
3
。将中国所有民族都视

为“一体”的观点遭到了学界不少批判。翦伯赞等便认为顾颉刚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虽然中

华民族确为一个，但在这一个之下也存在各少数民族。如果中国只存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

那么这同时“否定了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
4
1989 年，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
5
的观点。无论是民国时的翦伯赞也好，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费孝通也罢，他们大都承

认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是“一体多元”的。这当然是一睿见。但在汉族与汉族之间、汉族与

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1
 近些年来，渐有学者关注相关主题。如邓杰曾对 20 世纪 40 年代兴起的边疆服务运动中妇女事业的研究。作者通过档案材料

梳理了在边疆服务运动中妇女工作促进会的成立过程，边部对服务区域妇女现状的改善以及向妇女宣教等方面的情况。（参见

邓杰：《“社会福音与边地女性——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载于陶飞亚主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与基督教》，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孙浩然讨论了民国早期在云南活动的中华国内布道会女性基督徒在妇女意识、基督精神与社会责

任感等的刺激下如何扩展服务区域，并开展相应社会服务的经过。（参见孙浩然：《孙浩然: 民国早期女性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与

文化精神——以中华国内布道会在云南的活动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李蔚对近代基督教如何推进云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子教育做了梳理。（参见李蔚：《云南少数民族女子教会教育的历史研究（1881～1949）》，成都：四川师范

大学硕士论文，2012 年）徐兴文也分析近代时期以传教士为载体的基督教女性主义如何通过教会的教育和医疗在云南少数民族

社会地区推动当地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过程。（参见徐兴文：《西方基督教女性主义与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六盘水师范

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但在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依然不足。 
2
 如陶飞亚在分析近代山东地区的民众进行反洋斗争的原因时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在文化优越感的支配下一改清代天主教传教

士尊重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做法，而对之采取排斥做法，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民教之间的矛盾。参见陶飞亚：《山

东反教斗争与“扶清灭洋”思想》，载于陶飞亚：《冲突的解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杨国强的研究也表明在

风水观念的差异同样造成了民教之间的冲突。（参见杨国强：《中西交冲：19 世纪后期的传教和教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4 期。 

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 年第 9 期。 

4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杂志》，1940 年第 6 卷第 1 期。 

5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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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汉族是“一体”的凝聚核心。各民族虽在历

史上有过互动融合，但一些较为“闭守”的非汉文化群体仍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体系。作为中华

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汉文化自然应被视为其他文化的参照点
1
。这样，便可将中华文化分为

“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分别以这两种文化构成的社会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汉文化社会”与“非

汉文化社会”。汉文化社会不仅包含了汉族，也囊括了其他一些非汉族。汉文化社会中的非

汉族群体大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汉文化后类似于汉族的少数民族。既然“汉文化社会”与

“非汉文化社会”在文化构成上存在差异，那么这两种文化在缠足等风俗上也会有所不同。这

一点在川滇黔边区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边疆区域也有体现。 

（一）汉文化社会的女性缠足观 

明清之前，前往云南等边疆区域的汉人并不算太多，因而汉文化并未成为当地的文化主

流。在云南等民族区域的汉人也大都被“夷化”。到了明清两代，受边垦和改土归流的刺激，

大量汉族涌入该区域。川滇黔边区的民族比例构成随之而变化。汉族成为当时云南人口最多

的民族。边垦等活动增加了汉文化个体与非汉文化个体间的接触频率，进而促进了民族间了

解及融合程度。一些与汉族交往频繁的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社会习俗的感染而习之。汉文

化也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文化的融合开始由“夷化”转向“汉化”。川滇黔边区汉文化社

会的形成也大致始于此。 

自汉以来，女性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社会中的地位日趋下降。以“孝”、“节”、

“贞”等观念为核心的女性观渐为汉文化社会的普遍规范。
2
除了孝敬父母外，汉文化社会中的

女性也需注重持家、侍夫、养子等方面的德性。这样的女性观并不局限于“中州”区域，像川

滇黔边区汉文化社会中的“汉俗与中州无异”
3
。这种“无异”也体现在女性观上。 

《昭通县志稿》记述到：“今详录祠祀牌位、总坊、题名，加以采访，其有守贞不字或视

死如归以及事亲、抚孤、抗难、殉夫者，无论名门、慧质、蓬户、贤媛，凡有一节可取，概

从登载，所以重名节而维风化也。”
4
撰写者对女子名节操行的溢美之词当然突出了当地文人

对女性名誉贞节等方面的重视
5
。另一方面，“女德”带来的荣誉同样激励着普通大众的效仿。

进入“节烈”不仅有利于夫家妇家，也为其同乡之人带去自豪感。一位浙江籍的昭通女性王孺

人因其“一死代夫”而备受推崇。当地文人认为其行迹“当不独为两姓光荣，亦足为吾浙增色，

实不忍没其节烈，特代为传布，以励风化而维世道人心”
6
。在这样的“勉励”下，社会对女性

的“贞节”提倡率和实践率不应估计过低。 

由此可见，“女德”思想已成为川滇黔边区汉文化社会的主导女性观。即使像镇雄这样一

个“边缘”之地的女性“亦多严正，故从化易而著美夥也”
7
。20 世纪以前，整个川滇黔边区汉文

化社会的女性观又以“贞节”为要
8
。到民国时期，川滇黔边区尚未有彻底改变对女性贞节观的

 
1
 关于这一点需要补充的是，20 世纪之前的中国，“华夷之别”是以“华”为主要效仿的对象。汉文化也就成为“夷”变“华”的路径。

因而在研究中华文化的差异时，以“汉文化”为参照点是较为合理的。另一方面，一些汉文化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也有可能因为

种种原因而融合到非汉文化社会中，此时所谓的“华”也有可能变为“夷”。 

2 秦时的女性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的夫权“并未达到如前贵族家庭以及后世家庭伦理所要求的那样绝对独尊的地步。当时

要求的‘夫信妇贞’是个双边对等关系，夫权并非绝对的，是有条件的……在妻子面前，丈夫并无法律承认的任意殴打的特权，大

老婆是要受惩罚。这实际上维护了妇女、妻子的一定独立人格。“（参见张金光：《关于秦的父权、家长权、夫权与妇女地位》，

山东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到了两汉时期，妇女的地位虽不如后来得那般低下，但从班昭制定了《女诫》后，女性的地

位便逐渐开始下降，到了两宋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风行，女性地位已完全不可与两汉先秦那般同日而语。 

3 戴芳、马洲编纂：《恩安县志稿•卷五•风俗》，清乾隆四十年抄本。 

4 杨履乾：《昭通志稿·卷之七·烈女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5 这些人甚至将女性的贞节视为“潜德幽光”，为“不致湮没，以端风化而重名节，亦所以旌已往而劝将来”，并使之为“万古之纲

常，百世之典型”。参见张铭琛：《大关县志·卷十四人物志·烈女传》，出版年代不详。 

6 杨履乾、包鸣泉：《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七·第二十二·人物·列女传》，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7
 何发祥等：《乾隆镇雄州志·卷之五·人物志（下）·列女》，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8
 如在滇东北各个地区的县志记述中，记录女性贞节观的数量占最大比例，兹将其中所记进行以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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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程度。像昭通的蒋应镐妻彭氏、邓定国妻晏氏、高科仲妻王氏、邵芝典妻李氏等人皆因

守节数十年而得到当地人的褒扬。当地乡绅士人甚至呈请民国中央政府赐匾额以使之成为典

范
1
。 

作为女性观之一的缠足风俗也为汉文化社会所推崇。自五代十国以来，缠足开始风行于

大部分汉文化社会。晚清时期，虽有如传教士组织而起的“天足会”等团体呼吁废除“缠足”习

俗，但效果也并不明显。20 世纪的前 20 年，上海、济南等城市仍有不少女子被束缚在缠足

的“牢笼”中
2
。内地的汉文化社会也如此。杨兴梅的研究表明，即使民国政府不断实行“禁缠

足”措施，但在四川地区（乃至于全国）的妇女考虑到婚假问题仍有不少缠足者
3
。作为“边疆”

区域，川滇黔边区的汉文化社会的风气并未有所不同。晚至民国三十二年，由于昭通“旧日

团保势力，根深蒂固，人民旧习，牢不可破”。其“禁缠足令”并没有能广泛推行。该区域的“乡

村妇女，多未解放”
4
，缠足者仍有不少。 

不仅近代中国的东西部处在不同的世界中，即使同一区域的不同社会也可能呈现出多元

的世界。像川滇黔边区这样一个“种类实繁”的多民族、多文化群区域，自然“不惟夷与夏殊，

即夷与夷亦异”
5
。这种殊异在文化习尚方面也有体现。 

（二）非汉文化社会的女性缠足观 

明清的汉人入滇，虽带去了汉文化，一些少数民族也有“汉化”倾向，但还有部分并未

或较少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他们在风俗上仍较多地保存着本民族的特点。像川滇

 

县志名 所记女性数 贞女 烈女（妇） 节妇 节孝贞孝 贤母贤妇 寿妇 义婢 才瑗 成书年代 

恩安县志稿 7  6      乾隆四十年 

昭通志稿 454 13 23 244 142 10 21 1  民国十一年 

民国昭通县志稿 96  15 73 4    4 民国二十七年 

巧家县志稿 13 1 6 6     民国三十一年 

绥江县县志 21  21       民国三十六年 

乾隆镇雄州志 28  28    2   乾隆四十九年 

光绪镇雄州志 691 37 30 502   122   光绪十三年 

大关县志稿 129  16 113  9    不详 

大关县志 223 12 60 59 44 40   8 不详 

 
1
 杨履乾：《昭通志稿·卷之七烈女志·节妇》，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杨履乾、包鸣泉：《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七·第二十二人物·列女

传·贞孝女》，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2
 在上海，据陈存仁回忆，在其幼时仍有不少幼女仍被其母亲要求缠足。（参见陈存仁：《被阉割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

宫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 页）据《小说大观》1917 年 12 期所载的《中华民国六年顺直大水灾济南

花界诸名姝在会场售物千佛山劝捐助账撮影纪念》的图片中显示，不少青楼女子的脚都是缠足情形。 
3
 杨兴梅：《从劝导到禁罚：清季四川反缠足努力述略》，《历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 

4
 杨履乾、包鸣泉：《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九·附：一年来之昭通》，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5
 戴芳、马洲编纂：《恩安县志稿·卷五·种人》，清乾隆四十年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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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边区的昭通自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有不少人“属在蛮猓，固罔不率从”
1
。20 世纪以前，川

滇黔边区的非汉文化社会仍与汉文化社会隔绝，俨然成“独立王国”了。
2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化的习尚自然不能进入非汉文化社会而对其有所影响。对汉文化

社会有极大影响的佛教也未能进入诺苏社会。柏格里便在游记中说道： 

 

（凉山地区的）诺苏是惟一抵抗了佛教推进的人群。远东的绝大多数人们都已经被从

印度传来的佛教征服了，但诺苏却坚决地防止了任何信仰佛教的种族使他们偏离自己祖先

文化的影响……我发现在那里没有庙宇，同样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种类的偶像或造像。
3
 

 

除了佛教未能影响到凉山的非汉文化社会外。该区域的社会伦理和民风民俗也不同于

汉文化社会。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便大相径庭。女性在非汉文化社会

中的地位较之于汉文化社会显然为高。
4
如循道公会的另一传教士张道惠（Harry Parsons）

在 1905 年观察苗族女性后叙述说：“苗族妇女的作用和地位与男子处于相同的等级。”
5
 

在对待女性缠足与否的态度方面，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也不一样。在川滇黔边区

除了汉文化社会倡导缠足习俗外，非汉文化社会向无此习尚，并多提倡“天足”“赤脚”的女性

观。一些地方文献便对非汉文化社会的不缠足习俗作了记载。成书于乾隆四十年的《恩安县

志稿》记述到：“干猓猡，多居深山……男女赤足无鞋。”
6
同一时期生活在镇雄县的猡猡女性

也多“不缠足而锐屣见”
7
、“沙兔……女束发为髻，著平顶冠。系桶裙，好赤足。”

8
 嘉庆时，永

善地区的罗罗“妇女衣绮罗……尖头大鞋”
9
。《大关县志》曾提到：“苗胞妇女，向不缠足”、“沙

兔，女好赤足。”
10
19 世纪末，柏格里也在日记中写到：“与汉族人比起来，（凉山地区诺苏社

 
1
 戴芳、马洲编纂：《恩安县志稿·卷五·种人》，清乾隆四十年抄本。这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川滇黔边区其他地方，如盐津“继来猓

㑩分墨石、土掩、沙兔各种散著于关河等地，与白夷混合后，渐与汉族同化。而窝泥黑彝本系乌蛮生獠，畏住炎热河谷，多展

布于乌蒙山脊，统号乌蒙。厥后猓㑩子孙蕃衍，势力强大，各立疆场。元明统治，叛服不常，排斥黑夷退回金沙江外之老巢。

然黑夷不忘旧游，至清代犹常入寇，人民苦之。乌蛮习养白夷为奴隶，掳汉人为娃子。据居啤咘大小凉山，矿悍凶顽，掳人勒

赎，不遵法度，至今生齿日减，数不过两万余入。白夷接受汉族文化，历代归附，世充土司统治，全境经九百七十余年，改土

设官衔，称大关抚彝府，可见当日夷族之多。现安乐、仁富、永安各乡镇所有明季庙钟、墓碑刊载夷首土官，不外阿□、曾、

王、委、罗、禄等姓氏，降至现代，仅阿□改隐无闻，其他各姓尚土著生斯长斯，未离井里。其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早与汉

族同化，毫无歧异。”（参见陈一得：《盐津县志·卷十三民风·民族》，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由此可见，一些受到汉族影响的少

数民族在习俗上也有渐有融合的取向。该区域的风俗不可根据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划分来简单地划定风俗的类型。根据其是否

“汉文化化”或许更加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2 1941 年曾在凉山进行调查的冯云仙也不禁怅然地说道：“凉山民族隔绝祖国，祖国也似乎暂时遗弃了凉山。”参见冯云仙：

《一个理想的妇女工作区——大小凉山》，《妇女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2 期。费孝通也曾对凉山的发展叙述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偏僻的山区如四川的凉山，却还保持着其特有的奴隶制度，并成为独立的‘小王国，不受外权力的控制。”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9 页。 

3 [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682 页。 
4
 关于这一点除了柏格理记述的，即“在性别问题上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作法大不相同。在前者中没有听说深闺制度与

闺房的存在。男男女女可以毫不拘束地在一起自由交往、谈话。”（参见[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

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280 页）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各种相关调查无一不如此叙述。如冯云仙在

调查了大小凉山之后对当地非汉文化社会的女性地位描述道：“因为女子可以换钱，因为娶妻之不容易，所以天然的就促成了他

们对于妇女的重视，正如他们重视黄金白银一样，尤其是碰着自己妻子的后家（即娘家）很硬——富足而强有力时，当丈夫的

更只有惟命是从。因为男家要是遇着困难如像打冤家之类的事的时候，好的后家是会尽力来帮忙的。在这个古怪的民族中，我

们是在找不到他们男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凉山民族只有贵族和奴隶的鸿沟，绝无男女的不平等。”（参见冯云仙：《一个理想

的妇女工作区——大小凉山》，《妇女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2 期）另外一位在 1947 年对凉山做了调查的钟秀生也叙述到：

“在凉山，男女是平等的，有时好比男子的地位还高，男子们一般的尊重女子。譬如一个凉山以外的陌生人要走过凉山彝区必须

找一个黑夷女子来替你护送，那么你将被人特别重视。你的生命财产是绝对安全的，事实上，这种机会也是极少的。女性在社

会上受了耻辱，她的娘家和妇家必提出严重抗议，甚至流血亦在所不惜。”（参加钟秀生：《大小凉山的阿米子——边疆妇女介

绍》，《妇女与家庭》，1947 年第 6 期） 
5
 [英]张道惠等：《西南传教士档案解密》，东人达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50 页。 

6
 戴芳、马洲编纂：《恩安县志稿·卷五·种人》，清乾隆四十年抄本。 

7
 何发祥等：《乾隆镇雄州志·卷之五·人物志（下）·土司（种人附）》，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8 
同上。 

9
 查枢、徐绶、孙谦暨及门诸生：《永善县志略·卷一·种人》，清嘉庆八年修，光绪抄本。 

10
 张铭琛：《大关县志·卷一·大事记》，出版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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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姑娘和妇女的地位要高得多，没有实行缠足，也绝没有杀害婴儿的情况。”
1
传教士希

克斯（C.E. Hicks）也叙述到：“汉人妇女往往身材矮胖，自幼就要缠足，给人一种没有尊严

的感觉。诺苏妇女则相反。”
2
葛泼妇女也大都“不知缠足，同时喜欢男孩子，但对女孩子没有

轻视之意，实际上没有溺婴的现象。”
3
类似记述很多，兹不全述。 

自此，本文已将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中有关女性及缠足观的差异做了梳理。从中

可见，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中的女性缠足观截然相反。以往有关中国基督教史和女性

的研究大都集中关注到汉文化社会的女性观。笔者也赞同这些研究的结论，即由于基督教传

教士在布道活动中对缠足观的批判及倡导“天足”的主张，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汉文化社会之间

的冲突屡有发生（其中的原因并不止于此）。但在拥有千余万平方公里的晚清中国，难道所

有地区都和汉文化社会一样吗？如果说近代中国的东西部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那么在如

川滇黔边区这样一种多民族、多文化区域便存在一个更为多元的“世界”。 

从传教士、地方文献及 20 世纪 30～40 年代不同个体对当地进行的调查记载来看，此

时的非汉文化社会与汉文化社会对社会伦理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地社会群体关系的

影响下，这样的差异进一步影响到了两种文化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在两种文化中的个体

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态度差异也与之不无关系。 

三 社会群体关系影响下非汉文化社会个体对基督教的认同 

一个社会群体可能包含了多个民族。一个民族也有可能形成多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因而

与民族关系相比，社会群体关系的表现和包含较为复杂。就本文所谓的非汉文化社会与汉文

化社会的构成而言，采取社会群体关系比民族关系更为恰当。 

社会群体关系的影响并不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宗教的传播同样也受到社会群体关系的

作用。在一个多群体的地区，群体关系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和谐关系、对立关系和

漠视关系。大体而言，在和谐的群体关系中，群体对外来宗教的态度趋于一致。在漠视的群

体关系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行动和态度并不会影响彼此。而在对立的群体关系中，群体间对

外来宗教的态度显然更为复杂。对立群体或许都会对外来宗教产生排诋的态度、也有可能都

接受外来宗教、还有可能呈现的情况是，一个群体会因为对立群体对外来宗教的排诋或接受

而对外来宗教持相反的态度
4
。川滇黔边区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表现为：由于汉文化社会与

非汉文化社会之间的冲突，在非汉文化的个体与传教士之间具有共同点的情况下，非汉文化

社会中的个体将传教士认同为“自己人”。 

基督教的到来使川滇黔边区的文化系统由两个发展到三个。随着传教士们的布道范围

拓展，三种文化的相遇自不可避免。三种文化的关系便成了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的关键。其

实，除了近代时期的汉文化社会与基督教文明存在冲突外，非汉文化社会与基督教文明之

间的关系则显得更加多面化。当然，三种文化间的关系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对此的讨

论需先回顾基督教传入川滇黔边区前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的关系发展史。 

元朝以前的川滇黔边区并不直接受控于中央王权。公元 1234 年，蒙古在降畏兀儿、

灭西夏、败金兵后便开始筹划南下攻宋。其计划先征“西南诸蕃，后图南宋”
5
。在征服云南

等“蕃地”后，蒙古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来管理云南。云南土官固然受元中央的监控，但实

际上元中央对云南的治理仍依靠于当地首领。这样高度“自治”（甚或完全自治）使云南“诸

 
1
 [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682 页。 

2
 [英]张道惠等：《西南传教士档案解密》，东人达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152 页。 

3
 [英]张道惠等：《西南传教士档案解密》，东人达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180 页。 

4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在社会群体关系和谐的地区，某一个个体会作出与群体完全相反的行为，但这只是个案，不是

社会普遍现象。 
5
 尤中：《云南民族史（下册）》，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印，未刊稿，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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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土官有相当力量与元政府对抗。元中央与地方“土官”的矛盾不断，时有“蛮夷”叛乱之事

发生。
1
1276 年，川滇黔边区的乌蒙等降元后，元中央将其隶改于云南行省。这一时期，

元朝对川滇黔边区管理与云南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差别。 

土官对中央王朝的统治和边疆稳定形成了巨大威胁。随之，统治者不断对既有的制度进

行调整和改善。明中叶后，中央王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政府为稳定当地的社会、

巩固边疆统治大力推行这一措施。改土归流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王权、消除土司势力。这自

然引起了土司的抗拒。对此，清代官府采取的是盲目地镇压和屠杀手段。
2
 

川滇黔边区的改土归流大都始于康雍乾年间。社会群体间的冲突也在此时变得激烈起

来。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川滇黔边区的土司同样不愿削弱自己的统治势力而一再抗拒清政府

的“改土归流”政策。乌蒙土司的禄万钟、禄万福皆曾聚众防抗清廷的改制。
3
 

尽管最后“改土归流”在川滇黔边区的大部分区域得以实现，但清朝中央也未能完全直接

管控川滇黔边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群体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时至今日亦未完全消除。
4
近

代避居于凉山的彝族便时常“侵扰”流官辖区，以至于两种社会间的矛盾重重。在汉文化社会

中的群体看来，非汉文化社会是“蛮夷”，
5
而在非汉文化群体看来，汉文化社会群体又过于狡

猾，不讲信用。
6
 

在近代川滇黔边区，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本就不太和谐，凉山彝族与

汉文化社会中的汉族间的关系更是紧张。由于非汉文化社会一直都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二

者间的习俗也因此大相异趣。当地两种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佛教无法进入凉

山等非汉文化社会的原因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无法予以具体分析，不过循道公会传教士的记载

却为我们分析凉山非汉文化社会对基督教的态度提供了线索。 

其实，循道公会传教士并非是前往川滇黔边区的第一批西人。近代以前已有天主教传教

士在该区域活动。但由于“禁教”的缘故，天主教在该区域的传播并不广泛，影响甚是有限。

1858 年，英、法、美、俄等西方国家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其中《中英天津条约》第

九款和第十款规定：英国人可通过领取进入内地的护照而自由前往游历、通商和建造教堂
7
。

此后天主教再一次得以在中国内地公开宣教。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先后殖民东南亚国家，中

国西南的边疆危机怦然而发。外人也多次经由长江和东南亚进入川滇黔边区。此时传教士和

其他西人布道或游历的区域主要在汉文化社会，对于诸如凉山一类的非汉文化社会尚未有深

入地接触
8
。 

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在 20 世纪初进入凉山社会时，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之间

的隔阂与对立仍较明显。柏格理曾在接近凉山的边缘汉文化社会见到，汉文化社会为了防止

凉山彝族的进犯而驻扎了军队，并在山上修筑了密集的防御堡垒。即使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

 
1
 即使元中央派遣赛典赤以仁政管理云南，但当地的土官也还是时有叛乱。仅川滇黔边区的乌蒙而言，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便

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民叛事件。（参见《元史·世祖本纪九》）二十九年又有乌蒙蛮夷宣慰司阿穆叛变。（参见《元史·世祖本纪

十》）。到文宗时还有大规模的云南诸王图沁和万户布呼阿哈奇叛乱。（参见《元史·文宗本纪三》） 

2 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45～450 页。 

3 详情参见萧瑞麟：《乌蒙纪年·卷四清》，1937 年钢印本。方国瑜也叙述说：“在雍正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残杀乌蒙、东川等处

夷民，有渡金沙江逃入凉山者，得吞都、沙骂、雷波、黄螂、结觉、阿路、阿照、平底各地头目援助。鄂尔泰派兵追击、直入

川界五六百里，四川提督黄廷桂亦调兵入凉山镇压。”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558

页。 

4 同上书，第 475 页。 

5 如柏格理记述的：“对于汉族人而言，中国西部自治的诺苏地域是一片令他们感到非常可怕的土地。传云这里居住着凶顽之

徒，占领那些雄伟大山的人们具有强硬的秉性，有可能会做出任何种类的邪恶行径。”参见[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

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75 页。 
6
 当柏格理问及凉山的诺苏人是否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人时，他们回答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她嫁给一条狗，也不会嫁

给一个汉人。”柏格理访问的一个诺苏人时，此人也回答说汉人官员实在不讲信用，他真害怕同他们打交道。（参见[英]柏格理

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75 页、第 376 页） 
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97～98 页。 

8
 即使像在凉山附近的汉文化社会，也是在同治年间来过传教士后便没有任何外国人来了。所以柏格理才认为凉山是从未有外

国人打算前往的地方。参见[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675 页、第 6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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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进行交易时也需先派人质或保护人前往长江对岸贸易
1
。在当地彝族首领的带领下，

柏格理等一行人才由边缘性的汉文化社会安全地进入到凉山的彝族地区，并得到凉山最大首

领的宴请。 

直到此时，基督教文化才得以与凉山的非汉文化社会接触。两种文化一旦有了触碰即产

生了反应。相对于中国汉文化社会对待女性的“苛刻”要求，基督教则显得更为宽容。在福音

书中常记述到：“妇女比男性具有更多的属灵方便的理解力……而且，耶稣把妇女看作主体，

而不是把她们看作是男人的附属物或财产。”
2
 像循道公会创始人之一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关注下层社会的同时也平等地看待女性，认为“神定意要拯救所有人，而人有足

够的自由意志选择或拒绝神的恩典”
3
。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并将自己的关注焦点聚焦到中

下层，是循道公会能够传布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缠足方面，包括循道公会在内的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上帝赐予的。只有上帝

才有权对个体的身体进行审判，因而“在基督教的世界，把缠足与信教联系起来”
4
。缠足“不

仅与基督教道德不符，而且不利于女子走出家门进入教堂和学堂接受福音，因而也有碍于传

教事业”
5
。各个基督教教派对中国汉文化社会中的缠足陋习多为排斥。近代中国许多“天足”

运动的组织主体即为基督教传教士。柏格理等传教士同样也对川滇黔边区的缠足陋习视如敝

屣。基督教传教士对传教对象或信徒的要求是女性“天足”。这一点虽不像“风水”那样掀起民

教间的冲突。但汉文化社会中的民众也会出于此考虑而是否入教。 

作为汉文化社会中的审美风尚，被传教士嗤之以鼻，甚至有“除之而后快”之意。这引起

了汉文化社会的抵制。
6
而没有缠足习尚的非汉文化社会自然不会反对基督教的“天足”观。尽

管川滇黔边区的“华夷”区隔和矛盾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两种文化体系之间还是有接触的机会。

或贸易或劫掠，非汉文化的个体多少都会了解汉文化社会的一些习尚。类似于凉山彝族的非

汉文化社会在初次与循道公会传教士接触时便会意识到自己与汉文化社会不同。在社会群体

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情况下，这为他们将传教士视为“自己人”提供了契机。柏格理进入凉山时

本就得到了当地一个黑彝地主的引导，所以在没有缠足习俗的非汉文化社会中，个体对传教

士的“天足”思想是认同的，甚至将其视为自己人。这对传教士布道成功与否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
7
 

从柏格理对自己亲历事件的记录来看，非汉文化社会与基督教（循道公会）都对妇女的

“天足”有所偏好。在川滇黔边区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颇显紧张的情况下，

汉文化社会盛行“缠足”风尚确有利于传教士接触到非汉文化社会的个体，并进行自己的宣教

 
1
 [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676～678 页。 

2
 [英]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孙毅、马树林、李洪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4 页。 

3
 [美]布鲁斯·L·雪莱：《基督教会史（第三版）》，刘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45 页。 

4
 李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以福建为中心》，《东方论坛》，2004 年第 4 期。 

5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30 页。 

6
 柏格理记述到，当地民众“攻击的目标往往是年轻的基督徒的脚，也就是使本地人说三道四、愤愤不平的焦点。攻击者正是从

姑娘的脚上看出，她们已经抛弃偶像崇拜，成为耶稣的追随者。如果想要清楚地理解此类事情的话，您首先应该明白这样一个

事实，直到最近，汉人家的每个小女孩，当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几乎都要被迫承受来自母亲的一种非常残酷的折磨。孩子的母

亲会用一条细长狭窄的布条，紧紧地把小姑娘的脚缠上，使脚无法长大。所有的脚趾，除大脚趾以外，都要被弯在脚掌下面，

牢牢地固定在那里。从此以后，她们的脚将永远缠着布条，再也不可能像英格兰的女孩和妇女们一样自由自在地奔跑雀跃。这

种残酷的绑裹会让女孩的脚变得非常小，在我方才提到的那三位勇敢的姑娘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曾经穿过

还不足四英寸长的鞋。您完全可以想象这种痛苦与煎熬。小丫头们强忍着疼，一拐一拐地用小脚走路时发出的啼哭声不绝于

耳。当汉人的女孩开始信奉基督以后，就会觉得自己有必要从可恶的旧习俗中摆脱出来，让双脚自然地发育成长。三个女孩上

学时就穿着可以让双脚继续生长的鞋，也正因为如此，才招来许多人的讥笑和怒骂。”参见[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

人达、东旻翻译注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46～47 页。 

7 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展开的大型基督教调查活动的报告——《中华归主》便提及了这一点。传教士报告说：“少数民族

地区的宣教工作许多方面和汉族地区不同。这些山地居民比较汉人容易接受福音。他们不那么骄做，不那么沉默，也不那么漠

然无动于衷。他们的妇女和少女同西方的妇女和少女一样的自由大方。她们不像汉族妇女那样和社会隔绝开来，也没有缠脚。

她们可以和男人往来谈话，态度自然，没有假装和顺的表现。因为这个缘故，开展布道工作就容易得多。就其对福音的态度来

说，这些妇女和少女比较男人更为热心。生效民振和改人还有一样不同之处，少数民族几乎人人都能歌善唱，他们学起基督教

诗歌来非常地容易。”参见中华续行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蔡咏春、文庸、段琪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94 页。 



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妇女会议论文集》未刊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9。 

204 

 

活动。如柏格理自己所言，汉文化社会与非汉文化社会之间的伦理差异对循道公会的布道活

动具有不同影响
1
。至于传教士能否在当地立足或说服当地民众皈依则非这一方面所能决定

的。 

四 结语 

当然，我们承认，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基督教能够打开自己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宣教大

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然而，我们仍需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寻求一种真实的场景。历来讨论

基督教为何未能传入诸如凉山彝族社会这样一些非汉文化社会时，大都归因于凉山彝族社会

的封闭性或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束缚
2
。但柏格理的遭遇却给予了不同的答案或对此进行了补

充。 

川滇黔边区的两种文化对缠足与否的态度和基督教的主张之间存在一种“离合”关系。在

当地社会的群体紧张关系影响下，非汉文化社会将传教士视为“同族”也在情理之中。以“后见

之明”来看，柏格理尽管被诺苏人视为同族，但他们仍没有全都随着柏格理的布道而入教。

这与诺苏人的认同逻辑相关。 

诺苏人的逻辑不是认同传教士就随着传教士而皈依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既然是“我族”，

那么他应该跟随“我”的信仰。且柏格理在此次拜访凉山的非汉文化社会后并未有在凉山长期

布道，而转向苗族等其他一些非汉文化社会。
3
这注定使柏格理无法在凉山开辟传教圣地，

也就未能对彝族形成较大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诺苏人将柏格理认同为“自己人”这一事实。

而且在布道活动中被认为是当地人的状况也不是柏格理一人才遇到。同一时期在昆明路南彝

族社会布道的天主教传教士邓明德（Paul-Felix-Angele Vial)也有类似的境遇
4
。 

另外，像川滇黔边区的凉山一类非汉文化社会的“天足”现象并非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有，

像在两广地区也同样存在。传教士在两广地区的布道仍遇到过不少困难。这样似乎是本文的

一个反例。但本文并非认为川滇黔边区的非汉文化社会就由于基督教的“天足”倡导与自己社

会的习尚一致就皈依基督教，而是说由于非汉文化与基督教都有这一共同点，在当地社会群

体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推动下，非汉文化社会个体会将传教士视为“自己人”。 

汉文化社会、非汉文化社会与循道公会间的冲突原因也不一样。由于循道公会对布道对

象的戒律要求尤为宽容，民教间的矛盾并没有其他重视戒律的教会那样激烈。循道公会与川

滇黔边区汉文化民众间矛盾主要源于“信仰”间的差异。汉文化社会中迷信色彩甚浓，加上现

实社会环境，他们对传教士多有抵制之意。而非汉文化社会与教会的冲突主要源于现实的利

益矛盾。 

我们也尚未否定个案研究的局限，或许柏格理等人的遭遇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从这

一特殊情况中，我们是否也能借此来反思基督教在其他一些非汉文化社会和汉文化社会之间

 
1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非汉文化社会中的伦理都与基督教之间是契合的。柏格理的传教挚友格里斯特便认为苗族的自

由婚俗既为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传教形成了有利方面，同时也有阻碍方面。他说：“苗族的婚俗和汉人的有点类似，但苗族的妇女

更加自由开放一些，她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并且不会受到干涉。与汉人不同，在苗族人的观念里，婚姻不是神圣 

持久的。因此，一直以来，要让苗族人理解基督教所提倡的对婚姻和家庭额忠诚，是传教士们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参见

[英]W·A·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东人达、东旻、东潇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年，

第 165 页。 
2
 像社会学学者借用“社会短缺”或社会组织结构来解释为何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会皈依基督教，但这在另一方面也陷入了一个不

可解释的“牢笼”中，即如果说社会结构和社会短缺是造成近代云南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原因，那么在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并

没有那么短缺时，当地的信徒就不会或减少信仰基督教了。但目前云南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状况似乎正与此相反。参见钱宁

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三章；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昆

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5～161 页。 

3 参见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01 页。 

4 邓明德曾对其在路南的传教记录中说：当地的“汉人信教往往追求个人利益，超世俗的因素只在随后才形成。而土著居民对

我们怀有热衷的友善，比如倮倮认为我们和他们同种，他们就接近我们，疏远汉人。他们说：‘既然我们是同一个种族，我们自

然信仰同一个宗教。’另外，他们也希望仰仗我们的保护，活得更安全。”参见［法］保禄·维亚尔：《保禄·维亚尔文集——百年

前的云南彝族》，黄建明，燕汉生编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67～68 页。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9%BB%84%E5%BB%BA%E6%98%8E&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7%87%95%E6%B1%89%E7%94%9F&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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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遭遇呢？回到本文的论述主题，难道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与女性之间的研究仅限于汉

文化社会吗？或许研究像川滇黔边区这样一种多元文化且彼此之间的隔膜甚厚的区域，这一

点是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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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女传教士笔下的晚清潮汕民间信仰女性参与 

——基于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斐尔德的记述 

赵莉莉(华南师范大学) 

 

摘 要：十九世纪末来华的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斐尔德（Adele Marian Fielde, 1839-1916）

在潮汕停留十五年，从西方女性基督徒的视角出发对潮汕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多有观察与记

载，尤为关注潮汕乡间女性在其中的参与。这些记述肯定了她们在民间信仰文化中扮演的传

承者角色，还原了晚清女性特色信仰活动的历史场景，并从侧面反映了潮汕女性在晚清社会

中的角色与地位。同时其书写中所体现的女性特质及女性意识也赋予了这些观察独特的研究

价值。 

关键词： 斐尔德 ；  潮汕民间信仰 ；  女性参与 ；  女传教士 

 

 

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斐尔德 (Adele Marian Fielde, 1839-1916)，又称“斐姑娘”，于 1873

年 2 月到达汕头传教，并创办明德妇学，被认为是“在中国华南地区有系统地组织培训女传

道的第一人” 
1
。同时斐尔德亦以杰出的语言天赋和写作才能著称，在潮汕逗留近 16 年间，

斐尔德编写了多本汕头方言词典和教材。对潮汕方言的熟练掌握使她能更深入地走进潮汕本

地居民生活，对潮汕乡间生活进行实地观察与体验，从而能较准确地理解当地社会文化。于

1884 年在波士顿出版了《宝塔之影：中国生活研究》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该书在欧美多次再版，拥有众多读者。离鮀返美后，她又出版了两本讲述潮汕百

姓日常生活的书，《中国一隅》 （A Corner of Cathay）和《中国民间四十故事》(Chinese Fairy 

Tales)。在 1889 年以健康理由永久辞去传教士职务之后，斐尔德便积极投身于美国妇女争取

选举权等女权政治活动中，这使她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由此可见，斐尔德身上

具有一定的个体独特性及时代先锋性，并不是一般雷同的女传教士形象。 

斐尔德来华的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整体上是西方社会中一批带有理想主义同时又具备

勇气才干等较高素质的人士。他们在中国乡间传教，无可避免地直面中国民间信仰和基督新

教神学信仰的接触与冲撞，留下著述记录了他们对充斥于城镇乡间的中国民间信仰现象的直

观认识和感受。出于热诚纯正的基督一神信仰，以及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展现的虚弱和落

后面貌所促生的文明优越感，西方传教士们普遍抱持着基督教文明与“异教”文明有高下之分

的观点，认为基督信仰绝对优于其他“异教”信仰，由此他们对传教地区的民间信仰的看法充

斥着傲慢和偏见。“偶像崇拜”和“迷信”是他们普遍讽刺和抨击中国这个“异教国家”的重点，马

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写给母会的报告里说“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既荒唐又繁

琐。”
2
 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也曾将广州的民间游行仪式评价为“这是我所见

 

[作者简介]赵莉莉（1982-），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是宗教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1 Griffiths, “Biblewomen from London to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Appropriation of a Female Mission Idea”, 

in Gaitskell and Urban-Mead eds., Transnational Biblewomen, pp.521-541 

2 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London：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p.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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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最为张扬的集体表演，是人类心灵缺乏圣灵约束和唤醒的疯狂表现。”
1
 郭士立（Karl 

Gutzlaff，1803-1851）则说“中国人身带护身符，有众多的守护神等等，这些都是盲目的迷

信的产物。我们为这种人类本性的堕落而感到悲哀。”
2
 传教士们对中国民间信仰居高临下的

批判和轻蔑贬低跃然纸上，并具有一致性。传教士群体有意渲染一种负面的中国形象，他们

是出于传教动机对中国进行了有选择的报道，凸显出与新教世界的西方文明精神的根本上对

立，同时一个道德堕落、崇拜迷信、亟需拯救的中国也有助于他们寻求本国信徒在经济上的

援助。 

检视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男传教士们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著述展开
3
。而同

时代的西方女传教士群体，在其身于男性精英主宰的社会中苦求发展空间的同时，与异质文

化互动时，因所处环境，对话对象以及互动方式的不同，其观点会与男性观点呈现差异性，

具有一定的女性特征。对于女性观点的认识与研究，由于女传教士长期在差会中并不掌握话

语权，呈群体性“失语”，研究资料匮乏，一直在学界处于弱势。斐尔德作为晚清潮汕来华人

士中一位出版多部介绍潮汕社会文化著作的女传教士，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就此，本文

试图以这位十九世纪末在潮汕地区宣教的单身女传教士斐尔德 (Adele Marian Fielde, 1839-

1916) 对潮汕民间信仰的相关记述做个案研究，结合斐尔德生平，借此映照西人女性传教士

在观察中国民间信仰现象时，在关注点，视角及观感上与男性传教士的有所不同。 

 

一 

 

斐尔德的著述中对潮汕民间神明信仰起源，神明职能，祭拜仪式都有所涉及，呈现了潮

汕民间信仰的广泛性和崇拜的多神性。其观察中与男性传教士有所区别的是，身为女性的斐

尔德，处处关注着女性在当地民间信仰中的参与角色。 

（一） 妈祖——潮汕民间女神信仰   

晚清潮汕地区民间信仰呈一片盎然之势，如光绪年间吴道镕编纂的《海阳县志》（海阳

县即今潮州市潮安区）所记：“俗崇尚巫鬼，赛会尤盛。”
4
 此处所指游神赛会，也称“营老爷”，

是带有浓厚潮汕地区特色的民间信仰活动，多在初春农闲时节，高灯彩旗，鼓乐杂奏，人们

前呼后拥，十分热闹。 

正月青龙庙安济王会，自元旦后三日，掷珓诹吉，郡城各社，即命工人用褚帛绘彩，

制为古今人物，如俳优状，而翊以木石、花卉，名曰花灯，每社若干屏。届时奉所塑神

像出游，萧鼓喧阗，仪卫煊赫，大小衙门及街巷，各召梨园奏乐迎神，其花灯则各烧烛

随神驭夜游，灿若繁星，凡三夜，四远云集，糜费以千万计。嗣是二月，有古观音堂元

天上帝会，三月有关帝庙会，各郡都又次第踵行，所谓赛会者殆无虚日。
5
 

 
1 David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829-1833, New 

York: Leacitt, Lord & co., 1834, pp. 106-107. 

2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931,1832, &1833, 

New York: J.P. Haven, 1833, p. 286. 

3 参阅林立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民间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83-94 页；杨洁、李新德：《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温州民间信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1 期，第 24-27 页；张先清：《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

究》2002 年第 1 期，第 123-136 页 

4 [清]吴道镕纂： [光绪] 《海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六十四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

版，第 63 页。 

5 [清]吴道镕纂： [光绪] 《海阳县志》，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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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神从正月至三月，各乡各村，几无间断。而每次游神赛会都是各乡颇具规模的盛事。

赛会之赛字含义，亦指游神期间各乡各村有攀比之风，赛锣鼓赛大戏赛排场等，花费颇巨，

一度曾遭官府限制，但人们仍乐此不疲。 

斐尔德在《宝塔之影》一书中所记录的游神赛会则是潮汕最具代表性的女神信仰活动“游

妈祖”，其时恰逢 1879 年“汕头老妈（天后）宫重修落成典礼”： 

盛大的队伍护送着珠围翠绕的妈祖金像巡游城里主要的街道。街上所有的生意都暂

停了，路两旁以往挡路的货物也清理了，还搭了极好的透明遮篷。数以千计的民众从周

围的乡村蜂拥而至，占据了街上所有可以站的地方，只为了在游神队伍经过时可以看上

一眼。
1 
 

在这段描述中，斐尔德多次使用了如“盛大的”（grand）“华丽” （magnificence），“极好

的”（gorgeous）等正面词汇，浓墨重彩地向西方读者呈现了潮汕民间“营老爷”时浩浩荡荡的

盛况。此外，斐尔德还详细记录了游妈祖队列中八分之一的游神队伍的出场顺序，其中涉及

人数逾 260 人。游神队伍大多身穿华服，手持各类道具，如花灯彩旗，牌匾屏风，书画卷轴，

玉石木雕等；还需配备乐队，鼓乐齐奏。据斐氏记载，本次游神所需物品的花费高达六千英

镑（约合当时 2 万 4 千清库平两）
2
。 

在斐氏看来，晚清潮汕妈祖信仰的兴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神规模之盛大；二是妈

祖在潮汕基层民众心中口碑之高，神庙数量之多，香火之盛。在描述潮汕妈祖女神崇拜的来

源时，斐尔德写到妈祖和潮汕众多民间神明一样，神化之前也只是世间的普通人，由于身为

凡人时便已展示的“庇佑出海船只”的神力以及寡妇守节的高德被人称颂而被神化为“天后”。

斐尔德还特意点出：“潮汕地区的天后庙数不胜数，香火最旺，最受民众欢迎的庙大多是天

后妈祖庙。”
3
   

对此斐尔德认为，在中国，一位民间俗妇，只要具备高尚道德或英雄事迹便能被尊为神

明，被民众崇拜程度甚至超越男神，这是中国女性地位相对其他东方国家而言较好的一个体

现。她曾如此写道，“中国女性的情况比她们邻国的姐妹们好。在这里，女性的美德被小心

翼翼地守护着，备受尊崇。”
4
  

（二）姿娘
5
——潮汕民间信仰家庭仪式的践行者与传承者 

在晚清潮汕地区，社会文化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在社会大部分事务上没有参与权，仍然

遵循传统观念在家中料理家务，整体地位不高，受男性宰制，但是在潮汕民间文化的一个重

要领域---民间信仰中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潮汕地区多元信仰并存，信仰礼习繁杂，讲究祭祀以时。时年八节需要献祭，诸位神明

的生日及得道之日需要祭祀，祖灵生忌及清明重阳需要祭祖，家中的祖先牌位也需早晚献祭。

而且潮人普遍认为祭祀需持之以恒，与神明祖灵建立长期良好关系，方能得其庇佑，蒙难时

才能得其相助。如此纷繁复杂的祭拜，在外谋生的男子无暇一一顾及，因此除大型的祠堂祭，

族祭，潮汕家庭祭祀的操办多交由家中主妇负责。更甚之，晚清潮汕地区“过番”风气渐盛，

不少男子或主动或被动到东南亚国家谋生，远离家乡妻儿，对祖先和神明的定期祭拜自然也

就交给女眷负责。由此，潮汕姿娘被允许担任民间信仰家庭仪式的操持人角色，各式仪俗与

 
1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p.69. 

2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69. 

3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2，

p.68. 
4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1. 

5 潮语。潮汕人统称女人为“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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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便在家中主母与新妇之间言传身教，传承下来。而祭祀是否妥当得体，是否博得神恩，

亦成为了潮汕姿娘是否具有贤能的重要表征之一。即便是现今，在妈祖巡游时，仍可见到每

一个潮汕家庭的主妇忙着拜神的物品，大小粿品，牲畜鱼肉，香烛纸镪等，在路边设香案祭

拜
1
。  

十九世纪末身处潮汕的斐尔德，亦察觉出女性在民间信仰祭祀中的传承人角色，她曾记

录道：“对于一个潮汕母亲来说，操持家务，照顾病患，服侍老人，以及自己身后成为祖灵后

的供奉上香，所需祭品，都得依靠儿媳。”
2
  

除“拜老爷”和“拜祖灵”祈福外，为使幼子能祛祸避害，健康长大，潮汕的母亲还会专门

拜祭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灵性存在——鬼，斐尔德写道： 

当幼子生病的时候，母亲要收集 12 种植物的刺放在水里给他洗澡，把病以及导致

他生病的鬼一同洗掉…如果孩子从高处跌落，母亲必须马上在原地烧冥纸献祭，以安抚

那个想要把她孩子拉下去毁掉的恶鬼。
3
 

鬼在潮汕民间信仰里，是一些无后祀奉或含恨而终的恶灵，对生者充满敌意，蓄意加害。

鬼像世间的无赖流氓，威胁活人，不得到点什么就不走，让人不得安宁。而潮汕民间祭鬼本

质上是一种息事宁人的做法，希望借此将鬼送走，让人鬼相安。祭鬼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在

家门外或路边，而祭鬼者多为女性，尤其以潮汕母亲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斐尔德在描述潮

汕民间上述祭鬼行为时明确将其归类为“superstition”，即“迷信”。
4
 这是在描述潮汕拜“老爷”

及拜祖先等崇拜行为时所未见的，由此可见她并不认同这种向勒索恶灵妥协的拜祭，认为这

是缺乏理性的愚昧异教徒行为。 

潮汕母亲“拜鬼”现象，首先体现的是潮汕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务实的潮汕信众

普遍并不在乎拜祭对象的来路是否正直，只要对所祈求之事回应，灵验就拜。另外，潮汕母

亲拜鬼也反映了女性在信仰中的一个特质，她们更偏重感性的体验甚于理性的思考，她们用

“心”多于用“脑”。心急之时，为求避祸心安，她们根本无暇思索信仰理念是否合理，甘愿尝

试任何可能的祛灾方法。同时，潮汕母亲这种看似“病急乱投医”的行为也侧面反映出，儿子

对潮汕母亲的重要性。  

斐尔德也曾这样描述: 

潮汕女子若无子，便要一直伺候人。一旦成为了母亲，便开始逐步掌权。随着儿孙

渐多，家中长辈逝去，她在家庭里的地位也随之提升。潮汕女子通常 15 岁嫁为人妇，

到 60 岁的时候多已是曾祖母，成为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的一把手管理者。由此可见，潮

汕女性的福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是否生子。
5 
  

借助儿孙，潮汕女性便可逐渐在家里从被奴役的地位上升到统治地位，对家中后辈的生

活安排有一定的话事权。 

成为母亲后，潮汕女性的社交活动空间也更为宽松。潮汕社会允许年长妇人自由地走街

串乡，与同龄人以及异性来往，法律也没有限制妇女从事工作，获得技能。
6
 潮汕社会的大

 
1 叶春生、林伦伦主编: 《潮汕民俗大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75 页。 

2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5. 

3 Adele Marion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 p.140. 

4 Adele Marion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 p.139-141. 

5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4-5. 

6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p.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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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女性并没有完全被隔离在“家”的有形空间里，她们聪慧勤劳，能干得力，再加上潮汕社

会重视紧密联系的社群关系，自由走动的母亲能够接触和影响一群邻居。基于这样的观察所

得，斐尔德敏锐地指出，在潮汕家庭里，对后代有影响力的母亲作为宗教实践的传承者，恰

恰也正是改变潮汕信仰习俗和舆论可以争取的主要力量：    

 这一代正在逝去，他们接受福音的机会也将很快消失…比起外来传教士，中国母

亲对她们孩子的生活和品性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如果我们在这一代赢得了妻子和母亲，

那么就基本确保了我们也赢得了下一代。
1
 

由此可见，在潮汕地区，无论信仰风俗惯例和公众舆论的维持或改变，潮汕女性在当中

都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三) 中秋观神---潮汕女性专属的民间信仰特色习俗  

斐尔德在《中国一隅》中特辟一章专门记述了潮汕特有的农历八月十五观神习俗
2
。中

秋“观神”是旧时潮汕女子与灵性存在交流的传统仪式，是潮汕民间信仰中仅与女性相关的特

色活动。观神与通灵颇为相似，但与灵媒乩童公开展示不同，“观神”是较为特殊、神秘的仪

式，在私密的姿娘间，与男子无关，甚至相关活动都对男子保密。根据斐氏记载，观神时由

非专业乩身的普通女子做“同身”，其他在场的女性齐念咒语，便可使“同身”进入半睡半醒状

态，不久“同身”便会被附体。“同身”可“老爷”附体，亦可“鬼”附体，回答众人问题，但不同附

身的仪式时间有所区分。“那些想要到极乐世界观‘老爷’的人，必须在上午进行仪式，而那些

想要到阴间观鬼的人则只能在下午进行仪式。”
3
 

“观神”有极强的私密性和神秘性，参与者仅限当地女性，即使本地男性都不得其门而入，

在当时潮汕地方文献记录中一片空白，外来传教士更是不得而知。但身为女性的斐尔德，借

助她与本地女传道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深入到她们的私密生活中，了解早些年她们所参与

的观神仪式，并详细记录下她们口述的有关仪式的准备工作，过程，请神咒等，捕捉下了十

九世纪末潮汕社会这个女性活动角落里真实的场景。 

姿娘们围坐在房间中间的桌子旁，将香，纸镪和竹筒分发给各人。之后拿进来一顶

破帽，一把旧扫把，一只筷子，一些神物，在这些物品前烧纸镪献祭。之后那些想要“观

神”的女子再次在桌边坐下，头上盖一块黑布，手拿一张纸钱和一支点着的香，双手合

十，放在脸前，闭上双眼，不说话，也不动。其余的女子，有人用点燃的香绕“观神”女

子的头顶，有人快速持续地用竹筒轻敲桌边，还有人反复吟唱请神咒，请求神明附体“同

身”。
4
 

晚清时期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低，绝大多数妇女都是文盲，在现存的晚清潮汕地方文献

中，晚清女性一直是失语的“被表述”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斐尔德对潮汕女性特色信仰活动

的记录与辑佚便尤具价值。它一方面对地方中文文献的不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补充，对

再现晚近潮汕民间信仰丰富的历史场景和文化现象颇有裨益。另一方面这些由斐尔德面对面

记录下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表述，也为晚清潮汕女性信仰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口述历史资

料。 

 
1 Adele Marion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 p.140. 

2 “观神”也称“落神”或”落姑”，即请神，是昔时潮汕中秋普遍存在的一个神秘的活动。 

3 Adele Marion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 p.155. 

4 Adele Marion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 p.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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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斐尔德对潮汕民间信仰中女性参与的角色及活动的关注与描述，带有其较为明显的女性

身份印记，呈现了女性观察视角的独特性，也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潮汕民间信仰的一些真实女

性活动场景。除此以外，其书写中反映的女性特质以及多处可见的女性意识进一步使其记述

得以与男传教士们的著述区分开，别具研究价值。 

（一）包容且细腻的女性书写 

与同时期较多男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采用俯视贬低的批判态度不同，斐尔德以相对友

好的笔触记录下她观察到的潮汕民间信仰，她并不急于将潮汕民间信仰与基督教明确对立起

来，克制带有鲜明主观好恶的评判。比起一些传教士们把中国民间信仰崇拜对象一概通称为

demons（魔鬼），她的记述中对潮汕灵性存在的称呼会有所区分，gods，deities（神）或

Mandarin(老爷)用于潮汕神明，demons 在她的书中多指恶意的鬼。从中可见她尽可能摒除

个人宗教立场的影响，力求能真实准确地表述潮汕民间信仰不同超自然存在之间的区别，由

此可见她对异质文化所怀抱的善意及尊重。 

这种友善态度，实则是女性特质的一种体现。正如简•亨特(Jane Hunter)曾指出：来华女

传教士对中国有一种爱。她们深爱中国，因为她们深知中国需要她们保护，同时她们在中国

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需要和被重视。
1
 女传教士对传教地区怀有一种保护欲，类似于母

性的关爱，代入母亲身份的女传教士们更容易对当地文化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斐尔德便

是如此，她始终以爱的心态对待潮汕民众，常在信件中称呼本地女传道们为“My beloved”（我

深爱着的），而她们也昵称她为“爱姨”（the love woman）。在美休假期间，斐尔德曾在写给

朋友的信件中说明她必须要再回到汕头的原因是因为她不能违背她对潮汕女传道们许过的

诺言：“只要还活着，就要回到她们身边。”
2
 拥有丰富的情感，注重身心的感受是女性的特

征。基于这种真挚情感联系，斐尔德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观察与描述，比起男传教士们的记

载，有了更温暖的理解和更感性的包容。 

除此之外，女性书写的细腻特质会使其在观察中更善于及更倾向于对细节的发现。例如

在斐尔德列举“游妈祖”队伍时，对队列人数，装饰，穿着，祭品等以近乎素描般的客观呈现。

以下仅以队列开头为例： 

两位吹着喇叭开道，声音如鬼哭狼嚎一般 

一幅四字横轴字卷由两人展开， 

两人手持两大灯笼， 

八块牌匾，两两并排， 

二十名兵勇擎镀金银枪，两两并排而行， 

十八幅四字横轴字卷，两两并排，持者均着华服，戴眼镜。 

两幅竖轴卷轴， 

八人身着褐色丝质长衫，头戴草帽，两两并排， 

十二人乐队奏乐，上有遮篷， 

九位汕头商人，身着马褂官服。
3
 

 
1 [美]简亨特著，李娟译: 《优雅的福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260 页。 

2 Helen Norton Sevens, Memorial Biography of Adele M. Fielde, New York/Philadelphia/Chicago/Seattle: 

The Fielde Memorial Committee, 1918, p.168. 

3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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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当地文人眼中不值一提的琐碎细节，于她而言都是值得记录的。而被斐尔德保存

下来的细节，为现今还原晚清潮汕民间信仰仪式的历史原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补充。 

（二）女性苦难的中西共鸣 

在晚清父权社会强势的统治和支配下，潮汕女性的日常生活里面临诸多苦难。“三从四

德”禁锢了潮汕女性终其一生都要依附在男性身上，她们被迫缠足，盲婚哑嫁，杀女婴。面

对这些对女性的迫害，她们却只能依照男权社会约定的道德纲常规定去服从。斐尔德在《宝

塔之影》开篇中便写道：“在中国，无论男女，生活都不易，但正如所有不认识上帝的地方一

样，生活将最重的负担放在最柔弱的肩上。中国的女人不能和丈夫一起走在街上；她不能和

他一起吃饭，只能先等家里的男人吃完以后再吃。一旦离开了她的男性亲属，她就没有了任

何合法权利保护。”
1
  

在此斐尔德对于中国妇女地位的判定，与当时传教士们建构的中国妇女形象有着一致

性。但相比起男传教士线条性及概论性的记叙，斐尔德的书写，例如《宝塔之影》中以 16

位潮汕本地女信徒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生平故事，更为具体丰满，也更能打动读者，《宝塔之

影》一书反复再版至第六版便是证明。 

对此，聂利在其研究此书中的晚清潮州妇女形象的研究
2
中指出，斐尔德记录下的这 16

位为自己发声的女信徒故事里呈现的仍旧是刻意营造的拯救者视角下的中国妇女的“苦难模

式”，强调信徒之前的不幸从而凸显信主之后的得救，是基于传教工作宣传策略的需要。 

然而，一直强调“爱”的斐尔德在记述“中国姐妹”的苦难时，是否仅仅将其视为传教手段，

仅以宗教文明的优劣来衡量，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厘清的。 

比如在描写潮汕女性民间信仰特色习俗“观神”时，斐尔德提到被鬼附身的女“同身”常会

呈现与逝灵交谈的场景，话题多为逝者家中私密的事情，场面颇为阴森痛苦： 

当女‘同身’与鬼交谈时，她们会痛哭。她们会描述阴间的街道，商店，房子和以往

相识的逝者在阴间的境况；…她们会描述死去的邻居被关在地府里，没有食物，只能吃

她生前亲手杀死的女婴的腌肉，饱受折磨。
3
  

在此记叙中，女“同身”口中透露的女亡魂经受的惩罚，折射出来的是潮汕母亲内心深埋

的苦痛。潮汕男权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迫使潮汕母亲亲手放弃“多出来”的女儿，这似乎是无

人非议的常见之事。斐尔德曾在汕头调查过 40 名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妇女。她们总共杀死

了 78 名女婴。“所有的人对此并无片言只语，邻居亲戚全都知道这事，却不以为然。”
4
但这

种表面约定俗成的平静并不代表潮汕女性面对自身性别苦难的麻木无情。从“观神”时痛哭的

同身以及她传达的信息中可以明确地感知到，身为母亲被迫放弃骨肉的痛苦和折磨从未消

失，这种折磨代表着女性内心深处对杀女婴行为的不认同却不得不顺从的痛苦及充满负罪感

的悔意。而受男性宰制的潮汕女性却只敢在排除了男性的女性私密空间里，借助鬼神之口来

表露内心深层的痛苦，这恰恰是对男权压迫的控诉。 

身为女性的斐尔德，在观察潮汕民间信仰时得以捕捉到女性苦难的表达并记录下来，并

不能简单归于自身文化的心理优越感，还应包含同处于弱势性别群体的共情
5
。这也与她的

经历相关，在来汕头之前，她亲身体验了在美国都无法突破的女性性别弱势。 

作为单身女传教士，斐尔德此前在曼谷传教时，因不顺从男性传教士主管的指令和安排，

 
1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1. 

2 聂利：《<真光初临>里的晚清潮州妇女形象》，《国际汉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69-170 页 

3 Adele Marion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 pp.154-155. 

4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24. 

5共情与女性拥有充沛的情感，敏锐的直觉，能很快捕捉他人的情绪，产生同理心有关，是女性感性特质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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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权威地坚持不与另一对传教士夫妇同住，被认为强势、固执和脱序，更因为打破了当时

男性偏见中女传教士不喜社交的刻板印象，广泛结交非传教圈的朋友，参加舞会和牌局，被

男主管投诉至国内母会，勒令回国接受质询。若非斐尔德在归国途中路过汕头，结识耶士摩

(William Ashmore)并得到他的赏识与力挺，及斐尔德在听讯会上公开表示悔意，她是很难摆

脱所有指控，再次以传教士身份前往汕头。
1
  

可见，即便十九世纪末西方女性传教士已在宗教及相关事务上扮演了积极角色，女性思

潮和实践所引发的性别认同也给予了女性对权力及自我价值的意识，但她们仍然身处西方男

权主导制定的角色和性别秩序中，被要求虔诚顺从。 

这种处于被动劣势地位，直面男权社会无法反抗只能顺从的无力感是身为西方单身女传

教士的斐尔德和晚清潮汕女性可共同感知和理解的内心痛苦，也正是出于这种共情之心，使

斐尔德对潮汕女性不为人知的内心挣扎有所留意。而作为传教士的斐尔德对“观神”这种封建

色彩浓厚的活动之所以感兴趣，或许真正吸引她的是想了解在一个潮汕女性专属的信仰活动

里，当女性得以暂时摆脱家庭和男性的束缚的时候，她们会表达什么。 

（三）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 

斐尔德所处的十九世纪末，正是美国女性思潮及平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斐尔德退出传

教生涯归国后，便致力于提高美国女性参政意识，将争取女性平等权益付诸实践，成为了在

美国颇有名气的女权主义者。作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较早，具备一定先锋性的西方女传教士，

她对潮汕民间信仰的记述中多处可见其女性自我意识的显现。 

如前所述，她将潮汕民间信仰中女性角色与潮汕女性地位联系起来。认为潮汕女神妈祖

信仰的兴盛反映了中国女性若具备公认的懿德，将不受性别桎梏，被世人欣赏尊崇，由此看

来，女性地位不低；她从潮汕母亲在家庭祭祀中的角色看到女性对家庭潜在的影响力。此外，

斐尔德的女性意识还显现在其描述中对潮汕女性自我价值的肯定。 

在斐尔德眼中，潮汕女性聪慧，颇具才干。她曾写道：“中国男人们其实愿意接受女性

的教导。只要他们认可对方是一个有能力的导师，男人们也愿意追随他们所尊敬的女性的引

领。我相信，中国人对女性的轻视只是建立在他们所认为的‘妇人无知’的习惯经验上，只要

他们相信在女性身上找到了智慧所在，他们就会认同跟随，此时性别其实已无关紧要。而我

也从不怀疑，在潮汕，聪慧能干的女性甚多。”
2
   

斐尔德还曾说过她人生中仅遇过两个人能在超过三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紧紧抓住听众的

兴趣。 一位是波士顿的 Joseph Cook（美国男牧师），另外一位就是潮汕的本地女传道。
3
 由

此可见，她认为潮汕女子的才干足可媲美西方男子。 

斐尔德还进一步指出，“比起丈夫，潮汕年轻女子的幸福更多地取决于她婆婆的品行，

因为她完全是处于丈夫的母亲和祖母的管辖之下。她是整个家族的仆人，尤其是服侍她婆婆

的侍女。”
4
 在她看来，潮汕女性的苦难不仅仅是由男性造成，女性的幸福与不幸其实也取决

于女性本身。如果潮汕女性长期生活在男权价值主导的社会中，不自觉地接受了男权制定的

价值观，按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角色生活。即便在她们成为家中主母掌握一定话语权后，也

仍然会顽固地维护男权价值观，此时她们便成为了男权意识的同谋。换言之，如女性自身意

识有所觉醒，对己身做出新的考量，跳脱出由男权社会指定的女性价值标准，那么女性自身

也将有助于帮助潮汕女性摆脱传统观念对女性的约束与限制。  

 
1 Leonard Warren, Adele Mario Fielde: Feminist, social activist, scienti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36-44. 

2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204. 

3 Helen Norton Sevens, Memorial Biography of Adele M. Fielde, New York/Philadelphia/Chicago/Seattle: 

The Fielde Memorial Committee, 1918, p.151. 

4 Adele Marion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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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提出的是，虽然熟谙潮汕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处境，面对潮汕女性的境况，带

有女权启蒙意识的斐尔德，尽管以自身的事业实践树立独立奋斗的女性典范形象，能间接地

促进中国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刺激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但在潮汕期间她并没有直接尝试

将潮汕女性从封建樊笼中解救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她还帮助维持女性在潮汕社会原有

的角色，仍希望她们以家庭为中心。
1
 如在选择本地女传道学生时，她并不主张接收没有得

到丈夫同意的潮汕女性，同时她也不主张做出任何违背当时潮州社会文化的决定。作为开拓

潮汕新教传教事业的主要传教士之一，斐尔德身上带有传教布道的功利目的，以当地性别机

制为准绳，迎合当时潮州社会文化，是她为了促进基督教在潮汕地区的传播而做出的适应。

比起提高中国女性地位，让中国女性归信上帝才是女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源自于此，即便斐

尔德对潮汕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苦难有共情之心，对潮汕女性的才干有欣赏之意，却也

无意帮助她们改变现状。对比之后她在美国所投入的诸多活动实践，致力于唤醒女性参政意

识，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等，可见在她眼中，即便与中国女性再有爱，她们于她，仍旧是内外

有别的“他者”。斐尔德作为西方来华传教士，文字作品里还是难以避免带有她所处的年代的

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因此在我们使用其著作时，还是需要特别留意史料与观点的平衡问题。 

余 论 

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斐尔德在晚清潮汕地区亲身体验了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汇后，留下

了她对潮汕民间信仰中女性参与及潮汕女性地位的观察与思考。她为当时的西方读者，同时

也为今天的我们，呈现了一幅晚清潮汕民间女性信仰文化图景。对于长期“隐身失语”的潮汕

女性而言，这幅由女性绘制的具有鲜明女性主题及女性特色的图景显得尤为珍贵。同时在斐

尔德书写中所体现的女性特质及女性意识，使她的著作呈现出独特的女性观察视角与观点，

彰显出与同时期男传教士们著述的不同，也使她的著作得以具备别样的研究价值。 

斐尔德只是众多来华女传教士中的一员，她的经验和经历或许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

但却可以提供一个面向给我们思考。通过梳理和解读斐尔德笔下的潮汕民间信仰，可见西

方传教士对异质文化的观察会呈现不尽相同的丰富面貌。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社会舞台

活跃了一个多世纪，每一位都是鲜活生动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人生背景和阅历，他们观感

的多元化及差异性，可进一步去发掘，特别是常被隐没于男性父权背影下的女传教士们，

她们眼中的中国民间文化还等待着被细细解读。 

 

 

 

 

 

 

 

 

 

 

 

 

 

 

 
1 聂利：《晚清潮州女传教士的传教及文化调适——个案初探》，《2012 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

研究学术研讨会》2012，第 5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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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干事形象初探 

 

张丽霞（金陵协和神学院）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自 1890 年落户中国后，秉承“本基督精神，辅助各地女青年会及基

督徒学生团体之发展，并联络各国女青年会，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俾有高尚健全

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
1
，在推动中国妇女提高社会地位，意识觉

醒，促进女性解放、维权方面多有贡献。近一二十年，出现多篇著述讨论女青年会的历史、

活动、核心人物。
2
 

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女青年会所开展的启发民智的工作，或城市女工与乡村事业相关议

题，但对其所开展的学生工作关注较少。然而，在青年会体系内，学生群体向来是其工作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民国时期学生们的爱国意识高涨，女青年会亦积极为女性学生参与民族

救亡提供平台，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在这段历史中，女性学生干事的个人形象，思想变化，

工作经历，及所扮演的角色尚待探讨。 

故此，本文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施葆真，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

生干事龚普生二人的活动为案例，梳理其在女青年会学生工作中所展示的形象。 

 

一、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学生部：历史及组织结构 

二、 学生工作健将：施葆真 

三、 优秀的宣传者：龚普生 

 

小结 

如赵晓阳在研究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结论中指出：“在男性为中心和主宰的中国社会里，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完全以女性为工作主体和服务对象的社会和宗教结构，中华基督教女青

 
1
 《女青年月刊》，1936 年第 15 卷第 8 期，10 页。 

2
 曲宁宁：《性别视角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890-1937）》，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

士论文，2010 年；叶嘉茵：《从改良到激进——民国时期〈女青年〉中有关女性的论述及

其变更（1916-1937 年）》，相关中文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0 年；王悦：《20 世纪 20

年代的温和改良女性观——以〈女青年〉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103-110，159 页；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

校为中心》，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183-209 页；钮圣妮：《另一种妇女运动——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

为例（1904-1933）》《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234-282 页；周蕾：《基督

教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和乡村事业之历史考察》，《天风》，2008 年第 23 期，40-41 页；黄

海波：《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性别与

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201-233 页；左芙蓉：《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服务——以中

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18-23 页；王丽：《差异、合作、交流：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西干事研究》，《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121-125 页；李天震：《上海的美国朋友耿丽淑》，《档

案春秋》，2011 年第 9 期，37-39 页；刘作忠：《邓裕志——奋战在抗日救亡洪流中的勇

士》，《中国宗教》，2004 年第 5 期，19-20 页。 
3
 目前笔者仅检索到一篇与女青年会学生工作相关的论文：贺庆为：《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

学生事业之考察》，《沧桑》，2010 年第 5 期，112-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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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在推动妇女的社会和政治觉醒、甚至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女青

年会的干事们自身亦是中国女性参与社会救亡、社会改革，甚至革命的典型。尽管在实践中，

每位干事的宗教信仰、政治认同是多元的，工作轨迹也各不相同。在国家兴亡的时代背景下，

她们都在尽其所能投入，民族救亡活动。此文仅为初步的梳理。女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及干

事角色仍有待学者更深入的探讨。 

 

 

 

 

 

 

 

 

 

 

 

 

 

 

 

 

 

 

 

 

 

 

 

 

 

 

 

 

 

 

 

 

 

 

 

 

 

 
1
 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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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刘青瑜（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历史系） 

 

摘要：近代以来，以圣母圣心会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活动，

主要包括建立开办各种学校。天主教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是内蒙古地区近代意义上的学校，

开创了内蒙古地区近代教育的先河。对内蒙古地区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对内蒙古

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天主教传教士；内蒙古；教育活动；影响 

 

近代以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

传教士们还进行了许多社会活动，兴办学校是他们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 1865 年由圣母

圣心会接管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工作开始，直到 1949 年，天主教传教士在发展教务的同时，

在内蒙古地区兴办了众多的教会学校。 

 

一、天主教传教士从事教育活动的原因 

天主教传教士从事教育活动，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传教是非常重要的传教方式 

近代以来，西方人滚滚东来，其中有大量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塞外内蒙古地区，他们来此

的目的就是要传播天主教，传播基督福音。当时“西方商人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

来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而与他们同来的传教士，虽然在很多时候参与了他们的这些活动，

但与他们相比，具有更多精神上的追求。对于传教士来说，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基督教征

服这个东方大国是最根本的目标，其它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1
因此，教育活动也是实

现传教目标的重要手段。教育活动一方面可以缓和和改变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另一方面它也

可以介绍和宣传西方文明。教育的这两方面的作用对于传教士实现其入华传教的最高目标都

是十分有益的。在内蒙古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教育对于传

教的作用。特别是，1924 年，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罗马天主教全国主教公会议，会议提倡

宗徒工作的专业化，特别是教育和医疗工作。
2
所以，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教，实现传教士们

的精神目标，传教士们积极开展了大量教育活动。 

2．传教士自身的文化素质特点决定了传教士要从事教育活动   

在西方的历史上，基督教会保持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影响力。教会一直鼓励人们学习文

化知识，所以许多饱学之士往往带有宗教背景。近代以来，传教士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比一

般人高，比利时、荷兰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也不例外。天主教传教士一般要在修道院接受严

格的教育，期间要学习哲学、神学、拉丁文、数学及其它有关学科。学习的时间长达十几年。

由于圣母圣心会传教士要到中国蒙古族地区传教，所以他们还要学习汉语和蒙古语。因此传

教士自身具备了很高的文化素质，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要从事教育活动，并且也能够胜任这

一工作。 

 
1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 年 8 月版，第

274 页。 
2 Carine Dujardin，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De Belgische Minderoeders in China，Leuven，1996，

pp.190-338.quote from a secondary source 谭永亮：《近代中国边陲的民族景象与低地国家传教士

（186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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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教育活动 

近代以来，基督教新教差会和天主教修会纷纷在各地建立和开办了各种学校。起初，传

教士主要在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附设于教堂的类似于小学的洋学堂。1850 年，天主教耶稣

会最早在上海创办了徐汇公学。至 1875 年，天主教所兴办的学校总数已达到 450 所，在校

学生人数已达 14000 多人。1875 年到 1899 年，是教会学校发展的高峰期，教会学校总数增

加到 2000 所左右，学生增至 40000 多人。基督教新教差会比天主教修会更重视兴办教育这

样的文化活动，而且新教差会所开办的学校以中学和大学为主，天主教修会开办的学校以小

学为主。
1
 

内蒙古地处塞外，在传教士兴办学校之前，“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只是偶然有些地方由

几家富户合资设立一间私塾，请一位老先生课读他们的子弟，这样的私塾，现在还可以找到。

至于政府倡导的强迫教育，乃是近年来发起的，它的实际功效，还没有到达穷乡僻壤的村庄。”
2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教育对传教的重要性，因

此，陆续在内蒙古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他们在内蒙古地区兴办的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天主教小学；二是具有师范学校性质的公学校；三是陪养神职人员的修道院。 

 

1．天主教小学 

最早进行教育活动的是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士，1836 年，他们在西湾子开办了男校和女

校。学生们在校学习要理问答，听道理的详解。男校有学生 50 人，女校有学生 60 人，年龄

8 岁至 13 岁。
3
1880 年（光绪六年），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初到塞外，就立即研究解决设立学

校的难题。但由于时机不够成熟，还不能设立正式学校，因此他们先倡办了几个短期书房，

不用缴费，贫富都可上学，选用教会要理课本，作为读书识字的入门。除了注重修身的要理

教育外，传教士们也采用当时民间习用的小教本，如三字经、百家姓等。如果还能继续读书

的，也会给他们讲授四书、笔算、珠算以及地理、历史等。
4
对于大部分皈依者来说，教育主

要是他们晚上经常在长短书房祈祷和问答教学的记忆。
5
 

天主教传教士既不是教育传教士，也不是经过训练的教师，更不是教授，尽管他们中的

一些人是比利时（低地国家）教师的儿子。
6
他们还是从传教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了

在塞外的教育活动。1880 年，三盛公的传教士设立了男童学校，除读经言外，还念三字经、

千字文、明贤集、四书五经等。教师除个别神父兼任外，大都是清朝的老学究。
7
据王守礼的

统计，1888 年和 1906 年内蒙古地区天主教小学（要理学校）的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1888 年内蒙古地区教会小学统计表
8
 

 

教区 要理学校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09—214 页。 
2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6 页。 
3 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第 37 页。 
4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6—97 页。 
5 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p386. 
6 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p386. 
7 段德荣：《建国前河套区天主教史略》，《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3 页。 
8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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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生 

东蒙古教区 12 120 4 70 

中蒙古教区 22 300 13 195 

西南蒙古教区 12 204 6 95 

总  计 46 624 23 360 

 

1906 年内蒙古地区天主教小学统计表
1
 

教区 要理学校 

男

校 

男生 女

校 

女生 

东蒙古教区 30 837 36 315 

中蒙古教区 60 1000 40 800 

西南蒙古教

区 

35 1088 38 1200 

总计 125 2925 114 2815 

由以上两表可以看出，从 1888 年到 1906 年，18 年间，要理书房数量和在读学生人数

都有了很大增长。尤其是女校的数量及女学生的人数，增长得更为迅速。起初，传教士们不

太重视教育工作，1900 年后，特别是 1907 年以后，传教士才开始真正重视教育活动。
2
在

1907 年天主教的省会议上，闵玉清主教提出一项有关教育的计划：以教育为传教工具，除

修道院外，计划在每个地区皆设立一所专科学校、传教学校、女校和培养师资的学校。
3
所

以，西南蒙古教区的情况就可看出，1907 年以后小学校的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到 1909 年，

这个教区的小学校数量超过了 200 个，在校学生数量也达到了近 4000 人。
4
 

另外，传教士在每个教区公所还创办高级小学，
5
这类小学数量较多，也是男女分校。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雷洁琼旅行过的平绥沿线地区已有高级小学男校 19 所，男学生 715 人；

有女校 11 所，女学生 213 人。
6
 

2．公学校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师资。对此，

陶福音神父有如下感想： 

我们到哪里去找好老师呢？秀才只懂文学方面的情况。他们轻视诸如商家掌握的算术等

教学工作。在欧洲，我们有师范学校去训练教师。而在这里伙房的功能就相当于师范学校。

伙房的厨师可以被传教士培养成一个问答老师或者教师。
7
 

由此可见，培养教师成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1883 年，蒙古教区被分为三

个传教区，即东蒙古教区、中蒙古教区和西南蒙古教区。此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事业迈入了

 
1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8 页。 
2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p386. 
3Daniel Verhelst：《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台湾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第 207

页。  
4 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p639. 
5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101 页。 
6雷洁琼：《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第 8-9 页。 
7 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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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阶段。初级小学或称要理书房依然存在，学年略有延长，科目也增加了一些。在此

情况下，传教士们又创办了师资训练的公学校。传教士们在每个教区都设立了公学校，以便

男女青年学生在校就读。
1
 

首先成立的是东蒙古教区的公学校，计有松树嘴子（朝阳）及毛山东（赤峰）男公学各

一处；松树嘴子及马架子（围场）女子公学各一处。以后各地都相继设立公学校，察哈尔南

壕堑的公学最负盛名。
2
南壕堑公学由方济众神父于 1905 年创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宗教教

育和师资培养的基地。
3
此公学的课程，除国文外，注重数学及科学。民国元年（1912 年）

方济各修女会接办女校，一切均有长足的进步，可与男子部并驾齐驱。嗣后公学的课程，一

年一年的改善，设备方面也一年一年的更见完备。此时，曾有三个学生被送到比利时进入大

学学习，有两位都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一位曾任北平中央医院主任，另一位曾在辅仁大学

化验室炼制预防伤寒的药针。民国九年（1920 年），南壕堑公学改为中学，并于民国十六年

（1927 年）在政府立案，名“私立养正中学”。学生的数量已超出 100 人，规模初具；民国二

十年（1931 年），筹设高中部。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学校内有教员 14 位，其中中国

教士 4 位，比利时籍教士两位，另有女教员 4 位，中国修女 2 位，外国修女 2 位；男学生

120 名，女学生 60 名。
4
 

西南蒙古教区也于 1905 年在巴拉盖设立公学一处，收学生 20 多名，同年小修道院也

由三盛公迁到了二十四顷地并与公学合并。1908 年贺嘉宾神父任修道院院长，穆青海神父

任助理院长。当年招收的公学学生仍与修道院合并。直到 1910 年 4 月，修道院迁往二十四

顷地，公学才完全独立，公学的校长由穆青海担任。
5
在此公学中，有一位中国神父协助校长

办理公务，两位本地教师给学院教授汉语文。到 1913 年，巴拉盖公学有了毕业生，这些毕

业生被用于在各地乡村创办天主教小学校。
6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创办的公学校每一所都是房舍宽敞，窗明几净，标本挂图、物理仪器，

应有尽有，教士们亲自负责管理，也担任教职。科目方面完全遵照当时的部定课程，汉文是

主要科目，此外有理化、史地等等，修身教育也是不可遗漏的。
7
现将 1888 年和 1906 年内

蒙古地区公学校的情况列表如下：
8
 

1888 年内蒙古地区天主教公学校统计表 

教区 天主教公学校 

男

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东蒙古教区 2 80 2 48 

中蒙古教区     

西南蒙古教区     

总计 2 80 2 48 

 

 
1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7 页。 
2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8 页。 
3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p389.王守礼认为南壕堑公学成立于 1898 年，到 1905 年时，成为当地最新式的标准学

校。与谭永亮的说法有出入。笔者认为应采用王守礼之说。另参见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100

页。 
4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100 页。 
5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小巴拉盖传教简史》。 
6彭嵩寿著，胡儒汉、王学明译：《闵玉清传》，内蒙古大学藏本，第 101-105 页 
7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8 页。 
8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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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内蒙古地区天主教公学校统计表 

教区 天主教公学校 

男

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东蒙古教区 2 79 1 39 

中蒙古教区 2 80 1 34 

西南蒙古教区 3 77   

总计 7 236 2 73 

公学中除了师范学校外，还包括中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

的雷洁琼所写的调查报告《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中，对当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所办

的中学有如下记载：中学只有八所，男中五所，女中三所，共有学生二百七十余人，仅及高

等小学人数的四分之一。具体来说，西湾子地区有男中和女中各一所；热河有男中一所；绥

远地区有男中两所，女中一所；集宁地区有男女中学各一所。
1
恒清中学是绥远教区著名的

教会中学。该校建于抗战胜利后，校址在归绥市总堂东邻。恒清中学建立之初只招收教会学

生，不分教区界限。后来非教徒学生也可以到此中学上学。学校中有几个外国神父当教员，

一般爱好外语和数理化的学生喜欢来恒清中学上学。
2
 

抗战胜利后，天主教会建立的中学除了恒清中学外，还有以下中学：河套陕坝在普爱小

学的基础上设立的“普爱中学”、三盛公设立的“明德中学”、集宁教区设立的“平兰中学”等。这

些学校都是较正规的学校。
3
 

  

3．修道院 

为了培养神职人员，天主教传教士还创办的了修道院这种专门学校。外籍传教士初到关

外传教，那时只有教友数千人，两位中国教士，几个准备作教士的修士。为培养大批中国教

士，就需要设立修道院。有志作教士的青年，先要在修道院受充分的教育和长期的训练。修

道院也是一种学校制度，课程也是中学六年，叫小修道院，大学六年，称大修道院。十二年

的学程完成以后，经过教会严格甄别，这才晋级作教士。
4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兴办的最早的修道院是西湾子修道院。它也是当时中蒙古地区规模

最大的修道院。1829 年，薛玛窦神父成为西湾子的第一任神父，他到西湾子以后，创办了

西湾子堂区的修道院。薛神父住在西湾子时，对他所带领的修生格外费心，所以西湾子的教

友都很放心将自己的儿子交给他去修道。西湾子有一位青年名叫郑保禄，他是本地第一位晋

升铎品的中国籍神父。
5
此修道院是当时蒙古教区最大的教育机构，也是西湾子堂最出名的

部分。法国传信会从 1837 年起，每年约拨出一万法郎做为修道院的经费。薛玛窦神父在修

道院中亲自教授拉丁文，同时考察修生们的圣召，然后决定谁可进入澳门修道院。一位遣使

会神父在法国传信会的报纸上对西湾子修道院有如下记述： 

我们在蒙古有一处修道院，神父们从我们教区培养出来的学生，分发到澳门。学生先在

西湾子住两年，在这段期间了解自己的圣召，并学习拉丁文。然后从他们当中遴选有晋铎资

质者，送往澳门遣使会的修院保守两年，发愿后再攻读晋铎应修习的课业。
6
 

 
1雷洁琼：《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第 7 页。 
2王学明：《绥远教区一瞥》，附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载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22 辑，

第 167 页。 
3李西樵：《解放前公教教育的回顾》，载于《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九辑，第 232 页。 
4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128——129 页。 
5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17—18 页。 
6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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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年，孟神父升任主教以后，把西湾子的大小修道院分开，并将小修道院迁到二道

河县境大青山小东沟村。小东沟小修道院的第一位院长是为柯神父，一年后，又由翁神父

（Joseph-Laurent Carayon，C.M）继任院长。1845 年遣使会总会长解散了澳门大修院。孟

主教从澳门接回了七位大修生。因此，西湾子就有了大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也是遣使会的初

学院。1845 年底，法国的盛神父（Ferdinand Faivre，C.M.）来到西湾子堂，担任大修院院

长。四年后，小修道院也迁回西湾子，以后小东沟村便成了一个小堂口。
1
 

遣使会在西湾子所办的修道院成果显著。西湾子村有不少人加入遣使会，并晋升为司铎，

如郑保禄、樊味增爵、郑巴尔大撒、陈伯多禄、武若翰；西湾子村附近的乡村有郭伯多禄（白

桦沟）、张弥额尔（黄土梁）。在遣使会管理修道院时，西湾子村有若干修士在修道院读书，

晋铎后在蒙古教区传教，如姚巴尔纳伯、武斐理伯、何劳楞佐、郑巴德利爵。高家营子也有

二人：赵伯多禄、赵依纳爵。
2
 

1865 年后，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接管了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工作。从 1870 年开始，圣母圣

心会的马也耳神父（Willem Meyer，CICM）管理西湾子的修道院。当时有四位攻读神学的大

修士随马神父一起去南壕堑，继续读神学。马神父和王明达神父（Theodoor Ottens CICM）

共同管理南壕堑，给大修士授课。方济众神父（Jeroom Van Aertselaer，CICM）担任西湾子

小修院的院长。
3
1880 年，巴耆贤主教在归化城购置了一处院落，后派方济众神父前去设立

师范学校，因方神父多年任职修道院院长，故调派方神父任新职，修道院院长的职务由孟全

安（Edmond Van Hecke，CICM）替补，不过只待了一年，就返回比利时去了。于是方神父

又复任院长。
4
方神父晋升为主教前，历任西湾子修道院院长两次。1898 年，他被任命为中

蒙古代牧从比利时回到蒙古后，很关心修道院的发展，调任张维祺（张雅各布伯，Jacob 

Tchang，1856-1935）神父为修道院教师，又和献县联络，询问他们那里修道院的课程，以

拟定本地修道院的课程表。在 1908 年及 1909 年之间，西湾子修道院发生了一些变故，导

致之后十年修道院都没有修士晋铎为神父。后来，当时仍为神父的石德懋主教担任了修道院

院长。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费心整顿规划，为培养修生奉献了所有心力，因此在他离开这

里将工作交给继任神父时，修道院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盛况。
5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起，关外旧称东蒙古、西南蒙古、中蒙古三个传教区域，各设

立了小修道院一所。
6
西湾子修道院属于中蒙古教区。东蒙古教区有松树嘴子和南壕堑两个

修道院。1887 年，三盛公创设了备修院，招收 15 岁以上的备修生十几名。1888 年，三盛

公正式成立了小修道院。
7
西南蒙古教区有了小修院。此后，三盛公的小修道院迁往小巴拉

盖，并与巴拉盖公学合并一段时间。1910 年，小修院迁往二十四顷地总堂，几年之内就培

养出三位国籍神父。
8
 

民国十一年（1922 年）由于教区的增加，小修道院也增加到五处，而显著的进展则为

大同修道院的成立。各教区小修道院的修业期满后，便可转入这所大修道院，攻读哲学和神

学。大同大修道院的设备完善，科目齐全，教职员都由专科毕业的教士担任。
9
大同为华北的

传教区设立的一所地区性的修院。1923 年成立，由圣母圣心会和中国神父共同负责，培养

 
1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28—30 页。 
2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44 页。  
3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54 页 
4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59 页。 
5隆德理：《西湾子圣教源流》，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73—74 页。 
6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129 页。 
7段德荣：《建国前河套区天主教史略》，《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总第 120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51 页。 
8彭嵩寿著，胡儒汉、王学明译：《闵玉清传》，内蒙古大学藏本，第 101 页。 
9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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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几个代牧区一百五十多位神父。
1
 

1934 年雷洁琼曾访问过大同修道院，在她所写的调查报告《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中，

对大同修道院有如下记述： 

大同修道院为天主教在西北的最大高等学府，成立于 1923 年。院长一人统理院中一切

事务，教员十一人，皆为神父，其中三人为荷兰国籍，其余八人为比国国籍。学生约八十五

人，均由各教区小修院毕业，经考试保送而来。学生均住院内，学费皆免，膳宿费则由保送

的教区担任。六年毕业，前两年注重哲学、拉丁文及普通科学，以法文为选科，授课均用拉

丁文，后四年注重神学。毕业后欲求深造者，经修道院认可派往罗马留学，费用概由修道院

负担。在罗马六七年方得学位，少者亦须五年，得学位后多回中国教会服务。惟大部分学生

在修道院毕业后，即回各教区服务教会，过独身生活，以传教为终身事业。 

修道院又为各教区主教叙会之地，每年暑假中八月左右，各教区主教均来修道院中举行

年会，讨论修道院的种种问题，及决定修道院的方针，历时约一星期，各教区亦籍此沟通消

息。 

修道院的经费来自比国的圣母圣心会，每年经费数目及其分配，以神父未有报告，无从

查悉。 

大同修道院虽在大同教区内，但不受大同教区主教管治，而为独立行政机关。修道院与

大同教区的关系与其它教区相同。我们参观时，适在暑假期内，神父他往，学生亦四散，院

内寂然无声，充满一种森严的空气。据说学生日常生活，多注重精神生活修养，每星期上课

二十小时，其余时间多用于读经、音乐与祈祷之间。
2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绥远另外设立了哲学修道院一处，从此哲学班与神学班分设，

并规定各以三年为修业期。此学院称作“归绥市天主教哲学院”，是从大同天主教修道院分出

来的哲学系，院址在现呼市回民区水磨街路北的旧楼房内。院长是比利时人穆清海，他是比

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学院的神师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曾春杨；教员有圣母圣心会会士

周其敬、耿维教等。中国神父常守义在学院中讲哲学。学院的课程有：天主教哲学、《圣经》、

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汉文、选修英语或日语。修生们经过三年的学习，就转入山西大同

神学院。1946 年大同神学院在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的飞机炸坏了房舍，全体师生来到归绥

市哲学院，神学院与哲学院合并，称神哲学院，也称修道院。1948 年，穆清海主教让白祥

副主教带领以廉启心为院长的神哲学院全体师生，和萨县二十四顷地小修道院的高年级修道

生、教员，及归绥市修女院人员，转移到巴盟。先住在陕坝，1949 年春到三盛公。1949 年

绥远和平解放后，全部人员被接回，各归原地。
3
 

从大同修道院设立到 1947 年为止，有 180 位修道生晋升司铎品级作了教士。民国二十

九年（1940 年）的调查，各教区小修生有 280 名，大修生有 98 名，具体情况如下表： 

内蒙古地区修道院情况表
4
 

 大修院 小修院 

教区 赤

峰 

热

河 

宁夏 绥

远 

集

宁 

西

湾

子 

赤峰 热河 宁夏 绥远 集宁 西湾子 

 
1贝文典：《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第 306 页。 
2雷洁琼：《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第 10—12 页。 
3
张辉敬：《归绥市天主教哲学院》，《呼和浩特史料》第 5 辑，呼和浩特地方志编委会，1984 年 10 月，第

271 页。 
4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 129—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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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22 45 31 39 42 24 40 72 63 

总计 98 280 

  

三、天主教传教士的教育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传教的同时，还从事了大量教育活动，兴办了多所各种

类型数以千计的学校。传教士的教育活动是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是内蒙古近代以来新教育的一部分。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对内蒙古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演

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通过教育活动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传到了内蒙古地区，特别是教会学校

中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对内蒙古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在一些教会

学校中还开设了外语课程，如法语、英语和拉丁语等，这些外语课程对内蒙古的近代化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传教士在内蒙古兴办的各类学校，起到了向内蒙古地区的人们普及文化知识的作

用，为内蒙古培养出大批人才。 

第三，传教士建立起大量女子学校或男女同校的学校，体现了天主教会所倡导的“男女

平等”的先进思想。因此内蒙古地区的许多女子同男子一样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在

我们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宣传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第四，传教士所兴办的教会学校，在输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也引进了某些西方文化、

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内蒙古地区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观

念和独裁统治，包裹着宗教外衣的教会学校，表现出来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是历史的进步。 

第五，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教育活动是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交流

不但有利于中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发展，也有利于全人类共同文明的发展。在这种文化

交流的活动中，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了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起到了文化

交流媒介的作用。 

第六，天主传教士通过教育活动不仅为天主教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环境，也间接

扩大了天主教在社会上的影响。 

总之，从 1865 年由圣母圣心会接管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工作开始，直到 1949 年，天主

教传教士在发展教务的同时，在内蒙古地区兴办了众多的教会学校。我们在肯定这些教会学

校对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应当对教会学校存在的问题予以

指出。教会学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教会学校服务于传教目的，比较偏重宗教思想的灌输和

教育，与中国社会实际的脱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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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慈度与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未完成稿） 

 

田燕妮（吉林大学） 

 

摘要：余慈度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布道家和女奋兴家，在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一波接一

波的复兴大潮中，她的奋兴布道活动对中国教会的复兴产生了全国性的重要影响。复兴运动

在西方教会中，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现象，16 世纪宗教改革以后，18、19 世纪圣灵在西方教

会中都兴起过大的复兴运动，教会复兴的目的是要解决人们宗教观念淡漠的问题，使人履行

自己的义务，恢复原有的忠诚。余慈度在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的奋兴布道活动唤

起了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基督徒的灵命得着复苏，基督徒的人数激增，也为 20 世纪 30 年代

前后的第二期大复兴训练了许多称职的领导人。 

关键词：余慈度、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  

  

基督教信仰在不同国家、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固然受到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

等外在环境的影响，但发展的动力最终还是来自信仰本身。因此，从信徒的属灵经历和教会

内部发展的轨迹探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就显得尤为必要。教会复兴运动在每个时代都

有，且对教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复兴运动，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美国、英国教会

的复兴运动，而对于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缺少详细的研究。本文拟从中国教会最早的一名女

奋兴布道家——余慈度入手，尝试探讨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及余慈度对复兴运动

产生的影响。 

关于本文探讨的主题，国内外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有所涉及。美国学者吴秀良的《余慈度

传》一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讲述了余慈度的一生，着重介绍了余慈度的属灵经历、在教会中

的奋兴布道活动，以及对中国教会的复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英国学者伊恩·默里的《真正的

复兴》一书依据史实分析 18—19 世纪的美洲福音派复兴运动，指明如何区分“真正的复兴”

与“奋兴”，以及此差异对今日教会的重大影响。姚民权和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简史》一书

指出 20 世纪初布道事工成为教会复兴的重要手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化教授的《20 世纪上

半叶上海基督教属灵派述评》一文描述了上海属灵派的西方渊源及相互关系，在沪属灵派的

发展状况，阐述了女性在属灵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一、余慈度的早年生活及灵性上的成长 

（一）余慈度的家世与童年 

余慈度的祖籍大概是在江浙一带的乡下。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拥有一个庞

大的庄园，不幸的是，一场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她祖父的财产几乎全部烧毁，只剩下一幢

个人的住宅。从此以后，她家道中落。余慈度的父亲在她祖父去世以前就开始行医，而且可

能受过美国医学教育。余慈度于 1873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美国长老会大院，那时她父亲是

一位“见习传道人”，她从小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余慈度日后曾回忆说：“实

在感谢神，是他使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在当中被抚养长大”。
1
（p4） 

余慈度的角色定位主要是在其父母良好的教育下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学家认为角色学习

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

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

会生活的过程。”社会学家根据人的生命周期把社会化分为儿童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

期等几个阶段，认为儿童期的社会化是整个社会化的基础。
2
 

 
1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余慈度传》，第 4 页。 
2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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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慈度的父母从小就关注孩子们的宗教信仰，余慈度 5 岁的时候，就被送进长老会所办

的儿童日校（Day School，相当今日的幼儿园）接受教育。余慈度从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

操练祈祷，并建立了对上帝单纯的信心。她见证说：“自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就每天学习向

上帝祷告。我很少忘记这样做，对我来说，基督乃是一个实在具有位格的上帝。我的姐姐在

夜间常常因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为什么害怕呢？”
1
余

慈度在 7 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她回忆说：“我似乎是在天上，看不见任何人，

却听到美妙的乐器，弹奏着甜美温馨、难以形容的属天音乐，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2

这可视为她从小就经历的属灵救恩的喜乐。 

余慈度的父母除重点关注孩子们的宗教信仰外，还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他们接受

批评指责的良好品格。余慈度 8 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又被调到杭州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做牧

师，在那里，除了一部分的时间去外面上学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她父亲在家里教她读书。

余慈度日后回忆父母这一段时间的教育对她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她特别提到的是父母对她

错误的指责，她父母说：“在你以后的生活中你将不会找到任何指出你错误的朋友，尽管你

希望认识自己的错误，但人们只在你背后指出你的错误。”
3
 

  （二）余慈度灵性上的成长 

余慈度青少年时期是她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1888 年余慈度 15 岁的时候进入苏州

博习医学院学习，1896 年毕业，这 8 年期间余慈度经历了父母去世，自己订婚又退婚的过

程，以及对付罪和对付世界的属灵经历。在余慈度来到苏州三个月之后，父亲就病故了，那

时她的母亲也正患着严重的心脏病，不到两年的时间，她母亲也去世了。伴随父母去世所产

生的孤凄感，以及常常得到一位教士朋友的慰藉，余慈度学会了在内心与上帝保持亲密的交

通。1892 年，就在余慈度准备完婚之际，她突然发现自己不愿意结婚，为此她经历了痛苦

的属灵挣扎，也是在那位教士朋友的帮助之下，她学会了顺服上帝，这在她的属灵经历中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余慈度属灵经历的另一个重要事情是对付罪的经历，她觉得自己犯了

一种不得能到上帝赦免的罪，虽然那天她照常工作，但是她那位教士朋友却注意到她的情形

与往常有异，但余慈度却不肯告诉她，经朋友劝慰之后她终于告诉了朋友，她朋友和她一起

祷告，在这个剧烈的属灵挣扎过程里，她向上帝敞开，彻底让上帝搜查她的内心，她就回忆

起许多以往所犯的罪，并且圣灵向她启示她应当认罪悔改。此后，她又经历了世界的诱惑，

她说：“我也不再感觉与上帝交通的甘甜。我发觉我又开始享受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物。”当

她与上帝渐渐疏远的时候，她也就被地上的人和事所困扰。
4
这段时期是余慈度坚定基督教

信仰、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她经历了基督救恩的喜乐，也确定了要跟随她的朋友去朝

鲜开创监理会的妇女福音工作。 

 

二、余慈度在朝鲜的传教活动 

由于余慈度承认到朝鲜传教这一决定“没有得到天父的许可”，而是完全出于自己，因此，

她把这一时期国外传教的生活形容为“在旷野的漂流”。也是她经历生命的对付，在这一时期，

上帝通过疾病来对付她。 

（一）监理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基督教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很短时间内快速发展。1896 年，

在上海传教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瑞德（C.F.Reid）带家眷迁到汉城，成为监理会在朝鲜传教

的第一个传教士。由于朝鲜的民俗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男女授受不亲，必须女传

 
1 god’s dealing with Dora, Yu,p.3 
2 Ibad,pp,4-5. 
3 Ibad,p.5. 
4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余慈度传》，第 3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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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才可以向朝鲜妇女传讲福音。因此美国监理会从上海教区抽调甘博师母（Mrs.Josephine 

Peel Campbell，1852-1920）到朝鲜开创妇女的传教工作。 

（二）余慈度在朝鲜妇女中的传教工作 

甘博师母于 1889—1893 年期间代理博习医学院的校务，正是这段时间余慈度父母双亡，

甘博师母对她照顾入微，也与她建立了非正式的谊母和谊友的关系，因此，甘博师母被派去

朝鲜传教时，就邀请余慈度与她同去。1897 年 10 月初，甘博师母同余慈度一起坐船离开上

海，10 月 9 日就抵达汉城。一到朝鲜，甘博师母就迫切希望立即开展传教工作： 

   我们非常盼望整个教会（指监理会）能够向上帝屈膝，为着朝鲜人的得救祷告。如果

整个基督的教会，都能够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心就要受

到激发，而担负起我们应担的责任，我们就不会只想到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而是想到

如何来拯救灵魂了。
1
 

而余慈度来朝鲜则是为了逃避在现实环境中的种种试探。她见证中说： 

1897 年，我的教士朋友约我和她一同到朝鲜去，我没有得到我天父的许可就立刻答应

了。当时我心里以为只要能离开我现在的事情，就可以将职务做得更好，并且也可避免当时

看来似乎是非常大的试探。我就是在这种光景中，没有得到我（天上）君王的许可就离开了

我的祖国。大家可以想象到在我以后的路途上，将要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2
 

余慈度在见证中陈明在朝鲜上帝借着诸般的人、事、物来作为成全她的工具，她在见证

中指出： 

上帝是一个永远爱人的父亲，也是宇宙中公义的主宰。他把我立刻放在他的手中，并开

始教导我许多宝贵的功课。这些功课，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并不能体会出它们带给我的意义，

我也不欣赏他那双为我安排道路的手。我曾极力反抗全能的上帝所用诸般工具，且不承认这

一切都是他的手。
3
 

 

三、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 

（一）中国教会复兴的前奏     

基督教学者认为，复兴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之后，百姓离开上帝，后来上帝赐下悔改

之恩，再次与他的百姓立约，而百姓则向上帝悔改，再次与上帝立约。“复兴”就是约的更新，

或是重新立约（covenant renewal）
4
 

美国著名布道家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同意宗教改革中的保罗神学，他说： 

人远离了上帝，不断地悖逆上帝，且“乐此不疲”。人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不恢复当

有的忠诚。只有从天上而来的能力才能征服人刚硬的心，亲切地使人顺服，将上帝的爱和他

对一切罪的深恶痛绝启示给人。为此缘故,上帝将圣灵赐下世界；也为此缘故，上帝世世代代

一直在对人心做工。
5
 

关于复兴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这两件事情之内：首先，在每一个坚定的悔改归信的过

程中，圣灵都会发挥作用；其次，与其他时期相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内，圣灵的这一工作

开展得更广泛、更有利。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时，信仰的复兴就现出了。
6
 

宗教改革者从圣经中重新发掘出那已被遗忘的真理，即基督的救赎工作并没有随着他的

升天而结束，而是要通过教会和人的力量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基督仍然是所有权柄、生命

 
1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余慈度传》，第 52-53 页。 
2 god’s dealing with Dora, Yu,pp.11-51. 
3 god’s dealing with Dora, Yu,pp5154. 
4 [美]阿诺德·达里茂著，陈凤译：《怀特菲尔德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代序：两个复兴传

统（撒母尔·林博士），第 3 页。 
5 [英]伊恩·默里著，张宇栋译：《真正的复兴》，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 年，第 17-19 页。 
6 [美]爱德华·劳伦斯著，《乔尔霍斯生平》，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1871 年，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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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和源泉。基督保守了他的会众，使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不过，基督的讲道事工需要

借助圣灵才能开展，圣灵的工作是将基督在加略山上赢得福气赐给会众。 

圣灵顺服于上帝，并且没有“限量”地单单居住在基督里面（约 3：34）。只有借着基督作

为中保和他身体的头，圣灵才能被不断地赐给教会，其“实际影响”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虽

然圣灵最初是由基督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教会的，但其影响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圣灵每次

被赐下的时候，其程度是不同的。在《使徒行传》中，教会的几次快速属灵增长，都可以循

迹至圣灵又一次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徒 4：31-33，11：15-16，13：52-14：1）。因此，

纵观基督教历史，教会获得新的能力、取得新的成功，都是因为“在特别的、充满怜悯的时

期……上帝的灵赐下，比平常的日子更加动人心魄”。此处，我们要进一步引用约拿单·爱德华

兹的话： 

上帝的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快了，在这样的时期，通常会有大批人突然悔改信主。在使徒

的时代情况也是如此，那是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次圣灵浇灌！当时的人悔改归信多么快、

多么突然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何时，只要上帝的灵异乎寻常地降下，情况大

致都是如此，复兴的规模与圣灵浇灌的程度成正比。 

这段话所传达的对复兴的理解方式，在 18 世纪的福音派领袖之中占据统治地位。爱德

华兹的措辞和其他所有人如出一辙。怀特菲尔德将始于 1739 年冬天的美国剧变，看作“未来

的预兆，预示着上帝的灵要在这些地区更充足地降下”。塞缪尔·布莱尔也写到这一次剧变：

“1740 年春天，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他的圣灵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浇灌下来。”乔纳森·迪

金森评价这一时期道：“上帝的灵以异乎寻常、显而易见的方式降下，再一次临到他们。”在

这些人眼中，“降下”、“洗礼”和“圣灵的浇灌”都是“属灵复兴”的同义词。“属灵复兴”这一词语，

直到 18 世纪 40 年代才开始作为标准化措辞被采用，人们也总是按照这一含义来理解它。 

说到复兴的含义，还要注意的是，戴维斯和他的同胞们对复兴的看法，并没有偏离他们

的信仰主体，也没有添枝加叶，反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论。人在罪中的光景如此不堪，若

没有圣灵的直接影响，他就不可能得救。重生，以及由重生而来的信心，都是上帝的恩赐。

因此，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悔改归信的人数倍增，其原因一定不是由于什么人，或是由于

什么有利条件，而只能是因为上帝的灵充分地发挥了作用，这才使得教会的见证发挥效用。

关于复兴，没有任何其他解释可以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吻合，即“人的全然堕落，上帝

白白赐下的恩典，基督的神性和他宝血的救赎，以及靠着圣灵重生并成圣”。
1
 

复兴运动在西方教会中，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宗教改革以后，接着 18 世纪圣灵在欧

洲发动了以亲岑多夫为首的摩拉维亚大复兴，同时也在英国发动以约翰·卫斯理为首的复兴，

并在美国发动以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德为首的复兴。 

到了 19 世纪，又发动了以芬尼和慕迪为首的福音派复兴。其中借着约翰·卫斯理所启动

的复兴又发成导向全球的宣教运动。这个崭新的运动（其实是从使徒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一个

古老运动的恢复）不但把福音推展到西方以外的国家，也将复兴的流带到世界各地。 

如果我们观察 20 世纪头 10 年中，生灵复兴之流的导向，我们会发现它像一股巨流，首

先倾泄到英国的韦尔斯这一个坝口，从那里这一股巨流的主流首先被导向西方的美国，接着

又导向东方的印度，然后又从印度流到朝鲜，再从朝鲜流到中国的东北，再继续流到华北他

华中以至华南。导向美国的主流在洛杉矶的艾苏萨街涌至巅峰，然后再由那里向全世界喷射

出更多的支流，包括中国在内。
2
 

   （二）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的三个阶段 

20 世纪的头 10 年中，中国教会复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1～1904 年是

第一波，是复兴的初期；1905～1907 年是第二波，是复兴的壮大期；1908～1909 年是第三

 
1 [英]伊恩·默里著，张宇栋译：《真正的复兴》，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 年，第 17-19 页。 
2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8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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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是复兴的高峰期。
1
 

复兴的初期（1901～1904） 1900 年春天，复兴首先在北京东郊通州的“潞河学院”开始

启动。那里的学生们受圣灵感动，认罪奉献，全校停课三周，学生们到四周乡村去传扬福音，

影响到北京、保定和天津地区的公会。同年春天，福州“英华书院”的学生有 70 人悔改信主

（占了全校人数一半以上）。同年春天，在广州一地就有 700 人加入教会。同年，福建的信

徒和西方传教士组成了“福建联合祷告会”，求上帝显明他的大能。 

1903 年，东北和华南各省也呈现出初步的复兴现象。1904 年，上帝在云南边区借着内

地会的传教士们，在少数民族中间燃起福音之火。有一个地方，一个美以美会的教堂，有 4000

人参加崇拜聚会。1904 年，圣灵在河南作工的古约拿单传教士心里动工。他听到威尔斯教

会复兴的消息后，对自己果子贫乏的工作感到不安。他开始阅读 19 世纪美国奋兴家芬尼的

著作，希望从芬尼的经历中发现复兴的“定律”和秘诀。 

复兴的壮大 1906 年，复兴的流扩大到华北、华中和华南。北方山东省的复兴情况最为

显著。在华中的扬州、上海等地都有复兴的报导。 

在这一两年之内，李叔青是上帝在中国教会复兴中最著名的器皿。他放弃了医生的职业

到各地主领奋兴会。据卡尔博所著《复兴的中国》一书的记载，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复兴的高峰  1907 年，朝鲜的大复兴爆发了。复兴的火向北燃烧，带进了中国 1908 年

的“东北大复兴”。余慈度于 1903 年回到中国后，开始，她只是在上海一带监理会中间从事

奋兴布道工作。到了 1908 年，她才清楚“蒙上帝呼召”，从监理会的范围中出来，投入上帝

在全国的复兴中。那时复兴的洪流在中国已经进入顶峰。 
2
   

 

四、余慈度对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的影响 

（一）余慈度在南方的布道活动 

1903 年 9 月，余慈度返回中国。1904 年，余慈度放弃行医，开始凭信心全时间事奉主，

她是中国教会最早脱离西方差会金钱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1907 年冬她经历

了一次圣灵充满后，便投入到复兴的大潮中去。她把 1908 年称为她蒙神呼召的新阶段，她

的布道范围遍及南方各省。1909 年 5 月，她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奋兴布道诗

歌选集》。在 1910 年代末，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二）余慈度的“查经祈祷处”的活动 

1909 年，余慈度看到日益增长的教会的需要，自己募款在上海创建了“查经祈祷处”，这

实际上是一所圣经学校，其特点就是建立在圣经和祷告的基础上。1923 年，为满足聚会崇

拜的需要，伯利恆会堂在校园内落成，著名奋兴布道家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亲临献

堂礼并致词。 

余慈度继续应邀到各地带领奋兴会：1911 年在苏州，1912 年和 1913 年在宁波。1919

年，余慈度和知名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一起加入了“中华国内布道团”。共同的追

求与事奉，把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0 年，余慈度到福州开奋兴会两个月，为福州教

会带来大复兴。就是在这次奋兴会上，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重生得救，不久十七岁的倪柝声

也因听了余慈度的讲道而信主，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并随即到余慈度的圣经学校学习。 

在 1925 年上海教会大复兴中，余慈度和王载配搭同工，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得到复

兴，成百上千的人在复兴聚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此外，还有 50 多位青年信徒决志终

生奉献于布道工作，其中包括中外现代著名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如计志文、周志禹、蓝如溪、

石美玉、胡遵理，以及赵世光等。 

 
1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92 页。 
2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9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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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余慈度应邀赴英国参加著名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并担任主要

讲员。由于“开西大会”致力于追求基督徒的圣洁与成圣生活，推动全球的宣教运动，以及恢

复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被视为普世教会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徵。她的发言被刊载在英国

着名的教会杂志《亿万生灵》（China’s Millions）和《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上面。在长

期的事工合作中，她与内地会的领袖们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余慈度于 1929 年离开英国，

经美国返回上海。 

（三）余慈度在复兴布道中的成果 

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一个一年一度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Cumbria）凯西克

（Keswick, Cumbria）举行的福音派基督徒聚会。始于 1875 年，是英国较高生命运动（Higher 

Life movement）的催化剂和焦点。创立者是圣公会的 T. D. Harford-Batters 和贵格会的 Robert 

Wilson。开西大会在每年七、八月间举行，持续三周时间，至今已举办了 128 年。致力于追

求基督徒的圣洁与成圣生活，推动全球的宣教运动，以及恢复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被视为

普世教会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证。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化教授认为，属灵派是一种神学取向，而不是一种派别，如果再从组

织体系细分，属灵派可分为三派：基要派、灵恩派和奋兴派。基要派多数接受差会津贴、活

跃于大公会；灵恩派多数凭信心生活，推崇灵恩经历，自组属灵教会；奋兴派多数也凭信心

生活，在布道家身份在海内外各教派主领奋兴布道会。余慈度属于属灵派中的奋兴派。
1
她

的见证主要讲述她的属灵经历和上帝在她外面环境中的对付。吴秀良在《余慈度传》中总结

了余慈度的六点属灵经历： 

1、信徒必须时常对付罪。凡是被圣灵显明出来的罪，都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对付。 

2、要绝对奉献。包括向上帝完全顺服，把一切交（托）给上帝，跟随圣灵在里面的引

导教训，顺服上帝在环境中全能的安排和对付。 

3、圣洁或成圣的生命。包括必须对付世界、接受十字架，并与基督同死的经历。她的

遗稿《成圣六课》（A.S.Worrell 原著，余慈度译）中提到如何成圣时有一条说：“基督一进来，

就当算自己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加拉太书》2 章 20 节）。以后若再看自己，切勿再认

他，因你自己已经订死了。要把凡一切属血肉的求主拢总灭掉（《约翰壹书》3 章 8 节），用

信心算这一切属血肉的都死了。倘有时再看见自己，务需凭着信心算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因

为保罗向罗马人说：‘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罗马书 8 章 13 节）。若看见有

身体的行为起来的时候，就当靠着圣灵治死他，这样行就真正‘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3

章 10 节脱去旧人以致穿上新人。” 

4、经历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充满和外面的浇灌。她注重生命过于恩赐。 

5、认识属灵争战的需要。信徒必须养成时时儆醒祷告的习惯，防备撒旦在信徒必思里

的建议和控告。 

6、她和开西属灵领袖们分享普世教会（基督的身体）合一的异象。她的培训职事也是

为受训者所在的公会培植人才，而不是把他们吸引到她自己的教会。
2
 

余慈度的属灵果子，对中国教会 1930 年后第二期的复兴运动，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关键

作用。她最重要的属灵果子就是倪柝声。在 1920 年的一次复兴大会中，17 岁的倪柝声因为

听见余慈度的讲道而得救，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接着上帝借着倪柝声在中国发动了“地

方教会”的复兴运动。1949 年后，倪柝声的“属灵异象”借着他的同工们和跟随者，把教会复

兴的洪流带到世界各地——由台湾到东南亚，以及日本、韩国，最后又注到美国，遍布世界

六大洲。倪柝声的书籍已经成为全世界有心追求属灵的基督徒们非常珍贵的读物。他的《正

常基督徒生活》（Normal Christian Lift）一书也已经被译为数十种语言，销量达百万册以上。

 
1 张化：《20 世纪上半叶上海基督教属灵派述评》，《基督教学术》（第十七辑），第 7—35 页。 
2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99—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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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追本溯源，我们可以说，没有余慈度，也就不会有倪柝声，自然也就不会有上帝在全

球性的地方教会中的复兴佳作。
1
 

总之，20 世纪初，由上帝掀起借着著名布道家在中国各地激发的教会复兴运动使传教

事业获得很大发展，中国信徒人数激增，教会在生命上向下扎根，向上成长。余慈度作为女

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在 20 世初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对当今

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外学者对余慈度的研究非常缺乏，本文的史

料查阅势必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本文的研究属于尝试之作，我将会继续努力，以此作为

后续研究的起点。 

 

 
1 [美]吴秀良：《余慈度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